
目录


导言

一、研究主题



二、相关概念阐释



三、研究综述



四、研究思路



五、史料基础



六、主旨和结构





第一章 英印帝国里的克什米尔(1822-1947)

引言



第一节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



第二节 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法律背景





第二章 南亚博弈中的克什米尔(1947-1949)

引言



第一节 波谲云诡的战前局势



第二节 《加入证书》及其法律效力



第三节 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





第三章 冷战阴影下的克什米尔(1949-1966)

引言



第一节 冷战阴影降临克什米尔



第二节 中印战争与克什米尔



第三节 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





第四章 孟加拉战争与克什米尔(1966-1974)

引言



第一节 孟加拉战争定乾坤



第二节 孟加拉战争结果的法律表现





结语



参考文献

英文著作：



中文译著



中文著作：



文章：





附录

附录Ⅰ：克什米尔大事年表



附录Ⅱ：印度宪法第370条



附录Ⅲ：塔什干宣言



附录Ⅳ：西姆拉协议



附录Ⅴ：克什米尔协定



附录Ⅵ：重要名词英汉对照表





后记



导言

一、研究主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英国被迫结束对印度的殖民统治。1947年8月14日和15日，在英属印度分裂亦即印巴分治的基础上建立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英国向它们和平地移交了政权。印巴分治给印度和巴基斯坦造成了许多问题，其中财产分割和难民迁徙等难题都顺利解决了，唯独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最终归属长期争持不下，这就是克什米尔问题。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巴矛盾的核心所在，牵动着两国大局和国民神经，旷日持久地损害它们的关系。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印度和巴基斯坦为克什米尔进行了两次半大规模的战争，边缘战争和零星枪击更是难以数计。与一般的国际争端不同，克什米尔与我国的西藏和新疆接壤，又由于阿克赛钦的原因，它与我国也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

2000年3月，我因为撰写学士论文而开始接触克什米尔问题。起初获得的文献告诉我，克什米尔问题是由《蒙巴顿方案》造成的。后来我有幸到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可以查阅到更丰富、更直接的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资料。当看到《蒙巴顿方案》的英文版全文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因为《蒙巴顿方案》可以说几乎根本没有涉及克什米尔问题，这又谈何去制造它呢？(详述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从此，克什米尔问题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就一直困扰着我。

随着更多地阅读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文章和著作，我对于它的认识一度反而更加模糊。克什米尔问题的确比较复杂，有如印度教的主神湿婆一般，呈现出多重面貌：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领土争端与民族冲突，宗教矛盾与文明冲突，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霸权与扩张，战争与和平，甚至于核武器等等，都与它有重大关系。不同论著侧重于从某个角度去论述克什米尔问题，虽然各有其真知灼见，这一问题的根本来源反倒更加令人迷惑不解。因此，在选择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时，我自然而然地把克什米尔问题为何产生和持久定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希望借此拨去笼罩在它上面的重重迷雾，找出其发展的原动力，现出它本来的面目。本书即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稍作修改而成。

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和发展有多种解释路径。人们固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克什米尔问题，但对其来龙去脉进行详细考查之后可以发现，它之所以产生和发展无不受亚洲地缘政治的影响。因此，本书将运用地缘政治理论来对它进行阐释。地缘政治学是基于地理因素来研究国际关系，以之解释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发生和演变的一门学科。本书将运用地缘政治理论来阐释如下几个问题：在地缘政治的作用下，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怎样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得以建立和成型，该土邦由此而形成的民族版图和政治结构，对克什米尔问题有什么影响；在印巴分治前后，国大党/印度和穆盟/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政策怎样导致了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克什米尔问题产生之后为何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又是怎样卷入全球政治斗争并随之而脉动；本研究的分析下限定在1974年。

二、相关概念阐释

许多学术概念都有丰富的含义，它们在专业语境与普通语境中往往有很大的差别，这在克什米尔问题研究中也不例外。有几个概念对于准确地理解本书而言至关重要，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一番界定和解释。

(一)克什米尔

克什米尔是个内涵丰富的术语。通常而言的克什米尔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简称，它是英印帝国里面积约为19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土邦。克什米尔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北部，其毗邻地区按顺时针方向从北面起依次为中国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和西藏藏族自治区，印度的喜马偕尔邦和旁遮普邦，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和西北边境省，以及阿富汗的巴达赫尚省，并隔着狭长的阿富汗瓦罕走廊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相望。

克什米尔是喀喇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交汇的地方，境内群山环绕、高峰耸立，很多地方常年积雪，是南亚次大陆多条重要河流的发源地。就其地理构造而言，克什米尔就像是一个自然博物馆，几乎所有土地构造的自然特点和类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克什米尔从西南到东北的地形可以分为查谟平原、山麓丘陵、皮尔本贾尔岭、克什米尔谷、喜马拉雅山西段、印度河上游谷地和喀喇昆仑山。克什米尔的气候南北差异大，并随其海拔高度而变化。克什米尔的降水量自西南向东北递减，气温从北而南增加。其中最重要的地区是克什米尔谷，它是地广人稀的克什米尔的人口稠密之地，也是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克什米尔谷呈椭圆形，其中轴和喜马拉雅山脉的走向大致平行。克什米尔谷的形状像一个茶托，长84英里，宽20至35英里，平均高度海拔5600英尺，面积约为6000平方公里。

虽然如此，但千万不可把克什米尔看作一成不变的既定共同体，它在不同时期所涵盖的范围差别很大。从政治文化角度而言，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地区：北部的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中部的克什米尔，南部的查谟和东部的拉达克。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是查谟的印度教徒古拉伯·辛格及其子孙，从1822年开始，在一个多世纪里以查谟为基地扩张而建成的中亚王国(本书第二章将辟专节详述此过程)，大致而言，克什米尔所指代的对象，在1846年之前是克什米尔王国或克什米尔省；在1846－1947年期间，是通常意义上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1947年10月27日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爆发，尤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9年7月27日签署《卡拉奇协议》之后，一般是印控克什米尔。但在更多的时候，克什米尔所指代的仅仅是克什米尔谷。克什米尔在不同语境中所指代的对象不相同，应该根据上下文的具体背景来加以判定。

(二)克什米尔问题

克什米尔问题是因克什米尔而引起的不同共同体之间的矛盾的总称，通常用于指代印巴之间或/和印度与印控克什米尔之间的矛盾。克什米尔问题衍生出来和攀附其上的纷繁复杂的现象，使它犹如包裹在层层迷雾之中，让人难以认清它的真正面目。它在英文中有不少相关的对应词，如Kashmir Question，Kashmir Problem，Kashmir Dispute，Kashmir Issue， Kashmir Crisis和Kashmir Conflict。学者们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性质有不同的看法，如把它看作殖民主义问题、霸权主义问题、文明冲突、民族主义问题、领土争端、分离主义问题或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

从某个角度来对克什米尔问题进行界定和分析，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实际上，克什米尔问题具有双层属性，正如伊法特所说：“它既是一个国际问题，也是一个国内问题，它是双重的长期争端。其最初且历史更悠久的那个维向，显而易见是印巴之间从1947年次大陆分裂开始就存在的领土争端；而更晚出现的这个维向则发生在印控克什米尔内部，它在本质上是一场克什米尔邦内不同族群与印度政府之间的族裔冲突。……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虽然相对独立，但并非相互隔绝，它们具有许多平行线和重叠处，彼此影响和相互决定。”

1949年7月27日，印度和巴基斯坦签署《卡拉奇协议》，这标志着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正式结束。停战协议的签署并没有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它只是表示印巴两国同意在克什米尔维持现状，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因此被正式地分裂成印控克什米尔和巴控克什米尔，相应地使此后的克什米尔问题具有双重含义。基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这种特性，本文试图用克什米尔问题(Kashmir Question)、克什米尔争端(Kashmir Dispute)和克什米尔危机(Kashmir Crisis)来界定和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和性质。

问题意指困难的事情；争端指引起争执的事端，通常指两者或多者之间的争执；危机指事件的危急时刻或状态，一般指内部所发生的。争端和危机都是问题的下义词，问题是它们的上义词，也就是说争端和危机是不同类型的两种问题。并且，争端一般指外联性的问题，而危机多指内在性的问题，故分别用来界定印巴之间关于克什米尔的冲突和印度与印控克什米尔之间的矛盾。克什米尔争端指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之后争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而带来的问题，这是两国的领土之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国际争端；克什米尔危机指的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分裂之后，印度对印控查谟和克什米尔邦进行改造和整合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这是印度与印控查谟和。因此，克什米尔争端和克什米尔危机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克什米尔冲突。





(三)国家

地缘政治是基于地理因素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或许是含义最为丰富的学术概念之一。凯尔森认为：“‘国家’的定义由于这一术语所指对象的多样化而弄得很难界定。这个词有时在很广的意义上用来指‘社会’本身，或社会的某种形式。但这个词也很经常在狭得多的意义上用来指社会的一个特殊机关，例如政府或政府的主体，民族或其居住的领土。”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贾恩弗兰科·波齐对国家下的定义是：“近代国家或许最好被看作是担任官职的个人通过连续的有条理的活动来进行统治的一套综合的机构设施。作为这些官职总和的国家，它自己保留了对一个有领土疆界的社会的统治工作；它在法律上并且尽可能在事实上垄断了与这种事务相关的一切权能和机构。而且它在原则上根据对自己特殊利益和管理规则的领会独自处理上述事务。”

弗兰茨·奥本海则认为：“各种国家理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说明，它们之中没有一种理论是从社会学观点派生出来的。国家是世界史研究的对象，只有用世界史的观点广泛而周密地研究它的本质才能认识它。”通过细致的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国家”是通过政治手段而联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社会”则是通过经济手段而联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但是，迄今为止，国家和社会始终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可是在未来的“自由民联合体”社会中将不再有“国家”，而只有“社会”。

与上述从某种角度对国家进行定义不同，凯尔森在对前人观点进行分析之后，从法学的角度对国家的本质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说：

政治社会学关于国家的理论之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多半是由于不同作者以同一名义对待很不同的问题，甚至同一作者不自觉地在几个意义上使用着同一个词。当我们从纯粹法学观点出发来研究国家时，情况就显得比较简单了。那时国家只是作为一个法律现象，作为一个法人社团来加以考虑。唯一剩下的问题是国家如何不同于其他社团。其区别一定在于构成国家社团的那个规范性秩序。国家是由国内的(不同于国际的)法律秩序创造的共同体。国家作为法人是这一共同体的国内法律秩序的人格化。从法学观点来看，国家问题因而就是国内法律秩序的问题。

凯尔森认为，根据传统的观点，除非人们预定国家是基本的社会现实，否则就不可能理解国内法律秩序的实质，它的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基本的不同点)。根据这个观点，规范体系之所以拥有使它值得被称为国内法律秩序的那种统一性的个别性，正是因为它以这样或那样方式同一个作为实际社会事实的国家相关联；它“为”一个国家所创造或“对”一个国家有效力。人们假设法国法律是以作为社会实体而不是法律实体的一个法兰西国家的存在为基础的。法律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被认为类似于法律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假定，法律(虽然为国家所创造)调整被设想为人或超人的国家的行为，就像法律要调整人们的行为一样。正如在生物－物理学上关于人的概念旁边，还有法律上关于人格者的概念一样，所以人们相信在法学上关于国家的概念旁边，还存在一个社会学上关于国家的概念，甚至在逻辑上和历史上，先于前一个概念而存在。作为社会现实的国家属于社会范畴，它是一个共同体。法律属于规范的范畴，它是一个规范体系、一个规范性的秩序。根据这个观点，国家和法律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国家和法律的二元性，事实上是现代政治科学和法学的基石之一。然而，这种二元性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国家作为一个法律上的共同体不是一个和它的法律秩序分开的东西，正如社团并非不同于它的构成秩序一样。若干人之所以形成一个共同体，只是因为一个规范性秩序在调整着他们的相互行为，共同体不过是调整个人相互的那个规范性秩序而已。“共同体”一词所指的只是某些个人的相互行为被一个规范性秩序所调整这一事实。……既然我们没有理由假定有两个不同的规范性秩序——国家秩序与国家的法律秩序，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称为“国家”的那个共同体就是“它的”法律秩序。……作为共同体的国家与法律的关系，并不像人与法律的关系那样，是自然现实或类似自然现实的社会现实。如果有一个和我们称为“国家”的现象相关联的社会现实，因而除法学外还有一个社会学上关于国家的概念，那么，优先地位是属于法学概念，而不是社会学概念。社会学概念预定要有法学概念，而不是反过来也是这样。


凯尔森由此得出自己的结论：“国家领土的统一体，以及因而国家的领土统一体，是法学上的统一体，而不是地理、自然的统一体。因为国家的领土事实上不过是名为国家的那个法律秩序的属地效力范围而已。”接着，他又顺势断言：“狭义的国家领土(即公海和无主土地之外的领土)在原则上就是，一个国家，即该领土所属国有权在其中实现强制行为的那种空间，其他所有国家均被排除在外的一个空间。根据一般国际法，它是只有一个特定的国内法律秩序才有权规定强制行为的空间，也就是只有由这一秩序所规定的强制行为才可能执行的空间。它就是在国家的所谓疆界之内的空间。”





(四)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学又称地理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中的重要流派，它的基本观点是全球或地区政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受地理条件的影响甚至制约。地缘政治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潘恩的人权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学说，被看成是改变了世界发展进程的学说。地缘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Ge”或“Gaia”原意是地球之神，“polis”指的是古希腊的城邦国家。“Ge”的含义所指的是各种类型的人类家园，而“polis”的意思是人的统治和组织。因此，从词源派生而言，“地缘政治”一词指的是地球和国家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其含义又远不止如此。它所强调的国家概念不单单指“位于”地球上的一种现象，也指“属于”地球的各类现象之一。其特征源于它是地理空间的一个部分。描述整个地球的“地理”(Ge)概念涉及某一特定国家所占有的地球之一部分与地球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政治”(polis)概念则指单个国家与其余国家的相互关系。换言之，在区域地理及政治环境和他们所构成部分的物质世界及人类整体之间，存在更为宽泛的关系。

人类很早就根据地理因素来思考一些政治行为和国际关系，但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出现却是由德国人拉策尔和瑞典人契伦奠定的，集大成者是英国人哈尔福德·麦金德。麦金德的基本主张是，世界历史可以从地缘政治理论的角度解释为海权和陆权的对抗。他对这种对抗进行了历史的回顾，认为两个对抗的主角始终存在力量的此消彼长，但两者之间又总是存在一种固有的均势，因此任何一方都无法获得对另一方的绝对优势地位。他们各自都具有某种优势，借此他们可以重建均势。这就是为什么要坚持两级格局的原因，尽管从表面上看它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国家关系模式。麦金德把自己的观点化约为一个简单的公式：

谁统治了东欧谁就便控制了“心脏地带”；

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便控制了“世界岛”；

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

但是，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认为，历史上从来不曾发生过单纯的陆上势力与海上势力的对抗。因此，麦金德的结论是错误的。他认为，“边缘地带”对世界霸权争夺者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争夺世界霸权的口号必须是：

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

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奥沙利文说：“地缘政治论用社会的地理透视来分析国际关系问题，探讨国家发展战略，研究国家民族与区域结盟的空间历史、起源以及演化规律。”它整体地看待全球或区域的经济政治活动及国家间的关系，在地理系统的水平上来研究社会政治的历史、时局与发展的空间表象的演化机制，它的学科渗透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民族、人口、技术、社会心理和综合国力等诸多方面。这种说法或许有点复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同时也是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和实践者布热津斯基简要地概括说：“地缘政治是指那些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情况的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相互结合，强调地理对政治的影响。”

对地缘政治形势有三种分析模式：微观的、中观的和宏观的。虽然地缘政治有微观、中观和宏观三种分析模式，但这并不是说在某个时段内只有某种相对应的地缘政治在发挥作用，实际上某个共同体很可能同时处于两种甚至三种地缘政治的共同作用之下。尽管地缘政治的构成部分极不相同，但它们可以组成各种不同功能的类型：局部(国内)的、区域(国家)的和全球(帝国)的状态。每一种类型的范例都可以在世界政治地图上找到，但它们相应的重要性却存在差异，某一特定时期内其中的一种通常成为范例。

三、研究综述

关于克什米尔问题产生和持久的原因，长期以来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解释，主要有帝国主义阴谋论、殖民主义论、霸权主义论、宗教冲突论、民族主义论、个人因素论和地缘政治论等几种观点。

帝国主义阴谋论者认为，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归因于英美两国的阴谋：由于克什米尔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了防范苏联南下扩张，在结束对印度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它们利用印巴建国时对许多问题难以兼顾的机会，策划并加剧了克什米尔问题，以便使克什米尔成为西方围堵苏联的桥头堡和军事基地。此外，利用克什米尔问题，它们还可以继续保持对独立后的印巴两国施加影响，使它们服从自己的全球战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可以利用它来围剿新中国。他们征引的资料基本来自报纸杂志，鲜有直接体现政府政策的档案或文件。实际上，在克什米尔问题产生之初，英美是尽力避免卷入进去，反过来是印巴竭力要求它们介入调解。英美改变对克什米尔的态度主要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所以，帝国主义阴谋论似乎把后来发生的事情安插到前面去了。

霸权主义论者认为，印度是一个葛兰西式的国家。国内权力的逐步中央集权化导致了印度在国际上日益追求霸权。独立之后，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中立或说抑制支配者而有计划地建立自己的霸权。印度统治阶级追求乔底利耶(Kautilya，约公元前350-283年，号称古印度的马基雅维利)传统，力图在世界范围内重建其霸权。正是用乔底利耶战略才能解释印度为什么会用武力迫使克什米尔并入印度，进而引发了克什米尔问题。

宗教冲突论者认为，印巴分治之初，克什米尔绝大多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倾向于加入巴基斯坦，共同的宗教信仰坚定了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的领土要求。而克什米尔邦的统治者属于信仰印度教的家族，倾向于加入印度。由于这种宗教上的不合，导致了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南亚教派主义势力的影响，印巴围绕克什米尔的争端也演变成为印度教沙文主义和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争端。这就是说，宗教矛盾不仅导致了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还加剧了它的恶化。

霸权主义论认为，印度的霸权主义导致了它的扩张行为，进而引发了克什米尔问题；宗教冲突论则把克什米尔问题看作古老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矛盾的延续。霸权主义论和宗教冲突论的主张相去甚远，但都违反了一个基本史实，即在印巴分治前后，克什米尔穆斯林的主流是反对巴基斯坦，而主张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是他们要求印度派兵进入克什米尔镇压反叛的穆斯林部落民。所以，这两种观点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

民族主义论者认为，克什米尔问题是南亚次大陆现代民主国家建设的产物。贾斯万特·辛格认为：“克什米尔不是一个领土争端，它是宗派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寇普拉则在《印巴克什米尔冲突的起源》一书中分析了在现代民主国家建设过程中，由于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和英国在殖民统治时期的政策，印度出现了以穆盟为代表建立伊斯兰神权政治和以国大党为代表建立世俗政权的两股潮流，穆盟最后依据“两个民族理论”建立了巴基斯坦。克什米尔由于其多数居民是穆斯林，印度为了否定巴基斯坦国的合法性，用武力强行占领它，以此否定“两个民族理论”。这种观点由于印度不断地渲染克什米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而得到强化，甚至被许多人接受。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多次重复类似于下面的观点：

我们总是把克什米尔问题看作我们的一个象征，因为它对印度有深远的影响。克什米尔作为一个象征，体现出我们是一个世俗主义国家，体现了尽管其多数人口是穆斯林，却毫无疑问地在本性上希望与印度联合在一起。克什米尔对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具有重大意义，如果我们根据陈腐的“两个民族理论”的基础来处理克什米尔，明显地印度和东巴基斯坦的数百万人民将会受到强大的影响。大量已经愈合的伤口会再次裂开。

尼赫鲁还说，印度从来就没有接受“两个民族理论”，并强调：

许多人认为并说克什米尔问题阻碍了印巴之间发展友好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正确的，但就其根本而言这是不对的。我的意思是，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巴之间其他冲突的结果，即使克什米尔问题以非友好的方式获得解决，这些根本冲突还是会继续下去。如果它以真正友好的方式得到解决，那当然它将会有所助益。通过友好的途径来解决该问题是重要的，而强制的解决方案将导致其他问题产生。我应该承认，从根本上讲它们都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重新回到我刚才所谈论的，“两个民族理论”是民族主义之类的东西。





克什米尔问题无疑可以被看作民族主义问题，但这并没有触及其最深层的本质。而且，尼赫鲁的话带有很大的误导性。曾任巴基斯坦总理和总统的阿里·布托就严厉地批评他所说的观点，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主张。更为重要的是，根据著名的印度边疆史专家阿拉斯太尔·兰姆考证，印度最初制定克什米尔政策时主要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而非意识形态的目的。所以，克什米尔作为印度世俗主义的象征或许是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结果，而非其原因。

另一种观点则是强调个人因素的重要性。印度学者达斯古普塔认为：“第一次印巴冲突的开始及其过程，不能仅仅依据对抗双方的政治目标和军事能力来解释。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在印巴军队中任职的英国官员，就印度而言则英国人蒙巴顿总督的作用尤为突出。”这种观点主要是抱怨英国当时没有顺从印度的要求，反帮助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活动，从而造成了克什米尔问题。但是，巴基斯坦学者则认为：“尼赫鲁－蒙巴顿联盟是巴基斯坦创立的一个背景。”认为蒙巴顿偏袒印度，导致了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给巴基斯坦制造了许多困难。

另外，金斯雷·马丁至死都坚信，尼赫鲁的族裔出身是克什米尔问题的根源。但也有学者认为，克什米尔的潘迪特一旦离别了家园，很少有再怀恋故乡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之所以常常访问克什米尔，这与其说是由于克什米尔勾起了深藏在他心中的故乡怀念，不如说是由于他喜爱那里的山岳和冰河。以前的出版物显示，国大党和印度最初的克什米尔政策是由尼赫鲁制定的，但后来公开的资料表明并非如此，而是由时任副总理兼土邦部长萨达尔·瓦拉伯巴伊·帕特尔主导的。因此，这种过于突出个人——尽管他是伟人——在历史事件中作用的观点还值得商榷。

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地缘政治对克什米尔局势的作用。哈斯奈恩在《1846－1921年英国对克什米尔的政策：克什米尔在英俄政治中的地位》一书中，考查了1846年到1921年之间英国对克什米尔的政策，认为19世纪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在中亚进行角逐所产生的地缘政治对克什米尔有重要影响。D.N.达尔《克什米尔政治变化的动力：从古代到现代》一书，则从长时段来进行分析，考查了几股作用与反作用的力量如何在不同时期影响着克什米尔的政治变化，其中就包括英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冷战因素。

作为卓有成就的印度边疆史专家，阿拉斯太尔·兰姆对克什米尔问题有着非同寻常的洞察力，《克什米尔：一份争议的遗产(1846－1990年)》和《不彻底的分裂，克什米尔争端的起源：1947－1948年》是他在这方面研究的的代表作，前者对克什米尔问题作了一个全景式的分析，后者则集中分析克什米尔问题产生前后的历史事件。他提出一个颇有见地的观点，明确指出克什米尔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彻底分治的地缘政治程序。他认为克什米尔问题之所以产生，是源于印度既定的地缘政治战略，为了控制英印帝国的北部边疆，在印巴分治之前它已经决定把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视为囊中之物。

兰姆的观点遭到印度学者帕勒姆·香卡·吉哈的反驳，他的两部著作《克什米尔在1947年：对立的历史观点》和《争端的起源：克什米尔在1947年》，后者是对前者的扩展和补充，主要是驳斥兰姆的观点。兰姆把分析重点放在英国政策对克什米尔问题产生所造成的影响，吉哈则侧重于从印度人的立场来进行分析和反驳，两人都有为本国的过错进行开脱之嫌。吉哈基本上是就事论事，缺乏对同类事件进行比较研究，分析的格局过于狭小，从而使得他对兰姆观点的批驳显得较为脆弱。其实，兰姆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他过于强调印度政策的原罪性，对于克什米尔穆斯林的主流投靠印度所造成的影响评估得不够充分。从当时的法律来看，印度并非没有权利获得克什米尔，且克什米尔最大众化的政党国民会议党对它的支持也是一个值得充分考虑的问题。此外，兰姆只是把地缘政治作为某种因素来解释克什米尔问题，还没有把它上升为理论工具来展开全面的论述。克什米尔问题的确具有地缘政治的性质，但印度的地缘政治战略只是它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并不足以解释全部的现象。要对克什米尔问题作出系统阐释，必须把它放置在更长远、更广阔的背景下加以考查。

克什米尔问题不仅是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也是研究生攻读学位的选题热门。根据在PQDD上的搜索，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博士论文主要有如下一些：

帕特丽夏·科尔维·辛普森的《国际政治中的克什米尔争端》，是美国圣约翰大学1968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巴希尔·艾哈默德的《主要大国对克什米尔争端的政策：1947－1965年》，是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1972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两篇政治学博士论文写作的时间相差不远，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印巴战争之间，那是克什米尔问题的转型期。它们的优点在于对克什米尔问题作了一个大视野的分析，尤其是对美英两国的政策背景有独到的见解；它们的不足之处在于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形成过程和内部政治特征没做深入的考查，对于相关事件的历史背景没有进行详实的剖析，故而对问题的研究略显粗糙。





罗伯特·布鲁斯·奥斯本的《陆军元帅克劳德·奥钦莱克：印度军队和印巴分治》，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1994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该文考查了英印军队末任总司令奥钦莱克力图公正地，根据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后的实际需要来分割印度军队的行动，以此为切入点分析了印军分割在印巴分治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对克什米尔问题的影响。作者认为国大党主要领导人想让巴基斯坦先天生存能力不足，与蒙巴顿勾结使克什米尔加入印度从而导致了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

艾姆·赛福鼎·柯哈雷德的《地缘政治和地区现实：美国与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争端，1947－1954年》，是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199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伊兹雷利·南达穆迪的《美国对印度的感知和政策选择：1965年印巴战争的个案研究》，是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1998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两篇论文侧重于从美国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克什米尔问题，可以说是站在美国的立场来看待问题，故而对于克什米尔的历史几乎没有涉及。它们对于美国政府在相关阶段的政策背景做了深入的剖析，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见解，对于本文的研究颇有助益。

杰拉尔德·鲁道夫·罗易的《克什米尔争端：洲际边界冲突的国际政治之个案研究》，是南加州大学1981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该文从洲际边界冲突的角度来分析克什米尔，视野开阔，有深度。哈里·弗里德曼的《印度独立后的统一行动：葡属殖民地、法属殖民地、海德拉巴和克什米尔四个印度领土争端的比较和研究》，是匹兹堡大学1956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该文虽然行文比较简单，但仍然很有价值，选择四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印度领土争端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文章认为，决定印度对这些领土争端的政策，是印度的政治力量而非法律权利，尽管印度领导人在争论时想遵循甘地主义的道德教导，但他们更多的是奉行现实主义政治的原则。

克什米尔问题无疑主要是印巴两国之间的问题，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对象，这方面的著作很多，希西尔·古普塔的《克什米尔：印巴关系中的研究》、普拉克斯·昌德尔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无尽的冲突》和罗伯特·沃尔辛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争端》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作。希西尔·古普塔从上古的历史起，对克什米尔的历史作了全景式的描述，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形成以及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介绍和分析。如果要从印巴关系的角度去理解克什米尔问题，该书是不错的选择。普拉克斯·昌德尔以主题的形式来展开自己的论述，主要关注目前克什米尔的问题，这与本文的主题关联不大。罗伯特·沃尔辛虽然也涉及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原因，但更侧重于寻求它的解决办法。

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克什米尔争端是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但印度和印控克什米尔之间的克什米尔危机的研究者也不乏其人。贝赫拉的著作《国家、身份和暴力：查谟、克什米尔和拉达克》认为，通常的分析都是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视角来分析克什米尔问题，这是不够的，有必要从克什米尔内部来认识该土邦的政治特征，理解克什米尔各共同体人民的政治渴望，进而去研究克什米尔问题。她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各种社会模式，包括族裔的、宗教的、地区的、文化的和语言的身份，他们的政治性以及在查谟和克什米尔的背景中与该土邦变动的关系。从印度过去五十年政策的得失和克什米尔人的反应，考查了不同时期克什米尔动乱的原因，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印控克什米尔爆发分离主义运动的原因。指出印控克什米尔危机的出现，是印度政策失误、经济发展滞缓和教育水平提高，导致克什米尔人的认同发生变化，使得他们在不同时期对印度态度也发生改变，导致问题产生或和缓。她得出的结论是，社会现实多元化和政治结构单一化之间的矛盾，是克什米尔分离主义运动产生的原因。

波比尔·辛格通过考查克什米尔人在不同历史时期认同的变化，以及由此对政治产生的影响，得出结论：克什米尔危机的恶化是由于克什米尔人在不同时期的认同转变而导致的。古拉姆·纳瓦拉卡在《祈求的联合：克什米尔和“婆罗多”官方民族主义》一文中则认为，克什米尔危机是印度官方民族主义和克什米尔区域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碰撞和激化的结果。问题的根源在于印度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克什米尔人身上，削弱他们的特性，导致双方产生矛盾，克什米尔人的分离主义情绪越来越浓，与印度渐行渐远。

简而言之，阐释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和发展的论著，大致是从两个方面来展开的：一是从印巴关系方面来解释克什米尔争端，一是从印控克什米尔方面来剖析克什米尔危机。分析克什米尔争端的著作，一般都采用现代民族理论来展开分析，它的中心思想是一元化发展，由传统到现代、部族到民族。因此，他们多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来分析克什米尔问题为何产生及其解决的可能性。分析克什米尔危机的著作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采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拒斥中心化意识形态，强调给人民、社群和族裔以社会、文化和政治等空间，认为克什米尔人有权利保持他们的特性，应当给予他们高度的自治权。

巴基斯坦学者伊伽兹·侯赛因说:“克什米尔问题的法律视角被忽视了。克什米尔问题的政治而非法律方面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人们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来考查它是否以及何时产生。”传统的克什米尔研究过于注重从政治尤其是印巴关系的角度来展开，或者是从克什米尔内部局势的演变来进行阐述。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把克什米尔问题的法律背景予以忽略，也有学者只专注于法律问题而不顾及政治层面，从而把克什米尔问题的政治与法律层面割裂开来。传统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个缺点是，把1947年作为分析的起点或终点，从而在阐释克什米尔问题时把现代与传统(近代)割断开来。传统研究的第三个缺点是，分析克什米尔问题的格局比较小，对于周边形势对克什米尔问题的影响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这三个缺点破坏了克什米尔问题的完整性，因为它们具有不可割裂的内在关联性和继承性，所造成的后果是不能对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原因做出完满的解释。

四、研究思路

传统的克什米尔问题研究大致有三大缺点，即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政治与法律的割裂以及分析格局稍小。通过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考查可以发现，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克什米尔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周边紧张的国际关系。为了避免传统研究的缺点，本书试图立足于相对宏观的国际关系格局，考之于相关的法律文本，把克什米尔的现代与前现代结合起来，阐释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研究克什米尔问题，大致的思路如下：

克什米尔问题因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而起，它虽然产生于1947年，但与克什米尔此前一百多年的历史紧密相关。本书首先考查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如何在地缘政治的作用下得以建立和成型，由此而形成的民族版图和政治结构对克什米尔民族民主运动的影响及其与克什米尔问题的关系。

克什米尔问题是英国结束对印度殖民统治的一项副产品，没有印巴分治就没有克什米尔问题。本书接着阐释了在印巴分治的大背景下，国大党/印度、穆盟/巴基斯坦和英国对克什米尔的政策，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内部各主要政治势力对其归属的态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导致了克什米尔问题产生。此外，本书还试图解释为什么地缘政治才是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原动力，而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宗教冲突、民族主义或霸权主义等因素。

克什米尔问题产生之后没能及时地得到解决，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国际政治斗争之中。因此，本书接下来分析，在地缘政治的作用下，克什米尔问题如何被卷入国际冲突之中，期间是怎样发展演变的，这些后果反过来又对克什米尔问题有什么影响，直到1971年孟加拉战争爆发。

孟加拉战争是印巴两国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较量，以巴基斯坦惨遭失败和肢解而收场，从根本上改变了南亚的地缘政治形势。孟加拉战争的结果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直接影响是，1972年7月2日，巴基斯坦与印度签订《西姆拉协议》，宣称此后以和平手段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和矛盾；1974年11月13日，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最重要的政治领袖谢赫·阿卜杜拉与印度政府签署了《克什米尔协定》，接受印控克什米尔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彻底放弃此前一直不肯放弃的克什米尔独立计划。《西姆拉协议》和《克什米尔协定》是孟加拉战争结果的法律表现。因此，三者一道成为克什米尔问题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标志着它在此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五、史料基础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史学底蕴的国家，在历史研究方面有着许多优良的传统。自唐代刘知幾提出史学三长以后，历代后学对此莫不孜孜以求。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说：“历稽载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对于历史研究而言，首要的是对史料有尽量全面的掌握，但浩繁的史料不可能穷究，研究者唯有从中择取精当之材，再用流畅的语言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力争对历史事件和现象作出完整而准确的阐释。

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奠基者之一翦伯赞认为：“就史料的价值而言，正史不如正史以外诸史，正史以外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书。”诚然如此!越原始和未经改纂的史料越有价值，经过修纂的东西可能脱离其本色。因此，本书力求在利用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来研究克什米尔问题。史料固然重要，前人的研究成果也不可或缺。况且各人所得皆有其真知灼见，本书将积极地吸收前人的成果，把克什米尔问题研究再推进一步。

最初构思毕业论文时，我想作为一篇世界史的博士论文，应当舍弃中文资料不用，但很快就发现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印度著名的克什米尔问题专家拉强德拉·库马·简说：“南亚长期以来就是东方和西方，以及中国和苏联之间的一个竞技场。大国的雄心以及它们之间的竞争，加上该地区国家的不同利益，致使南亚政治具有挑战性的复杂。最近阿富汗的局势(注：指1979年苏联侵略阿富汗)就证明了这点。美国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利益的世界性大国，它对南亚事务的兴趣和卷入随着时间的不同而改变。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如下因素的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考虑、其他两个利益大国即中国与苏联的政策和态度，以及该地区国家内部事务的发展。”我最终认识到，要想完整地阐明克什米尔问题，离开中文资料根本行不通。中国自古以来对克什米尔地区都有重要的影响，这意味着中文文献对研究克什米尔问题是不可或缺的。

本书所用材料主要从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搜集查阅，通过各种方式从香港和国外的大学图书馆复印或者购买，以及相关网站上下载的资源。相关的资料很多，主要包括以下文献：

1.档案汇编：

相关档案是研究克什米尔问题的必要资料。俄国(苏联)是影响克什米尔局势的重要因素，比较遗憾的是，笔者不懂俄文，没能直接使用俄文资料。聊以慰藉的是，大量相关的俄文资料都已经翻译成英文或中文，这使本书最终得以行笔。这类资料包括克什米尔历史以及相关国际关系的资料，主要有如下一些：

(1)关于克什米尔的重要档案汇编

《克什米尔争端的重要档案和注释》、《克什米尔：宪法历史和档案》、《克什米尔报告》、《英联邦事务的档案和演讲》和《英属印度历史档案》。

(2)印巴民族运动的历史档案选编

《巴基斯坦运动的历史档案》、《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档案选：1885－1947年》、《印巴演进档案选编(1858－1947)》和《巴基斯坦决议到巴基斯坦国，1940－1947：档案选编》。

(3)相关重要国家关系的资料汇编

《印度外交政策和关系档案选：1947－1972年》、《印度外交政策的档案文本：1947－1959年》、《英国外交事务档案：外交部秘密出版的报告和文件》、《美国外交的基本档案：1941－1949年》、《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档案：1950－1955年》、《苏联外交政策档案》、《中国与南亚的关系，1947-1980》、《苏联与南亚的关系：1947－1948》，《美国与南亚的关系， 1947-1982》、《美巴关系档案》和《英国外交事务档案》。

(4)相关重要人物的言论汇编

《真纳的演讲和声明(1937－1948)》、《独立及此后：尼赫鲁重要演讲选，1946年9月到1949年5月》、《甘地和真纳关于印巴分治的辩论》、《尼赫鲁关于克什米尔的言论选》、《穆罕默德·阿里总理在1955年克什米尔所有政党会议上的公开发言》和《佐·阿里·布托在安理会的演讲》。





2.自传和回忆录：

国家不像一般的自然人那样，不能自为意思表示，而必须由有权代表的机关，如国家元首、持有全权证书的代表等，代为意思表示。国家作为一个集合体，在本质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行为得由具体的人来执行。因此，其构成人员执行国家职能的活动，他们事后的回忆，以及他们行为的观察者所留下的记录，是研究相关事件的重要资料。与本主题相关的这方面的英文资料主要有如下一些：《随蒙巴顿出使记》、《卡兰·辛格自传》、《边疆的形成：克什米尔北部地区的五年经验和冒险》、《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中文或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有如下一些：《查谟史》、《西藏奏疏》、《喀什噶尔：它的历史、地理概况，军事力量以及工业和贸易》、《甘地自传》、《尼赫鲁自传》、《赫鲁晓夫回忆录》、《鲍尔斯回忆录》、《耿飙回忆录》、《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杨公素著)、《喋血孟加拉》、《艾森豪威尔回忆录》、《葛罗米柯回忆录》，等等。

3.他传和论著：

他传的作者有些是历史事件的直接亲历者，有些不是。即便不是事件的亲历者，作者对于相关事件还是有许多了解和描述。与本文相关的重要英文他传有《克什米尔土邦的创建：古拉伯·辛格大君传》和《谢赫·穆罕默德·阿卜杜拉：政坛不死鸟》。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还有更多，包括《伟大领袖真纳》、《蒙巴顿传》、《阿古柏伯克传》、《阿尤布·汗：巴基斯坦首位军人统治者》和《英迪拉·甘地传》。自传、回忆录和他传的主人公都是南亚和克什米尔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其本人的历史就是南亚和克什米尔历史的一部分。

克什米尔的民族民主运动对克什米尔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如下一些：柏勒姆·纳什·巴札的《克什米尔的文化和政治自由斗争史：从上古到当前》，该书对克什米尔的自由斗争做了全景式的考查，再结合印度分裂之前两个世纪的历史，得出了克什米尔争端的根源在于其历史当中的结论。善图什·考尔的《查谟和克什米尔自由斗争》，该书分析的面相对要窄一些，分析重点放在英国统治时期，故而其研究有相对的局限性，对问题的阐释并不是很具体明白。穆罕默德·亚辛和蒯尤姆·拉菲齐主编的《查谟和克什米尔的自由斗争史》是一本论文集，它的整体系统性不是很强，但其中有的文章还是很有价值，如希耶德·贾摩尔·乌丁的《从教派政治到民族政治，1930－1940年的克什米尔》，分析了克什米尔民族主义运动的转变过程；皮尔·杰雅苏丁的《克什米尔自由斗争史的主要趋势》，研究了克什米尔长期斗争中的主要潮流，及其对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影响。

联合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除了关于联合国通过的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决议的汇编之外，还有研究它们关系的著作。拉马图拉赫·汗的《克什米尔和联合国》出版于1965年，他回顾了联合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作用，尤其是它在1965年印巴战争中的表现，感叹它只能做一些象征性的举措，而不能根除克什米尔危机。联合国无力解决国际间的领土争端，而各种势力也只是利用这一舞台谋求自己的利益。苏雷斯·K·夏马与SR巴克希主编的《克什米尔和联合国》，搜集了联合国与克什米尔问题相关的一些重要的文献，如印度著名外交家V·K·克里希纳·梅农在联合国的演讲，M.C.昌格拉在安理会的演讲和奎希姆对联合国大会的演说；该书的第一章分析了第一次印巴战争是如何爆发的，克什米尔问题怎样提交给联合国，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另外，它还收录了J.K.班纳吉在1948年撰写的《联合国和强权政治与克什米尔分裂》，分析了相关各方在第一次印巴战争中的立场和政策及其对克什米尔问题的影响。

4.网站、报纸和杂志：

www.kashmir-information/com/historicaldocments．

www.kashmir-information/com/LegalDocs．

中国人大网·文献资料：www.npc.gov.cn。

上述三个网址存放了一些与克什米尔问题相关的重要的历史和法律文件。报纸也可以是历史研究的资料来源，本书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相关政策或声明，多从《人民日报》(电子版)直接引用。此外，本书还征引了一些前人的论文，它们主要刊载于《南亚研究》、《南亚研究季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历史研究》。

六、主旨和结构

根据地缘政治理论，某些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在国际关系的交往中具有战略重要性，甚至直接成为地区大国和世界强权角力的竞技场所。例如，麦金德认为，世界霸权的兴衰是海洋势力和陆地势力的“雄雌”之争，对争夺世界霸权的大国而言，控制“心脏地带”是最重要的。斯皮克曼则认为，“边缘地带”对世界霸权争夺者才是至关重要的。麦金德把世界大致分成心脏地带、内新月地带和外新月地带，斯皮克曼则大致对应地把世界分为内陆、边缘和岛屿。通过对历史进行考查，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三种地带的交汇处，尤其是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的交错处，散布着许多战略据点，成为地区大国和世界强权争夺或竞力的场所。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发现，亨廷顿所谓的文明断层线也基本与这些据点串成的链条相吻合。这些据点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注定成为地区大国和世界强权争夺的对象，而克什米尔恰好就位于其中。

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理论是从全球争霸的角度来分析地理对政治的重要性，其论证的是一个从政治到地理的过程。本书则相反，分析的是一个小地方的政治演变，所阐释的是一个从地理到政治的过程。地缘政治首先注意的是地理因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关注历史、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地理对克什米尔的社会和政治历史的影响非常巨大，就如米拉什说：“克什米尔人的性情和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克什米尔谷的河流和春天、土壤和气候、山川和关隘在漫长的岁月里塑造而成的。”本书所欲证明的是，克什米尔问题如何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产生，随后又如何在地缘政治作用下而发展演变。作为一篇历史学的论著，本书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来展开论述，具体的篇章结构安排如下：

导论导论主要是对本书的研究主题、将要运用的主要概念进行界定和阐释，对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进行述评，提出需要重新研究的问题，介绍本书的思路，说明本书拟采用的论述方法，介绍本书的资料来源和篇章安排。

第一章英印帝国里的克什米尔(1822—1947)本章主要叙述在地缘政治的作用下，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是怎样建立和定型及其对克什米尔问题的影响。然后再概述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在英印帝国中的法律地位，分析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法律背景。

第二章南亚博弈中的克什米尔(1947—1949)本章主要阐释克什米尔怎样由一个潜在的问题变为现实的冲突，以及克什米尔问题为何被提交联合国调解。

第三章冷战阴影下的克什米尔(1949—1966)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之后，很快卷入并成为世界冷战的一部分。本章主要阐明1949－1966年间全球尤其是亚洲地缘政治形势的巨变如何影响了克什米尔问题的发展。

第四章孟加拉战争与克什米尔(1966—1974)1971年的孟加拉战争是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的延续。本章主要阐明孟加拉战争对南亚地缘政治的冲击，以及由此对克什米尔问题造成的影响。

结语这一部分对前面的内容作总结，并提炼出本书的观点：克什米尔处在国际地缘政治的战略要冲，在前现代时期形成了特殊的民族版图和政治结构，在当地地缘政治的作用下，克什米尔问题在1947年产生，并在1974年之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一章 英印帝国里的克什米尔(1822-1947)

引言

克什米尔问题虽然产生于1947年，但知晓克什米尔过去尤其是此前一百多年的政治发展状况，对于理解它何以产生和怎样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印度学者巴扎兹所说：“当前印度和巴基斯坦因为争夺克什米尔而引起的争端，其根源在于克什米尔过去的历史之中。因此，除非人们能够相当熟悉该土邦早期和中世纪的文化和政治的发展演变，否则他就难以理解潜藏在克什米尔加入争端(注：指 1947年10月26日克什米尔申请加入印度自治领)之下的潮流和逆流。”

克什米尔在南亚体系中显得颇为特殊，连尼赫鲁也说：“克什米尔有自己的灵魂，它有自己的特质。”克什米尔的特性首先来自于其地理位置，它不仅处于草原游牧区向平原农耕区的过渡地带，还位于世界三大文明，即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注：拉达克长期属于中华文明区)的交汇处。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长期以来各种文明势力以此为竞技舞台，使克什米尔的政治格局多变。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它有时是个独立王国，有时又成为周边帝国的一部分，造成它的疆域变动不居。它保有独立地位的时间长，即便在成为周边帝国一部分时其独立性也比较大。

总的来说，南亚民族不太注重历史记载，克什米尔却是一个稀有的例外，其较为丰富的文献记载使后人得以勾勒出它的历史轮廓。根据克什米尔政治的发展脉络，可以把克什米尔的历史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话传说的远古时期，从远古到公元前3世纪；第二个阶段是佛－印教徒统治时期，从公元前3世纪到1339年；第三个阶段是穆斯林统治时期，从1339到1819年；第四个阶段是锡克－多格拉人统治时期，从1819到1947年；第五个阶段从1947年至今，这是印巴对峙的克什米尔分裂时期。前三个阶段是克什米尔的古代历史，第四个阶段是它的近代历史，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现当代历史。

第一节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

贝赫拉说：“印度无疑是世界上最多元化的社会。它的多样性包括25种得到宪法承认的语言和2000种其他语言，大约2000个种姓，至少15种较大的宗教，以及2800多个族裔共同体。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作为非同寻常的种族、部落群体、语言和宗教的混合物，成为印度的一个微缩体。”

从历史角度而言，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是多格拉霸权的人为制造。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形成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许多著作对此进行了论述。通常的文献都把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建立定在1846年，因为在这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多格拉贵族查谟王古拉伯·辛格签订了《阿姆利则条约》，把第一次英锡战争中从锡克国那里获得的战利品克什米尔卖给了他，确认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主权地位，并正式把它纳入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这是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一个体现，是从英国的视角来看问题，并不能准确地反映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完整历史。因为，多格拉人的查谟政权建立于1822年，并且，在《阿姆利则条约》签定之前，它就已经兼并了基希德瓦尔、拉达克、巴尔蒂斯坦等许多地区。所以，把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肇始定在1822年比较妥当。

一、古拉伯·辛格的受封和早期扩张

克什米尔位于兴都库什山脉的萨特累季河流域。1587年，莫卧儿帝国的阿克巴皇帝征服克什米尔，使它成为莫卧儿帝国的一部分。随着莫卧儿帝国的衰弱和分裂，其驻克什米尔总督日益恣意妄为，欺凌百姓。克什米尔与岗德赫拉(Gandhara，包括英属印度的西北边境省和阿富汗东部)地区的人民数千年来一直有着密切的文化和政治联系，彼此把对方看作甘苦与共的平等朋友，并且都信奉伊斯兰教。因此，克什米尔人向阿富汗国王艾哈迈德·沙阿·杜兰尼求助。1752年，阿富汗出兵克什米尔，把它置于杜兰尼帝国的统治之下。到19世纪初，杜兰尼帝国的管辖范围已经扩展到整个印度河流域，包括木尔坦、白沙瓦以及附近的山区省县。

莫卧儿帝国衰落后，印度北部旁遮普地区的锡克人逐步壮大崛起。锡克人传统的统治方式是分为12个战士社团，由各自的酋长来管辖，处于分裂状态。其中之一的苏卡尔恰基亚社团在兰吉特·辛格统治时期(1799－1839)日益强大。兰吉特·辛格在1799年从阿富汗的杜兰尼王朝获得王的爵位；1801年占领拉合尔城，把它定为锡克国的首都，并自封大君。兰吉特·辛格逐步结束了旁遮普锡克人政权林立的状况，统一了萨特累季河以北至印度河地区。在他统治时期，锡克国因其强大又被称作锡克帝国。

兰吉特·辛格把自己的领主杜兰尼王朝赶出印度河流域之后，又把目光对准了附近的克什米尔。他利用阿富汗内乱的机会，在手下大将古拉伯·辛格(Gulab Singh，1792－1858)的主攻下，在1819年7月19日攻入克什米尔谷，把它并入锡克帝国。古拉伯·辛格是克什米尔南面查谟地区的印度教徒，属于拉吉普特(Rajput，意思是“王的子孙”)种姓米恩系的多格拉族，在1809年投奔兰吉特·辛格，并把自己的两个弟弟迪雅恩·辛格和苏其特·辛格引荐给他。这三兄弟全都足智多谋、骁勇善战，为锡克国的攻城略地立下汗马功劳，长兄古拉伯·辛格尤富城府、深沉阴险。

1819年是多格拉家族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古拉伯·辛格帮助兰吉特·辛格征服了尤素福部族，夺取了印度河流域的战略重镇白沙瓦；迪雅恩·辛格被任命为王室总管，后来又出任首相，具有重要的决策影响力。为了奖赏多格拉家族为锡克国作出的贡献，兰吉特·辛格在1822年6月封古拉伯·辛格为查谟王，迪雅恩·辛格为蓬奇王，苏其特·辛格为拉玛纳嘎王。这三个兄弟诸侯都附属于锡克帝国，在拉合尔朝廷中位高权重。

查谟是个窄小贫瘠的地方，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其中很多地方还是山区。它作为一个领土政治概念并逐渐发展成为查谟王国，其边界是经过逐步而持续地兼并周边地区而形成的。古拉伯·辛格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君主，梦想建立一个强大的中亚帝国，受封后就开始筹划对外扩张，他到1825年已经征服了查谟境内的所有山区；到1827年的时候，他已经控制了查谟北边的利亚兹、基希德瓦尔、拉佐里、萨马斯和阿纳斯，加上苏其特·辛格的采邑拉玛纳嘎，迪雅恩·辛格的采邑蓬奇，以及迪雅恩·辛格的长子希拉·辛格的采邑迦什罗塔，查谟与克什米尔谷之间的所有地区都处在多格拉家族的有效控制之下。





扫平了通向克什米尔的道路之后，古拉伯·辛格辖地的南面是英属印度，西面和北面是其领主锡克帝国的版图。所以，他就把目光对准了基希德瓦尔东北面的拉达克。拉达克是我国西藏阿里地区西边以列城为中心的一个王国，属于阿里三围之一，当时被西藏地方当局辖制。拉达克的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西边是吉尔吉特和阿斯托里，居民信仰藏传佛教，尊奉达赖喇嘛为宗教领袖。这里气候寒冷、地广人稀，在历史上是连接中亚和南亚、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枢纽。当时闻名世界的奢侈品克什米尔披肩的原料，就来自于西藏西部的山羊细绒。因为拉达克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富饶的物产矿藏，古拉伯·辛格对它垂涎三尺。

19世纪30年代初，英国人在萨特累季河上游的科特噶尔建立了一家纺织厂，拉达克人便把山羊细绒直接卖给他们，减少了协议中的输给查谟的数量。羊绒贸易可以带来巨额的收入，而且据传拉达克的鲁赫塔克蕴藏着丰富的黄金、硼砂、硫磺和矿盐，并且还有繁荣的贸易市场，每年吸引大量来自中亚各地的商人。因此，古拉伯·辛格决心兼并拉达克。1834年7月，他以拉达克违反羊绒协议为名，派心腹索热瓦尔·辛格将军带兵入侵拉达克。为此，他秘密地咨询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意见，被告知英国政府对他们的远征并不反对。配备优良武器之后，索热瓦尔·辛格率领一万多人入侵拉达克的普日，废除了拉达克王。

兰吉特·辛格大君对古拉伯·辛格侵略拉达克十分反感，指使锡克国驻克什米尔的省督米罕·辛格煽动拉达克人起义，多格拉人在苏鲁的驻军也被歼灭。据藏文资料记载，索热瓦尔·辛格察觉到事情的复杂性，决定低调行事，“他在拉达克立傀儡官员欧珠丹增为王，并与古拉伯·辛格商量派人缴纳了三万卢比的贡赋，这样兰吉特·辛格才承认了古拉伯·辛格对拉达克的征服”。1839年6月27日，兰吉特·辛格去世，索热瓦尔·辛格才派军队去拉达克粉碎敌视多格拉人的势力，牢牢地控制了拉达克的政权。拉达克人多次起义反抗多格拉人的征服，从1834－1840年，多格拉人经过四次反复的入侵和镇压，最终兼并了拉达克。

拉达克遭受入侵时，曾向当时的西藏地方当局求援。时任驻藏大臣文蔚(1834.9.24－1836.2.9)和关圣保(1836.9.5－1839.12.4)拒不发兵援助，终于使西藏的西面门户拉达克落入多格拉人之手。

占领拉达克后，古拉伯·辛格又把目标瞄向了拉达克北面的巴尔蒂斯坦。巴尔蒂斯坦，即唐代的大勃律，在汉文古籍中的名称有八底、巴勒提、巴尔替、罢蒂等，波斯文及乌尔都文多以Tibet-i-Khord相称，意即“小西藏”或“小图伯特”，当地有些波斯文手抄本则径称其为Tibet，首府是斯卡杜。巴尔蒂斯坦和拉达克在地理和人种方面都非常接近，但到19世纪中叶的时候，巴尔蒂斯坦的居民普遍地信奉伊斯兰教。1840年，巴尔蒂斯坦王室发生内乱，被废黜的王储穆罕默德·沙阿向索热瓦尔·辛格求助。索热瓦尔·辛格率领由查谟人和拉达克人组成的军队开进巴尔蒂斯坦，打败时任国王穆罕默德·阿里·汗(穆罕默德·沙阿的同父异母弟弟)，支持穆罕默德·沙阿夺得王位，并借此机会在巴尔蒂斯坦驻军，兼并了这一地区。

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的相继得手，使古拉伯·辛格获得大批军队和其他资源，滋长了他进一步侵略中国领土的野心。据后来被抓捕的拉达克俘虏供认，古拉伯·辛格本来想先侵略新疆，后侵略西藏。据时任驻藏大臣孟保(1839.12.4－1842.12.4)记载：“因拉达克部落与叶尔羌连界，意欲前往滋事。嗣因叶尔羌路途稍远，遂有拉达克头人古朗堪商同借朝雪山为名，先占得唐古特金厂，再占前后藏地方。彼时粮草更必丰足，再往叶尔羌滋事。森巴头人倭色尔遂调该贼本部落并拉达克、八底部落数千贼众、大小贼目五十余人，俱聚集于拉达克协里地方。于上年(注：1840年)四月间，先派马队四五百人前来，各贼目复带贼众分占唐古特地方五处。”古拉伯·辛格想掠夺西藏财富和垄断羊绒贸易，阻止羊绒运入拉达克南边的英属印度领地巴沙赫。此外，兰吉特·辛格去世后，他摆脱了政治制约，并控制了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等地；其次，他还企图吞并西藏以及新疆的叶尔羌，在中亚建立一个独立的王国；此外，他与英国之间也有矛盾。当时英国的势力已经向旁遮普渗透，古拉伯·辛格企图在拉达克至尼泊尔之间建立一系列要塞，并竭力劝说尼泊尔参与这一事业，以便抗拒英国势力的侵入。

1941年5月，古拉伯·辛格派索热瓦尔·辛格率领由多格拉人、拉达克人和巴尔蒂斯坦人组成的联军共七千多人，假借朝拜雪山圣湖的名义，分三路侵入阿里地区。西藏人称多格拉人为sing pa 或seng pa，汉文译作“森巴”，所以他们对西藏的侵略在历史上叫作“森巴战争”。查谟军队很快推进到阿里地区，“占去堆噶尔本、茹妥营官寨二处，并称西藏所属之芒玉纳山以外皆系拉达克从前所管界址，是其意在得此望彼。惟查芒玉纳山距藏三千余里，芒玉纳山以外距拉达克部落以前七百里。”战争初期，由于缺乏准备、武器落后和力量悬殊，藏军屡遭败绩，查谟人则迅速推进，几乎占领了整个阿里地区。但随着藏人整军反击，以及驻藏大臣孟保的积极援助，西藏官兵同仇敌忾，凭借数九寒天连降大雪的佑助，在玛旁雍错湖(即圣湖)南面的多玉设下埋伏。1941年12月10日，双方展开大战，12日藏军刺死索热瓦尔·辛格，大败查谟军队，直追击到列城附近的顿姆热才安营扎寨。多玉之战后不久，多格拉王室又派遣索热瓦尔·辛格的妻子再度进军阿里，又一次遭到惨败，索热瓦尔·辛格的妻子被迫要求停战讲和。





英国政府对古拉伯·辛格侵略西藏到底持何种态度，中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印度学者帕尼卡尔认为：“当索热瓦尔·辛格进军西藏时，英国政府变得忧虑起来。因此，他们请拉合尔王谢尔·辛格要求古拉伯·辛格撤出拉萨领土。1841年12月10日，英国驻拉合尔代理的副手亚历山大·肯宁汉上尉被挑选前往拉达克，以便监督查谟军队撤离西藏领土。但在命令到达之前，索热瓦尔就失败身亡了。”恰克拉瓦提认为：“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英国人为何在(后来的)《阿姆利则条约》中会限制古拉伯·辛格随意进行扩张。很明显，东印度公司决心不以西藏为代价，而让古拉伯·辛格把他的统治扩展到那里。为了防患于未然，英国成立边界委员会划定克什米尔和中国西藏的边界。”但中国学者陆水林认为：“古拉伯·辛格对西藏的侵略，是他卖身投靠英国殖民者的表现，在英帝国主义许可下进行的，配合了英帝国主义正在我国东南沿海的侵略。”

这两种观点看似针锋相对，其实并不矛盾，而是它们所讲事件发生的时间不同。英国人应该是在早期纵容古拉伯·辛格侵略西藏，后来又想阻止它，两个行动的目标是一致的。推测英国起初支持古拉伯·辛格侵略西藏的依据有二：其一，正如前文所述，英国曾经支持他侵略拉达克，向他提供了先进武器。其二，1846年4月29日，第二次英锡战争还在进行时，廓尔喀国王在给驻藏大臣的信中说：“英吉利同森巴打仗，前已打过数次，刻下英吉利胜过森巴一次。想小的与森巴乃是临封，若英吉利再胜，将森巴之地占去，那时只剩小的的极小之地，恐他还有贪想大皇帝中国地方哩。况此前五六年上，有英吉利在我国中住的头人名哈杂萨纳，向小的回称，我们帮你四千兵马，你们去取西藏地方。”按时间来推算，“此前五、六年”刚好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和森巴战争期间。英国人既然愿意支持尼泊尔侵犯西藏，当然也会支持古拉伯·辛格。同时，古拉伯·辛格与英国还有矛盾，所以，英国并不希望他取得太大的胜利，影响自己的全球布局，而是希望把事态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时间上看，英国是在1841年12月10日派亚历山大·肯宁汉前往拉达克执行命令，这时鸦片战争已经接近尾声。1841年5月37日，英国已经和清政府签订了《广州和约》，基本实现了它当时的目标，鸦片战争本来应该就此结束，只是英国后来贪心不足又反悔，把战争又延续了一段时间，最后以签订《南京条约》作结。所以，英国应该是起初纵容古拉伯·辛格发动森巴战争，从西部侵犯骚扰中国，以策应它在中国东南沿海发动的鸦片战争。英国确信鸦片战争胜利之后，又派人去阻止古拉伯·辛格，以防他取得过大的胜利而损害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只是由于索热瓦尔·辛格过早地失败而作罢了。

索热瓦尔·辛格的妻子率军侵犯西藏失败之后，查谟当局又对西藏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骚扰，都遭到失败。这使古拉伯·辛格终于认识到，在遥远的冰雪覆盖的西藏作战，不仅耗资甚巨，而且所得不抵所花费的人力和物资。他也似乎觉悟到，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对它的干涉将冒犯中国人，其结果将是自己被逐出拉达克。此外，拉合尔的锡克人这时似乎依然完整无损，其政敌的影响日益上升，这使得他在远离自己基地的地方卷入军事冒险变得不利且失策。因此，古拉伯·辛格放弃了在越过拉达克之外地方的军事行动，开始与中国皇帝的代表西藏地方当局进行谈判。1842年9月17日，查谟和西藏代表正式签订和约。

在一百多年后中印边界冲突期间，印度以查谟和西藏签订的和约作为一项法律文件，妄图以此证明其对阿克赛钦主张的合法性，使它成为中印领土争端中的一个大问题。鉴于查谟和西藏签署的这项条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形成过程中以及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性，笔者试着把它翻译出来。笔者掌握该协议的藏文英译本、波斯文英译本、波斯文汉译本三种译本。波斯文的正文部分应该比较简单，因为其英译本和汉译本的内容都比较简略。以波斯文汉译本为参照，笔者试着把另外两个版本翻译出来。藏文英译本转汉译的内容如下：

在毗迄罗摩纪元1899年頞湿傅庾阇月二日(注，即西元1842年9月17日)这样一个吉祥的日子，神圣的达赖喇嘛及其官员的代表，中国皇帝的军官索康嘎伦和笔喜戴蚌为一方，古拉伯·辛格大君的代表，哈里·昌德丞相和拉塔努将军为另一方，在拉萨讨论了相关措辞并签订了本项协议。双方一致同意并在三宝面前发誓：

缔约双方决定摒弃过去的分歧和不愉快，并着眼于在两王之间建立永久的友谊和团结。尊贵的古拉伯·辛格大君和尊贵的拉萨领袖喇嘛签订的本项和平条约恢复了他们原有的关系，今后双方将没有理由在各自的边疆上相互敌对。尊贵的大君主公宣布，并请求三宝作他的证人，他将不会违背本协议中的条款。双方一致同意，拉达克的两位兄弟国王和王后应该平安地留住在拉达克，但他们不能沉湎于任何阴谋诡计当中，除非是促进西藏和查谟两个民族之间发展友好的关系。拉达克人将一如既往、永不中断地按期向神圣的达赖喇嘛进奉年贡，而尊贵的大君将不得干涉此项安排。双方的商品如茶叶、羊毛等出口不得受到限制，两地之间的贸易应按旧有既定传统来进行。拉达克政府应该一如既往地向西藏政府的采购员提供交通运输便利和食宿供应，而西藏政府也将为来西藏进奉年贡的拉达克人做同样的事情。双方一致同意，拉达克今后不应再给西藏政府惹麻烦。我们将遵守我们向三宝和迦特里女神许下的诺言，由此尊贵的大君主公和拉萨政府将维持兄弟般的友好关系。





与藏文英译本比较而言，波斯文英译本也相对简略，而且稍有出入。为了能对该历史性文件有全面了解，现在也把它的正文部分翻译如下：

双方一致同意并在神面前发誓：古拉伯·辛格大君与中国皇帝及拉萨领袖尊贵的喇嘛将保持友好直至永远：不违反既已达成的协议，并请神做监督，而且我们将尊重拉达克与西藏之间古已确定的边界，目前及将来不得对此持有异议。今后，我们仍将取道拉达克来进行披肩、羊绒和茶叶贸易；若有尊贵的大君的敌人进入我方领土和散布反对大君的言论，我们将置若罔闻并且不允许他留在我们国内；凡是拉达克商人进入我方领土，将不会受到阻挠。关于拉达克的固定边界以及保持披肩、羊绒和茶叶的贸易商道畅通之问题，我们将只按本次会议规定的方法来执行。我们请求神来为本协议监证，米恩·库肖尔·查将军(Wazir Mian Khushal Chu，此处甚有疑义。汉文本译作圣湖“玛旁雍错湖”，藏语的意思是“不可战胜之湖”。根据上下文背景，汉文译法似乎较为可信)可以作证。

从这两个文本来看，查谟和西藏的和约更像是一个停战协定，着重强调了贸易互惠，但没有涉及领土划分的问题，它标志着森巴战争正式结束。

古拉伯·辛格征服西藏的狂想虽然惨遭破灭，失去了进军拉萨的机会，但印度历史学家还是热情洋溢地为他歌功颂德：“在冰天雪地里连续进行六次战争之后，他征服了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这是印度历史上无可媲美的开疆拓土。”由于这是印度人第一次把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纳入自己的统治，从这个角度看来，古拉伯·辛格的业绩的确影响深远。颇为反讽的是，正是古拉伯·辛格的巨大成就为一百多年后的印巴战争埋下了种子，也为中印冲突增添了催化剂，极大地恶化了印度的国际环境，从而延迟了它的现代化建设。

二、英锡战争与克什米尔土邦的确立

1839年兰吉特·辛格大君去世之后，锡克帝国陷入宫廷阴谋和军阀混战之中。古拉伯·辛格是个善于把握时机的乱世枭雄，在他的两个弟弟宰相迪雅恩·辛格和大将苏其特·辛格的协助下，利用甚至制造各种阴谋，使锡克帝国连年陷入战争，最后成功地瓦解了它，取而代之的是多格拉家族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

第一次英阿战争爆发之后，战斗主要在阿富汗境内进行，英国当时在印度的行政中心还在加尔各答，它的后方基地距离前线很遥远。锡克国恰好位于英印帝国和阿富汗之间。1841年，英军在贾拉拉巴德被阿军围困，英国政府向锡克国求援，但拉合尔政府不愿意提供帮助。古拉伯·辛格预见到英国人将成为南亚次大陆的新霸主，知道这是获得英国坚固友谊的良机，因此急切地向英国政府表示，他个人愿意向英国提供所有帮助，条件是由此而得的恩惠只回报给他个人，而不能给拉合尔政府。身处困境的英国人紧紧地抓住他伸出的友谊之手。古拉伯·辛格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不仅使原来积极反英的锡克军队改守中立，还为英军献计献策，提供物资援助。英印政府为此在1842年4月8日向他颁发奖状，并考虑酬谢他。古拉伯·辛格由此与英国人建立了友好关系，他们开始合作上演了一出经典的现代国际版“假道伐虢”大戏。

1843年兼并信德之后，英国人把征服矛头指向印度最后一个独立国家锡克帝国。1845年11月，英国发动了第一次英锡战争(1845－1846)，开始渡过萨特累季河进攻旁遮普。帕蒂亚说：“英国人征服印度更多的是依靠阴谋诡计来实现目标，而非单纯地使用他们的军事力量。”他们在兼并锡克帝国的过程中无疑很娴熟地使用了这一策略，与古拉伯·辛格相互勾结，顺利地瓦解消灭了它。锡克帝国的栋梁之材都在宫廷阴谋和军阀混战中纷纷死去，其中包括迪雅恩·辛格和苏其特·辛格，古拉伯·辛格成为硕果仅存的豪强之士。当战局陷入困境的时候，拉合尔王室被迫邀请古拉伯·辛格在1846年1月27日就任首相。西瓜偎大边，古拉伯·辛格相机背叛旧领主，效忠新霸主。拉克罕帕尔说：“在(就职)第二天的阿利沃尔战争之后，他向锡克人强调与英国人保持和平的必要性，从而使处于劣势的英国人赢得喘息的机会；他还建议，锡克人击溃英国人最好的方式是，让强大的锡克步兵团离开防护战壕，同时调离骑兵去向德里进攻，从而使锡克步兵团置于英国人的火力攻击之下，惨遭失败。”这种舍长用短的战法无异于送肉上砧。其实，古拉伯·辛格与英国早就达成谅解，以消极抵抗的方式支持他们攻入拉合尔，事成之后帮助他脱离锡克国。就是在这种可耻的叛国背景下，素伯龙战争在1846年2月10日爆发了，英国人在2月15日大获全胜。

第一次英锡战争以锡克人的失败而告终，但锡克国并未被消灭，其实力尚存。1846年3月9日，英国东印度公司与锡克国签署了《拉合尔条约》。其中对克什米尔问题有重大影响的有如下几条：

第3条：拉合尔大君向东印度公司永久地割让，位于毕斯河与萨特累季河之间全部的要塞、领土、河谷冲积地和乡村的权利以及山丘和平原的主权。

第4条：因为英国已经要求拉合尔邦赔偿战争的丧失，除割让第3条所记述的领土外，还需支付1500万卢比的补偿；并且由于拉合尔政府没能在此时全数支付，或向英国政府对其最终支付作一个令人满意的安全保证；作为1000万卢比的等价替代物，大君将毕斯河与印度河之间山区国土中的要塞、领土、权力以及利益，包括克什米尔省和哈扎拉省，全都永久地割让给东印度公司。

第12条：考虑到查谟王古拉伯·辛格向拉合尔邦提供的服务，促成拉合尔和英国政府之间恢复了亲善的关系，(拉合尔)大君因此同意承认古拉伯·辛格王的独立主权，这些山区中的领土和辖县也将通过古拉伯·辛格王和英国政府之间缔结的单独协定而转交给他，由于从已故卡拉克·辛格大君时他就已经存在的对英国的依附关系：以及考虑到古拉伯·辛格王的良好操行，英国政府也同意承认他在这些版图上的独立地位，并且同意他具有与英国政府缔结单独条约的特权。





这样，锡克王室不仅向英国割让了大批领土，还被迫承认查谟是一个主权国家。当然，英国也承认查谟的主权地位。英国打算把从《拉合尔条约》第4条中获得的领土等价转卖给古拉伯·辛格，但后来又将其中的库鲁和曼德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减少了四分之一的要价。1846年3月16日，英国政府正式与古拉伯·辛格签订《阿姆利则条约》，其中前四条内容如下：

第1条：英国政府以独立占有的方式向古拉伯·辛格大君及其男性继承人转让和移交，位于印度河东部和拉维河西部之间的全部丘陵或山区国土以及它们的附属地，包括昌巴但排除拉胡尔。根据1846年3月9日《拉合尔条约》第4条的规定，拉合尔政府向英国政府割让了领土，上述地区是其中的一部分。

第2条：前述条款转让给古拉伯·辛格大君地域的东段边界，应该由英国政府和古拉伯·辛格大君各自任命专员，经过勘查之后进行标明，双方将以单项约定的方式予以划界。

第3条：考虑到前述条款规定的适用于古拉伯·辛格大君及其继承人的转让，他将向英国政府支付总额为750万卢比的资金，500万在本条约批准之时交付，250万在本年度即1846年10月1日之前付清。

第4条：没有英国政府的协作，古拉伯·辛格大君的领土范围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予以更改。

《阿姆利则条约》是《拉合尔条约》的续约，标志着第一次英锡战争结束，英国人正式把克什米尔等地卖给古拉伯·辛格。通过这两个条约，英国确立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主权地位，扶植了一个脱离锡克帝国的亲英政权。这样，英国人把印度教徒的统治强加在穆斯林头上，从而在次大陆的英国权力的两个继承者之间撒下了激烈争吵的种子。

尽管拉合尔王室被英国政府逼迫把克什米尔等地区卖给了古拉伯·辛格，但锡克国驻克什米尔的省督谢赫·伊马目乌德丁拒绝接受这一改变，数次打败古拉伯·辛格派去的接收官员。直到1846年11月9日，古拉伯·辛格才在英国和拉合尔王室的军队帮助下，建立起对克什米尔的有效控制。因此，不仅他对克什米尔的头衔，而且他对克什米尔的实际拥有，都完全是在英国的帮助下才实现的。第二次英锡战争(1848－1849)之后，锡克帝国彻底瓦解。1849年3月29日，英国宣布把旁遮普并入英印领地，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由印度总督直接统治。

随着锡克帝国的瓦解，多格拉王室逐渐取代锡克人，成为克什米尔的实际统治者。英国无意占领克什米尔而把它卖给古拉伯·辛格，这是基于多种因素考虑的。首先，在英国对阿富汗用兵和兼并旁遮普的长期战争中，古拉伯·辛格多次帮助它，对于它取得胜利居功甚伟。英国曾经答应酬谢他，克什米尔就是其中的交易品。所以，转售克什米尔只是英国兑现承诺而已。其次，因为长期的征服战争，英国在财政上已经难以支撑新的军事行动，至少暂时要避免再进行战争。第三，当时旁遮普还没有完全被征服，锡克人还有一定的实力。英国此时的主要目的是分裂锡克帝国，把其领土的山区部分从平原部分割裂出去，以此削弱它。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克什米尔山高路险、易守难攻，距离英军基地和英印行政中心加尔各答非常遥远，中间还隔着查谟和旁遮普，英国如果在没能控制这两个地区的形势下对克什米尔用兵，不但难以取得预期目标，还很可能损失既得成果。所以，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哈定勋爵曾经说：“如果我们去占领克什米尔，会有多方面的不利。这会使我们和许多有势力的酋长发生冲突。为着要进行这样的战事，势必要在远离我们的后方省份和军事资源中心的地方布置大规模的军事机构。这样做会使我们边界线的长度，照目前的规模加倍也不止。我们要处处设防，而且绝难防守。用这样的办法去大量增加领土，结果会得不偿失。”为了避免因吞并克什米尔而树立强敌、花费金钱和增加责任，时任印度总督甚至认为，谁企图并吞克什米尔，就应当“受到惩罚，而不是封官晋爵”。

三、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最终形成

蓬奇曾经被兰吉特·辛格大君封赐给迪雅恩·辛格。迪雅恩·辛格在军阀混战中死去之后，他的财产被锡克国收回了。《阿姆利则条约》签订之后，古拉伯·辛格重新获得这些地区，把迪雅恩·辛格以前的财产分给他的二儿子莫蒂·辛格和三儿子贾瓦希尔·辛格。1852年，莫蒂·辛格和贾瓦希尔·辛格认为，蓬奇本来就是他们父亲迪雅恩·辛格的采邑，而且他们的父亲和哥哥希拉·辛格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建立牺牲了生命，要求分得更多的多格拉家族财产。双方为此争持不下，官司提交英国人裁决。英国驻拉合尔高级官员亨利·劳伦斯做出了有利于古拉伯·辛格的仲裁，重新确认蓬奇为莫蒂·辛格的采邑，面积约为1600平方英里，贾瓦希尔·辛格的采邑包括滨伯尔、柯特利和迈普尔，面积约为2000平方英里。因此，多格拉王朝的这两个分支关系一直不和睦。1857年，古拉伯·辛格去世，其子兰比尔·辛格继位。贾瓦希尔·辛格企图抢夺兰比尔·辛格的大君之位。兰比尔·辛格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打败了贾瓦希尔·辛格，兼并了他的所有采邑。莫蒂·辛格没有参与此事，蓬奇王国一直留存下来，成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附属国。





《阿姆利则条约》确认古拉伯·辛格既已拥有的(查谟)合法化，把克什米尔省转给他，与之随行的是使他新获得了对吉尔吉特的主权，尽管从字面上来解释该条约的第一条，吉尔吉特或许会被排除在外。吉尔吉特，即中国古书上所说的小勃律，其东边是被称作大勃律的巴尔蒂斯坦，西边是奇特拉尔、达勒尔、坦吉尔，北边是坎巨提、那噶尔和帕米尔，南边是奇拉斯。吉尔吉特及其周边地区即古代的鞑靼斯坦。这些地区以及附近的山区邦国位于印度河的西边，并不在印度河与毕斯河之间。所以，根据《阿姆利则条约》，这些地区并不归多格拉王室管辖。在19世纪后半期，吉尔吉特由以下酋长国组成：吉尔吉特本区、坎巨提、那噶尔、奇拉斯、普尼亚尔、雅辛、柯赫－吉札尔和伊希柯曼。这里被群山峻岭包围着，是阿富汗、俄罗斯、中国和印度领土的交汇处。古拉伯·辛格在1848年和1852年曾经两次派军队去进攻这些地区，都失败了。兰比尔·辛格继位之后，在1860年派遣德维·辛格上校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攻占了吉尔吉特。然后以它为基地，利用离间计，逐步占领了雅辛、普尼亚尔，使得整个鞑靼斯坦都屈服于克什米尔大君的淫威。

占领吉尔吉特之后，多格拉王室的辖区就与通常而言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大致相吻合了，也就是包括北部的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中部的克什米尔、南部的查谟以及东部的拉达克。但南亚次大陆北部的这个小帝国具有浓厚的南亚传统特色，其政体不是垂直型的中央集权统治，而类似于一种松散的邦联体制。其中一些地区与多格拉王室的关系甚或可以说是一种强制的朝贡关系，但它们自认为是主权国家，不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一部分，仅仅向它朝贡而已。就如兰姆所说：“雅辛、洪查、那噶尔、吉尔吉特和奇特拉尔，其中有些到19世纪70年代已经在名义上隶属于克什米尔，有些同阿富汗及其他邻近地区(中国的新疆和西藏等)具有复杂的、不太被人了解的关系。”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不仅仅内部的关系比较含混，与外部的关系也很复杂。19世纪末，爱德华·弗雷德里克·奈特在游历中亚的时候，曾经把克什米尔称作“三大帝国会合处”，也就是大英帝国、沙俄帝国和中华帝国势力交汇的地方，克什米尔的发展也深深地凿上了这三大帝国的印痕。中华帝国自唐代以来就在克什米尔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到19世纪上半叶，该地区的许多邦国与清政府有着朝贡和宗藩关系，其中有些还把自己看作是西藏或者新疆的一部分。但到19世纪中叶，腐朽的封建制度已经使庞大的中华帝国变得外强中干。清朝在经历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4)、天理教起义(1813)和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之后，已经是元气大伤、国力大衰。所以，面对着沙皇俄国和大英帝国两大贪得无厌的新秀在中亚咄咄逼人的攻势，满清政府可谓“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更悲惨的境遇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祖先的家业不断遭到蚕食鲸吞。

著名的中国陆地边疆专家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说：“边界是近代欧洲国际关系中的新生物，对于19世纪的亚洲国家来说，它是陌生甚至是格格不入的。亚洲的传统认为，一个国家的主权伸展到无人地带就逐步消失了，从而形成一个使双方隔离而不是相互接触的边境。这就造成了边疆和边界的区别。”随着欧洲帝国主义的到来，亚洲地区模糊的边疆也开始向明晰的边界过渡。

中印战争专家内维尔·马克斯维尔说：“征服一地之后，就有必要征服更多的地方，这就是促使英俄两大帝国向前推进的同一公式。”小小的莫斯科公国在急遽的扩张过程中，把自己的触角直接伸向世界四大洋是历代沙皇的梦想，也是他们永续不辍的政策，南下印度洋是这一庞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沙俄的南下战略是彼得大帝首先规划的，他设想的南下路线有三条：一条是通过征服奥斯曼帝国控制黑海和黑海海峡，进入地中海；另一条是通过对南北高加索的占领，经伊朗进入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第三条是通过从中亚经阿富汗侵入印度，进而控制印度洋。彼得一世宣称，当俄国可以自由进入印度洋的时候，它就能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统治。

到19世纪中期，俄国已经在地中海、北冰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拥有港口，为了实现在四大洋拥有港口的目标，它迫切地希望进入印度洋。英国针对沙俄的南进政策一贯实行全面的对抗。因此，俄国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妄图武装入侵印度，推翻英国在那里的殖民统治。他们认为印度人仇恨英国统治，只要俄国人进攻印度的一处边境……就会引起遍及印度全国的总起义，导致英帝国的瓦解。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加强了对克什米尔的控制。1852年，英国以照顾日益增多的欧洲游客为名，在克什米尔派驻一名季节性英国官员。但它的真正目的是监视帕米尔另一侧沙俄军队的动向。自这年起，每年夏天都有一名英国官员派驻克什米尔的首府斯利那加，但无权干涉克什米尔的内部事务。

在1853－1856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被英法联军打败，它向西南方向扩张的态势遭到遏制。克里米亚战争还暴露了沙俄政治制度的落后。于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年进行了农奴制改革。俄国由此实力大增，南下扩张速度也随之加快。俄国在1865年占领了塔什干，1868年占领布哈拉，1873年征服希瓦，1876年征服浩罕。英国学者约翰·劳尔说：“俄国这一阶段在中亚的扩张是对克里米亚战争受挫的反应。”经过长期的扩张，两个庞大帝国一南一北，英国从海洋进军完成对印度平原的兼并，俄国从内陆出发结束对中亚草原的征服，终于在强大邻国抵抗、自然天险阻挡的情况下近距离对峙。在两大帝国的势力范围之间，形成了一条以中国的新疆和西藏、克什米尔、阿富汗和伊朗为隔离的弧形缓冲地带。





在沙皇俄国南下扩张的冲击下，克什米尔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起来。为了加强对克什米尔的控制，英国在1864年限制了拉达克地区披巾业所需的羊绒贸易；1867年又派驻了一名商务代表。英国人对克什米尔大君的种种限制和制约，使他们关系更加恶化。古拉伯·辛格曾经打算向沙皇俄国求援，以抵抗英国的霸权。兰比尔·辛格继位后，在1865年和1869年两次派使团前往俄国突厥斯坦的首府塔什干，要求同俄国人联合抗英。代表团告诉俄国当局，克什米尔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克什米尔大君每年仅向英国政府送上一些象征性的贡奉而已。……并明确告诉俄国当局，兰比尔·辛格大君同英国人的关系并不好，连副王梅奥勋爵1869年3月在安巴拉召集的会议都没有去参加，而那次会议是阿富汗国王谢尔·阿里·汗都去参加了的。俄国政府基于其他因素的考虑，没有答应兰比尔·辛格的请求。

1865年4月，浩罕人阿古柏利用中国新疆南部军阀混战的机会，扶植大和卓的曾孙布素鲁克·汗建立了以喀什为中心的“哲德沙尔国”；1867年初，他废除哲德沙尔国，建立自己的“洪福汗国”，逐步统一南疆，并向北疆扩展势力。英国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包罗杰说：“阿古柏是英国人在克什米尔以北土地上所树立的英雄。”英国人为了把喀什纳入中立地带，从而把他们的印度领土与俄国人的土尔克斯坦领地隔开，就向阿古柏供应武器，派遣军事教官……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阿古柏大大改善了其军队的组织、装备和训练工作。1874年2月2日，双方签订了《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规定互派大使，英国在新疆获得特殊地位。1875年5月，左宗棠率领湘军进入新疆，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开始。1877年5月29日，阿古柏猝死于喀拉沙尔，洪福汗国随后灰飞烟灭。

为了防止多格拉王室与俄国政府勾结反英，加上洪福汗国的覆灭，英国在新疆失去了势力范围，它开始加速控制吉尔吉特、奇特拉尔、坎巨提等战略要地。1877年，印度总督李顿在吉尔吉特设立英国政治代理处，对吉尔吉特的军队进行整编，建立了一支由英国军官训练的军队，修筑通向吉尔吉特的战略公路。

1881年，俄国攻占中亚最后一个独立王国土库曼的首府格奥克城，将土库曼并入俄国；1884年吞并麦尔夫。1885年5月，沙俄占领阿富汗的库什卡要塞，恰巧这一年兰比尔·辛格大君去世，其子普拉塔普·辛格继位。英国借克什米尔王位更迭之机，采取措施加强了对克什米尔的控制。他们不顾普拉塔普·辛格大君的反对，在克什米尔派驻了一名政治代理。1889年，英国的帕里·尼斯比特少校揭露，他掌握了普拉塔普·辛格写给俄国沙皇的具有反叛性质的信件。尽管普拉塔普·辛格对此予以否认，英国人仍然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在克什米尔建立了一个部长会议，由英国在斯利那加的常驻代表掌握实权。

俄英两国为了避免在中亚地区直接接触，通过谈判在1885年签订条约，规定俄国同阿富汗之间的边界，使俄国获得大部分有争议的领土。1887年，又勉强界划定了阿富汗与克什米尔的边界。紧接着，英俄又在帕米尔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1890年，沙俄军队进军帕米尔。1891年，俄国派遣约诺夫上校率领一支由300人组成的骑兵队入侵帕米尔，俄侵略军沿途设立木杆，作为界桩，公然张贴告示，宣称这一地已经属于俄国。沙俄武装入侵帕米尔，驱逐英国代表荣赫鹏，逮捕戴维逊，勾引坎巨提投靠俄国，使英国当局深感焦虑和不安。英印政府担心坎巨提国王赛夫德尔·阿里可能将俄军引进坎巨提，决定对坎巨提诉诸武力，命令驻吉尔吉特的英军司令杜兰上校向坎巨提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有权进入坎巨提领土，修筑一条从吉尔吉特至坎巨提的军用公路，以巩固印度的北部边防。英印政府估计坎巨提国王可能进行武力抵抗，这样就可以此为借口把他赶下台。果然，坎巨提国王赛夫德尔·阿里拒绝接受英印政府的武力要求。1891年12月，数千英军入侵坎巨提，赛夫德尔·阿里抵抗失败后逃走，坎巨提被英国占领。

19世纪末，因为德国崛起所造成的共同威胁，英俄两国的矛盾有所缓和。1895年初，中国海陆军在甲午战争中俱败，清廷被迫派李鸿章赴日求和，英俄利用清政府战败处于困难之际，在1895年3月签订瓜分帕米尔的补充协定。英国承认俄国占有帕米尔大部分地区，俄国则将兴都库什山北面通道留归阿富汗，实际上由英国控制，英国使沙俄尽可能地远离兴都库什山的战略目的基本达到，英俄在帕米尔的矛盾和斗争暂时和缓。协定将瓦罕山区划给阿富汗，作为英俄之间的缓冲地带，由于其地形狭长而被称为“瓦罕走廊”。瓦罕走廊最窄处相距不超过十英里，克什米尔与广袤的中亚大草原的交通纽带也就此被切断了，它们具有相同的宗教、类似的文化和密切的贸易，在历史上有着长期的紧密关系。克什米尔从此就更加紧密地与南亚次大陆联系在一起，日益结成新的共同体，而与北方的利益联系体疏远脱节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权迅速获得巩固并得到快速发展。革命成功之后，苏联政府号召进行世界革命，列宁呼吁东方穆斯林进行起义，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1917年12月3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告俄国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宣布，苏联将在平等、相互尊重和友好以及俄国各族人民声援并全面支持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的基础上同东方各国建立关系，同时呼吁正在斗争的各族人民也支持俄国各民族的革命斗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极大地改变了中亚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形势。

1933年11月，英国利用中国新疆南部重镇喀什四派军阀之间的混战，扶植其中的沙比提大毛拉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以后，到1994年我国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名誉会长包尔汉回忆说：“这个伪政权是英国对新疆传统侵略政策和亚洲总体战略的产物，为分裂我国统一，侵略我国边疆而炮制的一个傀儡国。”苏联学者曾著文揭露英国的阴谋，说它在印度北部的吉尔吉特设置了军事机构，以便煽动印度、阿富汗的伊斯兰教徒叛乱；策划南疆独立，最终将南疆和印度、阿富汗、伊朗等国联合建立大伊斯兰国，其首都设在吉尔吉特。在新疆各族人民和中国政府的反对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很快就在1934年2月遭覆灭，叛乱首领多逃亡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和坎巨提等地。

20世纪30年代初，军阀盛世才逐渐在新疆执掌大权。起初因为国民党政府对他不信任和甘肃军阀马仲英入疆对他构成严重威胁，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盛世才同苏联发展亲密关系。当时新疆在苏联外交事务中处于特殊地位，由副外交人民委员专管。苏联当时驻乌鲁木齐总领事格奥尔金·阿布拉莫维奇·阿普列祥被称为苏联在新疆的实际统治者，斯大林的私人翻译瓦列金·别列什科夫说，

他与新疆的统治者“督办”盛世才建立了友好关系，结果使后者将中国的这个省变为苏联的一个区。盛世才多次携家人来苏联治病和度假，多次见到“各族人民领袖”斯大林。有一次，“督办”请求接受他为联共(布)党员。“您可以认为自己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党员，”斯大林慷慨地说，“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目前不宜谈这件事。”于是，这位“督办”真的把自己看作苏联的人，他曾是位纪律性很强的党员，以绝对服从的方式执行了莫斯科的指示，将这个富饶地区的自然资源交给苏联使用。

盛世才在1934年明确提出反帝亲苏的执政方针，曾经两次提出要将新疆划为苏联领土，英国驻新疆的政治代理也被他驱逐出境。所有这些都给英印政府造成极大震动，当时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为了阻绝当时盛行的社会主义潮流对印度次大陆的直接冲击和便于干涉中亚事务，1935年4月3日，英国驻印度副王与克什米尔政府在德里签定《吉尔吉特租约》，同年8月1日生效。依据这项条约，英国政府从克什米尔大君手里强行租借了战略要地吉尔吉特以及附近的坎巨提，租期为60年。

莫蒂·辛格在1852年被英印政府确立为蓬奇王，他在1897年去世，由其子拜德维·辛格继位。拜德维·辛格在1918年去世，由其子苏克德维·辛格继位。苏克德维·辛格在位期间，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蓬奇土邦之间发生了一件大事。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第三任大君普拉塔普·辛格在1925年去世，他没有儿子，他弟弟艾马·辛格的儿子哈里·辛格被立为大君继承人。哈里·辛格是个花花公子，普拉塔普·辛格大君对他非常不满意，生前废黜了他的王位继承人资格，另外选中了蓬奇王苏克德维·辛格的弟弟和继承人贾噶特德维·辛格为“克什米尔的精神继承人”。普拉塔普·辛格的这一决定得到印度王公议院的同意，但是被英印政府的政治部否决了。英国政府选中了名声不佳的哈里·辛格作为普拉塔普·辛格大君的继承人，以便今后控制他。哈里·辛格继位之后，一直把贾噶特德维·辛格看作潜在的威胁。苏克德维·辛格在1927年去世，贾噶特德维·辛格继位为新的蓬奇王。哈里·辛格想尽办法为难贾噶特德维·辛格，并抓住一切机会收缩他的权力，并最终在1936年使蓬奇王室服从于查谟和克什米尔高级王室。贾噶特德维·辛格在1940年去世，由其未成年的儿子拉坦德维·辛格继位，哈里·辛格乘机剥夺了蓬奇土邦的所有自治权。





兼并蓬奇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进行的最后一项领土兼并工作。1947年8月1日，在印巴分治前夕，英国政府出于特殊考虑，提前终止应该于1995年到期的《吉尔吉特租约》，把租借的吉尔吉特和坎巨提交给哈里·辛格大君。至此，通常意义而言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才最终形成，不过，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可真称得上是庄子所说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之物，随即就因为第一次印巴战争被分裂而告终结，走向了另一次重生。此一过程也同样漫长，至今尚未结束。

查谟王室建立于1822年，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正式确立于1846年，形式上结束于1952年，当中经过五传：第一代大君是古拉伯·辛格，1822－1857年在位。第二代大君是兰比尔·辛格，1857－1885年在位；第三代是普拉塔普·辛格，1885－1925年在位；第四代大君是哈里·辛格，1925－1949年在位；第五代大君是哈里·辛格的儿子卡兰·辛格。1949年，哈里·辛格逊位之后，卡兰·辛格继位摄政；1952年11月14日，克什米尔制宪议会废除克什米尔的君主制，卡兰·辛格当选为克什米尔历史上仅有的一任元首；1965年，印度改印控克什米尔为普通邦，卡兰·辛格改任印控克什米尔的第一任邦长；1967年，他辞去印控克什米尔的邦长之职，入印度内阁担任高职。

多格拉家族以查谟为基地，以克什米尔为中心，经过一百年精心营造建立起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由于地理上差别巨大、历史上多动荡变化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落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人口构成极其复杂，境内住着讲多种语言、信仰不同宗教和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许多民族和部族。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末任大君卡兰·辛格说：“根据宗教信仰，克什米尔的居民可以分为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喇嘛教徒和锡克教徒。印度教徒多格拉族集中在查谟，印度教徒潘迪特族集中在克什米尔谷；锡克教徒主要分散在查谟和克什米尔谷；喇嘛教徒集中在拉达克，他们属于蒙古人种，尊奉达赖喇嘛为宗教领袖；其余地区是穆斯林占多数，其中在克什米尔谷主要是逊尼派和少量什叶派，从穆扎法拉巴德到迈普尔的西部地带是旁遮普穆斯林，在吉尔吉特、斯卡杜和卡尔吉尔是什叶派。”

根据1941年的人口普查，克什米尔的人口总数是4021616，其中有3101247个穆斯林和920369个非穆斯林。因此穆斯林以占人口77.11％的比例占压倒性多数，非穆斯林人口的比例是22.89％。因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在地理上被分为三个自然单位，即克什米尔、查谟以及拉达克和吉尔吉特边境地区。克什米尔省的人口数是1728705，其中穆斯林人数是1615478，占总数的比例是93.46％；非穆斯林是113227，占总数的比例是6.54％，克什米尔谷总的非穆斯林人口中，克什米尔潘迪特约占3％。查谟省的人数是1981433，其中穆斯林是1215676人，所占比例是61.36％，非穆斯林是765757，所占比例是38.64％。拉达克、阿斯图里、吉尔吉特(包括租区和专区)和卡尔吉尔边境地区的总人口是311478个，其中穆斯林是270093人，所占比例是86.72％；非穆斯林人口(绝大多数是佛教徒)是41385人，所占比例是13.28％。这些数据有助于人们理解一些历史事件，比如说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为何会轻易被多格拉人征服；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军事控制线为何会是那样一个走向。

四、克什米尔土邦的民族民主运动

20世纪上半期克什米尔兴起的民族民主运动对后来的克什米尔问题有重大影响。锡克人和查谟人控制克什米尔的政权之后，大量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从印度平原进入克什米尔谋求发展，克什米尔的军队和政府机关的职位，大多由他们把持。与此同时，大批穆斯林因遭迫害而迁出克什米尔，流落到印度其他地方，尤其是毗邻的英属印度旁遮普省和西北边境省。克什米尔的下层穆斯林遭受多重压迫，生活极为困难和贫穷。曾在克什米尔政府担任高职的印度基督教徒阿尔伯坚·班纳吉说：“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非常落后，大量穆斯林是绝对的文盲，在饥饿和恶劣的条件下劳作，他们居住在乡村，实际上被当作会说话的牲畜来管制。政府和人民之间没有联系，人民没有适当的机会倾诉冤屈。对于人民的渴望和冤屈，政府不予以同情。克什米尔的行政机制自身应该从上到下进行翻修，以便有效地适应现代的条件。”

普拉塔普·辛格大君在1889年被褫夺权力后，英国殖民政府在克什米尔大力推行西化政策。哈里·辛格曾经在英国留学，1925年继承大君位之后，他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发起了大规模的教育和经济改革。与此同时，自19世纪下半期以后，印度的西式教育也获得很大发展，尤其是阿里加穆斯林大学创办之后，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大学生越来越多。他们有知识，觉悟高，但在克什米尔找不到工作。在旁遮普的穆斯林影响下，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开始建立组织进行政治活动，斯利那加的穆斯林阅览室是他们早期进行活动的最重要据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印度的民族民主运动高涨起来，带动了克什米尔的民族民主运动发展。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军阀盛世才投靠苏联之后，英国加强了对克什米尔西北地区的控制，强行租借了吉尔吉特等地区，这招致了克什米尔大君的不满。在1931年的伦敦圆桌会议上，哈里·辛格大君反对英国人企图从他那里攫取战略要地吉尔吉特，虽然他允许他们控制而非拥有它。大君甚至要求废除英国驻吉尔吉特的政治代理。大君和英国之间的敌对使得后者同情穆斯林。





1931年6月初，克什米尔的查谟省发生了政府官员打断穆斯林礼拜进程和侮辱神圣《可兰经》的事件。消息传到斯利那加后，这事逐渐演变成大规模游行示威和反抗大君统治的运动，并在7月13日的警察和群众冲突中，导致22名示威者和至少1名警察死亡。这一天后来被确立为克什米尔的“烈士节”。10月19日，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向大君政府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建立对人民负责的民主政府，以及保障其演讲、舆论和集会自由等权利。11月12日，克什米尔政府成立了由J·B·葛兰西为主席的调查团，以期制定相关政策顺应形势的发展，但这并未能满足穆斯林的政治要求。

克什米尔早期的穆斯林运动处在旁遮普穆斯林领袖的指导和实际控制之下，他们成立了一个叫作“克什米尔委员会”的小团体，给负责该土邦事务的人士提供建议。在这个委员会的指示下，8月14日被全印穆斯林遵守为“克什米尔日”，这一天要举行会议、通过决议对穆斯林在1931年7月13日战火中的受害者表示同情。为了顺利地开展政治活动，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在1932年组织成立了穆斯林会议党，并在10月15－17日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穆斯林会议党的阶级基础是穆斯林中上层人士，比较偏重于维护穆斯林中上层阶级的利益。

克什米尔的自由运动兴起之后，除了穆斯林运动之外，其他大量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等也相继展开，成立了大量的学生组织、工人组织、印度教徒组织以及其他群体的组织。一些开明的穆斯林领袖认识到团结全体人民的重要性，以党主席谢赫·阿卜杜拉为首的部分穆斯林会议党领袖开始强调为全体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人民争取权益，而不是仅仅维护穆斯林的利益。1938年3月28日，他在一次历史性的演讲中说：“我们必须终结教派主义，当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必须停止以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方式来进行思考……我们必须把大门打开，向所有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开放，他们同样爱我们，相信自己的国家将从为所欲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此外，谢赫·阿卜杜拉认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穆斯林分成许多宗派，不能仅仅依靠宗教将他们团结起来，强调政教分离的重要性。他曾经说：“如果伊朗国王沙阿·巴列维将政治服从于宗教……他是否会成功？……一个国家的真正进步只能依赖于政教分离。”

1939年6月11日，谢赫·阿卜杜拉率领巴克希·吴拉姆·穆罕默德、米尔扎·阿弗泽尔·贝格和吴拉姆·穆罕默德·萨迪克等人，从穆斯林会议党中脱离出来，正式成立国民会议党，包容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和锡克教徒，他们被称作民族主义派。原来的穆斯林会议党继续存在，由克什米尔人米尔瓦札·穆罕默德·尤素福·沙阿和查谟人乔杜里·吴拉姆·阿巴斯领导。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两大政党，穆斯林会议党把自己看作是穆盟在克什米尔的延伸；国民会议党则被看作是国大党在克什米尔的变体，它的纲领、包括民主、世俗主义、社会和经济改革、以及经济计划，被认为是国大党在克什米尔的缩小版。谢赫·阿卜杜拉把穆盟看作是教派主义政党，认为巴基斯坦运动是真纳一手促成的，没有他就不会建立巴基斯坦国。他认为巴基斯坦国对解决印度穆斯林问题而言无疑是一个疯狂的方案，而且是不公正的。穆盟主席真纳希望克什米尔的全体穆斯林能够团结一致，他曾为此多次调解穆斯林会议党和国民会议党之间的矛盾。真纳希望国民会议党能够接受穆斯林会议党的领导，这引起谢赫·阿卜杜拉的极度不满。1944年6月20日，他公开警告：“如果真纳不抛弃干涉我们政治的习惯，他想以体面的方式回去将是困难的。”6月25日，真纳离开斯利那加后在巴拉穆拉发表演讲时，遭到民族主义派的砖块袭击。

为了适应政治形势的发展，哈里·辛格大君在1943年7月12日颁布了一项王室公告，任命了一个权限很大的王室调查团，调查土邦宪法的施行情况和国民的社会经济状况。他还指示调查团为克什米尔的政治改革提供建议，为改善土邦人民的生活献计献策。这个高级调查团的成员多为皇亲国戚、封建贵族和大君的亲信死党，他们的任命激起了土邦内各政治组织的不同反应，穆斯林会议党在其中没有代表，它号召全体穆斯林联合起来抵制调查团的调查。

1943年夏天，查谟省的粮食价格上涨很快。克什米尔政府没能及时提供足够的粮食，导致该省物价全面上涨而陷入饥荒。查谟城尤其严重，人们成百上千地死去。哈里·辛格大君政府不愿意查谟的饥荒问题政治化，对该事件处理不力，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王室调查团的国民会议党代表吴拉姆·穆罕默德·萨迪克和米拉扎·阿弗泽尔·贝格，在1944年初宣布退出调查团。随后，调查团成员英国人弗蕾黛·贝蒂女士建议国民会议党领导人给调查委员会提出一项关于该土邦经济重建和政治改革的全面计划。国民会议党给弗蕾黛·贝蒂提供了一些相关材料，她据此整理出一份建议，在2月27日提交给国民会议党供其考虑。9月29日，国民会议党在斯利那加举行的年会上以“新克什米尔”(Naya Kashmir)的名称通过了该计划，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克什米尔土邦建立一个政府机构，土邦主是法律上的邦首脑，政府由土邦立法会组成，反过来也对立法会负责。国民会议党还向大君政府建议成立国民议会，在普遍成人选举权的基础上，每4万人选举一名土邦议会代表。单独选举被废除，但作为过渡，将给克什米尔的潘迪特、锡克人和哈里真社团的代表权予以保留。“新克什米尔”被称作南亚最具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纲领，它的进步主张使国民会议党获得大量民众支持。





1945年1月，穆斯林会议党在蓬奇举行年会。为了对抗“新克什米尔”口号的吸引力，党主席米尔瓦札·尤素福·沙阿提出了“自由克什米尔”(Azad Kashmir)的口号。会议散发了一本名为《自由克什米尔》的宣传小册子，阐述了穆斯林会议党的理想和组织安排，以及经济和政治重建计划；认可穆盟为印度穆斯林建立一个单独祖国的要求，并承认克什米尔的穆斯林是印度穆斯林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为实现巴基斯坦国而奋斗。会议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主要内容是：(1)在克什米尔土邦建立一个责任政府，扩大选举权适用人口范围；(2)修改印度教徒个人法，以免他们从印度教改信伊斯兰教后被没收财产；(3)按土邦人口的比率，为穆斯林在政府机关雇员中保留名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任首相的英国保守党内阁加强对印度的控制，这激起圣雄甘地在1942年8月发动新的文明不服从运动“退出印度”(Quit India)，旨在采用和平手段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印度独立。战争结束后，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其趋势不可遏制。1945年7月，英国工党上台执政，对结束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持积极态度，派出一个内阁使团出访印度，与当地政治领袖协商英国撤离的办法。内阁使团表示，在英国撤离印度之后，英国政府将不会保留对印度土邦的最高权力。内阁使团提议在德里召开全印土邦人民会议。谢赫·阿卜杜拉代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参加，他在会上宣称众土邦人民具有如下权利：(1)有权参加制定印度联盟宪法，有保留自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身份的权利；(2)在民族性的基础上有自决的权利；(3)承认他们在文化上的、社会学上的和心理学上的身份；(4)有权加入或不加入未来的印度联邦；(5)土邦在加入印度联盟之后有权脱离它。

1946年5月3日，谢赫·阿卜杜拉参加完会议后回到斯利那加。他告诉同僚们，内阁使团建议由王公们决定土邦是否参加制宪议会，这样的结果将导致印度分崩离析，土邦的王公专制也将永久化。谢赫·阿卜杜拉说他赞同尼赫鲁的主张，在印度土邦发起一场运动，要求土邦人民有权派代表参加制宪议会。5月15日，他在一次会议上把王公制度描述为英国在印度殖民主义的外延，号召克什米尔人民开展“滚出克什米尔”(Quit Kashmir)运动，结束多格拉的封建统治。他宣称：“解除王公秩序是‘滚出印度’政策的合理扩展。当自由运动要求英国权力完全退出时，极其符合逻辑的是英帝国主义的配角也应当随之而去，而把权利归还给它的真正主人，即人民。”

穆盟领导的巴基斯坦运动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进行的，这使得他们积极与统治阶级合作，争取他们支持。因此，穆盟和穆斯林会议党认为，“滚出克什米尔”运动将把哈里·辛格大君推向国大党和印度一方，对此持反对态度。谢赫·阿卜杜拉说：“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先生反对我发起的‘滚出克什米尔’运动，宣称它是少数变节者的运动，穆斯林与之无关。穆斯林会议党对此采取了同样的立场，反对我的运动，并宣布忠于克什米尔王公。……我和我的政党从来不相信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构成两个单独民族的提法。我们不相信两个民族理论，也不相信教派仇恨或教派主义。我们认为，政治中没有宗教的立足之处。”

哈里·辛格大君对谢赫·阿卜杜拉发起的“滚出克什米尔”运动极为愤怒，在5月20日逮捕了他和其他一些国民会议党领导人。尼赫鲁一向与谢赫·阿卜杜拉亲善，毫不掩饰自己对哈里·辛格大君的厌恶，认为克什米尔人民的自由斗争和所遭受的残酷压迫是印度解放斗争的象征。1946年6月14日，他在给哈里·辛格大君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中说：“为了参加谢赫·阿卜杜拉的庭审，我将带律师在6月19日到达斯利那加。我依然希望，就相关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应该放弃对谢赫·阿卜杜拉的审讯，并释放他和他的同事。这样一个步骤将会使克什米尔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得到和平解决。我乐意为实现此任务而提供帮助，并为此目标与你会晤，假如你也这样想的话。”哈里·辛格大君同样憎恶尼赫鲁，尼赫鲁一进入克什米尔境内就被他逮捕。卡兰·辛格认为：“尼赫鲁的被捕无疑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历史上的转折点。”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克什米尔政府于三天后释放了尼赫鲁，并且允许他与谢赫·阿卜杜拉在监狱中进行晤谈。

第二节 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法律背景

克什米尔争端具有浓厚的法律主义气息。阿拉斯太尔·兰姆说：“原初的克什米尔争端在本质上是领土争端，争论产生于1947年英国移交权力的前夕，在某种法律标准的基础上，人民意志的表达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谁应该拥有整个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所有权。即便是公民投票的观念被注入该争端时，它也依然被人们高度地用法律主义的方式来看待。”因此，对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法律背景进行细致的考查就并非一项可有可无的工作。

从法律角度来论述克什米尔问题的著作有，印度学者善图什·考尔撰写的《克什米尔的宪法地位》、苏雷斯·K·夏马与S·R·巴克希主编的《克什米尔：它的宪法地位》和古鲁拉贾的《从法律方面来看待克什米尔问题》。这三本著作都是从印度角度来分析与克什米尔相关的法律文件，一个共有的特点就是在列举大量法律文件之后再稍作分析，在论述印度是否有权占有克什米尔时偷换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把《1935年印度政府法》(1947年修订版)当作克什米尔大君签署《加入证书》的法律依据。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因为《1935年印度政府法》(1947年修订版)并不是印度土邦归属的法律依据。巴基斯坦学者伊伽兹·侯赛因的《国际法视角中的克什米尔争端》具有特殊的价值。由于这方面的论著通常来自于印度作家，该书就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巴基斯坦立场。他驳斥了印度占领克什米尔已经完成了法律程序的观点，但由于作者没有揭示克什米尔土邦主的权力来源，因而没能对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法律原因做出很好的解释。本节试图在这些论著的基础上，再考诸史实，与相关事件进行比较研究，然后就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法律背景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法律地位

英国在印度建立的殖民体系被称作英印帝国，它是英国最大最重要的海外非移民殖民地，大致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缅甸。这一体系分作英属印度和印度土邦两部分，两者虽然都以英国国王为最高元首，却是不同的政治实体。到1947年，印度的王公议院已经由562个土邦代表组成。在英国统治印度逐步扩张的过程中，通过谈判或强加的条约或协议，众土邦与英国政府建立了多种多样的关系。

1846年的《拉合尔条约》和《阿姆利则条约》确立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主权地位，其中也充满了英国政府对多格拉王室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例如，《阿姆利则条约》第二条规定，要着手划明克什米尔与中国西藏之间的边界线，第四条规定多格拉王室不得随意扩张领土。英国政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条约签订时，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已经取得胜利，并且通过1841年5月27日的《广州和约》和1842年8月29日的《南京条约》，实现了当时侵略中国的主要目的。而且，英国人对古拉伯·辛格势力壮大也颇为忌惮，加之此时英国已经与中国清政府处于鸦片战争后的和平时期，不愿因为古拉伯·辛格挑起冲突而妨碍自己向中国内地的渗透。所以，当时英国担心：“掠夺的希望和复仇的愿望也许会引诱他重复1841年那样进攻拉萨的领土，看来这并非不可能的事。这样的事立刻会停止织围巾的羊毛输入我们的领土，使我们诸邦同西藏的一点点商务全部中止。我们同中国皇帝的和平关系，也可能由于中国皇帝陛下不明白印度的统治者和克什米尔的统治者之间有何区别而发生相当的麻烦。……英国政府决定消除在东方一切争端中最普遍的原因——悬而未决的边界。”

英国希望这段边界的划定，应由英国、中国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三方派人一起进行。因此，1846年8月，印度总督哈定先通过英国驻香港总督德庇时向清朝两广总督耆英转呈了要求划定拉达克和西藏的边界和修改1842年多格拉与中国西藏停战协定中有关全部商品通过拉达克转卖的条文的信函。同时，英印政府又通过所属巴沙赫土邦的一名官员，将哈定同样内容的信交给西藏噶大克噶本，转呈驻藏大臣。

1847年2月5日，两广总督耆英、广东巡抚黄恩彤上奏清廷说：“接据英酋徳庇时来文，以该夷与西刻(锡克)夷人构兵，据有加治弥尔(克什米尔)山地，交夷酋珴拉升管理。其地及该夷所管之地，均与后藏交界，业经兵头哈丁备文，派遣夷目前往拉萨城，请中国办事大臣明定界址。……伏查西藏与加治弥耳等处是否毗连，臣等虽无凭遥揣，但既有相沿界址可循，自应各守旧疆，无庸再行堪定。……臣等已备文照复，将所请定界、通商之处，概行驳斥。”此后英国人又多次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了相同的愿望。但耆英等稍后奏称：“细核该夷酋来文之意，所重者不在定界而在通商，苟使通商之请不行，则定界之议或可中止。”驻藏大臣琦善在奏折中也说：“披愣(注：英国，疑为Britain之音译)(于英锡战争中)战胜，森巴已经归附，并将所属之拉达克、克什米尔分与管辖。又欲想唐古特交易，定有章程，不准再由拉达克转卖，令派人前往会议等语。”英国人当时的主要目的确乎在于商业贸易。





英国政府虽然明文限制克什米尔大君随意扩张领土，但实际上是根据本国利益来予以干涉，并不是一味地进行钳制。1865年4月，阿古柏在喀什建立“哲德沙尔国”，引起新疆动乱。克什米尔大君兰比尔·辛格看到这是扩大政治影响和更大地攫取印度同新疆的贸易支配权的机会，在当年派遣了一小支军队越过喀喇昆仑山口到它北面靠喀喇喀什河下游岸边的赛图拉，在那里建筑了一个堡垒。这一行动明显违背了《阿姆利则条约》禁止多格拉王室随意扩张领土的约束，当时英国人并没有正式对他的行动提出抗议，因为他这个行动很符合他们为英属印度和中亚细亚之间开辟商路而正在执行的政策。然而，到了1885年，印度政府就决定反对克什米尔政府重提它对于赛图拉的任何企图。……印度政府在1888年，以后又在1892年，坚定地告诉克什米尔政府，赛图拉必须被认为是在中国领土之内。

《阿姆利则条约》第10条还明确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为英国的保护国，说：古拉伯·辛格大君承认英国政府的至上权威，并愿意每年向英国政府纳贡1匹马、6对产细绒的良种山羊和3双克什米尔披肩，作为这种承认的确认方式。尽管如此，但卡雅兰·马达亚·潘尼迦认为：“和英国与其他印度土邦签订的条约相比较，《阿姆利则条约》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克什米尔大君独立地拥有移交给他的领土，并被承认为这块领土的统治者。虽然英国政府的至上权威得到承认，但并没有同意东印度公司来保证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内部安全，条约的第九条只是限定英国政府向古拉伯·辛格大君提供援助，保护他的领土免受外部的侵略。”

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之后，英国国王在1858年从东印度公司手中接管了印度政府的控制权。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统治转由英王来实行，此后印度土邦被看作是英王的附属国，由副王代表英王行使最高权力，具体事务由副王参事会政治部负责。这就把所有印度土邦变成了英王的臣属，从而确立了英王的最高权力。东印度公司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原有关系也随之转移给英国国王。尽管《阿姆利则条约》自身使克什米尔土邦的领导人承认英国的至上权威，英国人对克什米尔的最高权力却如同印度其他土邦一样，是通过1876年《英王称号法》才正式建立起来的，而印度土邦原本是东印度公司的盟国。拉克罕帕尔认为：“依据该法，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获得印度皇帝的称号，从而成为所有印度土邦的领主，它们反过来也变成了她的封臣。那也就授权英国干涉土邦的内部事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高涨，《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报告》对设立由各土邦代表组成的协商机构提出了明确的建议。1921年2月8日，英王下诏成立印度王公议院。王公议院是一个协商机构，不是一个执行机构，由各土邦的各阶级代表组成，以副王任主席，议长和副议长每年从议员中选任。对于英属印度与土邦共同有关的印度土邦领土问题等，副王可随意与该院常务委员会交换意见。但王公议院不能讨论土邦的内政和它们的王公的事务，不能讨论它们与英王的关系，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干涉各土邦的现有权利或义务，或者限制它们的行动自由。

1935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1935年印度政府法》，8月2日法案获得英王批准。《1935年印度政府法》为印度土邦和英属印度建立宪政体制的联邦关系提供了法律基础。就英属印度的各省而言，加入联邦是自动的，对各土邦来说则是自愿的。当某个土邦主签署了一项加入证书，而且它得到国王陛下的正式批准，则他的土邦就被认为加入了联邦。该证书将授权联邦政府、联邦议会、联邦法院和任何其他联邦行政机关，执行《1935年印度政府法》所授予它们的与该邦有关的各项职能；但是，当局的权力受到限制。印度土邦即使加入了联邦，也享有与英属印度各省不同的地位：各土邦享有主权，有自己的政府，只是外交、国防等事务方面受英国政府控制，处于半独立的地位；英属印度的各省不享有主权，通过英国驻印度总督受英国政府直接统治，是完全的殖民地。各土邦在立法会中的代表由它们的政府指派任命，英属印度各省则由选举产生。因此，从法律角度讲，各印度土邦与英属印度同为英印帝国内自成体系的享有主权的行政单位，它们是地位平等的成员。就好比现在的联合国里面，诸多成员国虽有大小强弱之分，但就主权地位而言都是平等的。即便如此，在英印帝国里面，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地位也尤为特殊，甚至于它在1939年对辖区公民所颁发的护照上，印度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一道，被列为外国。由此可见，克什米尔作为一个主权土邦，处于世界地缘政治的战略要冲，在英印帝国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二、《内阁使团备忘录》对土邦政策的阐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印度不仅上层人士在积极争取早日实现独立，下层百姓也积极参与这一进程。英国保守党政府对印度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持反对态度。日本溃败以后，印度激进民族主义领导人苏巴斯·钱德拉·鲍斯组织的印度国民军向英国人投降，其中许多军官以叛国罪在印度受审。这使得印度国民群情激奋，许多城市举行示威，反对英印政府审判印度国民军。1946年2月18日，皇家印度海军入伍士兵公开哗变，几天以后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英国工党上台之后，对印度独立运动持开明态度。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一贯真诚地坚信印度需要实现自治，并决心尽其所能去实现这个目标。2月19日，艾德礼首相宣布，将派三位内阁成员组团访问印度，与当地公认的领袖们协商，促成印度早日实现完全自治。

出使印度的三位内阁成员分别是印度事务大臣帕希克·劳伦斯，贸易局主席斯塔福·克里普斯和海军大臣A·V·亚历山大，他们的任务是协助印度总督解决英国撤离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英国首要关注的是自己如何全身而退，因此把主要精力放在英属印度的分裂上，而把土邦问题放在次要位置。英国内阁使团在3月24日到达印度，在与印度主要政治势力协商之后，他们先后提交了两份解决问题的建议报告，即《内阁使团备忘录》和《内阁使团方案》。

《内阁使团备忘录》的全称是《内阁使团在1946年5月12日提交给王公议院主席阁下关于土邦的条约和最高权力的备忘录》，共有五条内容。这是英国政府在结束对印度殖民统治之前，专门阐述解决印度土邦问题的唯一文件。鉴于这份备忘录与克什米尔问题直接而又重要的关系，现把它的正文翻译如下，并对其内容逐一进行分析：

一、在英国首相最近在下院发表声明之前，(英国政府)就已经向各王公们保证，就英国国王而言，他不愿意在没有得到王公们的同意下，就对他们与国王之间得到条约保障的关系和权利、以及自己的诺言做任何的改变。它同时还宣称，王公们所同意的任何改变——或许是协商的结果，则不会得到无理的拒绝。王公议院主席此后还证实，众土邦和印度国内其他人一样，都享有要求印度尽快获得自己的完全地位的愿望。陛下政府现在已经宣布，如果英属印度的续任政府要求独立，英国政府将不会为此设置任何障碍。这些宣告的结果是，所有与印度未来有关的土邦，都希望在英联邦之内或之外实现独立。代表团来此就是为了帮助解决横亘在印度实现这一理想之路上的困难。

二、在过渡时期，即在新的宪政机制——英属印度在此结构下取得独立或者完全自治——开始运行之前，最高权力仍将运行。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英国政府都不能也不会把最高权力转移给某个印度政府。

三、同时，在印度的新宪政体系中，印度土邦将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众印度土邦已经告知陛下政府，他们期望为建立这一新体系做出贡献——他们自己的利益和印度整体的利益都迫使他们这样做，并在完成时在其中取得相应的地位。为了促进实现此目的，他们无疑将竭尽所能地加强自己的地位，以确保自己的行政权力符合这一最高标准。如果在国家现有办法之内不能完全实现这些标准，他们将无疑会做出一些相应的安排，以便组织或者加入某些足够大得符合新宪政体系要求的行政单位。在此规划过程中，如果迄今还没有行动的各土邦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步骤，通过代议制的方式，使自己和本邦的公众意见保持亲近而持续的联系，那将会加强土邦的地位。

四、在过渡时期，众土邦有必要与英属印度就如何处理共同关注的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协商，尤其是经济和财政领域。无论这些土邦是否愿意加入新的印度宪政体系，这样的协商将是必要的，并将花费相当一段时间。而且，由于某些协商直到新体系开始运行时也不能达成一致，为了避免出现管理上的困难，将有必要在这些土邦与那些可能控制续任政府的机构之间达成谅解，以便在新的协议达成之前，现有的安排能够继续处理共同关注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只要有需要，英国政府和国王代表就将提供支持。

五、当一个或更多个新的完全自治或者独立的政府在英属印度形成时，陛下政府的权力将不再能使它们履行对最高权力的义务。而且，他们也不能期望英国军队会为此目的而继续留在印度。因此，作为一个合理的结果，和考虑到出于众印度土邦的利益而向他们表述过的意愿，陛下政府将终止行使最高权力的权利。这意味着众土邦源于它们与英国国王之间关系的权利将不再存在，所有众土邦以前交付最高权力的权利都回归它们自己。众土邦与英国国王之间的政治安排也将结束。此一空缺将由下面方式来填补：土邦与英属印度的继任政府结成联邦关系，如果这也不能实现，就与它或它们缔结特别的政治安排。





《内阁使团备忘录》第一条内容的主要意思是，在英属印度准备独立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对土邦主们保证，如果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英国政府不会做出对众土邦不利的事情。第二条的主要意思是，在印度独立之前的过渡时期，英国国王仍然保持对众土邦的最高权力。在任何情况下，英国不会强迫印度土邦加入印度或者巴基斯坦，即所谓的“英国政府不能也不会把最高权力转移给某个印度政府”。第三条的主要意思是，设计印度独立的方案中，会对土邦问题予以重要考虑。各土邦今后可以单独或者通过合并的方式，加入到独立后的印度或者巴基斯坦，“以便组织或者加入某些足够大得符合新宪政体系要求的行政单位”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第四条的主要意思是，在英属印度分治的过渡时期，众土邦有必要与国大党和穆盟，即条款中所说的“那些可能控制续任政府的机构”进行协商和合作，解决共同面对的困难，以免出现管理上的问题。第五条的主要意思是，当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后，英国国王对众土邦的最高权力将会终结，各土邦与英国之间所缔结的条约也将作废，两者之间由法律约束的关系将不复存在。因此，各土邦应该与印度或巴基斯坦建立联邦，或者其他方式的政治关系，也就是条款中所说的“土邦与英属印度的继任政府结成联邦关系，如果这也不能实现，就与它或它们缔结特别的政治安排”。

简单地说，《内阁使团备忘录》的含义是，在印巴分治过程中，如果没有得到众土邦的同意，英国政府不会出卖它们的利益；各土邦应该与国大党或者穆盟合作，以免出现管理上的危机。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之后，英国对各印度土邦的最高权力也随之终结，它们可以自由地与印度或者巴基斯坦缔结新的关系。

提交《内阁使团备忘录》之后，英国内阁使团随后又在5月16日提交了针对整个印度问题的《内阁使团方案》。它的主要内容是，在英国结束对南亚的殖民统治之后，在印度建立一个包括英属印度和印度土邦在内的印度联邦，中央只掌管外交、国防和交通，其余权力统统留给各省和土邦；联邦制宪会议由英属印度代表和土邦代表组成……在宪法制定前的过渡时期，英属印度成立受各主要政党支持的临时政府，由总督在改组行政会议的基础上组成。穆盟起初接受《内阁使团方案》，但在随后组建的临时政府中与国大党的矛盾尖锐得不可调和，最后撤消对它的接受，也不参加制宪会议，诉诸直接行动以求建立巴基斯坦国。在这种形势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教派流血冲突和仇杀逐渐蔓延开来，印度的局势处于失控的危险之中。

三、《蒙巴顿方案》重申对土邦问题的立场

英国急于结束对印度的殖民统治，除了日趋严重的南亚危机之外，还有着深刻的国内因素。兰姆说：“英国人花了300多年建立他们的印度帝国，但他们在1947年仅仅用了70多天就拆散了它。按照当前(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所发生的事情来衡量，如此之快的帝国结构的崩溃几乎不会使人感到吃惊。虽然欧洲的帝国在1947年看起来依然是足够坚固的大厦，但英国情形的真正脆弱并不广为人知。实际上，度过1946－1947年那个艰难的冬天之后，英国已经处在财政灾变的边缘了。1947年2月，艾德礼内阁采取了一项急剧消减海外责任的政策。这导致它放弃在希腊对抗共产主义，以及支持土耳其的经济。它决定停止继续协调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是在1948年6月把它退还给国联的继承者联合国。最后，它在同一天宣布，它将把权力移交给印度次大陆的继承政权。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蒙巴顿副王在1947年3月22日－8月15日期间不仅终结了英印帝国，而且目睹了印巴之间克什米尔争端的第一个阶段。”

英国撤离南亚次大陆是以印巴分治的方式来完成的，这加剧了印度社会中久已固存的教派冲突；国大党和穆盟在许多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使局势显得更加危险。英国工党政府意识到印度事态的严重性，加快了撤离的步伐。1947年2月20日，艾德礼首相在下院宣布：英国政府决定采取必要措施，以便最迟不晚于1948年6月把政权移交给印度人；届时如果印度还没有制定宪法，就将把英属印度的政权移交给某种形式的中央政府，或者在某些地区，移交给现存的省政府。这是对国大党和穆盟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尽早达成协议，但也反映了英国急于脱身的心态。





国大党对魏菲尔副王很不满意，认为他偏袒穆盟，尼赫鲁曾公开地批评他。因此，英国工党政府采取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任命前东南亚盟军统帅路易斯·蒙巴顿接替魏菲尔，担当英国驻印度的末任副王，负责英国的撤离工作。1947年3月22日，蒙巴顿正式就任印度副王。蒙巴顿的传记作者菲利普·齐格勒说：“到 4月中旬，他已经肯定分治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到底实行什么形式，怎样去实现分治，心里还没有谱。……没有真纳的同意，印度的统一只能依靠武力解决。”蒙巴顿与印度各主要政治势力协商，制定了印巴分治的政策，在1947年6月3日公布了《关于分治的白皮书》(即俗称的《蒙巴顿方案》)，规定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7年8月15日独立，比英国政府原来预定的最后期限提前了将近一年。

兰姆说：“《蒙巴顿方案》只是强化了将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地区从非穆斯林地区中分割出来这一核心原则，但它是如此的模糊，以至于难以成为对旁遮普和孟加拉进行划分边界实际操作的凭据，更不用说去考虑确立国界赖以划定的地缘政治原则了。”《蒙巴顿方案》总共有21项条款，主要阐述英属印度如何分治，与土邦问题相关的只有第18条，其内容是：(英王)陛下政府愿意使之明确，上述宣布(关于分治)的决议只适应于英属印度，1946年5月12日的《内阁使团备忘录》所包含的对印度土邦的政策保持不变。这就表明，《蒙巴顿方案》对于印度土邦问题并没有新的政策，只是重申旧有的立场依然保持不变。

与“巴尔干计划”和它的变体，即把英印帝国按其无数的构成部分而进行碎分相比较，印巴分裂还是被广泛地认为更加可取。所以，方案公布之后，印度的两大主要政党很快就对此作出正面的反应。6月9日，穆盟在其决议中说：“陛下政府1947年6月3日的声明设计了把权力移交给印度民族的方案，穆盟理事会在对它进行充分的斟酌和考虑之后，满意地注意到1946年5月16日的《内阁使团方案》将不再执行，它已经被抛弃了。唯一可行的路线是印巴分治，就像陛下政府1947年6月3日的声明现在所建议的那样。”与穆盟的积极反应相比，国大党的态度颇为勉强，但还是接受了它：“考虑到穆盟拒绝接受(1946年)5月16日的方案，也不参加立宪议会，并且进一步考虑到国大党的政策，即‘它不能考虑压迫任何单位领土上的人民违反他们自己既已宣布和建立的意愿而继续留在印度联邦内部’，国大党接受6月3日公告所列出的建议——它设计了确认相关人民意志的程序。”

《蒙巴顿方案》与克什米尔问题有密切关系，以至于有人说克什米尔问题是由它造成的，甚至于印巴分治也是如此。这就倒果为因了，因为《蒙巴顿方案》不过是为势在必行的即将到来的印巴分治进程提供建议而已。打个比方说，它只是一个家庭内不能和平相处的两兄弟分家的协议书，而非挑拨他们关系的离间书。从穆盟和国大党对《蒙巴顿方案》做出正面反应并接受它这一点来看，也不能说其中隐藏了制造克什米尔问题和印度分裂的阴谋。毫无疑问，英国殖民统治是印巴分治的两大主要原因之一，但它只是克什米尔问题在当时产生的间接因素，而非直接推手。其实，方案本身就是英国政府与印度主要政党协商的结果，而非英国单方面制定强加给印度的。但《蒙巴顿方案》的确给人以克什米尔应该归属巴基斯坦的印象，因为它所确定的英属印度的分裂原则是，按所在地主体居民的宗教信仰决定归属，不能确定者再由公民投票来决定。方案中阐述锡尔赫特县归属的解决办法的第13条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原则，其内容如下：

尽管阿萨姆是一个非穆斯林占压倒多数的省，但与孟加拉省毗邻的锡尔赫特县是一个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地区。在对孟加拉进行分裂的情况下，有人要求应该将它与孟加拉的穆斯林地区进行合并。因此，如果决定孟加拉应该进行分裂，就应该在总督的保护下举行公民投票，并与阿萨姆省政府进行协商，决定锡尔赫特县是应该继续成为阿萨姆省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与新的东孟加拉省合并，如果那个省同意的话。如果公民投票的结果赞同与东孟加拉合并，那就要成立一个类似于旁遮普和孟加拉所具有的边界委员会，为锡尔赫特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以及临近县中穆斯林占多数地区进行划界，它们将转归东孟加拉。





按照锡尔赫特的这种解决办法，克什米尔的居民多达77％是穆斯林，它似乎应当直接归属巴基斯坦，如遇麻烦则应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但土邦毕竟不是英属印度，而是在法律上与它地位平等的邦国，方案关于英属印度分裂的原则并不适用于它，其归属的解决办法只能援引方案中阐述土邦问题的第18条，即《内阁使团备忘录》中的办法，土邦通过某种方式加入独立后的印度或者巴基斯坦。

印度主流学者认为：“《蒙巴顿方案》是一份很无奈的文件，公众以百感交集的心情接受了这个历史性的公告，觉得它有缺憾，不过一般都认为，新方案对解决印度问题提供了在那时能够设想的、最好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因而国大党和穆盟都予以接受。”的确是这样，就像真纳在1947年6月3日所说的那样：“很明显，该方案与我们的观点在某些重要方面并不相符合，而我们也不能说或觉得我们是满意的，或我们同意该方案对某些问题的处理方式。现在我们应当考虑，我们是否应该接受陛下政府提交给我们的这项方案，无论是作为一项妥协还是和解。……我必须说，我觉得副王已经非常勇敢地与各种势力做了斗争，留在我心中的印象是他以高度的公平和公正感来行事，现在轮到我们来减少他工作中的困难，并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来帮助他，以便他可以按照和平与有序的方式来履行把权力移交给印度人民的使命。”

毫无疑问，《蒙巴顿方案》是英国政府与印度主要政治势力协商的结果，因此相关各方都以正面的姿态来作回应。但是，当时苏联政府难以理解以宗教为基础来分裂一个国家，认为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原理。苏联明显地把《蒙巴顿方案》看作英国政府施展的政治伎俩，企图使印度和巴基斯坦继续依附于他们，从而永久地维护他们在次大陆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1947年7月25日，蒙巴顿在王公议院发表讲话。他说：“众土邦已经普遍接受5月12日的《内阁使团备忘录》，而且当各政党接受6月3日的声明时，他们就已经认识并接受最高权力的丧失将使众土邦重新获得完全主权。……现在，《印度独立法》免除了众土邦对英国国王的义务。众土邦将有绝对的自由，从技术和法律上讲，它们变得独立了。”

四、《印度独立法》对土邦问题的回避

《蒙巴顿方案》只是一项计划，并非印巴分治的法律依据。以它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印度独立法》于1947年7月15日在英国下院通过，16日在上院通过，18日由英王正式批准成为法律，这才是印巴分治和印度土邦归并的法律依据。与《蒙巴顿方案》一样，《印度独立法》也主要是阐明英属印度如何分治，以及分治之后印度或巴基斯坦的国家机构如何构建。法律中涉及土邦问题的内容很少，直接相关的只有第二条和第七条。

第二条的标题是“新自治领的领土”，共有四款内容。第一和第二款规定了英属印度的领土哪些地区分别属于印度或者巴基斯坦。第三和第四款的内容涉及土邦问题，其内容如下：

第三款：本条的所有内容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阻止任何地区包括在两个新自治领之内，或者被排斥在它们之外，但更明确地说是：

(1)没有自治领的同意，本条第一和第二款中明确界定的领土组成部分之外的任何地区，都不得包括在该自治领的领土范围之中。

(2)没有自治领的同意，本条第一和第二款中明确界定的领土组成部分之中的所有地区，也都不得从该自治领中排斥出去。

第四款：本条内容将不得被解释为阻止众印度土邦加入两个新自治领之一，这并不损害本条第三款的分项内容之通则。

所谓“本条第一和第二款中明确界定的领土组成部分”， 指的是分治之后的英属印度，也就是土邦归并之前独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领土；“本条第一和第二款中明确界定的领土组成部分之外的任何地区”，指的是英属印度之外的数百个土邦。所以，这一条款的意思是，没有独立后的印度或者巴基斯坦的同意，各土邦不得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的领土之中；没有它们的同意，第一款和第二款中规定的英属印度中分别属于它们的领土，也不得从中分离出去。

第七条的标题是“新自治领建立的后果”，其中第一款的第二项针对的是土邦问题，其内容是：“从指定日(注：即1947年8月15日)起，陛下政府对印度土邦的宗主权就失效，并且由于此，所有陛下政府和印度土邦统治者之间自签订之日起就生效的条约和协议，所有自那日起陛下政府应该对印度土邦执行的职责，所有陛下政府自那日起对印度土邦或土邦统治者执行的义务，以及其中所有自那日起陛下政府依据条约、特许权、习惯法、默许或其他方式而对土邦所执行的权力、权利、权职和权限全都失效。”





除了第一条规定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指定日分治之外，上引两条款是《印度独立法》中直接涉及土邦问题的所有内容。与《内阁使团备忘录》相比，它的立场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弱化，从原本就模糊的立场上再弱化要求，也就使得它近乎完全回避了印度土邦的归属问题。

通过上述的考查和分析可知，英国在结束对印度殖民统治过程中所制定的土邦政策，从《内阁使团备忘录》到《印度独立法》的立场是，在英属印度分裂基础上成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之后，各印度土邦将脱离英国的控制，英国对它们的宗主权将结束。《印度独立法》则近乎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笼统地说，在独立后的印度或者巴基斯坦同意的情况下，各土邦可以加入它们二者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印巴两国对单个土邦自己的选择没有异议，并接受它们归并的后果，那将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它们对某个土邦的选择有异议，就会带来问题，就像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所发生的那样。

英国政府可以回避土邦归属的问题，但新独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马上就得面对它。在克什米尔归属的问题上，它们分别为自己的行动寻找相关的法理依据。巴基斯坦根据《蒙巴顿方案》和《印度独立法》阐述的关于英属印度分裂的原则，以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绝大多数居民是穆斯林为理由，要求获得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印度则从《1935年印度政府法》中寻找到了对自己有利的条款。在1947年修订后的《1935年印度政府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倘若自治领的总督签署了某一土邦统治者递交的加入证书，这个土邦即被视为加入该自治领。印度以出兵保卫克什米尔为由，迫使克什米尔土邦主签署了加入证书，哈利·辛格大君在签署加入印度证书时也明确地说，他是依据修改过的《1935年印度政府法》来签署《加入证书》，宣布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

《1935年印度政府法》虽然是一部法律，但它并不是英属印度分治和印度土邦归并的法律依据。《印度独立法》的前言部分明确地指出：“由于《1935年印度政府法》中的某些条文已经不再满足新形势的发展，为着适应建立印巴自治领及其产生的后果，所以才制定独立法。”因此，《1935年印度政府法》对印度土邦的归并，或者具体到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作用，就如同《蒙巴顿方案》一样，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印巴两国独立之初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行动，也就因此而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它们的行动虽然未必合法，却也难说违法了，因为根本就没有相关的明确法律规定。

英国撤离印度过程中，印度土邦归属的法律依据是如此的模糊，以至于各方看似皆有所本，实际上都无所适从，这就为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埋下了恶因。普雷斯科特说：“完全建立在法律依据基础上的领土争端是相当罕见的……绝大部分领土争端都缺乏任何有意义的法律成分。”这个论断可以适用于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之争。因此，克什米尔问题在本质上不是一项法律争端。






第二章 南亚博弈中的克什米尔(1947-1949)

引言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其由此而形成的独有政治格局，虽然为日后的印巴争端埋下了种子，但它毕竟只是某种历史条件，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并不一定会导致冲突，也就是说它只是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充分条件，而非主要条件。那么，克什米尔是怎样成为一个现实中的问题的呢？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蒯通的这番高论套用于印巴两国的克什米尔之争也是非常形象贴切的。英国撤离南亚次大陆之后，由于印度土邦的归属处于无法可依的混乱状态，巴基斯坦与印度对克什米尔的争夺也就类似于项羽与刘邦逐鹿中原的楚汉之争，成为一场纯粹的实力和智力较量。克什米尔由一个潜在的问题转变为现实的冲突，是由于国大党/印度与穆盟/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政策相冲突，以及克什米尔自身的原因导致的。本章将详细地阐释此一过程。

第一节 波谲云诡的战前局势

菲利普·齐格勒说：“国大党和穆盟都从来没有想过，印巴分治即将面临的是什么局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原来在他们心目当中，赢得独立，决定分治，说明问题已经解决。现在他们认识到，这些竟是问题的开端。”英国决定匆忙实现印巴分治，这使英印统治(British Raj)的两个继承国遭受严重的问题折磨，其中一个副作用是次大陆教派冲突的恶化导致范围广阔的大屠杀和人口迁移；另一个问题是，一系列的争端导致了印巴争夺克什米尔的冲突。

一、争议不休的拉德克里夫线

《蒙巴顿方案》公布之后，由于把原计划分治的最后期限提前了将近一年，印度分治的工作也就快马加鞭地全方位展开。为了分治工作顺利地进行，1947年6月底印度成立了一个有广泛权力的划分委员会，负责各个方面的划分工作。英国法官西里尔·拉德克里夫被邀请来主持旁遮普和孟加拉的边界委员会的工作，英属印度这两个省的最后分割线因此被称为“拉德克里夫线”。拉德克里夫在7月8日抵达新德里，他对印度一无所知，全凭地图来划界，以确保工作的公正性。需要划分边界的地区虽然仅仅局限于英属印度，但由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旁遮普省相连，两地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紧密的地理、民族、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联系，故旁遮普的拉德克里夫线走向影响了此后克什米尔局势的发展。

兰姆说：“较之其他任何单个因素，在旁遮普施行的分裂机制为克什米尔争端制造了最直接的背景。”旁遮普的拉德克里夫线数十年来一直争议不休。因为从理论上讲，所有毗邻穆斯林核心区的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县都应该归巴基斯坦，但最后穆斯林占多数的哥达斯普尔县的三个区被划给了印度，使它借此拥有通向克什米尔谷的公路。关于哥达斯普尔归属的判决，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说法有利于巴基斯坦，另一种有利于印度。

以有利于巴基斯坦方面为代表的看法认为，尼赫鲁通过蒙巴顿向拉德克里夫施加了压力，迫使他把哥达斯普尔判给了印度。根据计划，拉德克里夫裁决书要在1847年8月13日公布。随着印巴分治日的临近，相关地区的教派紧张关系不仅在持续发展，还有加剧甚至失控的趋势，在穆斯林、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比较集中的旁遮普地区尤其如此。旁遮普的省督埃文·詹金斯爵士为了能够采取预防措施，以免在裁决书公布后爆发公众骚乱，在8月初拜访蒙巴顿时要求预先获得关于边界裁决书的信息。蒙巴顿答应了，并指示他的私人秘书乔治·艾贝尔收到裁决书之后送一份复印件给詹金斯。

8月8日，拉德克里夫的助手克里斯托弗·彪蒙特将一幅描绘分界线的地图交给艾贝尔。艾贝尔执行蒙巴顿的指令，将一份旁遮普划界地图的复印件送给詹金斯。同一天，詹金斯将划界裁决书给他的五名县务委员每人送去一份，其中四名是英国人，但哥达斯普尔县的那位是一名印度教徒，他迅速将一份边界裁决书的复印件送给尼赫鲁。在这份地图中，哥达斯普尔县划给了西旁遮普，因此将归巴基斯坦。尼赫鲁一直狂热地要求把克什米尔包括在印度境内，立即向蒙巴顿施压，要求把哥达斯普尔县的帕坦科特区划归东旁遮普。

这事被传出去了，闹得沸沸扬扬。蒙巴顿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在9日把他的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指示艾贝尔发电报给詹金斯，要他把所收到的边界资料包括地图全部予以销毁。尽管有蒙巴顿的命令，詹金斯仍然没有销毁边界委员会的所有资料和地图，最后把一份复印件传交给他在西旁遮普(注，将归巴基斯坦)的省督接任者弗朗西斯·穆迪爵士。

拉德克里夫裁决书在8月12日交到蒙巴顿手中，按计划应该在次日公布。蒙巴顿身边的人对裁决书的公布时间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应该马上公布，以免生出事端；一种认为应该在独立日15号公布，喜庆的气氛会让人忽视边界划分问题；一种认为应该在独立日之后，以免影响独立的喜庆气氛。为了自己的荣誉不受到影响，蒙巴顿采用了第三种意见，在8月16日把裁决书送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巴基斯坦总督真纳，17日正式公布。

巴基斯坦方面对旁遮普的划界非常不满意。1947年10月30日，真纳说：“边界裁决书是一份不公正、不可理解甚至是有争议的裁决书。它可能是错误的、偏袒的和有争议的，并且它或许是一份政治而非法律的裁决书。”他们认为，蒙巴顿之所以延迟公布拉德克利夫裁决书，是为了让边界得以按有利于印度的利益来进行修改，从而使巴基斯坦在旁遮普丧失了如下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县和区：哥达斯普尔县、阿姆利则县的阿杰纳拉区、霍希亚普尔区、达苏亚区、纳科达尔区、贾朗达尔区、费罗兹普尔区、齐拉区，和拉合尔县卡苏尔的一部分。由于获得这些地区，印度就可以通过公路进出克什米尔谷，后来正是通过这条公路把军队运往那里，改变了那里的战局。

巴基斯坦的观点由于蒙巴顿与国大党和穆盟的不同关系而得到许多人的认同。蒙巴顿对印巴分治持反对态度，他说：“我越考虑印度问题，就越觉得把国家分裂是一种疯子行动。要不是宗教狂热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决不会同意把一个国家分裂。”他还被公认为具有非常明显的亲印度倾向。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后，都作为自治领继续留在英联邦内，蒙巴顿渴望继续同时担任两个独立国家的第一任总督。由于真纳坚持自己要担任巴基斯坦的首任总督，蒙巴顿对此感到极度的失望。1947年7月4日，他在发给伦敦的报告中写道：“我问真纳，‘你知道你的要求要花多大代价吗？’真纳用悲伤的口气答道：‘我大约会失去几千万卢比吧？’我酸溜溜地告诉他：‘你会失去所有的资产和巴基斯坦的前途。’”





另外一些学者尤其是印度学者反对上述观点。印度学者普勒姆·香卡·杰哈认为，哥达斯普尔的三个区被判给东旁遮普，是由拉德克里夫独自作出的决断，他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压力。之所以这样判决，是基于锡克人因素来考虑的。英属印度领土分割并非严格地按照主体居民的宗教信仰来决定某地的归属，还会考虑其他诸如宗教、经济等因素。例如，孟加拉省的吉大港山区地带虽然只有少量的穆斯林，但基于经济因素而判给了东孟加拉(注：将归巴基斯坦)。哥达斯普尔位于阿姆利则的东边，阿姆利则是锡克教最重要的圣地，锡克教的金庙也在这里。因为锡克教徒要求留在印度境内，阿姆利则就应该划归东旁遮普(注：将归印度)。由于阿姆利则西边的县区要判归西旁遮普，如果东边的这些县区再划归西旁遮普，锡克教的这个圣地将被巴基斯坦的领土包围。为了给阿姆利则留有宽阔的与母体连接的地带，哥达斯普尔的这三个区就被判归东旁遮普了。詹金斯所得到的那些资料，只是拉德克里夫的草稿图案，并非最后的定稿。

兰姆认为，拉德克里夫在划分旁遮普的边界时，克什米尔问题起的作用非常小。而且，他还考证，当蒙巴顿的前任魏菲尔勋爵在1946年2月考虑旁遮普分割的问题时，英印政府就已经接受，锡克人绝对不会容忍穆斯林控制哥达斯普尔在拉维河东边的任何地方。1947年6月4日，蒙巴顿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边界委员会将不可能把整个哥达斯普尔县划归穆斯林主导区。”

拉德克里夫在完成工作之后就迅速离开印度回英国了。他在1977年去世，生前对自己在印度的工作一直保持沉默。他到底是否受到蒙巴顿的压力而修改了对旁遮普的划界，别人无从得知。所以，哥达斯普尔的裁决问题还将继续争论下去。普勒姆·香卡·杰哈认为，英国当时是站在巴基斯坦一边，反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这种观点或许还值得商榷。1948年2月27日，英美两国官员就克什米尔问题在纽约进行会谈，在存档的备忘录中说：“美国代表同意，克什米尔是一个引发了印巴争端的土邦。尽管如此，代表们声明这并不足以否定克什米尔加入印度的合法性。最后，英国代表同意美国方面的观点，英美两国今后将基于如下假定而行事：无论如何印度拥有对克什米尔的合法权限。”这份备忘录离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时间很近，从其内容来分析，巴基斯坦怀疑蒙巴顿与尼赫鲁勾结，把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并入印度的观点并非毫无依据。尽管如此，但无论是根据印度还巴基斯坦的观点，有一点可以确定无疑的是，克什米尔问题最初是在外部因素影响下爆发的。

二、自由受限的土邦选择

克什米尔问题一直受到世人关注，但它在印巴分治过程中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在英国撤离印度的过程中，印度土邦是一个独特而极其复杂的问题。在英印统治时期，特别是在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之后，英国保留了许多印度土邦，以之作为牵制印度民族运动的力量。随着英国结束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这些土邦都面临着选择归属。从前文的考证中可以看出，印度土邦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未来，在法律上存在独立的可能性。然而，众多土邦的经验表明，土邦独立的自由选择即使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在实际中也被排除在外。

《蒙巴顿方案》制定之前，国大党在1947年初就已经与一些土邦达成协议，同意土邦出席印度制宪议会的代表一半由土邦立法机关选出，一半由王公指派。结果，有一批土邦如比卡索尔、帕提亚拉、巴罗达等参加了制宪会议。《蒙巴顿方案》把原计划的印巴分治时间提前了约10个月，从而也使得土邦问题更加凸显出来。蒙巴顿召开了土邦的谈判委员会会议，该委员会是王公议院的一个执行委员会。在长时间的辩论中，委员们提出了各种意见。一些委员要求在权力移交以前，应该废除最高权力，以便各土邦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决定，而另一些委员持相反的意见。蒙巴顿认为，在最高权力废除以后，各土邦可以完全自由地决定他们愿意加入哪一个制宪议会。

1946年5月16日的《内阁使团方案》公布之后，海德拉巴土邦的尼扎姆(Nizam，即土邦主)查特里在5月17日求见印度副王魏菲尔，表示海德拉巴希望继续与英国保持联系，对声明中提到的基本权利、联邦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比拉尔的归属等问题提出了疑问。同一天，王公议院主席博帕尔土邦的纳瓦布(Nawab，即土邦主)给魏菲尔副王写了两封信，对《内阁使团方案》中有关土邦的地位和权力等方面的条款提出不同的看法，对方案没有给予土邦以足够重视和恰当安排表示异议。





穆盟与国大党在判断最高权力废除后的形势上有分歧。《蒙巴顿方案》在1947年6月3日公布之后，蒙巴顿在6月13日召集穆盟和国大党的领袖开会，讨论这个棘手的问题。真纳、利雅格特·阿里·汗和萨达尔·尼什塔尔代表穆盟出席会议。真纳认为，最高权力结束以后，各土邦就是独立自主的，它们可以选择不加入印度或者巴基斯坦，但尼赫鲁持完全相反的见解。为了避免过渡时期在行政管理领域出现混乱，蒙巴顿叫人起草了一份《保持原状协定》，要求土邦的归属正式确定之前，与成立中的印度或巴基斯坦签订协定，保持双方的既有关系。这次会议成立了土邦部取代原有的英属印度政治部，由它来掌管印度土邦的归属问题，分为印度斯坦土邦处和巴基斯坦土邦处，分别由萨达尔·帕特尔和萨达尔·尼什塔尔来领导。1947年8月2日，印度土邦部正式制定出一份详细的《加入证书》，要求主权土邦的统治者签署之后加入印度，把国防、外交和交通三项权力上交中央政府，其余所有职权依旧留归土邦政府掌管，中央不干预。

《蒙巴顿方案》公布之后，土邦王公中出现少数人策划土邦独立的阴谋。国大党坚决反对分裂图谋。1947年6月15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未参加制宪议会的土邦参加制宪议会，并宣布决不承认任何土邦搞所谓的独立。尼赫鲁警告一切外国不得插手分裂印度。圣雄甘地在一次与蒙巴顿会谈中说，王公土邦是英国人留下的产物，是他们为了削弱印度对大英帝国的抵抗而建立的。克里普斯没有把它们纳入中央政府的领导而造成了目前的问题。只要蒙巴顿鼓励王公们独立，国大党就会认为，蒙巴顿是在通过把印度的合法领土巴尔干化，并允许王公土邦这种人为制造的、不民主的时代产物来破坏新独立的印度。

在英王的最高权力终结之后，国大党不承认印度土邦具有独立的权利；相反，穆盟认为印度土邦自此具有主权地位，可以保持独立。1947年6月17日，真纳宣布：“随着最高权力的终结，印度土邦将可以自由地加入印度斯坦制宪会议或者巴基斯坦制宪会议，或者保持独立。……从宪法和法律角度讲，随着最高权力的终结，印度土邦将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它们自己将可以自由地采用任何它们喜爱的方式；它们可以不受限制地加入印度斯坦制宪会议，或决定保持独立。穆盟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我们不想干涉任何土邦的内部事务，因为它是个首先应该由土邦的统治者和人民之间解决的问题。那些根据其自由意志而希望加入巴基斯坦制宪会议，并要求与我们讨论和协商的土邦，将会发现我们已经作好准备了并愿意如此行事。如果它们希望保持独立，以及希望与巴基斯坦进行协商或调整任何政治或其他相似的比如贸易或经济之类的关系，我们将乐意与它们进行讨论，并将达成一项对双方互惠的安排。”

到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时，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印度自治领中间的土邦，除海德拉巴以及西印度卡提阿瓦半岛的朱纳加德、马纳瓦达尔和曼格罗尔以外，都加入了印度自治领，与巴基斯坦交界或在其境内的土邦巴哈瓦普尔、凯尔浦尔、卡拉特共10个土邦加入了巴基斯坦。朱纳加德和海德拉巴的土邦主是穆斯林，他们拒绝加入印度。

朱纳加德的领土约为3000平方英里，不超过100万人口，距离巴基斯坦当时的首都卡拉奇约300英里。因为朱纳加德濒临印度洋，有漫长的海岸线，因此与巴基斯坦的联系在理论上没有任何阻碍。而且，国际上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和美国的阿拉斯加，都距离本土遥远。朱纳加德有些孤立的小块地区分散在其他的卡提阿瓦国家，它们已经加入了印度；在朱纳加德内部还有国中之国，其中最大的是曼格罗尔，尽管它是朱纳加德的附属国，却表达了加入印度的希望。按理说，曼格罗应随朱纳加德一块加入巴基斯坦，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它们要加入印度。朱纳加德的纳瓦布在他的丞相沙阿·纳瓦兹·布托(Dewan Shah Nawaz Bhutto，即后来巴基斯坦的总统和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的父亲)的支持下，在8月15日的政府公报里宣布朱纳加德加入巴基斯坦。8月21日，印度土邦关系部秘书V·P·梅农写信给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指出朱纳加德在地理上远离巴基斯坦，而且其居民大部分是非穆斯林，抗议朱纳加德纳瓦布加入巴基斯坦的决定，说它缺乏人民意志的支持而无效。随后，印度对朱纳加德实行经济封锁，切断交通往来。

真纳及其政府把朱纳加德邦看作是争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最有力的一件武器。所以，朱纳加德的纳瓦布宣布加入巴基斯坦之后，巴基斯坦政府并没有立刻接受他的加入。9月12日，尼赫鲁给巴基斯坦政府发去一份电报，表示印度准备接受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朱纳加德土邦加入印度或者巴基斯坦结果。9月13日，巴基斯坦政府最后通知印度，它已经接受朱纳加德纳瓦布加入巴基斯坦。卡提阿瓦半岛的其他土邦主谴责朱纳加德纳瓦布加入巴基斯坦，当地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印度政府派VP梅农到朱纳加德，劝说土邦主撤销其加入巴基斯坦的决定。土邦主没有接见他，梅农同沙阿·纳瓦兹·布托丞相进行了会谈。梅农威胁布托说，在加入的问题上，如果不在朱纳加德整个土邦的范围内进行公民投票，那么将产生严重的后果。他说，人民不会像牲口一样被赶往这个或那个国家，应该让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





1947年9月30日，尼赫鲁接受在朱纳加德进行公民投票，邀请巴基斯坦政府把朱纳加德的归属问题交由它的人民通过公民投票来解决。10月1日，巴基斯坦总理雅格特·阿里·汗表示，巴基斯坦愿意接受在朱纳加德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该土邦的归属，作为一项平衡，他要求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也举行公民投票决定该土邦的归属。随着卡提阿瓦半岛局势的恶化，印度政府在1947年10月25日决定，干预曼格罗尔的形势。这意味着印度实际上派军队穿过朱纳加德的领土，从而故意侵略朱纳加德。10月22日，印军占领马纳瓦达尔，11月1日占领曼格罗尔，11月8日占领朱纳加德。11月11日，利雅格特·阿里·汗发电报给印度政府，强烈抗议它占领已成为巴基斯坦领土一部分的朱纳加德，要求印度把朱纳加德政府归还给土邦的合法统治者土邦主。

海德拉巴位于印度西部的内陆，是印度土邦中最重要的一个，当时有1600万人口，面积是82000平方英里。它的统治者尼扎姆是莫卧儿帝国的王公，也是一位穆斯林，拒绝加入印度。尼赫鲁说：“像海德拉巴那样的地方，四周全部被印度联邦包围，也没有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的出海口，它必须是印度联邦的一部分。从历史上和文化上说，它是印度的一部分，从地理和经济原因来看更绝对是印度的一部分；无论某些特殊的个人或个人集团的意志是什么，这些都是不能被忽视的。”1947年11月29日，印度与海德拉巴签订了《保持原状协议》。印度政府宣称，根据保持原状协议，海德拉巴不应与任何外国发展任何形式的外交关系。1948年9月11日，巴基斯坦的缔造者真纳去世；9月13日，印度大规模向海德拉巴进军；9月17日，海德拉巴投降，印度吞并了它。

三、疑窦丛生的部落民起义

蓬奇在1936年成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一部分，是它最后兼并的一块领土。蓬奇的居民主要是穆斯林，占42万总人口中的38万，他们在传统上与翻过皮尔本贾尔山脉的克什米尔谷的穆斯林邻居联系甚少，更遑论查谟的印度教徒了，而与杰卢姆河对面尤其是西北边境省的哈扎拉县的居民联系比较多。蓬奇的穆斯林对于自己的国土被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兼并感到怨恨，也从不认可自己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从属地位，这种态度对1947年事态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军队都被编进印度军队中加入到英国一方参与战争，哈里·辛格大君还被选为英国保守党丘吉尔战时内阁的成员。克什米尔的参战士兵大部分来自于蓬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两万多蓬奇士兵参加了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至少有六万人参战了。战争结束后，这些老兵回到家乡。他们对蓬奇的政治变化作了消极的反应。随着印巴分治的进行，蓬奇问题变得更加尖锐。1947年6月，这里的许多穆斯林部落民起来反抗查谟和克什米尔大君的统治，这就是蓬奇起义的开始。到7月份的时候，克什米尔政府已经认识到蓬奇存在有组织的反抗哈里·辛格大君统治的战斗，但他们并不愿意与英国政府或其继承者讨论这一敏感的问题。到印巴分治的时候，蓬奇的骚乱已经扩大到迈普尔和查谟等地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沿着西旁遮普边界的大片地区完全脱离了大君控制。蓬奇起义已经变得不可避免地与整个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未来，无论是独立还是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许多积极反抗哈里·辛格大君统治的人在此时都认为，巴基斯坦将能提供最好的拯救希望。

8月14日是巴基斯坦的独立日，这一天恰恰也是全印度穆斯林的“克什米尔日”。斯利那加的穆斯林挥舞巴基斯坦国旗表示欢庆，克什米尔政府派警察对此进行镇压，导致多人死亡。这次镇压行为使得蓬奇起义引发的骚乱改变了性质。8月26日，克什米尔的警察向蓬奇省巴柯县的一个公众集会开枪。当地一名年轻的地主萨达尔·阿布杜勒·奎尤姆·汗站出来领导穆斯林的反叛运动，他们开始建立组织机构，准备开展长期的斗争。他们的影响很快就扩展到迈普尔地区。





巴基斯坦人中弥漫着一种对印度感到恐惧的思想。在印巴分治前后，印度的教派分子扬言要扼杀巴基斯坦，即便是温和派也不希望巴基斯坦强大。在印度军队分割时，英国籍的许多军官主张按未来印巴两国的实际需要来分配英印帝国的遗产。以时任印度军队总司令奥钦莱克为首的英国军事计划制定者认为，独立和分治没有改变南亚次大陆所受威胁的基本性质。无论是帝俄还是苏联，依然像过去的数百年一样，是次大陆最大的威胁。它像一个巨人般地矗立在北方，准备横扫阿富汗的各个关隘，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肥沃的平原地带。所以，他们主张陆军优先分给巴基斯坦，海军优先分给印度，而不要按照教派比例的原则来进行分割。这个建议遭到国大党领袖们的反对，他们认为这将有利于巴基斯坦，通过蒙巴顿施加压力，最后把奥钦莱克给撤换了。

让印度占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尤其是在蓬奇起义爆发之后，这是许多巴基斯坦人不能接受的，因为这违背了印巴分治理念。如果印度得到克什米尔大君的支持，然后派军队去镇压在杰卢姆河另一边的蓬奇起义，而河的这一边是巴基斯坦的西旁遮普。这样的冲突将对巴基斯坦的未来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难道这样的战争不会扩展到巴基斯坦本土么；而且，最糟糕的是，或许这将导致印度企图在次大陆终结“两个民族”的原则。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巴基斯坦和蓬奇内部的某些人滋事策应他们的话，这并非不切实际的。蓬奇和迈普尔一带向来与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和西北边境省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地区在民族、宗教、文化和经济等方面几乎不可分割。因此，克什米尔穆斯林反抗克什米尔大君的统治获得许多巴基斯坦人的援助，到10月初的时候，蓬奇反叛者和巴基斯坦之间已经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其中尤以萨达尔·穆罕默德·易卜拉辛·汗最为活跃，他是查谟省的一名律师，也是克什米尔立法会穆斯林会议党的议员，他甚至还与巴基斯坦总理利雅格特取得联系。蓬奇起义范围逐步扩大，克什米尔政府就收缴蓬奇及其附近地区穆斯林的武器。与之相反，它却允许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的武装，包括印度教徒的极端军事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 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1948年2月暗杀圣雄甘地之后遭禁止)从印度境内涌进查谟、利亚兹和迈普尔等地，对穆斯林进行大屠杀。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教派屠杀扩展开来之后，蓬奇起义者获得巴基斯坦人更广泛的支持，许多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和旁遮普省的穆斯林部落民在巴基斯坦政府的默认下，进入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进行反抗哈里·辛格大君的斗争。组织这次运动的西北边境省的首席部长汗·阿布杜尔·奎尤姆·汗列出了一张暗杀名单，其中包括克什米尔最有影响的政治人物谢赫·阿卜杜拉及其助手的名字。穆斯林反叛者在占领区建立自己的政权。10月4日，他们在拉瓦尔品第宣布建立克什米尔共和国，首都定在穆扎法拉巴德，总统是穆罕默德·安瓦尔。这个克什米尔共和国很快就由于不为人知的原因而湮没无闻。10月24日，另一个政权自由克什米尔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其总统是萨达尔·穆罕默德·易卜拉辛·汗。

穆斯林部落民的进攻一度进展顺利。由于他们的武器太落后，形势很快发生了逆转。兰姆说：“假如蓬奇起义者即便拥有一支装甲中队，他们在10月22日晚就有可能出现在斯利那加，并已经控制斯利那的机场；从而克什米尔争端如果不是结束的话，也将发生根本的改变。没有斯利那加机场，按传统的观点考虑，印度就无法长时间向哈里·辛格大君提供支持。因此，如果斯利那加机场在1947年10月25日之前被占领的话，印度几乎没有可能合法地把巴基斯坦赶出克什米尔。”穆斯林部落民没有装甲车，他们输送大量帕坦部落民的工具是公共汽车和货车，其中许多车的机械稳定性都很差。很有可能，帕坦人驾驶自己的运输机上阵是决策背后的一项主要考虑，以雇用他们参与到这项军事行动中来。在该事件中，对蓬奇起义而言，帕坦人的卷入导致了最不幸的后果。他们缺乏纪律，加上热衷于战利品和抢劫，不仅导致严重的延滞，还给公众造成非常坏的印象。其结果是，战争优势很快转向印度一边。

印度一直攻击巴基斯坦，认为它策划了部落民反抗哈里·辛格大君政府，把部落民的袭击称作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的侵略，说：“大批西北边境省的部落民进入克什米尔，支持当地穆斯林兄弟的反抗斗争，巴基斯坦政府无疑成为了他们的同谋。英国籍军官由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而失去了舒适的生活，他们具有反印情绪，也对此采纵容的态度。他们还由于与穆斯林在宗教上有更多的共同性，而对他们更为喜好、偏爱。”巴基斯坦总是对此予以否认，把穆斯林部落民的反抗看作对多格拉暴政的起义，自己与此没有关联。双方都固执己见，而大致的实际情况是，尽管没有由巴基斯坦政府的最高层支配的方案，但他们知道并默认了部落民的袭击活动……而且巴基斯坦对他们的援助是至关重要的。有些巴基斯坦军人以个人身份参与反抗战争，但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格拉弗忒·史密斯在1948年1月16日给英联邦关系部的报告中认为，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第二节 《加入证书》及其法律效力

长期以来，印巴两国总是各执一词，宣称自己应该得到克什米尔，而对方的占领为非法，它们关于克什米尔的争论长期集中在一些法律问题上。那么，从法律权利的角度来讲克什米尔应该属于哪个国家，换言之，而不是根据地理、民族、经济之类的特性来宣称印度或者巴基斯坦更应当得到它。克什米尔争端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后出兵克什米尔是否合法等等，其实焦点都是对哈里·辛格大君在1947年10月26日签署的《加入证书》的法律效力之争，因为它才是那些纷纷扰扰的表层问题的源头。对于这份《加入证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数十年来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得出不同的结论，有的甚至截然相对。本节力图在理清历史真相的前提下，在剖析《加入证书》内容含义的基础上，再把《加入证书》的法律之争放到同类事件之中进行比较研究，最后给出自己的看法。

一、印度的北部边疆政策

独立之后，整个印度外交的政策概括起来可以说是围绕四个目标而转：追求安全、谋求发展、地区霸权、探求国际作用。对于印度的外交风格，基辛格曾经有这样的评价：“印度外交政策在许多方面仍留有欧洲帝国主义全盛时期的遗风，并掺杂着自己古老文化的传统。”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明灿烂、人口众多、国土广袤的国家，印度社会虽然以观念多样化而著称，但各派共有的一个战略信念是印度作为地区性大国有权利来统治南亚地区。

尼赫鲁将如下信条作为他对古老印度的新发现：“印度成为一个强有力而统一的国家，成为一个和它的邻邦密切联系着并在世界事务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由许多自由单位组成的联邦而涌现在我们面前。它是那些拥有能够自立的丰富资源和能力的极少数国家之一。今天类似这样的国家大概只有美国和苏联。……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也将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那个正将要迅速发展起来的世界的一部分，它的地位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是有重要性的。”

为了实现尼赫鲁所描绘的宏伟目标，新独立的印度不仅在国内励精图治，在外交方面也表现得虎虎生威，甚至有些咄咄逼人。它力图全面地继承英印帝国的遗产。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巴基斯坦没有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去获得独立，他们是借印度民族主义的成功而取得独立。印巴分治前后，有些印度人认为：“巴基斯坦只是一个被割首的国家，现在的‘脱离’是穆盟暂时的疯狂行为招致的。巴基斯坦将不得不作为悔罪的、悔改的犯错孩子重回联邦母体，而‘两个民族理论’将对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负责。”

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迫于无奈接受了印巴分治，对此愤恨不已，更使得他们对英印帝国的其他遗产锱铢必较。1952年8月7日，尼赫鲁在印度议会上说：“当英国人离开的时候，在我们同意的情况下，分治把一部分领土从印度分割出去；但是，印度的剩余部分，包括印度土邦，继续作为一个整体而保留下来。直到有人企图把属于其中一部分的土邦从印度分割出去。我们不像巴基斯坦那样是因为分治而创造出来的。印度过去存在，印度持续存在，印度目前存在，印度还将存在。因此，在每个土邦作出相反的决议之前，它将与印度维持旧有的关系。”印巴分治前夕，蒙巴顿的副手伊斯梅勋爵要回伦敦述职。在离开印度前，他收到一封尼赫鲁的信。信上说，国大党希望英国政府宣布，在殖民地印度两个新诞生的民族中，印度是英印帝国法统地位的唯一国际继承者。由于国大党不愿意配合英国的外交政策而激怒了英国政府，这一要求遭到拒绝。

萨达尔·帕特尔在以前通常被认为是务实派的代表人物，主张作为权宜之计让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平静地转给巴基斯坦。但是，当帕特尔的文件在1971年出版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位国大党权势政治家直接卷入了克什米尔问题，他指导了所有使印度最终获得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相关计划。尼赫鲁对克什米尔的兴趣主要是感情型的，通过克什米尔他在印度文明中发现了自己的根源。帕特尔对整个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未来有着冷酷的地缘政治处理方法。它是印度通往中亚的潜在出口。如果克什米尔掌握在印度手中，它将严重地压缩巴基斯坦未来的国际活动自由性。更为紧要的是，如果得到了克什米尔，印度就能直接进入帕坦人世界，这不仅仅是阿富汗的边缘地区，还包括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该地区尽管多数居民是穆斯林，但国大党依然在那里保持着特殊的影响；独立之前西北边境省由国大党执政。如果有可能，就通过这里直接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如果有需要，就促使巴基斯坦瓦解。帕特尔好像在某些时候展现出与巴基斯坦妥协的姿态；但在把克什米尔当作对付巴基斯坦的致命武器这点上面，他远远把尼赫鲁抛在了后面。





关于国大党主要领导人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看法有多种不同的观点。那么，他们在当时到底是如何看待这个特殊土邦的呢？1947年10月26日，在哈里·辛格大君与印度政府签署《加入证书》的同一天，尼赫鲁给英国首相艾德礼和巴基斯坦总理利雅格特发去一份电报，为印度出兵克什米尔作辩护，由于时间上切近，它可能真实地反映了印度领导人当时的心声。这封电报说：

我们已经收到克什米尔政府求援的紧急呼吁。对于来自友邦的这样的请求，我们将乐意给予友好的考虑。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克什米尔的北部边疆与阿富汗、苏联和中国接壤。克什米尔的安全对印度的安全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因为克什米尔的南部边疆与印度接壤，但这必须建立在其内部保持安全和政府维持稳定的基础之上。因此，帮助克什米尔对印度民族利益而言是一种义务。我们正在紧张地思考，我们能向该土邦提供什么样的援助，以便它能够自我防卫。

阿拉斯太尔·兰姆认为，这份资料接近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实质，流露出新印度领导人更多的是考虑克什米尔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他说：

它在许多方面指出了印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根本利益的实质，不仅1947年是这样，此后的40多年也是如此。这样解释是行得通的，对印度次大陆北部边疆的防卫来说，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具有非常大的战略重要性。并且，因为不像巴基斯坦那样，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真正捍卫者，使它免受苏联(或者随后年月里的美国和中国)的威胁，所以整个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必须纳入印度。关于加入的法律理由是真正不相干的。巴基斯坦也许能或者也许不能生存下去；但它不是英印统治的地缘政治继承者，印度才是。因此，巴基斯坦无权来管闲事，瞎掺合到诸如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这样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的事务中来。正因为如此，本着印度外交部遣词用句的精神，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行为便是“侵略”，这是对地缘政治自然法则某种形式的冒犯。……印度不接受真纳的“两个民族理论”。印度不仅是一个世俗的国家，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民族家园，而且是有资格在次大陆占领任何空间和攫取任何权力的唯一国家。

兰姆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初阶段，印度并没有把巴基斯坦称作‘入侵者’，尽管这种克制很快就被放弃了。……很显然，证据表明，印度所感兴趣的东西，远不只是使《加入证书》作为一份合法契约在技术上得到承认：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有无《加入证书》，它想要的只是领土。”在1947年，通向拉达克东北部唯一可行的路径是取道列城；从斯利那加出发到列城的路，先要翻过索吉隘口，然后穿过卡尔吉尔，沿路只能依靠山地牛拉车进行运输。1947年印巴分治之后，从印度到斯利那加的入口得穿过旁遮普的哥达斯普尔县。仅仅是列举这些地名就加强了这样的怀疑，在1947年下半年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而展开的战斗，早已存在于领导新印度政治建立的某些最主要人物的战略观念之中，这也是为印度在中亚边缘地区保留一块立足之地的斗争。中亚被麦金德爵士的信徒称作亚洲的“枢轴”或“心脏地带”，是国际社会重大利益所在地。如果印度希望在次大陆北部边疆问题上有任何发言权，以及保留一个阵地以观测和影响中亚的政治发展，但是，不能确保控制包括坎巨提在内的吉尔吉特租区，到那时，与英印统治的晚期年月里相比较，它将要花费大得多的精力去关注拉达克北部的那些边疆地带。

兰姆的分析是精当而深邃的。1952年1月24日，尼赫鲁在印度议会中的讲话为他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尼赫鲁说：“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尽管是印度的一部分，实际上从地理角度来讲，它却是亚洲的心脏，数千年来无数的伟大商旅从印度取道该土邦前往中亚。非常重要的是，两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来，它在文化和政治上都与印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与中亚也有着多种多样的联系。我怀疑，即便是现在到底有多少人认识到克什米尔比西藏还更在北边。所以，人们必须特别地根据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来思考克什米尔。”

新印度欲继承英印帝国的法统，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完全接受了英国人的喜马拉雅山防线的观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1949年，印度利用锡金一个地方起义反抗国王的机会把军队开了进去，使锡金成为它的保护国，而且使锡金对它的依附程度超过了过去锡金在形式上对英国的依附关系。同年，印度与不丹签订条约，把英国指导不丹对外关系的权利接收过来。1950年，印度政府协助尼泊尔国王结束拉纳家族一个世纪之久的统治后，印度的势力更加强了。就这样印度接管并巩固了寇松称之为“保护国链条”的喜马拉雅山区各小国。1950年12月，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论及印度与尼泊尔的关系时公开承认：“我们继承了英国好的与坏的遗产。”争夺克什米尔是这一更大战略中的一部分，只是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来实现而已。





二、《加入证书》的签署背景

国大党的主要领导既然决心要继承英印帝国的法统，打算把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纳入印度版图之内，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为着实现这一目的而努力。

卡兰·辛格认为，印巴分治之后，次大陆有四股主要政治力量影响着克什米尔局势发展，而哈里·辛格大君与其中的每一股势力都处于敌对关系。他说：

首先是英国人，最终准备放弃他们帝国皇冠上最耀眼的宝石。尽管直到最后他也不情愿相信英国人的确要离开了，但我的父亲还是一个充分的爱国者，打击任何与英国人暗中勾结的行为。其次是国大党，它受着甘地先生的激励，而由尼赫鲁、帕特尔、毛拉纳·阿萨德和其他自由运动巨人来领导。主要是因为尼赫鲁与父亲最大的对手谢赫·阿卜杜拉关系亲密，他对国大党持敌视态度。第三股力量是由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领导的穆盟。尽管该党支持各个印度土邦的统治者有权决定本邦的命运，并在克什米尔反对谢赫·阿卜杜拉及其国民会议党爪牙，但我的父亲是如此纯色的一个印度教徒，以至于不能容忍穆盟的侵略性的穆斯林教派主义，并且这导致他唾弃来自巴基斯坦的诱人出价。最后是土邦内的主要政党谢赫·阿卜杜拉领导的国民会议党，数十年来我父亲与他意见不合，因为父亲把他看作是自己王位和多格拉统治的主要威胁。这一关系网导致的结果是，当关键时刻来临之际，上述所有政治势力都站在父亲政治利益的对立面。此外，我的父亲也不愿意采取某种坚定的抉择。这样，他就发现，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费尽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的多格拉政权大厦在历经一个多世纪之后也要轰然倒塌了。

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之后，由于哈里·辛格大君与国大党、穆盟和国民会议党的复杂关系，他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归属难以做出抉择。卡兰·辛格这样形容其父当时的艰难处境：

如果他加入巴基斯坦，土邦里的许多人包括他的整个多格拉基础将会愤怒；如果他加入印度，他就会有疏远土邦内大量穆斯林国民的风险。独立或许是一项诱人的主张，但执行该计划需要精心的准备以及与相关政党进行长时间的协商，还需要高超的政治和外交能力。蒙巴顿(1947年6月15日来访)实际上是想说服我父亲在8月15日之前就下定决心，并从印度领导人那里带来保证，只要是他认为合适的无论何种选择，即便是克什米尔加入巴基斯坦，他们也不会反对。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主，我父亲非常倾向于逃避面对困难的形势，对于蒙巴顿的来访只是虚与委蛇。蒙巴顿轻易就识破了这种骗局，只好失望地返回德里。这样，制定一项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的最后机会就丧失了。

《蒙巴顿方案》公布之后，坎巨提的米尔(Mir，即土邦主)、奇特拉尔的梅塔尔(Mehtar， 即土邦主)和其他地方首领向哈里·辛格大君表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惟有加入巴基斯坦，他们才会继续忠诚于他。穆斯林会议党也敦促他加入巴基斯坦，并向他保证，加入巴基斯坦之后他将在内政方面享有完全的自治。作为一个印度教徒，哈里·辛格不愿意加入巴基斯坦，而且他身边的多数印度教徒权势人物也不愿意他那样做。因此，哈里·辛格的确向往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独立。在英王的最高权力终结之后，穆盟和国大党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独立有可能成为现实。

哈里·辛格的独立想法得到当时的首相拉姆·钱德拉·卡克的支持。卡克是一名学者，虽然是一位潘迪特，但并不是顽固的印度教徒。他对克什米尔人民有着深刻的了解，认为英国人离开之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最好是独立，或者与巴基斯坦维持某种特殊的联盟关系。卡克首相是谢赫·阿卜杜拉所发起的“滚出克什米尔”运动的坚定反对者，与穆斯林会议党关系良好，娴熟地利用国民会议党和穆斯林会议党之间的矛盾来巩固多格拉政权的统治地位。1947年1月，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人民院进行选举。由于国民会议党抵制大选，穆斯林会议党成为议会中的唯一大党。如果假以机会的话，卡克首相排除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的政策会得到穆斯林会议党积极有效的配合。1947年4月，穆斯林会议党的执行主席乔杜里·哈米杜拉·汗在人民院声明，如果哈里·辛格大君宣布，在英国人离开之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独立，他以及他的政党将以生命来捍卫多格拉王朝的主权完整。卡克排除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的政策，遭到另一位潘迪特克什米尔前首相凯拉斯·哈克萨的坚决反对。凯拉斯·哈克萨与印度最著名的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有姻亲关系，得到后者的强有力支持。因此，卡克很快就被撤销了首相之职。





尼赫鲁在克什米尔的主要政治领导人当中全心全意地支持谢赫·阿卜杜拉。作为与之对抗的是，哈里·辛格大君与印度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萨达尔·帕特尔发展了亲密的关系，在需要的时候就以他为靠山。按照当时的传统，将由各个土邦的统治者自己决定加入独立后的印度或巴基斯坦。因为哈里·辛格大君将决定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归属，萨达尔·帕特尔尽力平息因尼赫鲁支持“滚出克什米尔”运动在他内心里产生的恐惧。7月3日，他写信给哈里·辛格大君，敦促他不作任何拖延地加入印度。

尼赫鲁对蒙巴顿6月份的克什米尔之行没能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感到失望。自从1946年发动“滚出克什米尔”运动被捕之后，谢赫·阿卜杜拉和许多国民会议党高级官员一直被关押在狱。随着局势的发展，尼赫鲁认为哈里·辛格大君难以支撑局面，打算再次亲赴克什米尔进行调解，让谢赫·阿卜杜拉出狱掌控局势。哈里·辛格大君坚决拒绝尼赫鲁来克什米尔。最后达成的妥协是，圣雄甘地代替尼赫鲁前往克什米尔，解决关押谢赫·阿卜杜拉的问题。圣雄甘地抵达斯利那加之后，在8月1日与哈里·辛格大君进行了会谈。卡兰·辛格参与了当时的会见，据他回忆：“我从甘地的言辞中所能获得的全部信息是，他敦促我父亲确定人民的意志，给他们予信心，在当前席卷全国的政治混乱中与他们结盟，而非反对他们。”巴基斯坦政府相信，由于蒙巴顿访问了克什米尔，他和国大党领导人之间具有阴谋。他们指出，在甘地离开克什米尔之后发生了许多蹊跷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决定修筑直接连通印度到查谟的公路。

随着英国移交权力日的来临，克什米尔政府在8月12日通知穆盟和国大党，说准备与它们签订《保持原状协定》。巴基斯坦在8月14日夜晚独立，随后在8月15日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签订《保持原状协定》。巴基斯坦官方认为，只要《保持原状协定》存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大君就不大可能加入哪个自治领，从而使他免受来自印度的纠缠。印度对于克什米尔政府关于签定《保持原状协定》的要求采用了拖延推诿的手法，最后使这一问题不了了之。印度土邦关系部秘书V·P·梅农对此的解释是：“我们需要时间来考虑这种想法的意图。……我们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老实说，我简直没有时间来考虑克什米尔问题了。”

9月13日，萨达尔·帕特尔接到克什米尔政府的请求，要他派遣陆军上校凯什米·辛格·卡图希去做克什米尔政府的军事顾问。凯什米·辛格·卡图希是一名在印度军队服役的军官，还是当时克什米尔首相贾纳克·辛格·卡图希少将的儿子，属于多格拉族，是哈里·辛格大君的亲戚。萨达尔·帕特尔把这一请求转给印度国防部长萨达尔·波德维·辛格。凯什米·辛格·卡图希很快就被送往斯利那加，他毫无疑问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到9月中旬的时候，哈里·辛格大君逐渐放弃了克什米尔独立的想法，准备加入印度。9月18日，克什米尔社会主义党通过一项决议，表达了该党对克什米尔局势的看法：“克什米尔社会主义党对克什米尔应该加入印度或者巴基斯坦、或者保持独立的问题做了合适而贴切的考虑。本党的意见是，由于过去几个月形势的发展，该土邦应采取的自然且最佳的路线是加入巴基斯坦而非印度。基于明显而实质的原因，本党认为该土邦不能保持独立。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本党达成决议，为着贫穷和落后人民的最佳利益着想，加入巴基斯坦是比较理想的。本党已经告知哈里·辛格大君，他应该做出相应的宣告而不要再犹豫不决。”

随着穆斯林部落民的进攻，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脱离政府控制的地区越来越多，尼赫鲁向哈里·辛格大君施加压力，要他释放谢赫·阿卜杜拉以拯救局势。9月27日，尼赫鲁在给萨达尔·帕特尔的一封信中说：

冬季的到来将切断克什米尔与印度其他地区的联系。唯一正常的路线将是取道杰卢姆河谷。查谟路线在冬季期间几乎不能利用，空中交通也将中断……我理解巴基斯坦的战略，它打算现在派人潜入克什米尔，等冬天来临克什米尔与外界隔离后马上就采取大规模的行动。





该战略成功与否取决于反对它的力量……我非常怀疑，如果没有群众的帮助，克什米尔大君和土邦武装力量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否应对这种形势……很明显，唯一能支持他们的主要团体就是谢赫·阿卜杜拉领导下的国民会议党。

9月29日，谢赫·阿卜杜拉获释，几天之后，其他国民会议党领导人也出狱了。但是，克什米尔政府对穆斯林会议党主席古拉姆·阿巴斯及其同僚没有采取任何纾缓措施，继续把他们关在监狱里。

尼赫鲁的亲密同事达瓦卡纳什·卡克鲁10月初正在斯利那加，印度政府派他去探问了国民会议党对克什米尔加入印度的意见。卡克鲁以不可质疑的口吻警告萨达尔·帕特尔，除非印度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否则克什米尔将滑入巴基斯坦的轨道。帕特尔对此兆头做出的反应是，提名让梅赫尔·马哈简取代贾纳克·辛格，接任克什米尔的首相。马哈简坚决主张克什米尔加入印度，挑选他做首相具有深远的意味。他是一名律师，旁遮普康格拉县人，还是拉德克里夫边界委员会的两名印度籍成员之一。萨达尔·帕特尔要求哈里·辛格大君以印度的利益为重接受梅赫尔·马哈简做首相，这被看作是为了确保克什米尔加入印度。1947年10月11日，在正式就任首相执政前，梅赫尔·马哈简赴新德里访问，拜见了帕特尔、尼赫鲁、甘地、蒙巴顿和V·P·梅农等人。尽管注意到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巴基斯坦之间在教派、经济和地理方面具有明显的联系，梅农还是建议马哈简无论如何也要把该土邦加入印度。但是，在正式就职前，马哈简从来没有想过与任何重要的巴基斯坦政治家或官员会见。

从9月13日起，印度开始向克什米尔政府提供武器援助；大约在10月的第二个星期，印度政府决定向克什米尔派遣军队和武器装备，从帕提亚拉土邦军队中抽调了几支队伍，至少运送了一个步兵营和山地炮兵建制的军队过去。到第三个星期的时候，帕特尔和波德维·辛格已经采取了许多其他措施，使印度直接参与到克什米尔土邦的军队中了。

10月15日，梅赫尔·马哈简正式就任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首相。同一天，克什米尔政府发电报给巴基斯坦政府，抗议巴基斯坦人渗透克什米尔地区，电报警告巴基斯坦政府，克什米尔政府“为了阻止巴基斯坦居民在我们边境上的侵略和不友好的活动，将不得不向外求援”。真纳清楚地知道克什米尔的局势进入关键阶段，发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复电，上面说：“获得外援的威胁清楚地表明，贵政府政策的真正目的，是要寻求机会加入印度自治领，比如通过在该自治领的干涉和援助下搞政变的机会。这个政策自然会在你的臣民中，其中百分之八十五是穆斯林，产生强烈不满和极大忧虑。我的政府提出同你的代表举行会谈的建议现已迫在眉睫。”真纳重申巴基斯坦的建议，即由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正式提名的代表公平地调查此事。这一建议没有得到克什米尔政府的同意。

10月18日，梅赫尔·马哈简又写信给巴基斯坦总督真纳，指责巴基斯坦扣留运往克什米尔的某些供应品，违背了《保持原状协定》，企图用经济压力迫使克什米尔加入自己一方。10月26日，真纳在给克什米尔大君的电报中对此答复说，“指责巴基斯坦没有遵守《保持原状协定》是完全错误的。贵政府所感觉到的困难是由如下结果产生的：东旁遮普广泛存在的动乱及其导致的交通中断，特别是煤的短缺。……我的政府坚守这些保证并愿意执行《保持原状协定》中的每条意向协定。”反过来，真纳对克什米尔政府的图谋予以揭发：“这些无根据的断言和指控只是一个烟幕弹，旨在掩盖贵政府政策的真实意图。该政策近来的一个实例是对克什米尔国民会议和穆斯林会议两党领导人之间的不同处理。一方面，贵政府释放了谢赫·阿卜杜拉，他被审问并被定犯有叛国罪，解除对其同僚的监禁，并给予国民会议党一个自由的天地以从事他们的宣传。另一方面，古拉姆·阿巴斯先生及其同僚被宣判的罪仅仅是违反召开穆斯林会议的命令，却依然被关押在狱，而穆斯林会议党也不被承认有公民自由的基本权利。”

关于巴基斯坦执行《保持原状协定》也是印巴克什米尔争端中一个重要争议点。科尔威·帕特里夏·辛普森认为：“比较公允的看法是，巴基斯坦已经竭尽全力来遵守《保持原状协定》，印巴分治所造成的后果妨碍了它(履行责任)的效果。”

自由克什米尔政府在10月24日正式宣告成立，这给印度造成巨大的威胁，就像尼赫鲁在当年12月12日所说：“我们不能把乌合之众的入侵者当作一个国家来处理。除了通过战争手段，任何政府都不能应对这样的袭击。”要合法地用军事手段对付穆斯林部落民，就得先让克什米尔大君签署加入印度的证书。在穆斯林部落民的反叛攻击、克什米尔政府中印度教徒高官的劝说怂恿以及印度政府的威逼利诱下，哈里·辛格大君最后屈服了，在10月26日签署了《加入证书》，宣布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卡兰·辛格说：“加入证书签署和印度军队进驻之后，哈里·辛格大君就失去了实权。”1949年6月9日，哈里·辛格大君被迫逊位，由卡兰·辛格任摄政王，但实权掌握在谢赫·阿卜杜拉手中。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得到了谢赫·阿卜杜拉的真心支持和诚心合作。实际上，他是这一关系的主要建筑师。真纳原以为可以稳取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但最终被挫败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其主人克什米尔穆斯林的世俗特性，以及他们的领导人的政治技能。谢赫·阿卜杜拉后来承认，1947年在德里讨论克什米尔加入印度时，他对蒙巴顿勋爵和尼赫鲁说，由哈里·辛格大君单独做决断的作法，永远得不到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的承认，必须允许这些人民行使自决权。正是由于他的坚持，在公告中才包括了有关自决权的条款。1948年12月12日，国民会议党工作委员会投票，决定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

谢赫·阿卜杜拉与真纳和国民会议党与穆盟之间无疑有着根本的分歧。谢赫·阿卜杜拉以如下的言辞来描述他们之间的矛盾：

我们与巴基斯坦之间一个巨大的根本困难在于它是神权政治国家，它的基础是宗教。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克什米尔仅仅属于穆斯林，而认为它属于每个克什米尔人，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阶级、信仰和肤色。简而言之，尽管巴基斯坦的定向是神权政治或者宗教，但我们的取向是世俗主义。

神权政治并不是唯一的困难，还有严重的政治和社会考虑使我们反对加入巴基斯坦。神权主义的穆盟领导人总是亲哈里·辛格王公，他们从来也不亲人民。真纳先生一直激烈地反对我们摆脱大君的专制统治来获得自由，他拒绝接受人民主权的观念。印度在这点上就不同于巴基斯坦。国大党的基础是世俗化而非宗教。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印度也更为进步。是印度的而非巴基斯坦的领导人长期以来支持着人民的权利。国大党不仅和我们发起的“滚出克什米尔”自由运动打成一片，而且其中的一些最高领导人还因此遭到逮捕。哈里·辛格大君的印度教徒属性并没有妨碍“印度教徒”的国大党用最强烈的言辞去谴责克什米尔政府的残暴统治。

谢赫·阿卜杜拉把穆盟领导的运动称作神权政治，这就表现出他的偏见。巴基斯坦运动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神权政治，而是印度穆斯林的民族主义运动；真纳也不是宗教狂，他是一位政治领袖。但是，这段话无疑体现了国民会议党与穆盟之间的根本分歧，表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民族主义运动因此与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合拍共进，却与它的穆斯林建国运动背道而驰。

三、《加入证书》的内容含义

加入证书是印度据以宣称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拥有主权的法律依据，而巴基斯坦方面却否认它具有法律效力。既然如此，对其内容含义进行具体分析，就不失为解读它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一条可行途径。

加入证书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它实际上包括《加入证书》、《接受函》和《职权表》三个文件。这三份文件是克什米尔问题发展史上的标志性法律文件，此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克什米尔争端以及印度和印控克什米尔之间的克什米尔危机，主要是围绕它们来进行。鉴于它们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本文把其全部翻译如下，然后进行分析。

《加入证书》的全称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加入证书》，其全文如下：

鉴于1947年的《印度独立法》规定，从1947年8月15起将建一个独立的人所周知的印度自治领，而《1935年印度政府法》也将通过总督法令进行删减、增加、改编或修正，以适用于印度自治领；

并且，鉴于依总督法令修正过的《1935年印度政府法》规定，某个印度土邦通过其统治者签署《加入证书》的方式，该土邦就可以加入印度自治领：

因此，现在，我，尊贵和伟大的众罗阇之罗阇，查谟、克什米尔、纳勒什、塔特哈、图伯特和德夏迪帕什的斯里·哈里·辛格吉，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统治者(Shriman Inder Mahindar Rajrajeshwar Maharajadhiraj Shri Hari Singhji Jammu Kashmir Naresh Tatha Tibbet adi Deshadhipathi， Ruler of Jammu and Kashmir State)，行使着我对我所言之土邦的主权，特此签署这份《加入证书》。





1.我特此宣布，我加入印度自治领是希望印度总督、印度自治领立法会、联邦法院以及所有其他为着印度自治领而建立的自治领权力机构，由于我的这份《加入证书》，但只能遵从其条款并出于为自治领的目的，应该行使由《1935年印度政府法》(后文写作“该法”)授予的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后文写作“本土邦”)相关的职能，就如该法在1947年8月15日及此后在印度自治领所起的作用一样。

2.我借此承担做出相应努力的义务，以便由于我的这份《加入证书》，该法的细则能因此而在本土邦内适用。

3.我接受，职权表中所明确的问题作为印度自治领立法会今后为本土邦立法的职权范围。

4.我特此宣布，我加入印度自治领是因为我确信，如果印度总督和本土邦领导人达成一项协定，据此印度自治领立法会为本土邦有关行政而立法规定的职能，所有部分都应由本土邦领导人来执行，因此任何这样的协定都应被认为符合该证书的内容，并作相应解释，具有相应效果。

5.我的这份《加入证书》的条款，不应该因为《1935年印度政府法》或1947年《印度独立法》的修正案而加以改变，除非这些修正案被我以该证书补充文件的方式接受，它方可被修改。

6.本证书的所有内容都不会授权印度自治领立法会，为本土邦制定批准它被迫地放弃土地的任何法律，无论这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我在此承诺，如果印度自治领为着在本土邦实行某部自治领法律的目标，认为有必要获得任何土地，我会应其请求由他们付代价来获得该地，或者如果土地属于我，再按照所达成协定的条款将土地转让给他们，或者因达不成协定，就由印度首席大法官任命一位仲裁者来作决定。

7.本证书的所有内容都不应该被认为，它使我以某种方式承担接受任何印度未来宪法的义务，或者束缚我的抉择，迫使我参与任何这样未来宪法指导下成立的印度政府的安排。

8.本证书的所有内容都不应该被认为，会影响我对本土邦的继续统治，或者说，本证书并不影响我作为本土邦领导人而继续保持我现在享有的权力、权职和权利，也不影响本邦目前所实行法律的效力。

9.我特此宣布，我代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利益签署本证书，本证书中论及我或说本土邦领导人的所有内容，将被解释为适用于我的继承者和接班人。

《接受函》的全称是《印度总督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证书的接受函》，它的正文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即印度总督路易斯·蒙巴顿代表印度政府答复哈里·辛格大君的加入申请，内容是：“我特此接受这份《加入证书》。”

《职权表》的全称是《印度自治领立法会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立法的事项职权表》，它的全文如下：

一、国防

1.印度自治领的海军、陆军和空军，以及所有该自治领供养的其他武装力量；申请加入土邦的所有武装力量，包括它所供养的武装力量，将依附于该自治领的武装力量，或与它协同运作。

2.海军、陆军和空军武装的运作，军营地区的管理。

3.武器、火器和弹药。

4.炸药。

二、外交事务

1.外交事务；履行和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和协议；引渡自首的罪犯和除印度之外其他的陛下自治领的嫌疑犯。

2.获准进入、合法迁出以及被驱逐出印度，包括对印度境内人口流动的管理，居住在印度的英国公民和所有加入土邦的公民除外；到印度之外地区的香客。

3.归化或移入。

三、交通

1.邮政和电报，包括电话、无线电、广播和其他类似的通讯方式。

2.联邦铁路；次要铁路之外所有铁路安全的管理，车速、票价、车站服务最终价格的上下浮动范围，运输互换以及作为货物和乘客运载工具的铁路管理责任；作为货物和乘客运载工具的次要铁路管理的安全和责任方面的规章条例。

3.海事运货及航行，包括潮汐时期的运货及航行；海军的权限。

4.港口隔离检疫。

5.主要港口，更确切地说是这种港口的报关和定界，以及那里的港务局的构成及权力。

6.航空器和空中飞行；滑翔的规则；空中运输和滑翔的规章及组织。

7.灯塔，包括为航船及航空器的安全行驶而设立的灯塔船、信号灯和其他规则。

8.航空或航海对乘客和货物的运输。

9.铁路区某单位之外其他单位的警察机关人员的权力和权限的延伸。





四、附则

1.自治领立法会在土邦内的选举，将根据《印度独立法》以及依此制定的法令来进行。

2.对上述所有问题相关法律的冒犯。

3.旨在对上述任何问题进行的调查和统计。

4.所有法院关于任何上述问题的权限和权力，除非得到本加入土邦统治者的同意，否则不能赋予任何权限和权力给任何法院，平常在土邦内执行职权或与那个土邦有关系的法院不包括在内。

《职权表》规定，印度联邦立法会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立法的权限仅局限于国防、外交和交通三方面，而且就每一项都明确了适用范围。同时，这份文件也规定，印度中央机关扩展权力到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时，必须先征得土邦同意。

《加入证书》的前言部分主要是讲述哈里·辛格大君签署该证书的法律依据。证书的九条款项主要阐述的内容是，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证书》的地位优先于所有印度的法律，《印度独立法》也不例外；印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职能受到限制，应根据《加入证书》赋予的职权来行事；克什米尔土邦主及其继承人的既有权力不受到削弱，除非征得他自己同意。

《加入证书》的前言部分说，哈里·辛格大君依据《印度独立法》和《1935年印度政府法》(1947年修正版)来签署该证书。但是，《印度独立法》中涉及土邦问题的条款只是含糊其词地说，在独立后的印度或者巴基斯坦同意的情况下，各土邦可以加入它们二者之一，对印度土邦的归属并无明确的阐述，也就是说，《印度独立法》并没有授权《1935年印度政府法》(1947年修正版)成为印度土邦选择归属的法律依据，《1935年印度政府法》虽然是一部法律，但由于它并不是英属印度分治和印度土邦归并的法律依据。所以，它对印度土邦的归并，或者具体到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作用，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可以说哈里·辛格大君使用了障眼法，以一些似是而非的法律条文作为自己决策的法律依据，这是不能成立的。

克什米尔问题的另一个争论点是哈里·辛格大君是否有权签署《加入证书》。由于就其本质而言，国家领土的统一体，以及因而国家的领土统一体，是法学上的统一体，而不是地理、自然的统一体。因为国家的领土事实上不过是名为国家的那个法律秩序的属地效力范围而已。国家的法律秩序属地效力范围的意思是：由该秩序规定的强制措施、制裁，只是为这一领土而必须建立并且也只是在这一领土内才必须执行。……国际法决定不同国内法律秩序的属地效力范围并从而划定它们相互之间的界限。如果它们的属地效力范围在法律上不划定界限的话，如果各国并没有任何固定的疆界，那么不同国内法律秩序，即许多国家，就不可能无冲突地共处。所以，在英国结束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英王对印度土邦的最高权力终结之后，按照《内阁使团备忘录》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是一个归属受限的主权独立国家。因此，作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元首，哈里·辛格大君有权签署《加入证书》。尽管如此，克什米尔问题的关键显然并不在于此。

四、《加入证书》的法律效力

关于哈里·辛格大君签署的《加入证书》的法律效力，各方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古鲁拉贾·拉奥为代表的印度学者认为：“当克什米尔大君签署《加入证书》且印度政府接受它时，克什米尔土邦即已被认为完全而且不能转变地融入印度。印度同意在某个时期和某种条件下举行公民投票，以之决定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未来地位，这并不等于质疑该土邦是印度不可或缺之一部分的合法性。”他的依据是，“英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印度独立法》所阐述的分治方案只局限于英属印度，它们处理印度土邦问题的政策依然保持不变，即按照1946年5月12日的《内阁使团备忘录》来办。……根据《内阁使团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土邦被授权在英王的最高权力丧失之后，通过签署加入证书的方式，并入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之一。”

问题或许并不像古鲁拉贾·拉奥说的那样简单。《印度独立法》的确仅适用于英属印度，但它并没有授权《内阁使团备忘录》成为印度土邦选择归属的法律依据，尽管《蒙巴顿方案》重申了它的立场。退一步讲，《内阁使团备忘录》也没有规定王公土邦必须得加入印度或者巴基斯坦。并且，备忘录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安托尼·奥斯特说：“如果国家间无意缔结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而只是一项备忘录，它们就不用‘应该’，而用一个少些义务语气的词语，如‘愿意’。”从备忘录经常使用的场合来看，备忘录类似于君子协定，只具有道德上的软约束力，而无法律上的硬强制力。与违背君子协定要受到抨击一样，备忘录相关各方如果不能履行承诺，也只是会遭到道德上的谴责。





对于印度的主张，巴基斯坦方面自然是不同意。它明确地宣称，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并不是彻底的、最终的和不可逆转的。哈里·辛格大君的举措不过是一项特殊的临时安排，而且应该服从于交由克什米尔人民来作最终的处置。这与印度方面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其实这也是印度政府曾经所主张的。1947年11月2日，尼赫鲁在广播讲话中就公然宣称：

我们决定接受克什米尔的加入并用飞机运送军队到那里去，但我们有一个条件，当克什米尔的和平与秩序建立起来之后，该加入将必须由克什米尔人民来加以判定。在当前的危机时刻，而且克什米尔人民没有充分的机会来表达他们的心声，我们并不急于了断任何事情。唯有他们才能做最后的决定。……我们已经宣布，克什米尔的命运将最终由当地人民来决定。我们已经对克什米尔人民和世界做了那项保证，而且哈里·辛格大君也对此予以支持。我们将不会也不能收回该项承诺。当和平与秩序建立之后，我们准备在联合国之类的国际保护下举行公民投票。我们希望，对人民而言这是公平和公正的公民投票，并且我们将接受他们的裁决。我不能想象出有比这更公平和公正的建议了。

巴基斯坦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缔结了《保持原状协定》。有学者据此认为：“根据这项协定，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承担了从前英王政府或者分治以前印度政府所承担的责任。……克什米尔除了巴基斯坦以外不同其他国家建立任何关系；负有加入巴基斯坦的义务。这就使克什米尔加入印度一事成为无效。”其实，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之间签署的《保持原状协定》只谈及继续保持双方的既有关系，并没有涉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未来归属。此外，克什米尔政府当时还打算与印度缔结相同的协定，只是因为印度的狡黠而未果。倘若印度当时爽快地与克什米尔签订了《保持原状协定》，那岂不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也加入印度了？所以，不能以签署《保持原状协定》为依据来否定《加入证书》的法律效力。

1947年10月24日，克什米尔反叛的穆斯林部落民建立了自由克什米尔政府。阿拉斯太尔·兰姆据此质问：“1947年10月26日，哈里·辛格大君正式加入印度，他把自由克什米尔包括在内吗，即便是从理论上讲的加入？”国家的诞生与消灭通常被看作国内法律秩序的属地效力范围的问题。人们公认，一个新国家是否已经出现或一个旧国家是否不再存在的问题，应以国际法为根据来解答。国际法的有关原则被陈述如下：如果一个独立政府对一定领土发布强制命令而成立以及如果该政府是有效的话，即该政府有能力获得居住在该地区中的人对这一命令持久的服从，那么国际法意义上的新国家就已出现。由于自由克什米尔政府从此开始，就持久地使该地区的人民服从自己的法律，也就是说，哈里·辛格大君及其后续者的政令自那以后就不能再在自由克什米尔地区实行。因此，从此之后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就不再是以前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而是一个分裂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

国家的疆界理应由国际条约来决定。如果没有相关各国的协定，那么一国领土为另一国所占有，就构成对国际法的违反，国际法使各国负有尊重相互间的领土完整的责任。对国际法的违反引起的后果是：权利受非法占领所侵犯的国家，有权对要为这一侵犯负责的那个国家诉诸战争或报复。因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没能独立，而是被迫地加入印度或者巴基斯坦；并且，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遭到分裂，分别由印度和巴基斯坦控制着，只有通过印度和巴基斯坦才能最终解决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定位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克什米尔问题应该由印度和巴基斯坦缔约加以解决，而非单方面就能确定它的永久地位。

克什米尔问题做为一个错综复杂的争端，它的法律背景极为模糊含混。根据前文的详细分析可以发现，哈里·辛格大君签署《加入证书》并无具体的法律依据，他只是基于传统和当时通行的作法行事而已。也就是说，克什米尔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不应对它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而应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展开评论。正如前文所阐明的那样，英印帝国里的500多个印度土邦虽然绝大多数的统治者都是印度教徒，但也有少数是穆斯林，印度最后吞并了那些位于其境内的穆斯林作统治者的土邦。尼赫鲁自己也把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其他印度土邦相提并论。1952年8月7日，他在印度议会讲话中说：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1947年10月已经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彻底地加入印度了。这是明白无误而不可辩驳的，因为每个印度土邦都是依据这样的条款在那年的9月或稍后完成加入程序。难道人们就能够说，因为它们的加入仅仅限于三个方面，所以每个土邦的加入都是不彻底的？当然不能这样说。它们的加入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彻底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在10月底的加入也是这样，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彻底的。





尼赫鲁这种比较方法是正确的，但他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愿承认，印度在与巴基斯坦争夺印度土邦的问题上，无疑实行了双重标准：对于穆斯林做土邦主的朱纳加德、海德拉巴等土邦的归属，认为应该由人民意志来决定，最后用武力强行改变了不利于自己的结果；对于印度教徒做土邦主的克什米尔，则坚持《加入证书》的法律效力，并用武力维持有利于自己的结果。这就无怪乎巴基斯坦前总理穆罕默德·阿里会说：“印度对克什米尔采取的行动与在朱纳加德、海德拉巴的如出一辙，它完全缺乏任何道德基础，而仅仅是建立在通常的‘强权即真理’的帝国主义准则的基础上。”因此，如果要坚持哈里·辛格大君签署的《加入证书》具有法律效力，那应该如何看待印度对朱纳加德的土邦主所采取的相同措施呢？难怪会有学者坚持认为：“从法律上说，朱纳加德土邦仍然是被印度占领的巴基斯坦的领土。”

此外，印度不仅仅在土邦问题上采取以我为中心的态度，在中印边界争端中亦复如此。卡·古普塔说：“尼赫鲁总是拒绝让克什米尔问题听命于国际仲裁。可是，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同意将中印边界争端提交国际仲裁。”可见印度是将自己的实力地位作为处理领土问题的基础。在与中国进行边界问题谈判时，印度也总是把一些似是而非的文献资料作为谈判的既定法律基础，最典型的就是它在阿克赛钦和“麦克马洪线”上的立场。中印边界争端总共分为三段，主要集中在西段的阿克赛钦和东段的“麦克马洪线”。印度认为，查谟政府和西藏地区当局在1842年签订的条约，划定了两地之间的边界，据此阿克赛钦属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一部分。但是，从本文第一章所翻译的该协议全文内容来看，实际的情况是：

这个条约仅仅提到拉达克和西藏的疆界将维持原状，各自管理，互不侵犯，根本没有关于边界具体位置的任何规定或暗示。……而且，这个条约是在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和克什米尔当局之间订立的，而目前印度政府提出争论的地区，绝大部分(约占80％)属于并未参加这一条约的中国的新疆。如果认为，根据这个条约就可以判明，新疆的大片土地已经不属于新疆而属于拉达克，那显然是不可理解的。关于拉达克和克什米尔同新疆的边界，1899年英国政府曾经建议划定，但是并无任何结果。如果认为，一次片面的建议就可以把别国的领土据为己有，那也是不可理解的。

查谟与西藏在国际上作为两个不具有国家主权的地方政府，它们之间签订的条约不能引以为国际边界划定之凭据，何况条约根本未涉及此一问题。印度政府还认为，中印边界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印政府、中国和中国西藏地方共同参加的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产生的，因此是有效的。但实际情况是：

当时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中国代表陈贻范，不但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而且根据当时中国政府的训令，在1914年7月3日正式向会议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中国政府驻英国公使刘玉麟，又在同年7月3日和7日两次正式照会英国政府，作了同样的声明。此后历届中国政府都坚持这个立场。……事实上，在西姆拉会议上只讨论过中国西藏地方同中国其他部分以及所谓内外藏的界线，从来没有讨论过中国和印度的边界。所谓中印边界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代表和当时的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在1914年3月24日在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产生的，根本没有通知中国，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上过西姆拉会议的日程。

所以，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西姆拉协议》本身就没有法律效力，更遑论因它而衍生出来的英印帝国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私相授受的“麦克马洪线”了。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争端上所持的立场，与它在克什米尔争端中如出一辙。

基于上述的对比分析，关于哈里·辛格大君签署《加入证书》标志着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一劳永逸地加入印度的主张就要大打折扣。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应该由克什米尔人民举行公民投票作最后的决定，这也是印度早期的主张。在克什米尔争端的最初几年里，印度一直坚持通过公民投票来作最后的决定，当时它与谢赫·阿卜杜拉的关系还很好，自信可以通过公民投票赢得克什米尔。但在1953年与谢赫·阿卜杜拉的关系破裂之后，印度再无通过公民投票获得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自信心了，因此态度来了个完全的逆转。1965年，印度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坦率地承认，“克什米尔将投票加入巴基斯坦，我们将会失去它。”有了1947年西北边境省和锡尔赫特县的例子，这两个地区开始都是国大党占据优势，但在最后一刻公民投票加入巴基斯坦，印度再也不敢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举行公民投票了。

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道德是隐性的法律，法律是显性的道德。” 此言极是!不以道德为依归的法律不是好的法律，更多的是霸权主义的体现。就其本质而言，法律不过是道德的一部分而已，就如洛林所阐明的那样：“在现实中，每项法律规范对应着一条演进中的道德准则。在法律规范继起之后，它倾向于使道德准则得到普遍的遵从。所有的法律规范在实现目的之后就会消失，而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将随之消亡。”人们常说“恶法非法”，既然良法才是法，则法律与道德庶几无异矣。因为法律从属于道德，所以，即使在承认哈里·辛格大君有权签署《加入证书》的情况下，印度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诉求也由于它对相同的问题采用双重标准而遭人质疑。也就是说，从狭义的法律来讲，哈里·辛格大君有权签署《加入证书》；但就广义的法律而言，这份《加入证书》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据此可以推论出，把印巴两国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争夺看作一个法律争端，这种观点显得过于单纯。

第三节 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

美国著名政治家和学者布热津斯基说：“在国际关系史上，领土控制是大多数国际冲突的焦点。自从民族主义崛起以来，大多数血腥战争不是起源于同扩大领土有关的民族自我满足感，就是起源于因丧失‘神圣’领土而产生的民族的被剥夺感。可以毫不过分地说，领土要求一直是驱使民族国家采取侵略行动的主要冲动。”印度著名学者许马云·迦比尔说：“印度的地理环境是推动它统一的最有力的因素。大自然把这块土地划成一个单位。印度的全部历史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的未完成的努力。当政治统一达成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内部及其对世界的关系都是和平相处的。一切想把这个国家分裂成几个独立政权的尝试都毫无例外地遭到了失败。”由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特殊性，印巴为争夺它而进行战争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

一、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爆发

印度获得哈里·辛格大君签署的《加入证书》之后，迅速空运军队到克什米尔，与反叛的穆斯林部落民进行战斗，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由此爆发。获悉印军开进克什米尔之后，真纳也想派巴基斯坦军队赴那里作战。印巴联军总司令陆军元帅克劳德·奥金莱克在10月28日接到通知后，马上飞赴拉合尔与真纳会谈。他对真纳说，哈里·辛格大君既已加入印度，印度军队就有理由进入克什米尔。如果巴基斯坦军队采取任何行动，那他就不得不撤退全部英国军官，包括印巴两军的总司令在内，因此真纳放弃这个铤而走险的行动。奥钦莱克建议召开一个圆桌会议，由真纳、利雅格特、蒙巴顿、尼赫鲁、克什米尔的大君和首相共同参加，讨论克什米尔问题。

真纳接受了奥钦莱克的建议，邀请印度总理尼赫鲁和总督蒙巴顿10月28日到拉合尔进行会谈。尼赫鲁起初答应前往，但随后称病拒绝与会。巴基斯坦总理利雅格特认为：“如果印度政府愿意的话，它可以派副总理代替潘迪特·尼赫鲁前来参加会议。”蒙巴顿无奈，只好在11月1日单独去拉合尔与真纳会谈，他没有得到印度政府的授权，以个人身份而非印度总督的名义前往。据蒙巴顿的私人秘书艾伦·坎贝尔·约翰逊记载，在会谈中，“蒙巴顿细心地考虑了印军在斯利那加的实力以及未来几天的可能军事布置，并告知真纳。他对真纳说，他认为，部落民现在以任何规模的武力要进入斯利那加，前途都颇为渺茫。……蒙巴顿探询了真纳对于公民投票的态度。真纳认为，印度军队占领着克什米尔，再加上谢赫·阿卜杜拉的权势，这两者的结合意味着普通穆斯林绝对不敢投票给巴基斯坦。蒙巴顿就建议在联合国组织的主持下进行公民投票，于是真纳宣称，唯有两位总督才能组织公民投票。蒙巴顿立刻拒绝这一建议，强调无论真纳建议以何种程序来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他的宪法职位只能允许他依据其政府建议来行事。真纳十分沮丧，几乎是宿命论者的心情。他像一个受虐狂那样喋喋不休地说，印度企图毁灭他所创建的国家。”

真纳担心印度摧毁巴基斯坦，这并非杞人忧天。尼克松说，1953年他作为美国副总统访问印度，在和尼赫鲁会晤时：“他用了不到四分之一的时间谈印美关系，但是用了一半多的时间大谈他所谓的印度在黩武主义的巴基斯坦面前遇到的危险。他口中谈的是所谓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威胁，然而他的表情预示了十八年后发生的事情：在他的女儿当政下，从苏联那里获得供应的印度军队肢解了巴基斯坦，甚至扬言要消灭巴基斯坦。”在分割英印帝国的军队时，以奥钦莱克为首的英国官员出于遏制苏联的考虑，希望根据印巴独立后将面临的实际防务需要来分割军队，而不像分割领土那样根据教派的原则来进行。这遭到国大党的坚定拒绝，他们的顽固态度致使奥钦莱克感到愤慨。1947年9月2日，他在写给英国首相等人的报告中说：“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当前的印度内阁在毫不宽容地竭其所能防止巴基斯坦自治领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我的观点得到我的许多下属赞同，也得到所有了解局势的负责任的英国官员支持。”日益变得明显的是，新印度的领导人极其害怕给予巴基斯坦一支真正具有生存能力的军队，以便它适当地成为一个安全有保障的民族国家。实际上，档案材料也证明，印度领导人决心防止巴基斯坦获得生存能力。当然，随着分治后诸多事件的发展，很明显的是尼赫鲁和国大党依然希望削弱幼小的巴基斯坦，促使它或者回归母巢，或者臣服于印度在次大陆的强国地位。





蒙巴顿建议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在克什米尔进行公民投票。真纳觉得在这种条件下的公民投票没有任何价值，把这看作是对巴基斯坦的欺侮和羞辱。由于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在总人口中占压倒多数，他根本不能理解为何需要进行公民投票，该土邦应该无条件地加入巴基斯坦，此外别无他途。他向蒙巴顿提议，作为一项解决危机的折衷办法，在政府对政府的基础上就加入问题进行交易，巴基斯坦或许可能用它对朱纳加德的要求权交换印度对查谟和克什米尔任何部分的要求权。作为一项替代，真纳提出三项和平建议，要求蒙巴顿转告印度政府。这三项建议是：

(1)为了促成立即停战，两个自治领应该给予两国总督充分的授权，让他们立刻通知敌对双方的武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停火。巴基斯坦总督对正在战斗的克什米尔临时政府(注：即自由克什米尔政府)和部落民的武装没有控制力，但他愿意以最明晰的言辞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遵守立刻停火的命令，两个自治领的部队将向他们开火。(2)印度自治领和部落民的武装同时以最快速度撤离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领土。(3)由两个自治领政府批准，两位总督得到充分的授权去恢复和平，承担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行政管理，以及毫不拖延地安排在他们共同控制和监督下公民投票。

这些建议得到英国政府的赞赏，但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绝。因为担心谢赫·阿卜杜拉的影响，真纳不愿意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归属。兰姆认为，这些建议表明：“真纳很想避免冒险，尽管是轻微的，以免让谢赫·阿卜杜拉操纵选举进程从而巩固印度的地位。……巴基斯坦在随后的年月里对公民投票的态度依然保持这样的基础，任何提交给这个争议土邦的人民的意志的表达，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完全排除印度军队和谢赫·阿卜杜拉的影响、或者存在某种中立的环境。如果人们能正视真纳的建议，会发现它并非是不合理的：联合国很快就提出了非常相同的建议。”

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的起初阶段，巴基斯坦的正规军没能投入战斗。穆斯林部落民的武器虽然落后，但也对印度军队造成了很大威胁。据参加战争的印度将军普拉沙德说：“在克什米尔战役的头几天，负责指挥将印军空运到克什米尔的森少校，11月3日夜晚在斯利那加飞机场附近的巴德根受到攻击后惊慌失措，不听劝告地准备弃城逃跑，放弃克什米尔而撤回印度平原去。第二天早晨，萨达尔·帕特尔飞到前线听取报告后，坚决禁止进一步的退却，他直接向森下令，立即把锡克部队调回帕坦，并让森本人准备保卫斯利那加。”由于萨达尔·巴特尔施加的这一不可抗拒的强有力的干预，印军才最终夺取了整个克什米尔谷。印度军队的战斗力之差，让哈里·辛格大君极为不满，认为它陷入了泥淖之中。1948年1月31日，他给萨达尔·帕特尔写了一封长信发泄自己的苦恼：“正如你所知，自从印度军队到达之后，克什米尔的军事形势非常地令人沮丧。除了在克什米尔谷取得的成就之外，其他地方的业绩完全呈负债状态，以至于现有成果也令人堪忧。”

印巴谈判破裂之后，印军对部落民发起了一轮新的进攻，11月7日攻占帕坦，11月8日进入巴拉穆拉，巴拉穆拉的收复彻底地结束了部落民对斯利那加河谷的威胁。11月9日，蒙巴顿去伦敦参加伊丽莎白公主的婚礼，返回德里后正式提出联合国调解的建议，伊斯梅为此制定了具体的计划。巴拉穆拉之后的下一个目标是乌里，乌里位于杰卢姆河边，河的对岸是巴基斯坦。印军的攻势威胁到巴基斯坦的安全，巴基斯坦政府请求英国干预此事，这使得英国政府感到为难。1947年11月22日，艾德礼在答复利雅格特的信中说：

1.与克什米尔相关事件在进行过程中产生了棘手的问题，即便给予机会，对我和我的政府而言，要判断是否有路子便于我们找到解决方案，这也是一个难题。

2.尽管贵政府和印度政府的路径有所不同，但你们似乎一致同意交由克什米尔人民来决定克什米尔最终加入巴基斯坦或印度是最好的办法，虽然我认为要在春季之前实现这一步是不大现实的。尼赫鲁先生在他11月2日的广播讲话中建议，应该在联合国之类的国际支持之下进行公民投票，而你也在11月16日的声明中建议，应该要求联合国任命代表帮助解决克什米尔问题。

3.若印巴政府能够联合提出要求，在独立人士的监督之下建立并管理与克什米尔人民协商的机制，假如这证明可行的话，我认为将有巨大的好处。经过全面考虑，我倾向于认为，把这一理念最快捷而圆满地付诸行动的办法或许是求助于联合国的某个特殊机构，也就是说国际法庭。





印度虽然在军事上具有优势，但克什米尔地区复杂的地形和某些地区穆斯林高涨的顽强反印情绪使印度政府并不敢掉以轻心。尼赫鲁坚定地认为，唯有谢赫·阿卜杜拉才能挽救克什米尔的乱局，把克什米尔顺利地带进印度。印度政府向哈里·辛格大君施加压力，要求让谢赫·阿卜杜拉主持政府工作。1947年11月28日，哈里·辛格大君邀请谢赫·阿卜杜拉担任首相并组建临时政府；11月30日，谢赫·阿卜杜拉接替梅赫尔·马哈简，正式走马上任。

纳塔拉詹说：“美国对于印度的政策建立在其全球政策的基础上，其目的是要建立并加强一个美国领导的集团，以便于和苏联进行斗争。印度虽属重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仅居于次要地位，国民党中国和日本却是美国在亚洲所最注意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美苏全球争霸的亚洲战场主要在中东和东亚，南亚处于次要的地位。而且，在印巴独立之初的几年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主要把南亚看作英国势力范围内的一个坍塌，倾向于根据英国的建议行事。1947年12月2日，美国国务院在为其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准备的《关于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的意见书》体现了美国政府当时的立场，里面说：

我们宁愿克什米尔问题通过印巴两国直接谈判得到解决。但是，要求联合国介入，以及特别是要求联合国监督克什米尔公民投票的决议，如果是印度或者巴基斯坦提出的，而且还得到英国的支持，美国的代表就应该支持该决议。这样一项决议应该根据普通成人选举权来界定选举实体。如果要求联合国介入的决议由第三国(包括英联邦其他国家)，或者，由巴基斯坦或印度提出而遭到英国反对，美国的立场就必须进一步进行研究。

日益明显的是，如果没有外部支持，或者不求助于更强的武装冲突——这将不可避免地把某些甚至全部的西北边境省部落民卷入进来，印巴之间的这个重大难题将不能消除。尽管英国在该地区有不为人见的利益，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以及最近从次大陆撤退，英国显然不适宜提供这种外部援助，美国或任何其他某个第三国也不宜承担这种角色，由联合国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设想就成为首选了。

此外，美国领导人当时对尼赫鲁的印象也不佳。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多年来尼赫鲁先生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一直是一个有点不可解释的、有时甚至使人恼火的人物。他在早期活动中曾倾向马克思主义；后来在独立运动中，作为甘地的一个副手，在英国监狱里待过若干年；在某些观察家看来，他作为一个总理，似乎遵循共产党的路线，他的言论模棱两可，常常使人莫测高深。”所有这些都使得美国不愿意卷入克什米尔争端。

颇为有趣的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苏联这时也不把克什米尔问题放在心上。长期以来，苏联就不喜欢国大党，因此他们明显地对印度独立不感兴趣。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和平的方式赢得独立，背离苏联用暴力手段争取革命胜利的教条，苏联的印度问题专家认为，南亚的权力交接不过是英国在南亚保留其政治、经济、战略利益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们讥讽真纳“比英国人还英国人”，咒骂尼赫鲁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苏联还积极地支持印度共产党，反过来这又引起印度极其不满。1948年3月20日，印度驻苏联大使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受命约见美国驻苏大使史密斯，转告他，尼赫鲁和印度绝大多数领导人已决定和西方保持天然的联盟，只是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比如地理位置的限制和军事上的薄弱等等，因此尼赫鲁还不能公开谈论在军事上加入西方的问题。

独立之初，印巴两国在外交上还是比较倾向于西方。印度支持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支持联合国在南朝鲜的选举，与此同时却拒绝接受苏联的建议，1949年初印度召开亚洲各国会议讨论印尼的局势亦未邀请苏联参加。1951年9月19日，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潘迪特夫人公开说：“在联合国大会最近几届会议上，51次投票中，我们和你们(即西方国家)一致的有38次，弃权的有11次，不一致的只有2次。我们多年来的经验自然地增加了我们……对共产主义侵略的敌视。”

多种原因使得克什米尔争端最初在苏联也得不到重视。直到1956年底，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印度时还公开地承认：“老实说，我们对印度的了解，不仅浮浅，简直是孤陋寡闻。请不要笑话，我个人对印度的一点了解，还是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歌剧《沙特阔》中印度客人的咏叹调中得来的。”斯大林时期，苏联更是没有把印度放在战略地位予以考虑，据赫鲁晓夫说：

斯大林对印度的态度总是不太在意，其实这是很不应该的。这样的国家应该引起他的注意。他对印度估计不足，看来，对印度所发生的事情也不甚了解。斯大林第一次关注印度，那是在印度1947年获得独立之后。尼赫鲁本人当时宁愿跟中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缅甸打交道，也不愿跟苏联直接来往。……从苏联报纸登载的消息得出结论说，印度发展的方向是资本主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那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使我们疏远了他们。……另一方面，尼赫鲁竭力想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他对昔日奴役过他们的英国人那么宽容。英国军官仍然在印度的军队里服役，有些地方还在起用英国的官员，这种情况引起了我们的警惕。





上述情形使得美国和苏联最初都以比较超脱的态度来对待克什米尔问题。历史上在该地区有重大地缘政治利益的另一传统大国中国，这个时期由于内部问题而自顾不暇，更谈不上去关注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窝里斗了。但是，随着形势的演变，这三个大国家都主动或被动地深深地卷入克什米尔问题。

二、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

1947年12月12日，尼赫鲁给利雅格特发去一封电报，希望解决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所有突出的问题，并再次表示要请联合国来帮助调解克什米尔问题。12月16日，利雅格特回复尼赫鲁说：“巴基斯坦的安全与克什米尔的安全有密切的联系，两地之间的宗教、文化的姻亲关系以及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这些纽带依然把双方紧紧地凝结在一起。克什米尔人民的安全和幸福对巴基斯坦人民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因此，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是，为克什米尔人民创造和平与和谐的条件，让他们免受各种内外压力，得以根据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加入哪个自治领。我打心底认为，克什米尔问题唯有根据当前形势的现实状况而运用政治才能来加以解决，而不是巴基斯坦怎样参与该争端或联合国如何参与进来之类的法律争端所能解决的。”

巴基斯坦请求英国斡旋克什米尔问题。英国政府不愿意直接干预克什米尔争端，打算寻求一个对该问题感兴趣且此前与它无瓜葛的第三方来进行调解，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美国便是唯一的可选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国力大为衰弱，对许多国际问题已经力不从心。美国则变成一个超级大国，继承了大不列颠的强国地位，在全球许多地区承担了英国难以为继的负担和任务。1947年12月29日，英联邦关系部官员保罗·J·帕特里克通知美国驻伦敦的临时代办W·J·格尔曼，说印度有可能立即攻打巴基斯坦。帕特里克表示担心，如果战争发生，苏联有可能支持巴基斯坦，这将引起许多麻烦。第二天，英国直接要求美国对克什米尔问题采取措施。为此，还向美国大使出示了尼赫鲁与艾德礼之间的一些绝密通信。尼赫鲁在12月28日的信中写道，巴基斯坦正在训练大约十万名部落武装人员，准备攻打印度。印度准备打一场防御性战争，袭击设在巴基斯坦境内的部落武装基地。

由于担心印度军队进攻巴基斯坦会引发两国间的全面战争，1947年12月31日，美国国务院给印巴两国政府发去紧急照会，里面说：

作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坚定朋友，美国感到遗憾两国不能直接协商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现在，联合国安理会似乎要受理此事。美国政府将完全履行其作为安理会一员的义务，支持尽早达成一项和平的解决方案。我们确信，如果以下条件具备，这样一项解决方案才能实现：在安理会考虑该问题这一关键时段中，印度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不仅要克制地采取任何刺激性的行动，并且应该制止各自一边中不负责任的因素导致形势恶化。我们担心，印巴政府在这个时期的轻率行动将严重伤害国际社会的良好意愿及其目前享有的威信。





美国要求双方保持克制，建议将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来解决，得到了它们的积极回应。1947年12月31日，在英美两国的支持下，印度政府根据联合国宪章第35条正式把克什米尔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调解。

克什米尔问题被提交给联合国有其必然性，由于是印度而非巴基斯坦首先这样做，那就更体现了这一特点。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首要原因就像尼赫鲁所说的那样：“我们决定把克什米尔问题提交给联合国，我们的目标在于避免战争扩大。”若因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而爆发全面的印巴战争，这就违背了印巴分治的初衷，分裂印度的目的就在于避免出现这样的战争。

其次，印度请求安理会要巴基斯坦政府禁止它的军政人员去协助穆斯林部落民，不许穆斯林反叛者通过和利用巴基斯坦领土来对克什米尔作战。1948年1月1日，印度驻联合国代表转交印度政府给安理会主席的信，里面说：“印度政府要求安理会呼吁巴基斯坦立刻终止援助部落民，那是针对印度的侵略行为。如果巴基斯坦不这样做，印度政府出于自卫可能被迫进入巴基斯坦领土对侵略者采取军事行动。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求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以免国际和平遭到破坏。”1月15日，联合国开始辩论克什米尔问题，印度代表阿扬加尔也说：“我们向安理会提出一个简单明确的问题。我们所提出的唯一首要的任务是叫侵袭者从克什米尔领土撤退出去，把他们驱逐出去和立即停战。”

第三，印度希望联合国能够运用其影响，结束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军事行动，以便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能在自己的保护下完成公民投票的计划。印度深知仅凭哈里·辛格大君的一纸加入证书，难以使克什米尔加入印度的行动服众。谢赫·阿卜杜拉与真纳的关系非常不好，积极支持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1948年2月5日，他在联合国参加克什米尔问题讨论会，为印度的立场作辩护说：

我们将在安理会面前证明，克什米尔和克什米尔人民在法律和宪法上有权决定加入印度自治领，巴基斯坦无权对此加以质疑。……印度在世界团体面前控诉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其目的在于要求世界共同体确认巴基斯坦对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的侵略，迫使它从该土邦撤出军队，以便能就该土邦加入印度问题找到一项最终的解决方案。

由于有谢赫·阿卜杜拉的支持，尼赫鲁自信在一场公平而自由的公民投票中，克什米尔人民将选择留在印度。如果能这样的话，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加入印度就无可置喙了。

第四，印度对美英等国充满了期待。1948年1月6日，印度答复美国的照会充分地体现了这点，照会说：“印度政府的全部希望是，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应该尽可能快地摆脱对侵略的恐惧，这样就能使他们按照自己自由地公开宣称的意志来决定他们的未来。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帮助其快速地实现这一目标，印度政府将通过驻安理会的代表向它致谢。”印度政府期盼美国能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在联合国通过决议，使克什米尔问题获得解决。此外，尼赫鲁还想借美国的援助对内稳定经济，对外增强其防御能力，并有“联美抑英”的考虑。因为印度独立之初，英国不但在印度仍保留了广泛的经济利益，而且在政治、军事方面继续发挥较大影响，一部分实权还操纵在英国人手里。为此，尼赫鲁想借美国的势力排挤英国在印度的势力，并解决由于印巴分治而引起的经济困难。

劝说印巴两国同意把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调解，这是美国第一次对印巴争端采取直接的主动行为。但美国这时并不愿意过深地卷入印巴冲突之中。1948年1月10日，英美两国官员在华盛顿会谈时，英国代表再次要求美国以其在南亚的威望承担主要责任，美国依然不为所动。美国副国务卿洛维特向英国代表强调了美国不愿插手克什米尔问题的顾虑，他说：

(一)尽管美国愿意提供帮助，而且我们采取具体援助措施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我们还是必须对此问题作最慎重的考虑；(二)美国现在承担的义务过多并且分散，而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在参议院通过“欧洲复兴计划”；(三)由美国旗帜鲜明地提出关于克什米尔争端的议案，将不合时宜地引来俄国人的关注，并使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困难；(四)我们不能确定，俄国对此问题采取平静的态度是否仅仅缘于它不想有所偏袒，因为它可能仅仅出于使问题处于胶着状态的目的，对该问题的解决采取蓄意阻挠的手段；(五)联合国此前的经验表明，要想实现快速而有效的行动是颇为可疑的；(六)在实现美国的目标方面，印度和巴基斯坦过去自己就在联合国扮演了阻挠者的角色；在此关头，当提案交由联合国上次会议谈论时，潘迪特夫人(印度当时驻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似乎更亲密地与俄国人合作。……短期内就安理会的作为而言，英国的眼光可能过于高远。





印度对联合国里的复杂形势估计不足，它明显误判了联合国里的政治，对其顽固立场的严厉批评马上铺天盖地而来。印度把克什米尔问题提交给联合国调解，就像是掉进了一个自我无意中设计的陷阱。在联合国里，英美并没有刻意地支持印度，这影响了一大批扈从国家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态度；苏联东欧集团对这个问题并不关心，也不会倾心去支持印度；联合国里诸多伊斯兰教国家，出于对同宗教国家巴基斯坦天生的支持，更是对印度进行口诛笔伐。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完全出乎印度的意料，以致尼赫鲁哀叹：“我必须承认，尽管我对发生不幸的事情有所准备，但我还是不能想象在安理会里面会如此浅薄地党同伐异。他们本来应该维护世界秩序，毫无疑问，世界正在走向和平。美国和英国扮演了一个丑陋的角色，英国可能是这出戏的主角。我已经把我对此事的看法强烈地转告给艾德礼了，我打算明确地告诉英国政府我们是如何考虑此事。进行温柔而无意义地讨论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948年1月31日，哈里·辛格大君也向萨达尔·帕特尔抱怨克什米尔的形势。2月9日，萨达尔·帕特尔在回信中对他说：“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对于克什米尔形势及其在联合国里的进展，我的忧虑并不亚于你，但当前所能做的或许是完全不去讨论绝望的情形。”

安理会里出现的情况使尼赫鲁在国内招致非议，有人说：“1949年把克什米尔的前途交给联合国，是一位理想主义的总理因相信各国友谊而犯下的外交错误……印度的军队和人民那时认为，由于潘迪特·尼赫鲁把这个问题交给联合国和让公民投票决定，才使得巴基斯坦念念不忘得到克什米尔。当时，最好是当场把巴基斯坦的军队从他们所占有的那一小部分土地上驱逐出去。”这种物议是非常偏激的，完全是感情用事，根本没有考虑问题发生的具体背景，尼赫鲁不应该遭受这样的谴责。饱受折磨的不仅仅是尼赫鲁，他的老对手真纳同样也束手无策。赫克托·博莱索说“克什米尔争端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那里等待解决。……这个问题已不是英国议会中的难题了。它已成为超越真纳先生的控制，由世界各国来决定的一个悲剧。”克什米尔问题从提交联合国之后，它就走出了南亚的范围，不再是一个地区问题，而成为全球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三、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分裂

贾迪希·布朗说：“克什米尔问题自从提交联合国之后，它就把具有各种政治逆流的世界团体卷入一场地方争端，给双方提供了一个陈列他们的控诉与反控诉的国际舞台，从而拖延了该争端的解决，致使双方损失了宝贵的名声和珍贵的资源，这些都被耗费在国防军工业而非急需它们的发展项目之中。”尽管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多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但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只是安理会里的几大常任理事国，在早期美国和苏联更是几乎垄断了联合国。因此，本书将着重阐述它们的政策对克什米尔问题的影响。

1948年1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案，要求印巴两国避免采取任何有可能恶化局势的措施，以及在克什米尔成立一个中立行政机构。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戈帕拉斯瓦米·阿扬加尔反对这两项议案。他主张安理会的任务是驱逐进行侵袭的部落民，确保早日实现停止敌对的行动；并重申其原先的立场，认为克什米尔的前途不应成为争吵的论点。他要求安理会休会，好让他回国请示。 安理会对克什米尔问题的处理方式在印度激起强烈反响，国民情绪激昂。据蒙巴顿的私人秘书坎贝尔记载：

对于联合国迟迟不接受它对于克什米尔发生了侵略行为的基本控诉，印度感到大惑不解。迟迟不接受在这里不仅仅看作是拘泥于形式，并且是他们愤愤不平的主要原因，因为本着匡扶正义而建立的联合国对于克什米尔的和平受到威胁熟视无睹。因此，他们日渐怀疑联合国正在变成助长国际强权的会场。美国代表瓦伦·奥斯丁和英国代表诺尔－贝克的公开言论便是证据。这两人在印度受到狂热的谴责，因为他们由于许多不可告人的理由而无耻地袒护巴基斯坦。

印度举国上下真实地感受到幻想破灭，由此而自然产生的一个反应是，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印度最大的希望来自于苏俄及其卫星国家，无论进行调解或是使用否决权。

1948年4月，印军对克什米尔发动新的攻势，在查谟以拉佐里为目标，在克什米尔以穆扎法拉巴德为目标。4月21日，印军攻占了拉佐里，同时筹划分两路进攻穆扎法拉巴德。同一日，安理会通过决议，既没有理会印巴双方的争吵，也未触及加入合法与否的复杂性，仅要求双方停火，为举行公决创造条件。决议要求巴基斯坦应首先利用影响使部落民武装退出克什米尔，然后印度再把军队减少到能维持治安的最低限度。克什米尔的现任政府应扩大，以容纳各党派。为了进行公决，决议还建议由联合国任命一个拥有实权而且负责的公民投票负责人。最后，决议还规定成立联合国印巴委员会(由英国、美国、阿根廷、比利时、哥伦比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六国代表组成)来承担主持和监督公民投票的使命。在这次表决过程中，苏联驻安理会代表葛罗米柯对所有表决都弃权，很明显是为了便于未来自由行动。





印度政府接受了这项决议案。但这项决议案的通过对克什米尔的主权及其民族运动是一个打击，因此遭到克什米尔政府的反对。尼赫鲁对安理会派一名委员出使印度和巴基斯坦表示欢迎。1948年5月5日，他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中写道：“印度政府很抱歉，它不能履行决议案的某些部分，印度代表团曾对那些部分的反对意见作了明白的申诉。与代表团商讨后，印度政府完全赞同他们所申诉的反对意见。如果安理会决定仍将派遣委员……印度政府将乐于和他商谈。”

外交斡旋进行的同时，印军在克什米尔发动了一轮新的攻势，已经逼近巴基斯坦的边界。巴军总司令格莱西将军竭力主张派遣巴军入克什米尔与印军作战，直截了当地宣称：“巴基斯坦如果不想面对另一场275万人被驱赶出家门的严重的难民问题，如果不能听任印度坐在巴基斯坦的家门口恣意妄为，如果不想让士气涣散民心消沉到危险的程度，如果巴基斯坦内部的政治势力不想得到鼓励和纵容到被颠覆，那就必须不让印军越过乌里－蓬奇－瑙歇拉线。”1948年5月，巴基斯坦派遣正规军开进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那里的印军作战。

为了制止印巴两国的军事行动，8月1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印巴委员会提出的停火决议，主要内容是：

(一)向印巴两国统领下的一切武装同时发布立即停火的命令。(二)由于巴基斯坦军队出现在克什米尔构成了局势的重大变化，巴基斯坦应该撤出它的军队。(三)不是正常居住在该土邦的部族民和巴基斯坦国民也应该撤出。(四)巴基斯坦军队退出的地方，暂由当局在印巴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管理，留待最后处理。(五)当部落民和巴基斯坦国民已经撤出以及巴基斯坦军队正在撤出之时，印度政府将开始撤出其军队的大部分。(六)印度政府得在停火实际控制线内保持最低限度的必要数量的军队，以协助地方当局维持法律和秩序。

印度政府对于这些明显有利于自己的决议表示欢迎，在接到这个决议案后，要求印巴委员会解释其中的两个主要问题：关于国民会议党政府在停火线以外的主权，以及该土邦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北部和东北部的未来行政权。关于第一个问题，尼赫鲁在8月20日给印巴预委会主席的信里认为决议案不得解释为或作为下列实施的根据：(一)引用到查谟和克什米尔政府对于巴军所撤离的地区的主权问题，(二)对于所谓“自由克什米尔”政府的承认，(三)使得这个地区在停战期间造成不利于该土邦的任何方式的兼并。

1948年9月29日，反映苏联官方立场的杂志《新时代》该杂志的旧名称是《战争与工人阶级》，二战结束后由斯大林定名为《新时代》。(参见瓦列金·别列什科夫著，《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薛福岐译，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368－369页)发表了一篇题为“克什米尔战争”的署名O·奥里斯托弗的评论文章，里面说：

克什米尔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该土邦的地理位置，它位于几个国家边界的交接处，特别是包括苏联的边界。英美帝国主义的战略旨在把克什米尔转化成其军事基地链上的一颗链子，藉此它们可以尽最大可能来包围苏维埃联盟。它们尤其对北部的几个县——吉尔吉特、奇特拉尔和许多其他小封建公国感兴趣。印度分裂成两个自治领之后，克什米尔未来归属的问题就成为英国统治圈内焦头烂额的原因。印度那时的反动倾向还不如现在这样大白于天下，它的一个日益明显的趋势是脱离英帝国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另一方面，已经明确的是巴基斯坦将继续留在大英帝国内，因为这个自治领将完全依赖英美的支持。考虑到所有这些，英美战略制定者感到，如果它们想保留克什米尔作为一个战略军事基地，那就必须使它包括在巴基斯坦里面。

这篇文章把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根源归因于其地理位置，这是非常正确的。但该文也显示出苏联对印巴分治缺乏起码的了解，而且以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来对待克什米尔问题。

12月11日，联合国印巴委员会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提出新的建议，这是对8月13日决议案的补充：“(1)在印巴委员会同意下，联合国秘书长将推荐一位具有崇高的国际地位且赢得广泛信任的人担任公民投票行政官。他将由查谟和克什米尔政府正式任命；(2)公民投票行政官将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获得他认为所必需的权力，以便组织和实施自由而公正的公民投票；(3)公民投票行政官将有权任命他所需要的助理员和观察员；(4)土邦内所有民政当局和军事当局以及主要政治单位均须与公民投票行政官合作。”

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有导致印巴全面开战的危险，这将引发教派大屠杀，也可能会刺激旁遮普的锡克人寻求建立独立的国家。蒙巴顿催促尼赫鲁接受停火，他说：“因为无论内部压力多么大，上帝没有让你卷入战争，因为一旦开战你就不能控制其后果。”印巴双方同意印巴委员会8月13日的决议案和12月11日的建议以后，两国政府便分别授权自己一方的英籍总司令布歇将军和格莱西将军，发布在1949年1月1日停火的命令。

尼赫鲁的传记作者萨维帕里·戈帕尔说：“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的停火，排除了战争扩大的可能，为印度保证接受巴基斯坦的存在提供了实际证据，并有助于消除一些仍然潜伏于印度的真正的恐惧。”兰姆认为：“克什米尔问题得到解决，尽管是局部的和暂时的，这部分地归因于一个事实，在1948年末印巴军队的指挥官依然是英国人。巴基斯坦的格莱西将军和印度的布歇将军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尽管他们所服务的两个新国家之间的交往有限；随着印巴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前景增加，英国将军们强烈地提倡克制。毫无疑问，尼赫鲁和利雅格特两位也不愿看到他们新独立的政体被相互摧毁。最后，克什米尔的局势平静下来，联合国确实在其中发挥了相当的影响。”

印巴停火之后，在1948年8月13日决议案和12月11日建议的基础上，联合国在1949年1月5日又通过了一项决议案。旧方案要求设立公民投票行政机构，新决议案重点要求任命公民投票行政官。可是授予公民投票行政官的权力是如此之广，所掌握的人员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一旦来到克什米尔，他就会自动地变成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真正统治者。

1949年3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了美国前海军作战部部长五星上将尼米兹为克什米尔公民投票行政官。新决议案得到巴基斯坦的欢迎，却遭到印度的冷遇。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挑战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的合法性，而且还带有某种殖民主义的倾向，尽管是短时间的。杜鲁门总统和艾德礼首相建议，双方接受对他们关于联合国印巴委员会决议的不同解释进行仲裁，当尼赫鲁在8月31日对此予以拒绝时，联合国参与克什米尔争端的第一个阶段便告结束。

印巴分治之初，大批英籍官员得到留任，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政治尤其是军队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兰姆就此评论说：“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就其性质而言有点像是一场隐形的英国内战。英国的士兵、官员和政治家此时都罕有地以中立的态度直接卷入了南亚事务，尽管他们有着自己的同情心，但在实际行为中都竭尽全力做到公正无私。倾向某一方的因素是各不相同的。英国的左派总体而言偏向印度的观点，它被看作是南亚次大陆世俗的、社会主义的和民主的未来之基础；高层指挥官中的许多保守派则发现巴基斯坦强烈地吸引他们。但是，倾向某一方并不能单独依据其阶级或意识形态的基础来作分析。”尽管作为个人的英国官员各有偏爱，但作为整体的英国政府基本上执行了中立的政策，虽然它在不同阶段由于各种原因而有所倾斜。在开始的时候，因为对国大党和独立后印度的外交政策反感，因此英国的克什米尔政策稍微倾向于巴基斯坦；后来，由于巴基斯坦不足以维护英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而且印度以退出英联邦相威逼，它的克什米尔政策又转向中立而有利于印度。

1949年2月，联合国印巴委员会到达印度次大陆，随即着手草拟停战建议。4月15日提出停战建议草案，经修改后在4月28日正式提出。停火条件分为三个部分，主要内容是巴基斯坦从克什米尔撤出全部军队，印度撤出超出保安所需的部队，克什米尔北部地区留给地方当局管理。1949年5月18日，印度政府答复印巴委员会提出的停火条件，重申了它以前的立场：要求解除“自由克什米尔”武装，并不得把该问题与印度撤军联系起来；把北部地区包含在查谟和克什米尔政府控制之下。巴基斯坦对于这些基本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与印度的态度根本相反，认为它们与8月13日的决议无关。1949年7月27日，印巴双方经过艰难的协商，最终签署《卡拉奇协议》，确定了在克什米尔的停火线，它起自查谟和阿克努尔的西边，蜿蜒向北，到达蓬奇和乌里的西边，向东转弯到达卡普瓦拉的北边，然后到达卡尔吉尔正北的一个山峰。这条线向北拐，直达没有划定停火线的锡亚琴冰川。

停火线划定之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实际上就成为分别隶属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两部分，一般称作印控克什米尔和巴控克什米尔，克什米尔就这样分裂了。战争的结果是，巴基斯坦控制了克什米尔1/3的土地和1/4的人口，首府为穆扎法拉巴德。印度凭借自己全方位的优势尤其是军事优势，夺取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2/3的土地和3/4的人口，首府为斯利那加。印度夺得了克什米尔人口和经济的主要集中地克什米尔谷，确立了自己在克什米尔的战略优势。印度还控制了克什米尔境内的杰纳布河、拉维河的上游，它们对巴基斯坦的农业灌溉具有重要意义。

停火线划分之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正式分裂为巴控克什米尔和印控克什米尔，由于巴基斯坦对巴控克什米尔之间的整合进展良好，巴控克什米尔完好地融入了巴基斯坦整体之中，那里也就不存在国家认同问题了。印控克什米尔虽然在印度的掌控之下，却享有特殊的宪法地位，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它的独立倾向长期存在，造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克什米尔问题此后就沿着克什米尔争端和克什米尔危机的线索发展。










第三章 冷战阴影下的克什米尔(1949-1966)

引言

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之后，不但没有及时获得解决，反而被卷入全球政治大博弈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原来的反法西斯联盟很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进入遏制和反遏制的冷战，即资本主义世界围堵和社会主义阵营反攻的阶段。布热津斯基说：“虽然冷战的参加者是新角色，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它仍然是海洋大国和占支配地位的内陆强国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古老的、几乎是传统的、无疑也是地缘政治的冲突。”他认为，欧亚大陆是东西冷战的中心重点，也是这场争夺的地缘战略焦点和地缘政治的目标。他还认为，争夺欧亚大陆是一场全面的斗争，同时在东欧、远东和西南三条战线进行。三条战线上都有两三个地处战略要冲的重要国家，其中西南战线是伊朗或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

东西方集团对峙之初，克什米尔在冷战中处于边缘地位。随着局势的发展，克什米尔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陡然重要起来，克什米尔问题也卷入并成为全球冷战的一部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冷战的两大主角美国和苏联不但改变了以前对克什米尔问题的冷淡态度，反而积极地参与进去，最终使得南亚地区形成“四国双对抗”的政治格局。这种格局并不利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反而使它变得更加复杂，最后又因为无所助益而土崩瓦解。在近半个世纪的演变过程中，冷战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起初的双方(东西集团)博弈逐渐向后来的三角(美苏中)游戏转变，这些都必然地牵引着克什米尔问题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章将详细地考查和分析这个过程的演进。

第一节 冷战阴影降临克什米尔

出于冷战的需要，英美非常看重克什米尔的战略地位。1948年，印度记者约琴德拉·班纳吉在作战地访问时说：“从战略上讲，克什米尔显然是印度次大陆最重要的部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上世纪起，英国就一直绞尽脑汁地把与阿富汗、中国和俄罗斯三个邻国交界的克什米尔北部地区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英国和美国目前也在微妙地施展手脚，以便在强权政治博弈中把同一地区置于它们的联手控制之下。”

一、联合国多轮调解的失败

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地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宣布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亚洲的地缘政治形势因此再次发生重大改变，东西方冷战在亚洲中部的前沿战线，陡然由中亚下滑到南亚和东南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有着星火燎原之势。美国共和党借此攻击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使美国失去了中国。尽管杜鲁门总统辩解美国从来就不曾拥有中国，但他也认识到必须遏制亚洲的共产主义扩张势头。克什米尔于是变得对美国重要起来了。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新疆的局势并不稳定，西藏甚至还没有得到解放，尼泊尔的局势也动荡不安，这些都让西方国家心急如焚。美国当时不仅担心尼泊尔可能发生共产主义革命，而且还企图利用新疆和西藏的乱局干涉中国的内政，影响中国的政局发展。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攻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魅力，美国急切地想把南亚纳入西方遏制共产主义世界的体系。印巴两国的大量军队被束缚在克什米尔已有两年之久了，美国官员觉得这种局势削弱了对东南亚和中东所有战略规划的基础。美国希望印巴和解，于是开始加强对克什米尔问题的调解。

美国千方百计地拉拢印度，但尼赫鲁政府不为所动。1946年9月7日，担任刚组建的英印过渡政府副主席不久，尼赫鲁在阐明外交政策时就说：“我们打算尽可能地远离党同伐异的强权政治，它们在过去引发了世界大战，而且有可能再次导致更大规模的灾难。我们相信，和平与自由须臾不可分割，否认和平的地方必将危害自由，也将导致冲突和战争。”基于这种思考，尼赫鲁在外交方面制定了“不结盟”的政策，把它与世俗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列定为印度的四大国策。尼赫鲁认为“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最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但它并不是中立自闭或消极无为，它意味着印度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对国际事务按照印度的利益作出判断、采取行动。不结盟的核心是不加入对抗性的军事同盟，这反映了二战后赢得独立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两极格局下要求世界和平和自身安全与发展的良好愿望，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容易产生共鸣，很快形成了颇具影响的不结盟运动。尼赫鲁认为，加入军事集团违背了印度独立的初衷，因此坚定地拒绝了美国的引诱和拉拢。

印度地处东西方之间，其地缘战略位置使它在东西方国家关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世界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使得尼赫鲁相信，“有些国家可能会觊觎印度，但其他国家会行动起来阻止这种可能。没有任何国家会允许其他国家取得对印度的统治权，如果一旦发生侵略，其他所有的国家就会阻止和挫败侵略者，这种对抗本身就是使印度免遭侵略的最好保证。”

同时，“不结盟”政策也是印度国力弱小的一个表现。1956年，尼赫鲁访问美国，与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了会谈。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说：“尼赫鲁坚持认为‘中立’还有另一好处。印度与中国有一千一百英里的共同边界。想维持这条边界的防卫力量是很费钱的，这只会使印度完全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饥饿和疾病则会使这个国家更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渗透。印度保持中立提出的最后一个理由是，任何一个放弃中立而参加某个防卫组织的国家，都应当能够担负自己的一份义务。印度完全无力按其人口和地理面积来相应地武装自己。印度和自由世界的任何明确结盟都只会削弱而不是加强这个结盟。”

由于西方国家频繁地制造战争，尼赫鲁尤为看重亚洲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作用。独立前不久，印度政府组织在德里召开了一次亚洲关系会议。1947年3月23日，尼赫鲁在会上说，“在过去太长的时间里，我们亚洲人总是向西方的宫廷和大臣祈求。这样的历史必须成为过去。我们打算独立自主，并与所有准备与我们合作的人合作。我们不想成为别人的玩物。在世界历史的这一紧要转折关头，亚洲必然要扮演重要的角色。亚洲国家不能再当作抵押物而被他人利用，在国际事务中它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政策。欧美对人类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赞扬和尊敬，并大量地向它们学习。但西方也把我们带入数不胜数的战争和冲突中，即便在当前也是如此，在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以及原子时代已经降临的今天，他们还在谈论更精深的战争。在当今的原子时代，亚洲必须有效地维护和平。除非亚洲能够承担自己的职责，否则将无和平可言。”1949年初，由于西方国家支持荷兰对印度尼西亚的殖民主义，尼赫鲁专门组织了一次亚洲会议，推动印度尼西亚问题的解决。





美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打算用武力干涉亚洲事务，增加了在亚洲发生新战争的危险。在这种背景下，尼赫鲁希望通过中印合作以确保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于是印度不顾美国的压力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由于法国和荷兰在亚洲的殖民主义遭到挫折，美国的亚洲政策更加倚重印度，便邀请尼赫鲁访美；印度也有求于美国，尼赫鲁便欣然接受邀请。1949年10月11日－11月7日，尼赫鲁对美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访问。10月20日，中国的解放战争和尼赫鲁的访美行程都还在进行中，《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美国需要尼赫鲁协助使印度加入包围苏联－中国心脏地带的海洋国家”的文章，里面说到：“新德里的某些人物说，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国家——从英国一直到印度尼西亚——必须共同合作来对抗环绕着苏联的‘心脏地带’的国家。在他们看来，印度的任务是把守住印度洋的钥匙阵地。”杜鲁门政府本打算利用这次机会消弭两国之间的分歧，但由于双方立场差别过大而没有获得成功。1950年4月1日，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对美国的遏制政策来说，印度的不结盟政策是一个巨大的障碍，遭到它们的恶毒谴责。

1949年12月12日，联合国印巴委员会的四个委员(美国、比利时、哥伦比亚、阿根廷)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提到三个问题：(一)“自由克什米尔”军队的处理，(二)从克什米尔土邦撤退正规军，(三)成为解决争端主要障碍的克什米尔北部地区的防务和行政权。安理会在12月17日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安理会主席与印巴两国进行非正式会谈，在双方满意的基础上谋求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办法。依据这项决议，安理会主席加拿大人麦克诺顿将军提出了几项建议，在22日交给印巴两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并在29日向安理会报告。麦克诺顿的主席之职在12月31日到期，但被要求继续进行调解工作。1950年2月3日，他提交了最后报告。报告共有6条，主要内容是在去军事化的条件下，印巴达成协议通过公民投票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应该任命一位联合国代表监督非军事化的执行。其中第2条“去军事化为公民投票做准备”遭到印度的强烈反对，其内容如下：

(1)去军事化方案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巴基斯坦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撤退自己的正规军，印度撤退超出维持停火线自己一边治安所需的正规军；裁减和解散地方武装，即克什米尔土邦的军队和民兵，以及“自由军”的武装。

(2)“北部地区”的武装也应包括在上述去军事化过程中，而其行政权应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仍归现存地方当局行使。

细读麦克诺顿建议的条文可以看出，联合国印巴委员会以前对印度政府所作的全部保证都一笔勾销了。第一，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政府对停火线以外地区的主权实质上已被否认了；第二，“自由克什米尔政府”(即“现存地方当局”)在这些地区的行政权却得到确认。第三，由于克什米尔土邦的军队和民兵也要解除武装和解散，建议中的解除和解散“自由军”武装的作用被抵消了。第四，印度对取得北部地区防务和行政权的要求已被永久撤销了。因此，麦克诺顿的方案在巴基斯坦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但遭到印度的拒绝。理由是，它在实际上暗示着“自由克什米尔”概念合法化。

1950年1月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批评印度不明白迅速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重要性。尼赫鲁认为，美国试图威胁印度，对艾奇逊说出那样的话感到非常不满。联合国调解的失败以及印美两国在朝鲜战争上的分歧使美国对印度的态度强硬起来。印度则反对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北纬38度线以北地区进行战争，给中国参战以道义上的支持，拒绝联合国宣布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在此前的4月3日，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有关南亚的文件中建议，鉴于巴基斯坦对美国的支持，美国应该采取更加亲巴的态度，对于印度在克什米尔上的“不灵活态度”，“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印度就有可能成为亚洲继日本之后的帝国主义国家”，而“组织一个在巴基斯坦领导下的对美国友好而强大的穆斯林集团则有可能为南亚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均势”。美国邀请巴基斯坦总理阿里·汗在1950年5月访美，此举既是为了防止巴基斯坦倒向苏联，也是对印度态度的一个表现。

1950年4月12日，安理会任命著名法学家澳大利亚前驻华盛顿特命全权公使欧文·迪克松为第二个克什米尔问题调停人，他在5月27日抵达次大陆。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之后，迪克松在9月15日向联合国提交了自己的建议报告。他认为在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范围内进行公民投票已经不可能，于是提出了分治、地区公民投票和联合国管理克什米尔谷的办法。兰姆说：“克什米尔被划分为四个主要地区：查谟、拉达克、整个克什米尔谷(包括自由克什米尔的穆扎法拉巴德地区)，最后是吉尔吉特专区及其所依附的巴尔蒂斯坦。对于目前旧蓬奇贾吉尔和查谟位于停火线自由克什米尔一侧的许多县似乎依然保留给巴基斯坦，没有成为建议的一部分。……其他地区容易归并，克什米尔谷将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将成立一个印巴边界委员会来划定新的国界。”迪克松坚信这是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唯一方案。尼赫鲁对这个计划感兴趣，自信有谢赫·阿卜杜拉的支持，克什米尔谷将加入印度；利雅格特也愿意接受分区公民投票的方案，但双方在克什米尔谷归属这一核心问题上都不愿意作出让步。





虽然印巴两国愿意接受分区公民投票的计划，但谢赫·阿卜杜拉对此予以坚决反对，他认为任何分裂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计划将导致那里出现前所未有的教派紧张。1950年10月末，国民会议党在斯利那加召开大会。会议强烈反对分裂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宣称克什米尔人民的统一和有机完整绝对不能遭到破坏。会议宣布，美国所操纵的联合国并没有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而只是使它久悬不决，致使损害了克什米尔人民的幸福及其国家的前途。因此会议在10月27日通过决议要求：根据成人投票权，召开最高权力的制宪议会来决定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将来的政体和归属，以及取消地主土地所有权的赔偿问题。这是对美国和英国的直接挑战，反对它们要把克什米尔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军事战略要点。

继麦克诺顿之后，迪克松的调解也失败了。1951年1月，巴基斯坦把克什米尔问题提交给英联邦总理会议斡旋。这个时候，西藏已经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巩固。美国对这次会议施加强大的压力，要求花更多钱加强备战并建立反华统一战线。它们的主要目标是让英联邦会议达成一致的计划，以印度为主要基地缔结《太平洋公约》，直接反对新中国以及东南亚人民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印度反对在英联邦总理会议上正式讨论克什米尔问题。因此，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亚四国总理在1月16日进行了非正式会谈。澳大利亚总理孟希斯认为有限公民投票或许是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最好的办法，他建议英联邦派军队到克什米尔去维持安全，并表示澳大利亚愿意出兵。尼赫鲁表示，印度反对巴基斯坦把“两个民族理论”强加于克什米尔；艾德礼批评了尼赫鲁的观点，建议根据宗教基础来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利雅格特表示，尽管巴基斯坦愿意接受地区公民投票，他还是坚持要进行全土邦公民投票。这次会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2月12日，尼赫鲁在印度议会讲话中正式拒绝接受英联邦军队进驻克什米尔，因为印度不能接受外国军队驻扎在自己的领土上。

英国和美国对印度的态度很不满意。1951年2月21日，它们在安理会正式联合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派遣外国军队进驻克什米尔，以维护那里的去军事化和公民投票进程，印巴若有分歧则由联合国代表仲裁。这项计划遭到苏联驻安理会大使马利克的批评：“英美两国加塞的要求派遣联合国成员国的军队去保护克什米尔的去军事化和公民投票的提案，剥夺了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企图用它们制定的解决方案代替之。所谓的联合国赞助下举行的公民投票，不过是英美代表监督下的公民投票，而且还是在英美武装的控制下进行。”印度更是激烈地反对这项提案，坚决不允许派遣外国军队到克什米尔去。印度认为，英国和美国对待克什米尔，很少从克什米尔人民的观点去考虑，而过多从把它作为在另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可能的反苏战略基地去考虑。在美国的指导下，一个地方性的克什米尔争执已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国际问题，倒霉的是克什米尔人民，造成这种情势的责任主要在于美国。

由于印度的强烈反对，英美代表便在3月21日提出一项修正案，把驻扎外国军队和在不同地区实行差别监督的内容删除了。修正案要求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1948年8月13日和1949年1月5日决议案的基础上，在克什米尔实现非军事化。1951年3月30日，安理会通过了这项修正案，删除了由外国控制克什米尔政府的内容。这并不是简单地删掉几句话，而是表示英美策略的转变。新策略旨在尽早把公民投票行政官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安置到克什米尔去；把联合国观察员的人数增加到几千人，并且配备适宜的武器。

4月30日，联合国任命第三位调停者、美国劳工部的前任国防人力顾问弗兰克·葛拉罕为新的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代表。从1951年6月到1953年2月，葛拉罕与印巴代表先后举行了五轮会谈，对在克什米尔去军事化、停火线两边保留驻军、公民投票行政官就职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建议，竭力协调印巴两国的分歧。1953年3月，葛拉罕得出了与其前任迪克松相同的结论：除非印巴两国同意解决争端，任何外来的调解都不会成功，联合国印巴委员会的所有报告只不过是记录下争执双方的分歧。同年12月，美国对克什米尔争端解决的可能性彻底失望，美国国务院对印度否定联合国几乎所有建议感到非常沮丧，然而，南亚地区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又排除了美国对印度采取高压政策的可能，除了对尼赫鲁的立场提出批评外，它就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美国决策者感到改变中立政策将会导致印度怨恨，有可能把它推向苏联一边，因而是不明智的。





二、克什米尔独立的国际阴谋

社会主义势力在亚洲的壮大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感到恐惧，它们担心社会的主义力量进一步在亚洲和全球发展，而急于寻找应对之策。自从乔治·凯南提出“遏制”政策之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全方位遏制苏联。1948年，美国制订了“兴都库什行动计划”，企图在南亚一带围堵苏联。它以技术和经济援助的方式企图拉拢并控制阿富汗，这反而更加把它推向苏联的怀抱。此外，克什米尔问题在联合国长期得不到解决，围堵社会主义国家的亚洲中部战线就洞开着，迟迟不能合龙。

为了把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围墙完全砌起来，进而威胁苏联和中国，美国和英国决心铤而走险，支持克什米尔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藉此实现此前所策划方案的未竟目标。但纵使美英有心支持克什米尔独立，作为远离大海的亚洲腹地内陆区，若无内部的响应，这样的计划也难有施行的可能。美英这一阴谋的内部接应者就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谢赫·阿卜杜拉及其支持者。

谢赫·阿卜杜拉虽然支持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但他并不支持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并入印度，而且还追求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独立。1948年初，谢赫·阿卜杜拉在联合国参加克什米尔问题的答辩。1月28日，他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瓦伦·奥斯丁进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瓦伦·奥斯丁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电报中汇报说：“阿卜杜拉访问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使美国知道还有第三个选择，也就是独立。他看起来过于焦急地要传达这一观点……他不想让他的人民受印巴争执之累。如果克什米尔独立，并能得到美国和英国在国家发展方面的援助，情况将会更好。当然，我没给阿卜杜拉沿着此线发展的任何鼓励，而且我相信，在离开之际他已经很好地理解了我们对这整个问题的立场。”这个时候，因为还在争取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西方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阵营，美国并不支持谢赫·阿卜杜拉的克什米尔独立计划。

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开始对谢赫·阿卜杜拉的独立计划给予模糊支持。1949年春天，与美国驻印度大使在斯利那加会见之后，谢赫·阿卜杜拉好像得到一种印象，与他1948年在纽约被告知的相反，美国和英国将会赞同克什米尔独立，并为它提供国际保障。谢赫·阿卜杜拉也开始含含糊糊地宣扬克什米尔独立的计划。1949年底，谢赫·阿卜杜拉第二次访问美国，他的计划得到了美国的鼓励。在纽约时，他与巴基斯坦驻联合国代表乔杜里·阿赫默德取得联系，并对后者说，要印度人离开克什米尔的唯一途径是赞成克什米尔独立。他据理力争说，英国人和美国人决不会冒疏远印度的风险而支持巴基斯坦。谢赫·阿卜杜拉访美返回克什米尔之后，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到那里与他进行磋商。

克什米尔独立计划得到美国明确支持之后，谢赫·阿卜杜拉变得大胆起来。1951年11月5日，他在克什米尔制宪议会里公开宣称，应该把克什米尔建成“东方瑞士”。为了寻求国际支持，他在1952年1月出访西欧国家。谢赫·阿卜杜拉和西方国家勾结，企图建立独立克什米尔国的阴谋，引起了苏联的警惕。1952年1月17日，苏联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马立克在发言中说：

1950年10月，国民会议党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建议召开制宪议会以决定克什米尔土邦的未来及其从属关系。英美立即干预此事，以防克什米尔人民决心选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且独自决定他们国家的从属关系。它们匆忙向安理会兜售一项决议，宣称克什米尔制宪议会的召集，及其可能采取的决定克什米尔土邦未来的行动，对克什米尔的地位没有影响。

马立克指责英美干涉克什米尔问题是想在那里获得军事落脚点以对付苏联，他把葛拉罕形容为五角大楼的秘密代言人。尼赫鲁的传记作者戈帕尔就此评论说：“这是苏联在安理会第一次采取积极的态度，批评英美的克什米尔政策。这使尼赫鲁处于尴尬之中，因为这使克什米尔成为冷战竞争的一部分，并僵化其他国家的立场。”

谢赫·阿卜杜拉访问欧洲之后返回克什米尔。1952年3月23日，他在克什米尔制宪议会上说：“为讨论起见，假设人民不批准加入印度，那么，决不能推论说克什米尔当然要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在法律上和宪法上不能发生这样的事。可能发生的，倒可能是这样：克什米尔土邦恢复它在加入印度以前所享有的地位。我们要把这一点弄明白。”

1952年，克什米尔制宪会议进行选举，国民会议党获得大规模胜利，这使尼赫鲁对公民投票的前景感到更为乐观，并与谢赫·阿卜杜拉讨论在克什米尔进行排除“自由克什米尔”的公民投票可能。联合国可以核查准备好了的选举人名单，然后进行公民投票。印度军队将驻守在停火线附近，提防公民投票遭到袭击。但是，谢赫·阿卜杜拉准备让一些巴基斯坦和“自由克什米尔”的著名人士来参加讨论，以便在“自由克什米尔”进行公民投票时他能够获得同样的便利。





在某种意义上说，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度国内穆斯林群体总问题的一部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内以及印度国内的教派主义助长了谢赫·阿卜杜拉的独立思想。国民会议党执政之后，开始执行“新克什米尔”计划，打算无赔偿地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废除克什米尔的君主世袭制。因为印度宪法第31条规定，如果不支付适当的赔偿，就不能剥夺私有财产的所有权，所以除非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享有完全的内政自治权，不受印度宪法这一条文和其他类似条文的限制，土地赔偿委员会的建议才能付诸实行。鉴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特殊情况，印度制宪议会在1949年10月17日制定了专门针对它的宪法第370条(参见附录Ⅱ)，使它在印度联邦内享有特殊地位。克什米尔享有广泛的自治权，联邦的权力仅限于《加入文件》所规定的国防、外交和交通三方面，其他权力归土邦所有，中央在该土邦行使权力首先应该得到土邦议会的授权。纳武拉卡说：“印度之所以做出如此安排，是因为起初战争仍在进行……土邦里有些地方仍然控制在起义者或敌人手中。印度还和联合国纠缠于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1953年修定的《印度刑法典》还特别规定，“印度”意指不包括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在内的印度领土。

查谟和克什米尔君主制的废存涉及印度的乙部邦乙部邦(Part B States)，印度共和国成立后，印度逐渐把许多大大小小的土邦改土归流，由土邦组建的邦就叫作乙部邦，在英属印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邦叫作甲部邦。问题。因此，国民会议党的无赔偿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君主制和有限加入印度的政策，遭到土邦内外印度教教派主义分子的猛烈抨击，夏雅马·普拉萨德·穆克吉、塔拉·辛格等人领导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企图迫使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完全加入印度，退而求其次也要把非穆斯林占多数的查谟和拉达克两省分裂出来并入印度。印度的教派势力非常偏激，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印度教徒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印度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捍卫者，穆斯林则是叛国者和异类。利雅兹认为：“教派主义者的真正目的是，因为尼赫鲁偏袒穆斯林，想以此为难他并把他赶下台。”

教派主义势力并没能把尼赫鲁赶下台，却加剧了谢赫·阿卜杜拉的忧心，也使他的克什米尔独立计划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在给尼赫鲁的一封信中说：

我不禁对自己失去信心。很明显，印度有股强大的潮流，那些人根本不在乎您所看重的把联邦建成一个真正世俗国家的政策，也不在乎您的克什米尔政策……我多次说过，我们之所以加入印度，是因为我们看到印度有两颗希望之星，也就是甘地先生和您自己，尽管我们和巴基斯坦有那么多的联系，但我们没有加入它，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计划与他们的政策不相符合。但是，如果我们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能按自己的路线来建设我们的邦国，这些路线与我们的特征相符合，那我将如何回答我的人民，如何面对他们。

谢赫·阿卜杜拉认为教派主义者的行为违背了《加入证书》，并且在查谟地区屠杀穆斯林。他的传记作者R·N·考尔说：“谢赫·阿卜杜拉感到困惑并认识到，不但查谟和拉达克在滑离他的控制，甚至于克什米尔的穆斯林也在失去对他的信任。”1952年4月10日，他公开地说：“如果印度的教派主义死灰复燃的话，那我们将如何让克什米尔的穆斯林相信印度并不想吞并克什米尔。……这样发展下去将导致中断克什米尔加入印度。”有学者认为：“谢赫·阿卜杜拉大无畏而坦诚地表达了他的担心。这是一种自然的率性流露，因为他缺乏真正政治家那种对自己观点隐而不宣的品质。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他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丝毫也不考虑这些意见可能会被歪曲。由于相信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他真的想要取消加入印度并使克什米尔独立。”

克什米尔与印度的关系处于紧张之中，为了消除两者之间模糊的法律关系，1952年7月24日，尼赫鲁与谢赫·阿卜杜拉签订了《克什米尔协议》，重申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在印度具有特殊的宪法地位，土邦制宪议会有权利制定克什米尔的宪法和邦旗。这份协议最重要的结果是暂时地消除了逐渐紧张的、让帝国主义国家有机可乘的印度和克什米尔之间的危机。





《克什米尔协议》给印度人民争取废除封建制度、废除王公政权很大的推动力，许多人援引此例，要求扩大到其他乙部邦。印度右翼激进政党查谟人民协会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一个总统、一面国旗、一部宪法”的口号。1952年11月23日，人民协会在此口号下，发动了新的骚乱。印度政府邀请谢赫·阿卜杜拉前往新德里，商谈解决克什米尔新出现的危机。谢赫·阿卜杜拉拒绝前往新德里，申明他完全遵守《克什米尔协议》。他不仅谴责骚乱者和进行教派性造谣中伤的印度媒体，甚至责备印度政府也没有明确宣布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地位不容进一步改变。

1953年3月，葛拉罕宣布他对克什米尔问题的调解失败了。葛拉罕的失败意味着，美英企图通过联合国调解来解决克什米尔争端，促成印巴两国和解，进而把它们纳入西方安全体系去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努力彻底失败了。因此，从1953年5月初开始，美国公开地支持克什米尔独立的计划。6月23日，教派主义分子的领袖夏雅马·普拉萨德·穆克吉庾死狱中。他的死亡被指控为玩忽职守甚至谋杀，要求进行公正的调查。一场情绪风暴把许多并非其政治支持者卷入到一场对尼赫鲁和谢赫·阿卜杜拉的严厉批评之中。7月13日是克什米尔的“烈士节”，谢赫·阿卜杜拉在这一天说：“如果我发现，通过维持独立我们能取得进步和繁荣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宣传这种主张。如果我认识到，通过加入巴基斯坦我们能够走向前进的话，那么任何力量也不能压制我表达这种想法。”印度担心谢赫·阿卜杜拉与巴基斯坦相互勾结，进行不利于印度的活动。阿拉斯太尔·兰姆说：“实际上，无人能保证他不会与巴基斯坦的政治家达成协议，在真纳于1948年9月11日去世之后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克什米尔的元首卡兰·辛格认为：“谢赫·阿卜杜拉确实期望国际社会向印度施加压力，给予克什米尔事实上的独立地位，明显地这是他为什么坚持执行《克什米尔协议》的原因，它将进一步使克什米尔邦与中央的关系具体化。”谢赫·阿卜杜拉与印度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1953年8月9日，卡兰·辛格下令把他逮捕解职，副总理巴克希·吴拉姆·穆罕默德取而代之。

谢赫·阿卜杜拉的被捕是必然的。克什米尔独立缺乏地缘政治作基础，周边国家即便是巴基斯坦也不支持这一计划。后来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一个独立的克什米尔于事无补。任何形式的共管实际上也行不通。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利益将起冲突，如果两国军队都派驻克什米尔，两军也会冲突。一个独立的克什米尔将成为国际阴谋颠覆的温床，从财政或军事方面来说是不可取的。

尽管谢赫·阿卜杜拉的撤职与被捕从宪法角度讲并不违法，但印度对克什米尔道义上的要求却被削弱了，考虑到国内的教派暴乱，尼赫鲁再也不能确信能得到克什米尔人民对印度的支持。谢赫·阿卜杜拉的被捕，在克什米尔引起了骚乱。1953年7月，尼赫鲁访问卡拉奇，与巴基斯坦上任不久的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博格拉签署了《卡拉奇协议》，双方保证用和平方式解决克什米尔问题。8月17－20日，穆罕默德·阿里·博格拉回访新德里，两国就公民投票行政官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应在1954年4月底任命。这是印度立场的一次彻底转变，因为这是它首次同意明确时间正式任命公民投票行政官。借助这两次访问，印度平息了因逮捕谢赫·阿卜杜拉而在印控克什米尔引起的骚乱。

1953年9月2日，苏联的《新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克什米尔的局势：“众所周知，通过其代理人前总理谢赫·阿卜杜拉，华盛顿旨在推行一项把克什米尔一分为三的计划，一份归印度，一份归巴基斯坦，第三份克什米尔谷将成为一个美国保护下的‘独立’国家。美帝国主义者企图把克什米尔谷变作其战略桥头堡，该计划应据此加以评估。印巴协议对美国代理人而言可谓釜底抽薪，摧毁了他们的破坏性能力，并使美国丧失了一个公开干涉印巴关系的借口。该协议允诺通过符合各民族皆有自决权之民主原则的公民投票手段来和平地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这无疑是印度、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里热爱和平者的一个胜利。”





三、南亚冷战格局中的克什米尔

谢赫·阿卜杜拉的被捕意味着“独立克什米尔国”成为空中楼阁。此外，1953年7月27日，美国被迫签订了《朝鲜战争停战协定》；8月21日，苏联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是亚洲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地缘政治形势转变，社会主义不但没有被扼杀，反而愈战愈强。巴希尔·艾哈默德说：“朝鲜战争使得美国官员确信，冷战在亚洲比在其他任何地区都有可能变成热战。它对美国亚洲政策的另一大影响是，尽管战争消耗了美国大量经济资源，绝大多数亚洲国家并不因此感谢美国。美国在朝鲜战场实际上几乎是孤军奋战，集体安全失败了。当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时，美国在亚洲更倾向于依赖地区结盟而非集体安全。”美国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用心不死，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开始实行与巴基斯坦缔结军事同盟的政策，以期在亚洲南部围堵社会主义国家。

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巴基斯坦和印度相比处于劣势，它若想加强自己的防卫，唯有寻求世界大国支持才有保障。因此，巴基斯坦也有与美国缔结军事结盟的愿望。1953年11月12日，巴基斯坦总督吴拉姆·穆罕默德访问美国时，与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式缔结了美巴军事同盟。这项举措遭到美国时任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的反对。1953年12月21日，他写信给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告诫美国不要同巴基斯坦签订军事条约，他说：

这将给苏联以极好的选择。为了同我们对巴基斯坦的援助相较量，苏联人肯定会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这种援助还会得到支撑印度“五年计划”的苏联大量经济援助和支持。……美巴武器协定即将签订的传说日见增多，印度共产党抓住这个机会煽动群众，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向苏联购买“防御性”武器。为了不使印度共产党利用这个制造问题，尼赫鲁于1953年12月底发表演说，以会把冷战带到印度自己的边界上来为理由，强烈反对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

这封信表明，美国是在无其他更好选择的情况下，采取与巴基斯坦结盟的政策，试图实现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目标。

苏联成功地爆炸了氢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美国着手准备“大规模报复战略”。1954年1月12日，约翰·杜勒斯具体阐明了这一战略。他宣称，美国将不再被迫打无数个朝鲜战争式的花费巨大、旷日持久的有限战争而不得使用核武器；相反，美国从此将保留“用我们选择的任何手段，在我们选择的任何地区”，而自由地对它所认为的侵略行为运用核武器进行报复。

1954年2月22日，巴基斯坦正式请求美国根据共同安全援助计划给予军事援助；2月2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的协定。前一天，他让美国驻印度大使艾伦向尼赫鲁转交了一封公开的个人信件，对美国的行为进行解释，内中说：“我们建议做的和巴基斯坦同意做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针对印度。而且我公开地确认，我们对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任何国家的援助，如果在侵略中被误用来直接反对另一个国家，我将根据宪法赋予我的权力，立即在联合国内外采取适当行动来挫败这种侵略行为。”这是一些空洞的保证，印度当时就予以揭露：

美国给巴基斯坦的军事装备同其所说的军事目标毫不相关。如果实际上旨在把巴基斯坦军队变成美国发起的防卫体系之一部分，以阻止苏联或中国通过喜马拉雅山脉或兴都库什山脉的军事活动，那么它应该谋求适合于山区作战的装备。但是，美国供给巴基斯坦的装备——坦克、汽车牵引的大炮——却只适用于比较平坦的地形，换句话说，适用于印度北部平原。而且，巴基斯坦政府一开始就明白的表示，它同苏联或中国都没有什么争执，并且私下承认，它的扩军实际上是针对印度的。

从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的武器援助来看，它至少有部分惩罚印度的意图。而且，印度政府也根本不相信艾森豪威尔的个人保证。3月1日，尼赫鲁在印度议会说：“我们知道，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侵略往往发生了却遭不到遏制。六年半前在克什米尔发生的侵略具有可怕的结果。……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有可能会促进和滋长侵略。”

美国的黩武主义使尼赫鲁忧心忡忡。印度对巴美军事结盟迅速做出反应，决心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发展亚洲的和平力量。印度与中国从1953年开始进行会谈，拟取消印度从英国那里继承来的在中国西藏地区的特殊权益。1954年4月29日，中印正式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印度放弃继承英国在藏非法权益；5月19日，美国和巴基斯坦签订《共同防御援助协定》。6月24日至2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受邀请第一次访问印度。中国时任驻印大使馆二秘裴默农说：“尼赫鲁在日程中安排了陪同周恩来访问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的活动，其用意十分明显。尽管当时中印的关系很好，但周恩来以时间匆促为由，婉言谢绝了。尼赫鲁在会谈中详细陈述了印度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要求周恩来在适当的场合说几句同情的话。周恩来又答以中国政府对此问题尚待研究，一时难以表态，希望谅解。”在这次访问过程中，两位总理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巴方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希望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作同情巴方的表态，同样被周恩来委婉地拒绝了。





9月6－8日，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新西兰和巴基斯坦八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外长会议，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因在马尼拉签订，又称作《马尼拉条约》)，组建了针对共产主义的军事集团“东南亚条约组织”。美国当初也邀请印度参加该组织，遭到尼赫鲁政府的拒绝。9月29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对此解释说：“参加马尼拉会议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不结盟’的基本政策。我们不能放弃那项基本政策，这项政策，我们执行了这么多年，不能因为仅仅参加那次会议而放弃它。”尼赫鲁极为清醒地认识到，巴美军事同盟将把外部势力引入南亚地区，把南亚拖入冷战，从而使它处于核战争的危险之下。但利雅兹认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尼赫鲁担心美国会利用与巴基斯坦结盟的关系迫使印度放弃不结盟政策，使其独立白费，从而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尼赫鲁不仅反对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还主张建立和平区以抵制美国在亚洲的冷战。10月19日，尼赫鲁以印度总理身份开始第一次访华。这一切都说明，印度不仅没有参与遏制中国，反而发展对华友好关系。

除去印度坚持“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因素之外，巴基斯坦和美国缔结军事同盟还有着其他因素起着内在的推动作用，那就是巴基斯坦与苏联在南亚地缘政治利益上的相斥性。以前属于苏联现已独立的哈萨克斯坦的学者阿基姆别科夫说：“英印帝国的解体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新民族国家的成立，急剧地改变了南亚次大陆的地缘政治形势。大规模印巴冲突尤其是两国因克什米尔土邦的归属而引起的军事冲突，让人有理由设想，未来巴基斯坦的一切利益将服从于同印度争霸的全局任务。所以，在客观上巴基斯坦对自己同阿富汗接壤的西北边境省形势的尖锐化问题不感兴趣。与此相适应，在新条件下保持莫斯科在阿富汗影响的继续存在和集中注视印巴冲突首先是符合苏联的安全利益的。原则上，阿富汗是苏联在该地区地缘政治影响和安全体系的关键因素。基本上，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莫斯科在印巴冲突中偏爱印度。这样就给苏联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安全附加了额外的安全系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因杜兰线分歧而存在“普什图斯坦争端”普什图人(Pashtuns)，居住在阿富汗东南部和巴基斯坦西部的一个民族，信奉伊斯兰教。根据1985年的统计，约有2460万人口，其中居住在阿富汗南部和东南部的居民约900万，占阿富汗总人口约53％；居住在巴基斯坦西部的约1400万人，占巴基斯坦总人口的16％，又称为“帕坦人”(Pathans)；还有约10万人居住在伊朗境内。19世纪后半期，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在中亚对峙，为了避免直接接触而实行缓冲国政策，阿富汗即为两国之间的缓冲国之一。1893年，英印帝国与阿富汗划定两国之间的边界线，以当时英国政策的执行者杜兰上校得名为“杜兰线”，现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边界线。为防止普什图山地部落人民威胁印度边疆，英印政府通过“杜兰线”将阿富汗东南部普什图族山地部落数百万人民划归自己一边。阿富汗政府不承认杜兰线，从而造成后来长期影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关系的“普什图斯坦争端”。。出于确保苏联在南亚和中亚的利益以及安全，苏联政府把阿富汗作为苏联南亚政策的战略支点。因此，苏联在印巴冲突中应该支持印度，使巴基斯坦分心而无暇顾及与阿富汗之间的杜兰线争端，避免使苏联陷入困境。此外，苏联还对穆盟长期与英国人合作表示反感，认为它追求印巴分治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直到1948年才承认巴基斯坦是一个独立国家。苏联境内存在许多民族，民族矛盾虽然遭到压制，但并未消失。这也是苏联反对穆盟主张的原因之一。所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巴苏两国亲近先天就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美国与巴基斯坦缔结军事同盟，这使印度与它渐行渐远。1955年1月，国大党宣布在印度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同时，印度参与发起在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召开万隆会议，并坚决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促成亚非人民大团结，向新老殖民主义者示威。巴基斯坦和美国结盟，其用意主要不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而是为了增强抵御印度的实力。

穆罕默德·阿里·博格拉是巴美结盟的主要设计者，1953年至1955年担任巴基斯坦总理，后来改任外交部长。裴默农说，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与穆罕默德·阿里总理会晤，向他表示，中国担心美国利用巴基斯坦的军事基地发动侵略战争。阿里总理郑重声明，巴基斯坦怀有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巴参加两个条约组织以及同美国签订的军事协定完全是为了防御邻国的侵略，并不是针对中国的。他还庄严保证，如果发生美国的侵略战争，巴决不参加，例如对朝鲜的战争，巴就没有参加。周恩来随后在万隆会议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了阿里总理的上述保证，阿里总理当场欣然予以确认”。巴基斯坦多次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保证不会参加西方针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962年3月19日，巴外交部就参加军事条约问题向中国正式提交备忘录，表示巴基斯坦参加几个条约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自卫，这不是针对巴基斯坦切望与之加强友好关系的伟大邻邦中国。巴美缔结军事同盟的目的既然迥异，这场缺乏地缘利益作基础的同床异梦就注定不会持续太久。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这座建立在流沙上的碉堡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就灰飞烟灭了。

1955年7月1日，巴基斯坦政府宣布加入《伊拉克和土耳其互助合作公约》(又称《巴格达条约》)；9月23日，巴基斯坦又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苏联政府把巴格达条约组织看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附属物，中国前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飙也说：“巴基斯坦的西部地区与西亚相连，而其东部地区(即现在的孟加拉国)靠近东南亚，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候拼凑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时，便选中了巴基斯坦这个联结中东和东南亚的南亚国家，作为构成其军事锁链的重要一环。……这样，美国就把‘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这两条锁链，通过巴基斯坦联结起来，在中国的西面和南面形成了一个弧形的军事包围圈，人们形象化地把它称为新月形反共反华军事包围圈。”

中国政府对巴基斯坦加入西方军事集团进行了严厉的抨击。1955年7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危险的决定”的评论员文章，内中说：

巴基斯坦通过参加土伊条约而参加了美国的所谓“北层防御锁链”，使自己处在一种被美国当作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的基地的地位。人们很难理解这如何可以同巴基斯坦所一再表示的对中国友好的愿望相协调。……而今，在美国的这个战争准备计划中，巴基斯坦在南面参加了东南亚集团，在北面又参加了土伊条约。这样，不管巴基斯坦的主观愿望如何，它有身不由己地被美国拖进一场美国所准备的新战争的极大危险。

中国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巴基斯坦后来的总统阿尤布·汗的新闻秘书阿尔塔夫·高哈说：“‘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这两个军事条约旨在中东和南亚确保西方的战略利益。……巴基斯坦允许美国人在白沙瓦附近的巴达贝尔建立一个十分现代化的通讯基地，对美国来说，这极具战略价值。”这个军事基地对中国西北和西南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尽管如此，巴希尔·艾哈默德却认为：“意味深长的是，中国并没有对巴基斯坦采取敌视的态度，或许是因为认识到它与西方结盟主要源于对印度的担心。”

美国在亚洲组建军事集团的主要目标在于围堵苏联。受到巴美同盟威胁的苏联也感到必须有所作为，化解眼前的压力。从地缘政治立场来看，亚洲重要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是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日本和巴基斯坦已经成为美国的盟国，苏联于是开始向印度、阿富汗、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交好。苏联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印度，要对抗西方国家在其南部建立的反共产主义同盟体系，印度对它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苏联和印度于是惺惺相惜地走到一块。1955年2月，印度和苏联签订《比莱钢厂协定》，以此为界两国关系由冷变热。同年6月7日到23日，尼赫鲁以印度总理身份对苏联进行首次正式访问。赫鲁晓夫说：“在访问过程中，苏联尽量满足尼赫鲁的要求，什么都给他看，毫不掩饰。自然，苏联政府想让他看最好的东西，想让他对苏联这个国家有好的印象。”尽管受到如此礼遇，尼赫鲁对苏联成就的看法却有所保留。据赫鲁晓夫回忆：“表面上，我和尼赫鲁谈得很好，他盛赞苏联的成就，但关于我们的经验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用于印度的话，尼赫鲁闭口不谈，这样我们就没有理由以为他有这个想法。”





同年11月到12月，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回访印度。在这次访问中，印度方面再三要求苏联领导人访问克什米尔。赫鲁晓夫回忆说，由于克什米尔问题的敏感性：

我们不想因为我们去访问而使印巴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也不想把自己和印度对克什米尔的要求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好持中立立场。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他们自己争议的问题。印度人意在恳求我们支持他们的立场，而我们对此则根本不以为然。但我们又不想因我们的拒绝而使尼赫鲁感到不快。我们同情他，同情印度，至少因为印度在国际问题上采取明智的立场，不加入任何集团组织，对苏联态度友好。……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满足尼赫鲁的请求，访问克什米尔。这次访问是在我们访问印度的最后阶段进行的。

可以说，苏联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新立场，完全是对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的一个反击。1955年12月10日，在斯利那加的公众演讲中，赫鲁晓夫把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归因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政策。他直言不讳地承认，苏联当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完全支持印度的立场：

传统的群众大会开始了，我们用的是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子，里面的话是有利于印度而不利于巴基斯坦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话是站在印度和印度人民的立场上说的，说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属于印度。英迪拉·甘地先期抵达克什米尔，代表她的父亲接待我们。我们讲话的内容也征得了她的同意。我们的讲话进行了转播。英迪拉·甘地对我们在印巴争执中支持印度的政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也对此感到非常满意，虽然巴基斯坦会很不高兴的。但我们和巴基斯坦没有直接的关系，两国关系非常不好。我们倒是想改善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并且做了种种努力，但巴基斯坦加入了旨在反对我们的军事组织。我们对此却毫无办法。而我们在印巴争端中和印度人保持一致的立场，感觉促进了苏印友好各项的发展。我想，苏联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不过我总是担心：可不要因此损害我们将来和巴基斯坦的关系。

这种与巴美军事结盟针尖对麦芒的意图，在访问结束时发表的印苏联合公报中更是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苏联领导人和印度总理一致认为，建立军事联盟或者区域性的军事集团不是保障和平和安全的办法。这种联盟扩大了‘冷战’的范围，为相关地区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增加了恐惧和紧张的气氛，并且为有关国家的和平发展制造了新的障碍。”“‘不结盟’政策在最近一些年来，获得了广泛的推崇，在国际舞台上具有相当大的声望。它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起着积极的作用，限制着侵略性军事集团的活动范围，有助于保障安全与和平的事业，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印度著名外交家克里希纳·梅农说：“联合公报在风格和实质方面完全是印度式的。必须承认，苏联领导人绝对没有运用丝毫影响，更不用说施加压力使印度倒向自己一边。从一开始，他们就明确表示，他们是客人，应该由我们来起草联合声明。”从此之后，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许多对印度不利的提案，使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更加顽固。

前文已经指出，在南亚的地缘政治方面，苏联与巴基斯坦具有先天的排斥性，相反，它与印度却是天生地相互吸引。从表面上看，印度和苏联相互靠拢进而发展亲密关系，似乎是一种消极的针对巴美结盟的被动反应，其实是有着内在的地缘政治吸引力在起作用，利奥·E·罗斯说：

新德里在西北战略上的虚弱，严重地影响着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对苏政策。对于印度来说，一个与苏联结盟的巴基斯坦，比一个与美国或中国结盟的巴基斯坦，问题严重的多。把苏印对这个地区的政策连接起来，可使苏联对次大陆可能有的扩张野心变得难以实现。对新德里来说，这比任何以地区为基础的安全体系都能更好地对付俄国人。

印度为巨大的半岛地形，东西南三面都是海洋，东北部和西北部的陆地边疆横亘着高大的山脉高原。由于东北部是荒凉、寒冷、严酷的喜马拉雅山脉，人烟稀少难以通行，数千年来，外敌都是从西北部相对容易翻越的兴都库什山脉隘口入侵印度。并且，早在英国人统治时期，在整整一个世纪里，俄国政治家念念不忘通过中亚进攻印度的可能性。坎贝尔·班纳曼指出：“害怕俄国人入侵印度，是断断续续萦回于英国几代人脑际的恶梦”。因此，通过与苏联建立友谊的方式，可以永绝此患。





苏联领导人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新姿态，深深地刺痛了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外交部召见了苏联驻巴大使，抗议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克什米尔。这引起苏联的不满，随后在访问阿富汗时毫无顾忌地在“普什图斯坦问题”上站到巴基斯坦的对立面：“苏联主张公正地解决‘普什图斯坦问题’。不考虑普什图人民的切身利益，该问题不可能得到正确解决。”

在与中国和苏联发展友好关系的同时，印度还在内政方面加强对印度克什米尔的控制。1954年4月13日，印度取消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关税壁垒，使它在经济上与印度融为一体。1956年2月22日，印度和克什米尔在新德里签订了一项协议，确认克什米尔并入印度联邦。3月8日，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在卡拉奇举行会议并通过了一项敦促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决议，印度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抗议。3月9日，印控克什米尔总理巴克希公开表示，拒绝在查谟和克什米尔范围内举行公民投票。11月17日，克什米尔制宪议会批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的证书，并自1957年1月26日(注：即印度共和国日)起生效。

对于印度采取的这些反制性的强硬立场，巴基斯坦并没有从美国盟友那里取得预期中的支持，只能落寞寡欢地自话自说：“1956年，印度反对关于全民投票的国际协定；其理由不是别的，而是巴基斯坦正在增加它的战争潜力和接受军事援助，根据尼赫鲁先生的说法，这导致整个局势发生了改变。这么说，由于巴基斯坦据说是在军事上日益强大，而克什米尔的人民就该被剥夺掉他们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了。”巴基斯坦与西方结盟换来的军事强大，并不能带来实质性的利益，更多地是一种自我的心理慰藉。

印度的颜面并不比巴基斯坦的光辉灿烂。在以实力作支撑的残酷的国际政治斗争中，弱小国家伸张正义的基础极其的脆弱。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发生反政府运动，11月4日，苏军开进布达佩斯镇压反叛；10月29日，英法联合以色列对埃及发动军事攻击，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1956年11月，印度谴责英法侵略埃及；1957年1月19日，尼赫鲁在长期的沉默之后，在印度人民院发表演说时终于指出，“外国军队必须从匈牙利撤走，匈牙利人民必须获得决定他们未来的机会。”苏联对尼赫鲁的声明感到不满。1957年1月24日，在印控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新宪法生效的前两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打击印度的决议。它重申了在克什米尔进行公民投票的要求，宣称克什米尔制宪会议的任何决议都无权决定该土邦的未来，并否决了印度把克什米尔的事态说成是问题而非争端的一贯立场。苏联投了弃权票，表面的理由是在克什米尔立法会通过相关决议之后，已经没有问题需要讨论了。印度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希纳·梅农接受了这种解释，但是，实际上苏联毫无疑问是要对尼赫鲁的匈牙利政策表达不满。克里希纳·梅农是印度著名的左翼政治家，尼赫鲁的得力助手，他始终反对国际事务中的帝国主义政策，他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一对双胞胎。因此，帝国主义大国同时又是殖民主义国家，这决非偶然。当然，不是所有的殖民主义国家都是大国，但所有资本主义大国一定是或曾经是殖民主义国家。”尼赫鲁坚决反对安理会的这个决议，指责西方国家故意给印度制造麻烦，让印度丢脸。克里希纳·梅农也认为，克什米尔问题已经和冷战搅到一起，印度在这桩公案中无法取胜。

克什米尔问题旷日持久地得不到解决，它日益成为印巴两个民族记忆的一部分。利雅兹说：“到1958年，在印度公众的感觉中，克什米尔逐步变为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赫鲁不再有在被认为是印度对克什米尔拥有‘主权’的东西的谈判中作出让步的权威了。……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排除了任何对巴基斯坦让步的可能。”

第二节 中印战争与克什米尔

在中印关系恶化以前，中国政府对克什米尔问题一直坚持公正中立的态度，总的来说是持调解而不介入的立场，主张由克什米尔人民自己决定其归属问题，希望印巴两国之间通过和平协商来克服分歧，解决这个历史悬案，而不应引入外来干涉。印度和巴基斯坦多次要求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表态，面对这种情形，中国政府也总是以劝善促和的精神来劝它们和平地解决该问题。1956年1月，周恩来在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时反复说明，巴印是源出同一母体的姐妹国家，应为两国人民的利益着想，友好相处，通过协商解决分歧，勿为外人利用而损害两国团结，并指出这就是万隆会议的精神。他强调，一是不应该采用战争的办法来解决克什米尔争端，这对印巴双方都不利。二是克什米尔问题应该由克什米尔人民自己决定，不应引入外力进行干涉。三是巴印两国最好坐下来，通过协商，加以解决。在这方面，两国政治家要起领导作用。西方学者也认为，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与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联在1955年赞同印度在该争端上的立场。与苏联粗暴僵化的政策相比，中国对克什米尔争端的态度显得要委婉灵活得多。

一、“共同防御”建议的碰壁

印度继承了英印帝国的北部边疆政策。兰姆认为：“如果印度不能获得英印帝国在北部边疆的统治地区，那么，与英印统治晚期的年月里相比较，它将要花费大得多的精力去关注拉达克北部的那些边疆地带。这就有充分的理由让人相信，印度在1954年从地图上兼并阿克赛钦，1959年官方公然歪曲1899年照会的含意，这些迟到的措施意味着印度要实现这项政策。”中印在边界问题上存在严重争议。从1950年到1958年，中印边境大致是平静的，印度虽然采取了一些损人利己的行为，但并没有脱离和平的轨道。

1958年之后，中苏关系由于“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和“炮击金门”等一系列事件而日益紧张和恶化。莫亨·拉姆认为：“中印争端不过是更加复杂的中苏争端所起的一个作用，在中苏关系得到缓和以前，想使印中关系正常化是徒劳无益的。”在南亚冷战格局形成的过程中，由于斯大林已经去世，中苏两党和两国之间的许多分歧和矛盾逐步激化，到赫鲁晓夫执政后期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中苏关系的冷淡和疏远，以及中国在内政方面的失误，使得印度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觉得可以从中渔利，企图以此为契机强行解决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这就导致中印关系紧张破裂，最终在1962年走向战争。1959年3月，我国西藏地区发生了农奴主叛乱，印度政府不仅支持和鼓励这次叛乱，而且在叛乱被平定以后，收容残余叛匪，纵容他们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在西藏叛乱爆发后不久，尼赫鲁总理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大片领土要求，他不仅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已经被印度占领的中印边界东段的中国领土是合法的，而且要求中国政府承认从来没有被印度占领过的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是属于印度的。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表面保持中立态度，实际上倾向于印度。而且，苏联还以防止把印度推向美国为借口，向印度提供了包括战机在内的大量援助。

印度想利用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渔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巴基斯坦也想利用印度与中国的紧张关系牟利。从1959年5月到1960年1月，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多次向尼赫鲁提出“共同防御”的建议，以便印巴两国能够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该争端一旦解决，两国就可以把它们的军队从边界上调离开来，并用它们对付来自次大陆外部的威胁，这样双方就能够集中于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代替目前耗资甚巨的军备竞赛。约赫尔认为：“阿尤布的建议看似极为轻率，不仅失败的可能性极大，还会招致中国的怨恨。其实，这是他深思熟虑之后走的一着险棋。阿尤布的建议是基于他对巴基斯坦与西方军事结盟的价值重新评估之后而做出的，此时世界大国调整了它们的南亚政策。……巴基斯坦对美国的价值因两个因素而削减了。第一，巴基斯坦政府坚持它与西方结盟的目的，不仅在于反抗共产主义国家，也在于反抗印度的‘侵略’。第二，美国认识到，巴基斯坦仅凭自身力量不能成为对抗苏联和中国在南亚扩张的保障。为此目的，就要利用印度，它有更多的人口、资源和军事力量。因此，尽管美国给巴基斯坦军事、经济援助，也给印度经济援助。印度是美国此时期全球最大的经济受援国。”西方盟国可能抛弃巴基斯坦而去拥抱它的敌人印度，这将极度恶化巴基斯坦的生存环境，出于这种恐惧，阿尤布·汗想在此之前就与印度捆绑在一起，提出了“共同防御”的计划。1959年5月12日，巴基斯坦商业部长阿里·布托在吉大港演讲，对阿尤布·汗的建议作了解释：“如果印度认为它必须加入条约组织以建立共同防御体系，阿尤布总统愿意解除印度的忧虑和使他们安心……(巴基斯坦)可以考虑不用订立公约或条约的形式与印度互相进行合作”。中国政府严辞抨击了阿尤布·汗的“共同防御”建议，斥之为挑拨印度和中国的友谊，企图用委婉动听的言词来诱使印度加入侵略性的军事集团。





尽管巴基斯坦开列的条件极为宽松，愿意接受在印度不加入军事条约的情况下与它合作；尽管中印关系已经步入紧张状态；尽管遭受着印度国内右翼分子施加的强大压力，但尼赫鲁在这个时候还不想使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完全破裂，他只是打算利用中国的内外交困，在中印领土争端中牟取利益。因此，他断然拒绝了阿尤布的建议。1959年5月4日，尼赫鲁在印度联邦院讲话时说：“我完全赞同解决我们同巴基斯坦的纠纷，过一种正常的睦邻生活。……但是当人们说，‘我们制订一项共同的防御政策吧’，我就不明白了。对付谁呢？我们是否要成为巴格达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其他某种军事联盟的另一个说法。我们所奉行的整个政策都是反对这种观念的。” 尼赫鲁认为印度没有必要放弃不结盟政策而与巴基斯坦缔结军事互动关系，他也明白阿尤布所谓的“共同防御”，不过是要求印度在克什米尔争端上让步，这是他不愿意去做的。

尼赫鲁多年追求和平的工作使人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其实他并不完全拒绝把战争作为政策的一个工具。尼赫鲁虽然不屑于同阿尤布作交易，但也不愿意让为印度谋利的大好良机白白溜走，决心早点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为了谨慎起见，同时也可以反驳国际上对印度反帝角色的质疑，以及转移国内要求立即对中国动武的狂躁情绪，尼赫鲁打算解决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果阿、达曼和第乌问题，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1961年12月18－19日，印度出兵果阿，轻而易举地打败了那里的葡萄牙军队，随后把果阿、达曼和第乌并入印度。

果阿作为印度应有领土的组成部分，印度收回它本来无可厚非。内维尔·马克斯维尔认为：“果阿事件之所以遭到物议和令人不快，是因为印度尤其是尼赫鲁一贯主张，绝对不应该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它也证明了印度对使用武力的态度具有两重性——抽象地谈论或别人使用武力时它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当印度在它认为是自己领土的争端中使用武力时，在政治上和在道义上就都是正当的了。”

国际社会普遍支持印度收回果阿等殖民地，巴基斯坦却从这一事件中得出结论，认为与西方结盟关系不能保证参与国的安全和利益。巴基斯坦的《黎明报》评论说，国家之间的同盟不可靠。葡萄牙的北约盟友“仅仅发表了些无济于事的呼吁”。正如加入北约组织无助于葡萄牙一样，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也将无助于巴基斯坦。“军事条约只不过是套在脖子上的重轭”。此后，巴基斯坦不再迷信结盟关系，而是想发展多边外交。

二、中印战争的冲击

轻而易举地收回了果阿，这非但未能纾缓尼赫鲁在中印领土争端上所承受的压力，反使他处于更大的困境之中，国内右翼势力要求他在中印领土争端中也采取同样的强硬态度。由时任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提出的与中国交换领土的提议，遭到内政部长柯班德·波拉巴·潘特的否决。作为国大党的资深党员，潘特威胁说，如果有任何一块印度领土被用做交易的话，他将让尼赫鲁政府下台。强大的民族主义压力使尼赫鲁未能践行克里希纳·梅农的建议——也是他自己早期的主张，否则中印战争的悲剧本来可以避免。

中印领土争端共有三部分，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多平方公里，中段0.2万平方公里，西段阿克赛钦3.3万平方公里。东段和西段的领土都在传统边界线的中国范围内。到60年代初，只有西段在中国的控制之下，而东段在印度的控制之下，中段双方各控制一些。印度强行把西段的阿克赛钦说成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一部分。

阿克赛钦主要属于新疆地区，它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是“中国的白石滩”。这个地区是连结新疆和西藏西部的唯一交通命脉，因此从18世纪中叶起，清朝政府就设立卡伦(边卡)对这里行使管辖，进行巡逻。从1956年3月开工到1957年10月，中国政府沿着惯道，修筑了一条从新疆叶城到西藏噶大克的公路，全长1200公里，其中有180公里通过这一地区，参加筑路的民工达三千余人。印度曲解一些似是而非的文件，宣称三段所有12.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区都属于印度。印度的观点极为荒谬，中国总理周恩来对此进行了义正词严的驳斥：

印度已经占领了中印边界东段的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现在还要占领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领土。这就是说，在印度看来，已经被它占领的中国领土是它的，还未被它占领的中国领土也是它的。这是耀武扬威的英帝国主义都没有敢于向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提出过的要求。新独立的印度竟然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是完全出乎中国的意料之外的。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印度向中国提出了全面的领土要求，而且还在于印度接着使用武力片面改变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来实现它的领土要求。印度武装部队在东段越过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占了线北的塔马顿、朗久和兼则马尼，并且在1959年8月在侵占朗久的过程中挑起了第一次边境流血冲突。1959年10月，印度武装部队又在西段越过传统习惯边界，在空喀山口挑起了更严重的边境流血冲突。这两次边境冲突是印度要使中印边境局势进一步恶化的预兆。





由于阿克赛钦问题，印巴两国的克什米尔争端就无情地与中印边界争端联系起来。该地区的整个形势因为中苏关系紧张而进一步复杂化了。尼赫鲁并不是一个黩武的人。鉴于他对苏联以及中印争端所持的复杂态度，如果当时莫斯科对他施加影响，规劝他妥协或放弃“前进政策”，这本来是可以起作用的。然而，苏联道貌岸然的中立态度鼓励了印度坚持自己对边境问题的立场，苏联的飞机更使它得以推行前进政策。印度的朋友恰好帮助它走上了灾难的道路。中印关系紧张之后，从1960年10月到1962年5月，苏联向印度交付及印度向苏联订购飞机94架，喷气引擎6台。其中安－12运输机32架、米格直升机26架、米格－21战斗机12架、伊尔－14运输机24架。即便在1962年夏季，当中印边境局势再度趋向紧张之时，苏联不仅向印度提供大型运输机，而且还在尼赫鲁公开说明向苏联购买战斗机的用途是对付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情况下，不顾中国方面的反对，于8月接待访苏的印度专家代表团，向印度出售米格－21战斗机。赫鲁晓夫此时的政策，使人联想起约十年前的一幕：1950年6月25日，安理会投票表决是否出兵朝鲜半岛，在这个改变世界局势的节骨眼前夕，斯大林玄机莫测地让其驻联合国大使回国缺席投票，把美国网罗的联合国军顺利地送上了朝鲜半岛，从而抽身闲观一场残酷血腥的代理人战争。

印度由于对中国作了一系列错误的估计，拒绝了中国的和平建议。印度政府以为中国的经济困难严重到不可克服的程度，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集团窜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企图牵制了中国的国防力量，中国西南地区的防务空虚，因而认为这是它在中印边界全线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良好时机。10月5日，印度国防部宣布在“东方军区”之下成立一个专门对付中国的新军团；10月20日清晨，印度军队按照尼赫鲁的命令，对中国边防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印度在南亚政治中总是一个支配性的因素。无论是从历史、地缘政治环境，还是社会经济条件来看，这个国家总是在南亚占据中心位置。中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认为这是把印度纳入西方的大好时机。当危机处于高潮时，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沃尔特·麦克康诺希求见巴基斯坦外长穆罕默德·阿里·博格拉，竭力向他强调对尼赫鲁表示某种承诺的紧迫性，以便印度能够将部队从巴基斯坦边境调去对付中国军队。麦克康诺希大使说，这种姿态将软化印度对克什米尔争端的态度，并获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高度赞扬。博格拉对麦克康诺希大使说，巴基斯坦不得不应付两个相互敌对的邻国：印度和中国。对于巴基斯坦来说，犯不着招来中国的敌视。假如美国人能确保印度承诺在克什米尔举行公民投票的话，美国的要求可以考虑。麦克康诺希大使对博格拉说，尼赫鲁会坚决反对这种建议。美国大使继续强调形势紧张，并指出，巴基斯坦按照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提议而对印度作出的任何表示，将会绝对保密。博格拉说，他理解美国人的想法：即从长远看允许中国涉足印度平原，将危害巴基斯坦的利益。然而他强调，人民的感情不容许巴基斯坦政府对印度作出单方面的友好姿态。博格拉将麦克康诺带来的肯尼迪的信转交阿尤布·汗总统，并附上自己的意见：“要是印度陷入更深，真主就为我们提供了解决克什米尔的契机。我们不应坐失良机。”

阿尔塔夫·高哈说：“美国极力主张印中战争应向纵深发展，以迫使印度与它建立军事同盟。1962年11月20日，美国驻印度大使高尔布雷斯甚至自己在新德里设立了战事办公室，实际上如果说他不是负责这场战争的话，那就是在主持印度政府了。”战争的进展大大出乎世人，尤其是印度人的意料，印军很快就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10月26日，尼赫鲁秘密地向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寻求帮助，请求美国提供武器给印度自卫，并要求美国派遣空军轰炸中国的基地和机场。美国政府对尼赫鲁的要求稍有犹豫，部分原因是希望说服印度在解决克什米尔争端上作出更大的让步，而更重要的是出于担心向印度输送军事装备势必将使巴基斯坦感到不快，从而危及美国情报人员认为非常重要的美国在白沙瓦的军事基地。中印边界战争与克什米尔争端有着相似的地方，从侧面证明它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巴基斯坦是由于实力弱小才处于不利地位。

由于惩罚印度政府的目标实现，中国政府在11月21日宣布单方面停火，并宣告本国部队将后撤至1959年11月7日以前中印实际控制线自己一方，这一决定令世人震惊。阿尤布·汗总统对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说，中国过早地宣布停火，增加了巴基斯坦在军事上的问题，“如果你们继续同印度再打上一周左右，我肯定尼赫鲁必定下台，我们的问题将得到圆满的解决”。





中印之间这场短暂的战争改变了人们关于克什米尔的整个看法。英美两国再次积极介入南亚事务，斡旋克什米尔问题。尼赫鲁无法抵制，宣布印巴两国外长无条件讨论双方关系。英美对印度的“不惜任何代价把中国人赶出去”的心情产生了错觉。印度各阶层人士都在说，同巴基斯坦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的时机到了，但他们的含意是按照克什米尔的现状来解决。对巴基斯坦来说，这并不是解决争端，倒是拒绝解决争端。在尼赫鲁的脑海里，同阿尤布·汗会见，很清楚不是“谈判”，而是“会谈”。印度为解决问题所准备作出的最大让步是同意调整停火线，这远远没有达到巴基斯坦的最低要求。

在1963年2月的卡拉奇会议期间，印度代表发现，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上的立场依然未变。约赫尔说：“随着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本国的发展，阿里·布托要求把整个克什米尔转交给巴基斯坦。尽管印度建议接受在克什米尔的停火线，把它转变成国际边界，巴基斯坦唯一的出价是印度可以拥有查谟省的卡苏亚县。巴基斯坦没有认识到，尼赫鲁在被中国挫败之后，在国内国外都遭受了一场严重的困难，这使得他对巴基斯坦单方面让步更加不可能。印度的交涉能力或许已经很弱，但它不可能被迫接受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顽固要求。”两国立场之间的鸿沟是无法逾越的。阿里·布托建议克什米尔在限定的时间内实行国际化，随后进行公民投票，但是尼赫鲁好像仍然不愿意根据巴基斯坦的立场达成一项解决方案，认为巴基斯坦只是希望利用中印关系中印度的不利地位。戈帕尔说：“尼赫鲁相信，在这时进行公民投票将成问题，因为它将重新激活原教旨主义情绪；并且印度不能考虑任何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它直接妨害了印度应付中国的入侵。这意味着印度不能在克什米尔谷作任何让步，因为通向拉达克的路线经过这里。因此，印度既不能考虑把克什米尔谷转交给巴基斯坦，也不能同意让克什米尔谷在大国的保障下独立或以任何形式让联合国监管克什米尔谷。”

印巴之间进行了六轮部长级会谈，最后以失败告终。印度并不是不愿意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归属，直到临终之前，尼赫鲁还说公民投票是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的唯一办法，但发现了不能进行公民投票的原因，那样做印度将失去克什米尔。科尔威·帕特里克·辛普森说：“如果克什米尔人投票反对与印度的从属关系，这将使印度难堪并被冠上‘侵略’之名。印度将被指控犯有侵略克什米尔人民的罪，还将被看作是亚洲的殖民主义国家。”

三、“南亚邦联计划”和中巴边界划定

戈赫尔·利雅兹说：“印巴分治没有解决印度教派冲突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两国之间的竞争。”印巴之间的六轮会谈毫无成果，尼赫鲁认为重开谈判或接受调停，不仅无所助益，可能还会被证明是一场政治自杀。因为，印度的议会和公众会认为，这是对中巴压力屈服的第一步和在政治上向中国投降的序幕。所以，他只能等待适当的机会以取得主动。欧洲共同体发展到这个时候所取得的成功，引起他再次严肃地考虑建立南亚邦联的设想，真诚地渴望全面推进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寻求一项长远的包括两国间所有问题而不仅仅是克什米尔争端的解决办法。他暗示印度和克什米尔的邦联关系将导致类似的安排在巴基斯坦的东西两翼出现，随着时间的发展，印巴及其邻国将组成一个大的邦联。邦联对巴基斯坦的好处是，它既可以维持与克什米尔的关系，对东孟加拉的复国主义情绪也起安全阀的作用。该计划对印度也有吸引力，因为它堵塞了教派主义之路，让它远离“两个民族理论”，并为印巴的和平与合作提供了前景。

1964年4月20日，《印度斯坦时报》刊登了J·P·纳拉扬的题为《我们在克什米尔的大好机会》的文章，里面说：“令人鼓舞的是，在回答外交事务辩论时，尼赫鲁总理勇敢地确认他忠实于建立印巴友好关系，他甚至正视了某种宪法约束，并慷慨地承认印巴双方都犯了错误。最近的事件表明，印度分裂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且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无论如何，现在对印巴两个主权国家来说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纳拉扬是一位著名的甘地型道德政治家，在印度拥有巨大的影响，后来英·甘地总理在1979年下台就是他促成的。《印度斯坦时报》在这个时候刊登他的这篇文章，个中意味颇为深长，可以解读为尼赫鲁打算不顾一切地早日解决克什米尔问题。

南亚邦联计划并非尼赫鲁一时心血来潮的突发奇想。早在印度独立以前，尼赫鲁就认为：“如果那些靠着印度洋而在印度两边的国家，例如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印度、锡兰、缅甸、马来亚、暹罗、爪哇等等，有一个区域性的组织集团的话，那么，现今的少数民族问题就将消失，或者无论如何，都将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上来加以考虑了。因为小的民族国家是注定要灭亡的。它可能作为一个文化上的自治地区而苟延残喘，但是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而且，他还说：“我们希望巴基斯坦是一个独立而繁荣的国家。一个国家不繁荣的话对我们没有好处，因为那将导致政治危机、冲突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并且，当巴基斯坦在政治或经济上变得虚弱时，其国内的恐惧因素将上升，政府为了转移人民的注意力会恣意妄为。而人们总是害怕冒险主义之类的行为。这种情况阻碍了印巴之间自然地发展更加友好的关系，不幸的是它在过去发生了。”

为了达到目的，尼赫鲁甚至于不惜违反民主制度干预司法程序，把谢赫·阿卜杜拉释放出狱。他说：“谢赫·阿卜杜拉总体而言是正直高尚的人，我对此深信不疑。他可能在许多小问题上犯错误，但我认为在涉及重大决策时他是正确的。唯有通过他，才能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方法。”此外，克什米尔的哈兹拉特贝尔清真寺在1963年底发生了圣物失窃案，导致印控克什米尔爆发了严重骚乱，印度需要借助这位最孚人望的克什米尔领袖去加以平息。1964年4月8日，谢赫·阿卜杜拉获释出狱。在与尼赫鲁会谈时，他提出了自己对印度、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组建Confedexation的看法。与尼赫鲁的方案相比，他的范围要小得多，因为它没有谈及东孟加拉的自治问题。尼赫鲁对它感到不高兴，认为是不成熟的，也缺乏平衡，但允许他在访问拉瓦尔品第时向阿尤布·汗总统提出自己的建议。





5月26－27日，谢赫·阿卜杜拉访问巴基斯坦，他的主要助手米尔扎·阿弗泽尔·贝格、穆巴里克·沙阿·纳克希班迪和他的儿子法鲁克·阿卜杜拉随行。谢赫·阿卜杜拉在与阿尤布·汗会谈时向他建议，乘着尼赫鲁大权在握，目前渴望解决印巴矛盾，可以考虑南亚邦联的计划。阿尔塔夫·高哈说：“阿尤布·汗有些不耐烦地回答说，南亚邦联是巴基斯坦完全不能接受的一个方案。组成任何形式的邦联均同印巴分治背道而驰，并让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在邦联的外交、防务和财政方面处于主导和决定性的地位。所有邦联成员都会受居支配地位的邦联伙伴主宰，巴基斯坦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印度那些不怀善意的政策，也不能接受印度政治失误的遗产。另一个问题是，如果要组成南亚邦联，东巴基斯坦同西孟加拉将合并为一个完整的孟加拉，作为一个独立成员加入邦联而将产生巨大压力。同样，南印度、拉贾斯坦，甚至锡克人都提议想成为邦联的自治成员。”

阿尤布·汗的回答并不出人意料。1947年10月25日，巴基斯坦刚独立不久，真纳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邓肯·胡珀采访时就宣称：“我想使之明确无误的是，巴基斯坦将永远不会投降，也永远不会在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形成具有同一中央的任何宪政联邦。巴基斯坦已经存在，并将仍然存在。……‘两个民族’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事实。印巴分治是建立在那个事实的基础上。”阿尤布·汗不过是延续了真纳的政策而已，正如他所表白的那样，南亚邦联与印巴分治的目标背道而驰，否认了巴基斯坦过去十多年的历史，所以，这一美好的愿望还未出笼便胎死腹中。

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逝世。谢赫·阿卜杜拉一行中断在巴基斯坦的访问，赶回新德里参加他的葬礼。这位伟人已经撒手人寰，留下克什米尔问题依然横亘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之间，侵蚀着两个民族的肌体，和平解决的希望更加渺茫了。

阿尔塔夫·高哈说：“阿尤布·汗深知巴基斯坦所处的地缘政治形势：四周被苏联、中国和印度这三大邻国，以及敌对的阿富汗包围。他喜欢说，在外交领域内，他时刻在走四角形钢丝——秘诀是不要失去平衡。”中印战争期间，美国要求巴基斯坦支持印度。阿尤布·汗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他甚至拒绝向印度提供支持的正式表态。阿尤布明白，在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后，他已经使巴美关系面临危险。但他赢得了中国的友谊，这一友谊将证明具有永恒价值。巴基斯坦断然地采取措施同中国发展友谊，同苏联关系正常化。因为阿尤布明白，万一印度攻击巴基斯坦，要美国履行其职责支持巴基斯坦是极不可能的。

巴基斯坦同中国发展亲密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巴同盟的性质，这使得阿尤布·汗受到西方国家的攻击。阿尤布·汗对此极为恼火。他对西方竟会舍弃盟友而去讨好印度这样猛烈抨击西方的中立国家大为震惊。美国人感到很难相信阿尤布·汗竟然如此天真，异想天开地认为美国培养某些经过挑选的国家成为盟友是取决于某种理想主义，而非仅仅取决于自身的利益。一旦美国人从阿尤布·汗脚下抽走了理想主义的地毯，阿尤布·汗在制定巴基斯坦的地区战略过程中，地缘因素就变得极为重要。面对印度、阿富汗这两个得到苏联支持的敌对邻国，在巴基斯坦的西方盟国调整它们在这个地区的条约宗旨和援助数量时，阿尤布·汗除了抓住中国的友谊之手，别无其他的选择。





1961年3月，巴基斯坦政府正式向中国建议谈判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巴希尔·艾哈默德说：“从长远来看，中国认为苏联是自己的主要敌手。由于中印关系也恶化了，中国担心苏联与印度在帕米尔山区链接起来，这将对新疆和西藏构成严重的威胁。中国必须防止苏联和印度在地理上接近。所以，中国开始承认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的权利和对克什米尔北部地区的占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国外交部在1962年2月照复巴基斯坦，提议就两国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同时明确表示：“在克什米尔问题的归属问题解决之前，比较恰当的做法是中巴先就两国间目前实际存在的共同边界走向达成一个临时性的协议，并在协议中规定，在印巴解决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以后，有关的主权当局将同中国政府重新进行谈判，以签订一个正式的边界条约来代替这个临时协定。巴基斯坦同意中国的建议。双方遂于5月初发表公报，宣布两国代表将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10月12日，双方正式展开会谈；12月26日，两国达成原则协定。1963年3月2日，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里·布托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协定的第二条确定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即巴控克什米尔)相接壤的全部边界线走向，以及双方联合实地勘测加以划定；第六条规定：“双方同意，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关于克什米尔的争议获得解决以后，有关主权当局将就本协定第二条所述的边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新进行谈判，以签订一个正式的边界条约来代替本协定，该当局如系巴基斯坦，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将签订的正式边界条约中，应该保持本协定和上述议定书的规定。”

中国前驻印度大使程瑞声说：“由于中巴边界协定对克什米尔问题作了必要的和适当的处理，这不仅有利于中巴两国维护边界的安宁，加强中巴两国的友谊，而且也不会损害印巴各自对克什米尔的立场，有利于印巴以后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1964年8月29日，印巴谈判破裂3个月之后，巴基斯坦和中国在卡拉奇签订航空条约，使两国的航线能够在彼此的领土上运行，并为确保各自领土所有具体地点飞行的畅通而提供一切必要的设施。

中巴关系亲近之后，巴基斯坦在冷战中没有改变立场，然而目前它在“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存在纯属象征性的了。巴基斯坦没有脱离这两个条约，只是为了不让美国公开难堪。巴基斯坦的国际关系增添了新的方位，这一定向明显穿透了美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阿里·布托还想让巴基斯坦审议一直让中国人耿耿于怀的巴基斯坦作为“中央条约组织”成员的问题。这样做，阿尤布·汗认为只会加剧美国和巴基斯坦之间越来越大的裂痕，对巴基斯坦也无特别的好处。阿尤布·汗对于让他离开美国人自己独立走每一步都很痛苦。他不指望苏联人会援助巴基斯坦，阿尤布·汗真正惧怕的是，如果巴基斯坦走得太远，美国政府可能“做出蠢事”，届时中国人也无能力收拾残局。1965年3月2－9日，阿尤布·汗访问中国。这次访问最重要的成果是签订两国边界议定书，表明了两国通过陆地勘察和空中摄影而共同进行的具体定界工作业已完成。3月10日，印度发表了一个气势汹汹的抗议照会，声称巴基斯坦同中国没有共同边界，巴基斯坦之所以在克什米尔北部存在是由于侵略和非法占领。

第三节 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

一、印控克什米尔动乱和卡奇冲突

巴克希·吴拉姆·穆罕默德替换谢赫·阿卜杜拉任印控克什米尔的总理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印度也把许多联邦法律扩展适用于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使它逐渐与印度其他邦平等。1957年10月9日，印度情报局指控一些克什米尔人与巴基斯坦秘密勾结，企图颠覆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合法政府，并使克什米尔加入印度无效。这一事件被称作“克什米尔阴谋案”。为了应对这种危险，印度政府在1958年1月8日把谢赫·阿卜杜拉释放出狱。出狱之后，谢赫·阿卜杜拉攻击巴克希·吴拉姆·穆罕默德，指责他是克什米尔穆斯林的叛徒。这使得巴克希·吴拉姆·穆罕默德有如芒刺在背，感觉到巨大的威胁，于是千方百计想把谢赫·阿卜杜拉诓进“克什米尔阴谋案”。2月21日，谢赫·阿卜杜拉发表了一通激烈的反印演讲，煽动克什米尔人民起义。因此，他在4月30日再次被捕入狱。

1963年10月3日，巴克希·吴拉姆·穆罕默德在克什米尔议会宣布，今后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元首改称邦长；政府首脑称作首席部长，而不再叫总理。此外，印度联邦议会中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议员，将由直接选举产生，不再由克什米尔议会提名。他还表示，1964年2月将通过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宪法的修正案，规定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一劳永逸和无法更改地并入印度联邦。印控克什米尔政治地位的改变，引起当地穆斯林的强烈不满。

1963年12月26日，斯利那加西北边的哈兹拉特贝尔清真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盗窃事件。先知穆罕默德的一缕头发，作为圣物保存在一个小木盒的一根小玻璃管里，被人偷走了。这成了印控克什米尔穆斯林发泄愤怒的导火索，并演变为大规模的公众骚乱。克什米尔穆斯林的各界著名人士成立了一个“圣物行动委员会”，要求印度政府调查此事。尼赫鲁感觉到克什米尔民众的离心力在加强，让印度政府介入此案的侦察工作。1964年1月4日，圣物离奇地找回并重新供奉在清真寺里。印控克什米尔政府因为圣物案被迫解散；2月28日，克什米尔社会主义党领袖G·M·萨迪克接任印控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德首席部长。印度政府在整个印控克什米尔实行戒严，禁止公众聚会和游行示威，克什米尔陷入1947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克什米尔的动乱局面使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同动乱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并从中获得了克什米尔内部的情报。不久，巴基斯坦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们确信，印度人已处于极其脆弱的境地：只要得到巴基斯坦的一些帮助，勇敢的克什米尔人就会将印度军队赶出克什米尔。

克什米尔的动乱局势非常严重，尼赫鲁打算依靠谢赫·阿卜杜拉来加以安抚平息。R·N·考尔说：“尼赫鲁知道，除非并且直到克什米尔人民感觉到他们与印度的关系是安全的，他们才会对印度感到放心，这一点是不能依靠虚假的外力去强迫他们接受。克什米尔与印度之间的这一自愿联系或感情团结的关键在于谢赫·阿卜杜拉。”此外，尼赫鲁已经感觉到自己来日无多，极其渴望在自己手中彻底解决印巴之间包括克什米尔问题的所有矛盾，认为只有谢赫·阿卜杜拉才能协助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在1964年4月8日把他释放出狱。阿尔塔夫·高哈说：“谢赫·阿卜杜拉的获释被巴基斯坦政府看作克什米尔人民的胜利：手无寸铁的百姓终于使强大的印度军队颜面扫地。要是获得一些武器和训练，难道他们就不能永久地将印度人赶走，实现他们争取自由的崇高目标？”

尼赫鲁去世后，南亚邦联计划也随之搁浅。1965年3月，谢赫·阿卜杜拉前往麦加朝圣，然后转往阿尔及利亚访问。程瑞声说：“3月30日，他在阿尔及尔会见了在当地访问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期间讨论了克什米尔问题。周恩来邀请谢赫·阿卜杜拉访问中国，他接受了邀请，但没有确定日期。”兰姆说：“这被印度看作一个证据，表明谢赫·阿卜杜拉现在变成中巴针对印度阴谋的一个工具。印度仅仅引证一份杂志的报道而非经过深入调查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因此其中的企图就不能简单地予以忽略。”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印控克什米尔此时由于哈兹拉特贝尔清真寺圣物盗窃案仍然处于动乱之中；中国和巴基斯坦则在1965年3月27日在拉瓦尔品第签订了《中国巴基斯坦边界议定书》。因此，印度对克什米尔的形势极为敏感和警惕。1965年5月8日，谢赫·阿卜杜拉及其主要助手阿弗泽尔·贝格一回到孟买就遭到逮捕，并迅速被移到南印度拘留起来。斯利那加和印控克什米尔其他地区立刻爆发了骚乱。





中印战争之后，针对印度与西方国家亲近的现象，巴基斯坦和苏联加强发展友好关系。1965年4月3日，阿尤布·汗开始对苏联进行访问；5日，在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会谈期间，他向苏联领导人表示，愿意对巴基斯坦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成员的问题重新加以考虑，并直言有可能不再续租美国在巴基斯坦的通讯基地，这显然说服了他们审议苏联对克什米尔问题采取的立场。阿尤布·汗对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决议案表示失望，认为正是苏联的否决才给了印度拒绝达成解决克什米尔方案的机会。柯西金说，苏联没有否决联合国在1948年8月和1949年1月通过的克什米尔问题决议案，根据这两个决议，印度应该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举行自由和公正的公民投票。阿尤布·汗还表示了对印度的扩张主义政策的担心，苏联却对此不置可否。阿尤布·汗说，美国同印度签订了双边军事援助条约，结果却是这两个国家在印度的邻国之中都失去了影响。他警告，如果印度的邻国受其侵略，它们没有希望获得苏联的帮助，那苏联的影响也会受挫；印度的邻国别无选择，为了自身安全，只得转向中国。

中印战争之后，印度迅速向美英等西方国家靠拢，苏联对此非常不满和警惕，试图与巴基斯坦建立比以前更加紧密的关系。此外，苏联为了防止巴基斯坦与中国过于亲近，开始向它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巴基斯坦也希望苏联转变它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过于亲印度的立场，即便不亲巴，至少也要保持中立，也乐意与它发展进一步的关系。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苏联对南亚的态度做了重大调整。所以，柯西金向阿尤布·汗表示，苏联对克什米尔的政策将要灵活得多。阿尤布·汗的访问获得很大成功，巴苏两国的关系大为改善。美国总统约翰逊对阿尤布访问苏联及其相关言论非常不满，推迟了他访问华盛顿的时间。

印巴之间的这次战争首先并没有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发生，而是在千里之外的卡奇沼泽地开火。位于巴基斯坦信德省和印度古吉拉特邦之间有一片荒无人烟的内陆湖区，属于以前的卡奇土邦，因而被称作卡奇沼泽地。巴基斯坦声称北纬24度以北3500平方英里为其领土，印度人则声称整个8400平方英里的沼泽地区为其领土。鉴于边界未划定，双方村民仍在称为“贝特”的草原上放牧。1965年3月，印度以军事演习的名义向当地集结兵力；4月6日，巴基斯坦派军队进去作战。在英国的调停下，印巴两国在4月27日非正式停火；7月1日，停火正式生效。印军在卡奇交火中遭到打击。巴基斯坦国民为此情绪激昂，军界也欣喜若狂，仿佛印度再次遭受了1962年那样的惨败。

1965年5月9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无关痛痒的声明，说：“无论如何，不难理解的是，用军事手段解决印巴之间的这个冲突将违背两国的利益。卡奇沼泽地的事件加剧了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它们的发展，远谈不上导致该问题得到解决，正在日益加剧印巴之间原有的紧张关系。如果该事件不结束，发展下去它将耗尽印巴两国的军力，并可能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危及亚洲和平。唯有西方列强中的帝国主义集团能从这一事件的发展中获益。”这篇声明对双方都没有偏袒，这非常有利于巴基斯坦。南达穆迪说：“苏联的态度必定纵容了阿尤布·汗发展其计划用武装力量去夺取克什米尔。”

1965年6月，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和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均出席在伦敦举行的英联邦首脑会议，分别同英国首相哈德罗·威尔逊和英联邦关系部秘书亚瑟·波腾姆会谈。6月29日，在英国的调停下，印巴两国签署了《卡奇协议》，其中规定：双方自1965年7月1日起实现停火，并在7天之内撤出所有军队，恢复1965年1月1日前的现状，以及举行部长级会谈讨论边界划界问题。假如这些措施均未奏效，则将问题提交公正法庭，由它作出终审裁决。南达穆迪说：“对巴基斯坦而言，这是卡奇冲突取得令人吃惊的一个结果，因为印度此前总是不断地拒绝对克什米尔作任何形式的国际仲裁。无论如何，夏斯特里总理同意将卡奇争端提交国际法庭。如果印度在类似事件中再往前走一步的话，巴基斯坦必定会考虑将这一程序运用于克什米尔问题。”卡奇冲突从而造成了两大实际后果：首先，它让巴基斯坦大胆地使克什米尔争端升级，以便国际化而寻求一项最终的解决方案；其次，它使印度政府承受强大的国内压力，万一受到巴基斯坦侵略时必须采取强硬政策。正是卡奇冲突引发了六个月后的印巴战争，它因此也被称作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在外交计划中进行的一次彩排。





二、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

尼赫鲁逝世给印度造成了权力真空，哈兹拉特贝尔清真寺圣物盗窃案、卡奇冲突、谢赫·阿卜杜拉再次被捕以及克什米尔新的动乱，这些事件使得巴基斯坦许多高级领导人认为，有利于巴基斯坦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机会已经来到了，劝阿尤布·汗总统把握历史时机。1965年7月24日，外交部长阿里·布托在内阁会议上坚定地说，假如此时巴基斯坦仍对克什米尔的局势袖手旁观，它就永远不会得到历史的饶恕。外交秘书阿齐兹·艾赫默德也坚信巴基斯坦有把印度人从克什米尔赶走的优势，他认为：

只要训练有素的巴基斯坦军队开进克什米尔，克什米尔谷的人民将自发起来反抗。由于惧怕中国，印军将不敢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因而就像在卡奇沼泽地一仗那样，巴军有将印军从克什米尔赶走的机会。……他还对这项计划的国际意义作了详尽的阐述：印度面临的形势极为脆弱。鉴于印度此刻领导人作古，国内群龙无首，在克什米尔的处境自顾不暇，民众骚乱遍及各地。若印军因受打击而造成力量分散，再遭训练有素的士兵进行游击式的武装骚扰，克什米尔不久将分崩离析。对巴基斯坦最强有力的有益因素是同中国日益增长的友谊。即使印度被赶出克什米尔，中国亦将阻止印度大举侵犯巴基斯坦。

独立之后，巴基斯坦努力与所有世界强国发展友好关系。1965年4月阿尤布·汗访问苏联之后，巴苏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再加上与美国、英国和中国早已建立的友好关系，它与主要的世界大国都关系良好。尽管如此，但巴基斯坦发现，它肯定不可能再期望从联合国获得支持，帮助它合理地解决克什米尔问题。

尽管形势有利于巴基斯坦，它的政府高层之中当时还弥漫着一股忧虑。自与美国缔结军事同盟之后，巴基斯坦自认为在军事上与印度相比具有相对优势。但在中印战争之后，印度与西方的关系再次活络起来，西方国家加强了对印度的军事援助。巴基斯坦担心，随着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军事优势一定会颠倒过来，应该在这一力量对比逆转发生之前就解决克什米尔问题。

处在重重压力之下，阿尤布·汗似乎生活在幻觉之中，梦想凭借巴基斯坦的军事优势，在初期阶段打败印军，避免进行全面战争，然后同它谈判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他不期待速战速决，在外交部和总司令部背着他已采取了一切行动的情况下，深信“印度教徒的士气经不起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两三下沉重的打击”的一般规律。经过痛苦的煎熬之后，他终于批准了解放印控克什米尔的“直布罗陀军事行动”。7月24日，巴基斯坦相关部队开始向前方集结，28日到达各自的目的地，然后越过停火线渗透进印控克什米尔。8月9日(注：谢赫·阿卜杜拉在1953年的被捕日)，巴基斯坦渗透军正式向印控克什米尔发动进攻。

巴基斯坦政府制定的计划，把取胜的希望过于寄托在依靠本国的优势武器和印度一战即溃的假设上。印度在克什米尔的确是防御不足，但巴基斯坦高估了克什米尔穆斯林援巴抗印的情势。克里尚·巴蒂亚说：“有相当数量的克什米尔人，尤其是居住在斯利那加的那些人，他们在感情上倾向于巴基斯坦。尽管他们当时与印度政府处于敌对情绪之中，但巴基斯坦对他们未做太多的争取工作。如果他们知道巴基斯坦进攻的真正规模，如果造谣者制造巴基斯坦有几分胜利把握的舆论得逞了，那么这些亲巴分子很可能会出来帮助巴军。他们甚至会向印度对该峡谷地区的控制提出异议。”然而，巴基斯坦的前期工作做得太少了，他们期望的克什米尔穆斯林风起云涌而且坚毅果敢地反抗印度的局面并没有出现。

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反应强烈。苏联对这次战争依然像在卡奇冲突中一样，竭力保持中立的态度，以这样的技巧不招致任何一方的敌意。8月20日，柯西金写信给阿尤布·汗和夏斯特里，要求印巴两国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举措导致扩大危机，恶化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形势。9月4日，他再次敦促双方同意迅速停火，并表示苏联愿意提供良好的谈判场所给两国协商解决办法，阿尤布·汗和夏斯特里都拒绝了苏联人的建议。但柯西金并未气馁，9月17日他再次建议印巴领导人在塔什干或其他苏联城市，在他的主持下讨论两国的分歧。苏联不愿意因为克什米尔的局势而公开谴责巴基斯坦，原因在于它想继续改进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并使它脱离中国的影响。





8月25日，印军占领巴控克什米尔的蓬奇和乌里地区，控制了哈吉比尔隘口。9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向印巴两国发去电报，呼吁它们遵守克什米尔在1949年形成的停火线；9月4日，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印巴停火并撤军。印度虽然在克什米尔取得一些胜利，巴控克什米尔地势险峻，在那里作战对印军不利。但印度无论在综合国力还是军事实力方面，都比巴基斯坦强得多，因此从战略上看，开辟第二战场对印度来说是可取的。9月6日，印军越过旁遮普的印巴国际边界线兵临拉合尔，打算拦腰截断狭长的西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的处境极其危险，阿尤布·汗一再要求中国方面出兵进行支援，使印度处于两面夹攻之下。尼克松说：“正像中东牵涉到美国和苏联的利益一样，在南亚和印度次大陆有中国、苏联和美国的切身利益。”巴基斯坦的安全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政府不能置巴基斯坦的危险处境于不顾。中国政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出兵援巴。毛泽东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建议在与巴基斯坦接界最近处出兵为佳。外交部经过研究，选择中锡(金)边界作为突破口，准备在此地区对印度进行打击，以支援巴基斯坦。

9月9日，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沃尔特·P·麦克科诺希通知阿里·布托，美国决定中止给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所有军援，以此作为对安理会呼吁停火决议的支持，因为美国希望帮助结束这一冲突而非恶化它。布托气急败坏地说，作为美国朋友和盟国的巴基斯坦，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美国却在它的背后捅了一刀。他警告说，这一行径将损害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阿姆·塞弗丁·卡雷德说：“实际上，巴基斯坦与美国缔结军事同盟时就犯了外交错误，以为他们会无限制地获得武器从而使自己通过武力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但巴基斯坦所获得的只是防御性武装，这不会使它对印度形成军事优势，以至于通过武力手段解决克什米尔问题。”

印度尼西亚时任总统苏加诺主张新兴国家集体反抗侵略。9月13日，他在雅加达的一次集会上说，在印度同巴基斯坦的冲突中，印度尼西亚坚决支持巴基斯坦，因为印度尼西亚深信，正义在巴基斯坦方面。我国著名外交家杨公素说：“他甚至对支持巴军抵抗印军极有兴趣，乃派其空军司令秘密来华，商谈印尼如何支援巴基斯坦的问题。……周恩来告诉他，目前第三国不宜插手，而且印尼空军没有理由更无法参加战争，现在所能做的只有给以物资等援助。”

9月17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向印度发表了一个最后通牒式的照会。这个照会传递给世界各国的信息很明确，其中第三部分的内容尤为重要，说：

印度政府在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的支持下，一贯对它的周围邻国推行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它的侵略逻辑是，凡是它已经占领了的地方，都是它的；它想要占领而尚未占领的地方，也是它的。1962年印度政府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是由此而起的，现在向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也是由此而起的。……只要印度政府有一天还在对巴基斯坦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巴基斯坦反侵略的正义斗争。

中国政府要求，在文到之日三天内，印度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中国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并且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送回被劫走的中国边民，归还被抢走的牲畜，保证今后不再越境骚扰。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中国的声明引起世人注意。兰姆对此评论说：“中国没有让巴基斯坦失望；但他们以一种奇怪的、真正高深莫测的方式来进行干预。他们避免任何诸如直接卷入印巴冲突的危险，或许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样做的话将导致美国做出非常猛烈的反应。代替之的是，他们用中印之间争论多年的一小块边界问题，制造一个小的事件作为向印度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理由。”看起来似乎确实是，中国的干涉能够使阿尤布·汗总统在一种不同的形势下同意停火，这种形势有可能让巴基斯坦公众成为强势的一方，而不管真实的情形到底如何。





9月18日，美国驻联合国常任大使亚瑟·J·戈德伯格说：“我们把安理会看作解决该危机合适而最有效的代理处。我们认为，必须行动，必须坚定、果断而迅速地行动。”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不但把巴基斯坦与印度等量齐观，尽管巴基斯坦是它的军事同盟，而且不想介入这次危机，只打算让联合国去调解。

19日午夜，阿尤布·汗和阿里·布托从白沙瓦机场秘密飞往北京，亲自向中国政府求援。阿尔塔夫·高哈说：“确定无疑的是，如果巴基斯坦想得到中国的全力支持，就得准备打持久战；战争期间，像拉合尔这样的大城市可能会沦陷。阿尤布·汗和布托对此均毫无思想准备。外交部的整体战略被设计成迫使印度人坐下来谈判的快速方案。阿尤布从未预见到印度人经受得起两三次严重打击的可能性，布托从未设想过打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特别是，陆军和空军一致反对再延续这场冲突。”巴基斯坦预想中的这场有限战争因而也就像一只刚放出就失控的气球，结果把自己也给炸伤了。阿尤布在使出浑身解数之后，终于回天乏力，被迫在命运面前低头。除了被迫与印度停火议和之外，他已经别无选择了。

印巴两国宣布，1965年9月23日双方正式停火。兰姆说：“印度和巴基斯坦有许多理由同意在这个时候停火。印度的基本目的是维持它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既有的优势地位，它对国际监督下的解决办法不再特别感兴趣，而且拒绝同意印控克什米尔的地位继续成为印巴协商中的一个议题。对它来说，克什米尔问题已经结束了，印控克什米尔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是如此了，有了现在的停火，它将依然如此。”阿尤布·汗这场军事冒险的结果，就如巴基斯坦前任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所说，双方都没有取得战略上的主动。这表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争端中的颓势依旧。

孙子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中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既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所言极是!阿尤布·汗在1965年的处境和心态，同尼赫鲁在1962年几乎毫无两样。尼赫鲁当时受着国内机会主义的强大压力，抱着中国怯战的心态，企图通过零打碎敲的临战状态来威胁迫使中国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最后竟致于走火入魔使事态失控而走向战争。阿尤布·汗此时亦复如是，把自己获胜的希望完全建立在对手怯战的基础上，丝毫不顾及强大对手有可能做出与之截然对立的反应。与尼赫鲁的一败涂地相比，阿尤布·汗的赌注也是血本无归。

三、《塔什干宣言》

1962年中印战争之后，印度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分歧，1964年4月正式分裂。1964年10月31日至11月7日，以党的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等为首的一派在加尔各答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改党的名称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派，在意识形态方面比较亲近中国共产党。随后，以党的主席丹吉为首的另一派在孟买又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继续沿用原有名称，在意识形态上亲近苏联共产党。此外，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在亚洲的影响大为压缩，印度乃其中最后地区之一，苏联还得依靠它来制衡中国在亚洲的影响。

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中，苏联积极地表示愿意斡旋印巴之间的矛盾，美英对此也乐观其成。阿尔塔夫·高哈说：“次大陆向来是西方的传统势力范围，阿尤布·汗对美英竟将南亚这块地盘留给了苏联感到十分不安。苏联作为调停人进入这个地区无疑将加强印度的地位。他不能确定这些超级大国是否已经达成某些谅解，允许苏联在这地区有更大的回旋余地。鉴于来自中国日趋增长的压力以及美国在越南的艰难处境，他明白美苏的战略和政治利益交汇在一起。苏联和美国都想把印度建成一支用来抗衡他们所认为的中国扩张威胁的强大压力。”





阿尤布·汗决定亲自访问英国和美国，寻求它们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支持巴基斯坦的立场。据阿尔塔夫·高哈记载：“在伦敦时，英国首相哈德罗·威尔逊向阿尤布·汗表示，英美认为中国比苏联更具扩张主义，是南亚地区的最大危险，认定中国企图利用印巴矛盾而浑水摸鱼。美国对巴基斯坦与中国签订边界条约深感不满，认为阿尤布利用1962年的中印冲突，这实际上是请中国来帮助解决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争议。……阿尤布向威尔逊表明，他要去塔什干，只是因为美国和英国丧失了主动。威尔逊鼓励他去塔什干，但劝他对此别抱太大的希望。他解释说，由于苏联在安理会所持有的态度，美国和英国已失去主动。苏联不允许在安理会通过任何决议，使得美国和英国除了允许苏联进入这一地区之外别无选择。既然如此，不如顺水推舟让苏联扮演英美无法取代的维持和平的角色，这是有好处的。”阿尤布·汗提议按照卡奇沼泽协议的方式，由英联邦建立一个克什米尔自决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威尔逊拒绝了他的要求，表示英国不愿与克什米尔问题沾边和表态，并说明美国才是它们之间的最后决策者。

巴基斯坦对美国在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中的表现大失所望，将它同侵略者相提并论。阿尤布·汗访问美国没有实现他的主要目的，即说服美国和英国不要将这一地区的主动权拱手相让给苏联。他曾寄希望于能说服他们，对印度施加一定的压力，为解决克什米尔争端建立某种机制。他得到客气而又坚定的答复是，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国相信，惟独苏联能够阻止西方最害怕的那种以苏联和印度为一方、中国和巴基斯坦为另一方的权力两极化模式。一旦发生这种极化，美国只得站到印度一边，这将扩大冲突范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已难以自拔，对于让中国人卷入次大陆事务感到惊惶不已。而且，苏联无论如何也不愿被卷入同中国的冲突。出于这两种考虑，苏联成为斡旋印巴局势最合适的中介人。

1966年1月3日，印巴两国在苏联的中亚城市塔什干开始会谈。美国为了支持苏联的斡旋，继续中止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经济援助，以此迫使它们在塔什干达成一项理性的协议印度坚决反对在会议中涉及克什米尔问题，阿里·布托甚至未能说服印度外长斯瓦兰·辛格将它列入塔什干会谈的议程。苏联接受了印度的立场，认为克什米尔问题过于复杂，在塔什干不可能建立彻底的解决机制。1月10日，阿尤布·汗和夏斯特里代表各自国家签署了《塔什干宣言》。《塔什干宣言》没有涉及克什米尔争端，除了注意到它的存在之外。实际上，这个问题被建议冻结起来，而去解决其他紧急问题。根据《塔什干宣言》，印巴两国宣布，在不晚于1966年2月25日的时间内，双方在克什米尔将恢复至1965年8月5日之前的状况。

中国媒体批评了宣言，但措辞温和。高哈说：“阿尤布·汗要解决的问题是，要让中国人相信塔什干会谈并不等于为了使同印度的关系正常化而与苏联拉帮结派；同时，他还得让苏联领导人放心，巴基斯坦充分了解同苏联友好的价值；他也要让美国政府相信，巴基斯坦将不会制造一个让中国威胁印度以致出现整个南亚地区陷入战争的形势。由于东巴实际上要求独立，西巴对塔什干宣言沮丧不已，阿尤布就像坐在政治火山口上。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驱使他朝向中国，而超级大国的利益则将他朝相反的方向拉。”

1966年1月12日，阿尤布·汗召开内阁会议。他在会上说，塔什干会谈是苏联出马斡旋印巴争端的第一个例子。苏联人这么做是认识到亚洲和平取决于印巴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国。不断发展的巴中友谊可能导致苏印联合反华的局面——这是他们竭尽全能所要避免的局面。阿尔塔夫·高哈认为：“巴基斯坦尽管与美国的关系依然相当的亲切，现在变得不言自明的是，与中国的联盟才是其外交的重要基础。为了确保将来与中国有直接的联系通道，1965年战争停火之后，巴基斯坦立刻加快了修筑连接中国新疆的喀喇昆仑公路，这项工程在此前的几年里进展缓慢。对美国人来说，喀喇昆仑公路的竣工是阿尤布·汗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的最终背叛行径。”






第四章 孟加拉战争与克什米尔(1966-1974)

引言

前一章主要论述克什米尔问题被纳入全球政治斗争舞台之后的发展演变。1971年的孟加拉战争依然是全球冷战的一部分，由于它对克什米尔问题有着突出的决定性影响，故而把它划出来单独进行论述。

兰姆说：“第二次印巴战争是亚洲政治和外交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旧的关系瓦解了，新的关系形成了。大国均势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改变，超级大国的姿态做了很大的调整。一个新民族将很快出现在南亚次大陆：旧国家的内部结构将屈从于外部紧张和重压，而其重要性也将必定得到充分的展现。”这段话高度地概括了1965年到1971年之间巴基斯坦和南亚的政治形势变化。

兰姆把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看作印巴关系史上的分水岭，南达穆迪则认为：“作为一个整体，1965年的印巴战争对于后人理解1971年孟加拉战争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它论证了印巴两国运用军事力量来实现特殊外交政策的自发意愿结束了。1965年战争的一个结果是，巴基斯坦领导人认识到并不能轻易地打败印度的武装力量，自1962年被中国击溃之后，它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如果晚几个星期实现停火，战争将会有一个不同的结果。于是，从纯军事立场来看，停火的效果仅仅是把算总账的日期延迟到1971年来进行。”很显然，孟加拉战争是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的延续，标志着印巴之间以军事手段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和谢赫·阿卜杜拉领导的国民会议党寻求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独立的时代彻底结束了，成为克什米尔问题发展史上的分水岭。

第一节 孟加拉战争定乾坤

一、风云激荡的战前局势

巴基斯坦独立之后，其国土隔着印度共和国而被分割成相距1000多英里的东西两部分。当印巴两国关系紧张时，东西巴之间的联系就不能从印度的领土穿过，而得绕道斯里兰卡海峡。东西巴之间除了共同信仰伊斯兰教之外，在历史、语言、民族、文化等各方面都相差很大。独立之后，如果巴基斯坦的领导人能够实行东西平等、民族融合、共同发展的政策，则它惨遭肢解的悲剧或许可以避免。令人遗憾的是，巴基斯坦国的缔造者主要是西巴的旁遮普人和信德人，他们更多地是把东巴当作西巴的国内殖民地，经济上压榨而政治上漠视它。这就加剧了东巴人原有的分离主义情绪。

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的一个负面结果是强化了东巴基斯坦的分离主义倾向。印度学者因德尔·马尔豪特拉说：“在这次战争中，东巴人羞辱地发现，自己对印度人毫无防卫能力。如果说他们有幸逃脱了印度人的占领，那是因为新德里担心，一旦印军开进东巴，中国人可能会进行干涉。”东巴人对自己在巴基斯坦国家体系中的地位感到极度失望，1968年的“阿加尔塔拉阴谋案”更加使东巴人感到心碎，坚定了他们的分离决心。

“阿加尔塔拉阴谋案”不仅加大了东西巴之间原有的鸿沟，还为印度考量巴基斯坦内部矛盾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第一，印度政府相信，通过东巴的反对行动，在适当的形势下把东巴从西巴中分离出来是有可能的；并且，由于西巴政府在1965年通过‘直布罗陀军事行动’试图动摇印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地位，分裂统一的巴基斯坦在新德里就从策略和战略两个层面都受到关注，以之作为对它的适当惩罚。印度为什么不应该针锋相对地在东巴基斯坦支持分裂主义者呢？第二，印度的情报机构已经注意到，巴基斯坦飞越印度领空连接东西巴之间的战术线路，以及西巴在东巴处境的弱点。如果有什么事情导致那些航线中断，那么开始在东巴进行秘密行动的时机可能就到了。第三，巴基斯坦军事机构中的战略家也能认识到这点；而且他们会考虑适当的军事反制措施，任何飞越航线的中断都有可能刺激他们这样做。”

1970年12月7日，巴基斯坦将举行全国大选。11月12日，东巴遭到强烈的飓风袭击，飓风时速高达190公里，随后是海啸，造成20万人丧生。巴基斯坦政府对此表现冷淡，而且反应缓慢。东巴人对政府非常不满，支持谢赫·穆吉布·拉赫曼领导的人民联盟党。人民联盟党获得东巴省议会310席中的288席，获得全国议会317席中的167席。巴基斯坦时任总统叶海亚·汗在阿里·布托的唆使下，拒绝承认选举结果。东巴人愤怒了，感到自己被抛弃、被忽视了，觉得自己不像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按巴基斯坦前任总统穆沙拉夫的看法，那就是：“应当说是布托和一小撮军方领导人联手毁掉了巴基斯坦。而拉赫曼也缺乏远见，态度顽固，他只扎根在东巴基斯坦，这倒给布托和叶海亚·汗帮了忙。他忘记了自己才是整个巴基斯坦全民选举产生的总理，也忘记了自己需要到西部四个省走一走，以安抚西巴基斯坦人民，缓解他们对东巴基斯坦的恐惧心理。毫无疑问，叶海亚·汗害怕失去权力。诡计多端的布托施加压力后，叶海亚·汗总统于1971年3月25日宣布无限期推迟制宪议会。第二天他又宣布人民联盟党为非法，并宣布逮捕本次大选的实际胜利者、人民联盟党领导人拉赫曼。这一行动激怒了孟加拉人。”印度学者克里尚·巴蒂亚说：“在巴基斯坦国内的严重危机中，毫无疑问，印度政府和公众对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持同情态度。……他们想到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国家有分裂的可能，就普遍地感到心满意足。在解放运动后期，东巴的那些自由战士无论在训练或装备方面都得到了印度的大量帮助。”1971年2月，印度禁止巴基斯坦飞机飞越印度领空。兰姆认为：“这表明，印度刺激巴基斯坦的‘阿加尔塔拉条件’就逐渐具备了。因为这是克什米尔争端的一个直接后果，而且处在一种源于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所制造的真实感情之中。”

由于印巴之间总是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敌意，由于孟加拉危机此时对印度所造成的反响，该地区的和平持续地受到威胁。东巴危机造成大量难民从东孟加拉涌入印度境内。但是，印度时任总理英·甘地认为，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难民，而是逃离军事恐怖的战争受害者。必须无限期地向九百万到一千万巴基斯坦人提供衣食住宿，这负担要比用战争来保证他们返回家园更加沉重。……经济和政治的稳定要比和平更为宝贵。印度经常狡辩，难民问题是他们干预东巴局势的原因。这是印度掩饰自己真实目的的遁词，美国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说：“当美国同意承担救济难民的主要费用时，它又转而坚持没有政治解决方案就不可能解决难民问题。然而印度为解决问题提出的条件又不断升级。当美国表示愿意帮助减轻东巴饥馑时，印度要求由国际机构来执行救济计划。表面的理由是保证救济物资得到公平的分配，但这种做法也使巴基斯坦政府不能借此从人民中获得信誉。”





印度不仅在难民救济方面虚与委蛇，在难民重返家园的问题上也百般刁难。尽管叶海亚·汗总统宣布了大赦，印度仍然要把东巴问题政治解决作为难民重返家园的条件。但是，在属于邻国主权领土上究竟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政治办法，对此印度还保留着仲裁的权利。六月中旬，英·甘地总理宣布印度不会同意任何意味着“孟加拉国灭亡”的解决办法；换句话说，印度以肢解巴基斯坦作为它不动手的条件。在逐渐实行自治的方案遭到拒绝、难民得到煽动且回国无望的情况下，印度使危机的增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苏联在起初阶段对东巴危机持温和的态度。1971年4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给叶海亚·汗写了一封信说：“我一直并将依然确信，巴基斯坦新近产生的复杂问题能够而且必须通过和平途径予以解决，不能采用武力。……我认为，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警告总统先生你是我的责任，应该坚持不懈地寻求最紧急的措施停止针对东巴人民的流血和镇压，并且求诸和平的政治方案来解决问题。”参加过孟加拉战争的印度少将S·辛格认为：“这封信尽管措辞强硬，但根本没有提出东巴自治的问题，更不用说独立了。……苏联领导人袖手旁观，显然是在等待对他们有利的结局。”他还认为：“苏联希望叶海亚·汗能够在东巴重建权力，并最终与穆吉布·拉赫曼的政治继承人达成某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对穆吉布·拉赫曼不放心，一直认为他是美国的走狗。……莫斯科或许依然感到政治解决仍有可能；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便可以在不得罪忠诚朋友印度的情况下，把巴基斯坦拉到自己一边。”

苏联在早期阶段对东巴问题的谨慎政策，使得英·甘地领导的印度政府虽然想干预东巴局势，但还不至于很嚣张。1971年5月20日，英·甘地在印度人民院说：“我们确信，解决东孟加拉问题或许用不着军事手段，有权势者必须寻求政治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世界舆论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甚至能够影响最强大的国家。世界大国负有特殊的责任。如果它们正确而迅速地运用自己的能力，那我们才能期望我们的次大陆会有持久的和平。”6月6－8日，印度外长斯瓦兰·辛格访问莫斯科。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关于东巴问题的主要内容是斯瓦兰·辛格对波德戈尔内4月2日给叶海亚·汗的信表示感谢，以及东孟加拉的难民问题。联合声明的全文参见从这两次活动中可以看出，印度直到六月上旬的时候还没有决定以军事手段来干预东巴危机。

随着孟加拉危机的发展，印度决心干预东巴局势。兰姆说：“印度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样以一场印巴战争的方式卷入巴基斯坦的内部危机，却不刺激中国以超过1965年的力度来进行干涉。正在这时，叶海亚政府不明智地为印度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叶海亚感受到来自印度日益增长的威胁，寻求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它当时处在令人惊讶的尼克松团体领导之下。叶海亚准备尽其所能地做每一件事情，帮助美国政府实现它与中国接近的计划。”

中苏关系在斯大林时期就播下了不和的种子；到赫鲁晓夫时期，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由热变冷并最终破裂，中国实际上退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力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可以与美国一争高下，随着“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出台和“亚洲集体安全计划”的执行，中苏两国已经在边境上重兵对峙，在1969年甚至兵刃相接。中苏两国关系的紧张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中国重新审视并调整对外战略，确定苏联为外来威胁的首要敌人。在同一时期，由于越南战争的沉重负担，美国国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不断加深。1969年尼克松继任总统后，决定从亚洲收缩力量，摆脱越战困境，以维护其战略重点欧洲，对抗苏联在该地区的攻势。美国逐渐调整全球战略，从准备打两场半战争转为打一场半战争，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这样，中美两国战略接近的前提就具备了。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军事冲突成为中美接近的黏合剂。基辛格说：“冲突发生之后，苏联政府打算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为此征求美国的意见。但是，美国政府获得的情报显示：这些冲突一成不变都发生在苏联主要补给基地附近，离中共通讯中心很远——这种态势令人不免起疑，判断苏联迅速沿中苏四千英里长的边境部署重兵，很快就超过四十个师的兵力。如果尼克松政府的分析准确无误，一项重大的国际危机已在全世界不知不觉中酝酿着。苏联若是对中国实施干预，将是‘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对全球均势的最严重威胁。针对中国施行勃列日涅夫主义，意味着莫斯科将试图让北京政府像去年(注：即1968年)的捷克一样屈膝臣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而将屈服听命于一个核子超级大国——这将是可怕的中苏集团复活的征兆，也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令人不寒而栗的噩梦。苏联是否有能力实现这样一个大计划，的确不太肯定。然而，明显的是：这个风险冒不得，尤其是苏联政府一向以地缘政治观念考虑其外交政策，美国更是不容任何险着。如果认真看待势力均衡的问题，则任何可能爆发地缘政治动乱的情况，都必须加以抵制；一旦变迁已发生，再要反对就太迟了。最起码，抵制的代价也会呈现指数增加之势。”中苏边界冲突使尼克松和基辛格觉察到了中国人与苏联人之间相互间抱有的不安全感和敌意，并意识到了美国在正在出现的美苏中战略三角中的作用。

中美两国都认识到要快速联手抵抗苏联的重要性。在中美亲近过程中，巴基斯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协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在1971年7月9－11日成功地访问了中国。基辛格访华的消息一经公布，整个世界都惊愕沸腾。印度和苏联迅速作出反应，1971年8月9日在新德里签定《印苏和平、友好与合作条约》，同年8月18日生效，有效期20年。这个条约具有浓厚的军事同盟性质，在当时被广泛地认为具有秘密条款。条约由序言和12条正文组成，主要内容是：缔约双方将继续发展和加强两国友好、睦邻与全面合作关系；双方保证不缔结也不参加针对另一方的任何军事同盟，不对另一方进行侵略，也不容许利用本国领土进行可能对另一方造成军事损失的任何行为，不向参加与另一方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双方应立即共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适当的相应措施以保障和平与两国安全；双方声明不向他国承担与本条约不相容的任何秘密或公开义务。没有克里姆林宫的默默支持，英·甘地政府就不可能支持东孟加拉的游击队和执行它的“孟加拉国”政策。因此，苏联和印度签订这个条约，等于向火药桶里扔进一根擦燃的火柴。

苏联为什么会改变此前的谨慎立场？1971年8月9日，印度外交部长斯瓦兰·辛格在印度人民院的讲话或许可以作为某种注脚：“世界正在发生快速而猛烈的变化，各种势力的组合方式也在改变。我们的‘不结盟’政策是一项有生机的政策，能够适应这些变化的形势。”印苏结盟是对基辛格访华和中美亲近的的一个反制行动。在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与斯瓦兰·辛格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双方都认为该条约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一个突出的历史性事件。……该条约与规范苏印双边关系其他文件的条款一道，保证双方就重大的国际问题进行定期联系，并且进行协商以便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保护两国的和平与安全。”

威尔科克斯说：“这个条约所产生的后果证明，苏联的罪过明显是唆使犯罪——不是直接参与作案，而是用以加强其在南亚和印度洋的地位。”苏联的南亚政策应放在其全球战略图景中加以考察。朱贝达·穆斯塔法认为：“把印巴冲突从苏中美三角关系中分离出来是很困难的。战争明显突出了印度洋的战略重要性以及世界大国竞相控制它。苏联决心在整个南亚地区赢得优势以便从侧翼包围中国，从而打开通向东南亚的桥头堡。控制了印度洋以及南亚的沿岸国家，莫斯科就能把北京孤立在大陆上，让她在其北部和西部边疆面对俄国军队，这样俄国人的行动就能使其邻居往南边和东边发展，那里是它所不能控制的太平洋。把苏联海军引入印度洋有一个抢先占位的动机，旨在预防美国的北极星潜艇部署在该地区。”





普普尔·贾亚卡说：“英迪拉·甘地以多年来很少判断失误的直觉，预感到孟加拉难民情况的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印度逮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把慌不择路的苏联拴到了自己肢解世仇巴基斯坦的战车上。至此，英·甘地政府可以从容地设计印度版的针对东巴基斯坦的“直布罗陀军事行动”，首先是训练“反叛者”，等同于1965年“直布罗陀军事行动”中的克什米尔“圣战者”，然后等严冬到来大雪封锁喜马拉雅隘口之际，进入达卡直接进行干预。

印度少将S辛格说：“苏联担心印度对东巴基斯坦进行军事干涉会导致它所希望避免的世界大战。但是，印度认为，中国在等待多年之后刚返回联合国和安理会，不会轻易做有损自己形象的事，匆忙与苏联发生冲突。……以军事行动解决孟加拉问题的关键是要速战速决。在事实证明之前，苏联领导人一直怀疑印度在军事和政治上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印度决定独自行动，希望在其他大国援助巴基斯坦时，苏联会出面干涉。”

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危机，国际社会呼吁印度和巴基斯坦采取行动平息东巴的紧张局势。10月12日，印度表示共同撤军是无法接受的，但巴基斯坦单方面撤离边界将是有益的。11月2日，巴基斯坦政府同意单方面先行撤军，并准备同东巴的人民联盟党领袖进行谈判。基辛格说：“叶海亚·汗的不断让步使甘地夫人的难题日益严重。如果她能肯定叶海亚·汗口是心非且不会成立文官政府、穆吉布·拉赫曼不会获释、东巴不会获得自治并在几个月内获得独立，她可能会放长线钓大鱼，利用我们计划的失败作为摊牌的借口。正因为这些计划肯定会取得有利结果才使她的行动具有了紧迫性。文官政府可能领导巴基斯坦摆脱孤立状态。孟加拉代表同巴基斯坦之间的谈判，即便不终结也可能会限制印度强行加快步伐的能力。印度必须在这一连串事情发生之前采取行动。甘地夫人走向战争并不是因为她确信我们会失败，而是因为她担心我们会成功。”

基辛格还认为：“巴基斯坦的让步不涉及英·甘地的根本利益。真正使她念念不忘的是巴基斯坦的性质，而非这个多灾多难国家的一部分地区正在发生的不义行为。……东巴局势反映出来的倾向对整个巴基斯坦都是适用的。俾路支斯坦和西北边境省都不是正当地属于巴基斯坦；它们也需要、并应当得到更多的自治权利；它们本来就不应当成为原初解决办法的一部分”。

战争前夕，英·甘地对西方主要大国进行访问，寻求它们对印度政策的支持。1971年11月4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为她举行欢迎宴会，她在宴会上说：“国际社会需要尽力清除(东巴)这一问题的根源，印度将会慷慨大方地作出回应。同时，保卫我的人民的前途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我不能予以逃避。”有了美国的支持之后，英·甘地完全改变了五个月前的谨慎，积极准备干预东巴基斯坦的局势。她的决心异常坚定，一场战争不可避免了。

二、孟加拉战争的冲击

斯蒂芬·科亨说：“英·甘地和尼赫鲁一样，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都缺乏安全感，而且她更加愿意将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她非常不赞成其父的自由理想主义，而是强调对邻近小国和超级大国的事务处理同等加强。……出任总理之后，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她都喜欢诉诸武力。”

民主体制的确有其好的一面，但也会经常地刺激一个民族的沙文主义情绪。面对着孟加拉危机，印度的舆论和议会弥漫着沙文主义气氛，充满了嗜血的情绪。英·甘地对这种危机气氛起了不小的推波助澜作用，现在这个危机已经起势，如果她不能驾驭，自己将被困难压垮。英·甘地在国内煽动起来的亢奋情绪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反冲击力，这或许是她所期望的，但不管怎样都使她处在孟加拉危机的风口浪尖，无论把航向定在何方都将使自己被巨浪裹卷。然而，她的选择或许早已确定，那就是利用孟加拉危机，把印度军队开进东巴基斯坦，扶植谢赫·穆吉布建立孟加拉国政府。

1971年11月21日，印军向杰索尔的巴军阵地发动袭击，第三次印巴战争正式爆发。1959年美巴双边达成的协议第一条规定，在巴基斯坦遭到侵略的情况下，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在符合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原则之下，将采取适当的行动，包括在各方同意的情况下，使用军事力量在巴基斯坦政府请求下向其提供援助。12月2日，巴基斯坦政府根据该条款正式要求美国承担它的义务。





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在援助巴基斯坦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国务院反对支持巴基斯坦。1972年1月27日，孟加拉战争已经结束，美国时任国务卿的罗杰斯还说：“我们认为，最初的问题是因为巴基斯坦而产生。并且很明显，印度处在难民问题的巨大压力之下。而且，这一形势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印度不应该接受那么多的难民，并向他们提供照顾等等。”前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冯·霍伦也批评基辛格的观点：“印度并没有肢解西巴的宏大计划，苏联也不会促进英·甘地政府朝这个方向发展。把孟加拉地方危机上升到全球地缘政治层次，这既没有必要也不明智。基辛格的结论是错误的，他认为尼克松自愿冒险与苏联开战，包括派美国航空母舰去南亚，挽救西巴并保护世界和平框架。总之，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激情饱满地捍卫白宫政策，对服务美国利益而言有很大的缺陷和坏处。”他认为，尼克松长期以来就亲巴远印，加上中国因素，使得美国政府制定了当时的政策，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印度的战争目标是肢解巴基斯坦。这种观点无疑很肤浅，作为一个离职的前任官员，他不能接触到当时的绝密文件。从英·甘地的作风来看，她未必没有夺取巴控克什米尔的计划。关于美国内部的分歧，基辛格认为其原因在于，“白宫是从地缘政治视角而国务院则从区域视角来看问题，在于执行我国外交政策时中国和印度谁应该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加以对待。”在巴基斯坦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美国对于自己向盟国承担的法律义务，只是依靠玩弄文字游戏来加以敷衍塞责。

巴基斯坦无力与强大的印度抗衡，不能捍卫领土之一部分的东巴，并且西巴也可能被弄得支离破碎，于是向中国求援。当时，巴军总参谋长、海空军司令及叶海亚·汗总统的特使连续来到北京。据我国著名外交家杨公素回忆：“这时，中国正处于‘文革’的混乱之中。西藏同内地一样政治局势不稳定，西藏军区司令员被揪斗，……鉴于当时我国的情况，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只有在政治、外交上给以支持，谴责并声讨印度对巴基斯坦的侵略行动。我们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些飞机、常规武器，但像第二次印巴战争那样准备出兵的设想就谈不上了。”

战争正在进行中，美国政府从秘密渠道获得确切可靠的信息，印度政府决心要把西巴基斯坦也搞瘫痪。英·甘地已经表明：在孟加拉获得“解放”以前，印度不会接受联合国大会关于停火的任何呼吁；在那以后，印度部队将去“解放”巴属克什米尔，并一直战斗到巴基斯坦陆、空军全部消灭为止。换句话说，就是要使西巴也遭受肢解，陷于毫无防御能力的境地。

国际社会质疑印度干预东巴危机的目的。印度政府在公开声明中断然否认对西巴有任何领土野心，却把克什米尔地区排除在外。印度驻美大使杰哈在答复美国的咨询时说，克什米尔属于印度，其中巴控区是非法占领的。所有令人慰藉的词句加在一起，不过是精心安排的遁词。印度和苏联仍然拒绝承认西巴领土现状；他们蓄意保持兼并领土的可能性，而这种兼并只有完全摧毁巴基斯坦军队，进而使巴基斯坦土崩瓦解才有可能实现。非常令人惊讶的是，早在1956年4月13日，尼赫鲁在一次公众会议上就宣称：“在我看来，东孟加拉的难民涌入印度与克什米尔问题有关系。尽管从外表看来它们是不同的问题，但在我看来它们是相互联系的。”

巴基斯坦如果同时失去孟加拉和克什米尔，就无法生存下去；一切离心势力就会泛滥起来。美国政府确认，使西巴免遭印度摧毁的最大希望在于向苏联施加压力，使它看到次大陆的事态可能危及它同美国举行最高级会谈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有可能敦促印度保持克制。在向苏联施加压力的同时，美国还命令“企业号”航空母舰特遣舰队驶向孟加拉湾，理由是要接走美国派驻在达卡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其实，当时只有75名美国人留守在那里。基辛格说，尼克松政府真正的目的是来表现美国的决心，阻止苏联的动作，以及牵制印度投入到战争中的军舰和飞机。这并不是“企业号”航空母舰首次开进孟加拉湾，斯蒂芬·科亨曾对此评论说：“这本来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对败局已定的巴基斯坦以及美国的新伙伴中国所做的一个政治姿态，但印度人却将它作为充满敌意的象征性示威载入史册，他们忘记了1962年‘企业号’航空母舰受命驶入孟加拉湾支持印度对抗中国的一幕。”

苏联政府最后向印度施加压力，要它接受包括巴控克什米尔在内的西巴领土现状。12月16日，英·甘地提议在西巴实行无条件停火。这场战争总算是过去了，基辛格终于可以放心地说：“印度这场强权游戏并未动摇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没有破坏我们对中国的主动行动，虽然这种可能性本来存在，而且苏联也无疑希望如此。”这场危机对美国而言或许是无关痛痒，但对巴基斯坦来说则是缺胳膊断腿、元气大伤，巴基斯坦前任总统穆沙拉夫就不无伤感地说：“印度自称不结盟国家，在和平友好条约的幌子下，公然得到苏联的帮助，实际上双方结成的是战争同盟。另一方面，我们的长期盟友美国，除了表示同情之外，未有行动。”

第二节 孟加拉战争结果的法律表现

一、1972年的《西姆拉协议》

孟加拉战争刚结束，印度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久久不能平息。因为它大灭了巴基斯坦的威风，确立了印度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威尔科克斯说：“从孟加拉危机中，印度以志存高远、孔武有力和手腕灵活的成功的地区强权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接替叶海亚·汗就任巴基斯坦总统的阿里·布托当时也承认：“巴基斯坦已经遭受了一场灾难……巴印之间军事力量的失衡较之以前大大地加剧了……政治上巴基斯坦是孤立无援的……巴基斯坦的经济残破易碎，人民的心理黯然神伤，印度却兴高采烈地享受着胜利的快乐。”

印巴之间实力的根本改变很快就在法律上得到体现。英·甘地和阿里·布托在印度著名的旅游城市西姆拉进行会谈，解决战争遗留的问题。1972年7月2日，双方签署《西姆拉协议》(全文内容参见附录4)。协议的第4条第2款与克什米尔问题直接相关，其内容是：“在查谟和克什米尔，1971年12月17日停火造成的控制线，应在不损害任何一方得到承认之立场的情况下得到双方的尊重。任何一方不应不顾双方的分歧和法律上的解释而单方面谋求改变这条控制线。双方进一步保证不以武力相威胁或者使用武力以侵犯这条线。”从此之后，克什米尔的停火线被重新划成，被称为控制线或实际控制线。协议签订之后，印度遣返了巴基斯坦93000名战俘，归还了所占领的西巴5000平方公里领土。

据英·甘地的秘书P·N·达尔称，会议期间阿里·布托和英·甘地之间达成君子协定。阿里·布托向英·甘地承诺，他将很快承认孟加拉国，以便使战俘得到遣返；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争取彻底解决克什米尔争端，并将尽力不破坏它。这就是所谓的西姆拉会议的“秘密条款”，但遭到巴基斯坦官方的否认。由于印巴两国就这一谅解并没有发布过任何材料，P·N·达尔的谈话尚无佐证。斯蒂芬·科亨对这事评论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西姆拉协议》背道而驰的解释，给印巴此类会谈又增添了一分不可信性。……在印度人心中，《西姆拉协议》作为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的一项参考，已经取代了联合国决议。此外，印度领导人认为，双方已保证相互直接运作，绝对放弃超地区外交手段。而巴基斯坦人却说，《西姆拉协议》只能作为补充，并不能取代仍然有效的联合国有关克什米尔的决议。……在不同诠释的指导下，印巴双方一有机会就继续强调各自的主张。”

大多数解决国际矛盾的协议的内容都是含混的，留给当事各方不同的解释空间，《西姆拉协议》也不例外。印度方面认为，《西姆拉协议》终结了在克什米尔进行公民投票的选项，把巴基斯坦因素从克什米尔内部政治中驱逐出去了。但是，1972年7月3日，阿里·布托从西姆拉回到拉合尔机场时宣布：“在至关重要的克什米尔问题上，我们没有做出妥协。我们告诉他们……克什米尔人民必须绝对地实践他们的自决权。这是一个只能由克什米尔人民才能决定的问题。巴基斯坦和印度在该问题上都没有发言权”。换句话说，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问题或许不再是激烈的领土争端，但该土邦人民想要他们的未来成为什么样子的问题绝对没有结束，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内部政治将依然是巴基斯坦政府的最大利益所在。布托在那个时候给印度带来的挑战是明确的。现在轮到印度向世界证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居民愿意接受印度提供给他们的东西。

《西姆拉协议》与印巴此前签订的类似文件有很大的不同，与《塔什干宣言》也不一样，尽管塔什干会议及其协议是由第三国强加给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它们都没有取得针对另一方的决定性胜利，但西姆拉会议是在没有外国压力下由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举行的。总的来看，《西姆拉协议》是巴基斯坦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失败、实力大为削弱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的历史性妥协。……特别是巴基斯坦内部有信德、普什图、俾路支等民族问题，巴基斯坦担心如果再次同印度发生战争，巴基斯坦有可能进一步解体。鉴于克什米尔问题仍有可能导致印巴发生冲突，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做出妥协，争取印巴和平共处符合巴基斯坦民族的根本利益。但是为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印巴两国没能进一步找到最终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办法，为后来克什米尔形势发生反复变化留下了隐患。

印度学者克里尚·巴蒂亚认为，通过这个协议，“甘地夫人一举就把克什米尔问题从联合国的议事日程上撤销，使它成为由印巴间讨论解决的问题。”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这的确是印巴两国首次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不以武力为手段来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西姆拉会议对印巴两国关系有重大影响。科帕拉说：“印巴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拒绝对抗方针而代之以对话政策建立在两国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这已经被证明是南亚次大陆人民的主要利益所在。这就使《西姆拉协议》应该成为规范和稳定印巴关系的一个新的起点。”

二、1974年的《克什米尔协定》

孟加拉战争不仅仅是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争端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印度与印控克什米尔之间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印度在1965年之前对印控克什米尔的控制已经很强了，这年的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加强了印度在那里的地位。R·N·考尔甚至说：“这次战争使得克什米尔自治的口号变得过时了，印度稳步地把中央法律推广到那里。”这次战争还使得印度许多开明人士不再支持谢赫·阿卜杜拉，例如J·P·纳拉扬和C·拉贾戈帕拉查理，他们曾经倡导通过印度、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的三边框架来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由于印度公然地宣称：不许插手克什米尔。1965年战争也就证明，克什米尔不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问题了。

1967年，印挖克什米尔举行邦议会选举。为了确保执政的国大党赢得胜利，印度政府几乎是不择手段：“给有希望的反对派候选人介绍工作；绑架某些反对派的领袖，使他们不能按时填写提名申请书；使用国家机器参与竞选；挥霍金钱；为克什米尔地区的国大党代表印制双份的选票；反对派候选人的代理人被警察盘查或逮捕；推迟到最后一分钟才打开票箱，使反对派候选人没有时间和机会派出自己的选举代理人；与主管的官员勾结，利用未参加的选民的名额，由国大党投票代理人签票。”谢赫·阿卜杜拉当时仍被关押在狱，这次选举遭到他领导的公民投票阵线的抵制。

选举之后，印度政府自信已经充分地控制了印控克什米尔的形势，因此在1967年12月8日把谢赫·阿卜杜拉及其主要助手从监禁中释放出来。尽管如此，印度议会还是在12月20日通过《防止非法行动法》，赋予印度政府广泛的权力，取缔非法组织和监禁独立人士，如果他们敢于质疑被印度宣称为其领土的主权的话。帕特里夏·科尔威·辛普森认为：“该法的实施甚至可能适用于印巴之间关于克什米尔的讨论，它可以被认为是废除了《塔什干协议》。”

1968年1月2日，谢赫·阿卜杜拉与英迪拉·甘地举行了一次很友好的讨论，说他想做的一切只是调解印巴之间的分歧。但几天之后，巴基斯坦驻新德里的高级专员宣布，谢赫·阿卜杜拉给阿尤布·汗总统寄去一封信，感谢他支持克什米尔人民“为自决而战”。

1970年6月，公民投票阵线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政策：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应该有一个最高的政府，负责包括克什米尔谷、查谟、拉达克、吉尔吉特和自由克什米尔在内的各个地区的事务。整个邦要么变成独立，要么加入巴基斯坦。谢赫·阿卜杜拉没有说他倾向于哪种选择；但他承认，当他1947年同意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时他犯了一个错误。同年12月，英·甘地解散印度联邦议会，把议会选举提前一年到1971年进行。谢赫·阿卜杜拉宣布他们将竞选克什米尔选区三个议席中的两个。考虑到东巴基斯坦的局势，印度政府禁止他们回到克什米尔去，公民投票阵线也被宣布为非法而禁止参加选举。

孟加拉战争对谢赫·阿卜杜拉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R·N·考尔说：“1971年的印巴战争对谢赫·阿卜杜拉与印度中央的关系有深刻影响。……英·甘地与阿里·布托签订的《西姆拉协议》仅仅是一个开端，最终导致了1974年的《克什米尔协定》(全文内容参见附录5)。”1972年3月，印控克什米尔将举行邦议会选举，因为对东巴事件的干预，英·甘地政府担心由此激起的伊斯兰情绪可能会使谢赫·阿卜杜拉获胜，因此阻止他回去参加大选，直到选举结束后才让他回去。回到克什米尔之后，谢赫·阿卜杜拉在9月份组建了一个联合阵线。





斯蒂芬·科亨说：“1972年以后，印度的外交活动转移到加强其在1971年用武力获得的地区性支配位置来。印度和周边小邻国签署了新一轮条约，其中最重要的条约就是与孟加拉签定的条约，这些条约使印度的地区优势得到保证。1971年印度与尼泊尔签定了《贸易和货物运输条约》；1972年签定了《印孟友好、合作和和平条约》。……正如加拿大籍印度裔学者巴尔代夫·拉贾·纳亚尔所指出的那样：‘1971年发生在南亚地区的战争导致了该地区权力的重新构建，把印度在次大陆的地位提升至鹤立鸡群的程度，随后使之成为重要的地区力量。’”

印度在南亚的优势已经确立，巴基斯坦战败使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独立失去了最后的可能性，长期的斗争使谢赫·阿卜杜拉认识到，如果要维持自己在克什米尔的统治地位，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就必须与印度政府妥协。谢赫·阿卜杜开始公开声明，他并不反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1947年加入印度的决定，在给英·甘地的一封信中写道：“关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并入印度的问题，并没有分歧，我一向坚信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未来是与印度相一致的。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印度政府对他转变态度感到满意。1973年1月，公民投票阵线的两年禁令期满后，印度政府就不再作延长。

1974年5月，印度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进一步确定了自己在南亚地区的优势；同一年，印度的保护国锡金首都甘托克发生一场游行示威。借此机会，不顾锡金国王的抗议，印度在9月7日吞并了这个小王国，把它变成印度的一个联系邦；11月13日，谢赫·阿卜杜拉的代表阿弗泽尔·贝格和印度中央政府的代表G帕夏萨蒂在新德里签订了《克什米尔协定》。1975年2月12日，谢赫·阿卜杜拉正式予以接受；24日，印度政府把它公之于众；26日，谢赫·阿卜杜拉正式就任印控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首席部长。《克什米尔协定》的关键条款是第1条和第2条，其内容如下：

1.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是印度联邦的一个组成单元，必须在这种条件下与联邦发生关系，它将继续由印度宪法第370条来管理；

2.剩余立法权继续保留给邦里；但联邦议会将继续有权制定法律以防下列行为发生：否认、质疑、或分裂印度主权和领土完整；或者招致印度联邦部分领土被分割的行为，或分割印度联邦部分领土的行为；侮辱印度的国旗、国歌和宪法的行为。

换言之，查谟和克什米尔立法议会任何有可能被解释为含有使该邦走向独立的举措，更不用说与巴基斯坦统一了，这样的行为将被印度联邦议会否决，这一限制极大地损害了宪法第370条的剩余强制。兰姆认为：“谢赫·阿卜杜拉没有在《克什米尔协定》中实现他的雄心，即把克什米尔土邦恢复到1953年8月他被解职前所享有的确切地位。这传递出来的含义非常明确，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是最终的，印度此前对该土邦所作的许多决议也同样是有效的；当时在公众场合的发言中，谢赫·阿卜杜拉确定他承认印度政府对该土邦事务的改变。”






结语

结语

克什米尔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的热点问题，旷日持久地引发印巴两国冲突。对于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和发展有多种不同的解释路径，如殖民主义、宗教冲突、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本书以地缘政治为研究视角，对1947-1974年的克什米尔问题进行了考查，分析了它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在考查那不勒斯的历史后说：“我们的土地上表现出的历史并不产生于其内部，因为历史学家开始注意到，南方的意大利和西西里命中注定地要成为世界历史中的主要冲突地点：在古代是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的，在中世纪是伊斯兰、拜占庭和神圣罗马帝国的。”通过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历史进行考查，我们同样可以说：克什米尔命中注定地要成为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冲突地点：在古代是亚洲腹地游牧民族之间的，稍后是锡克人和阿富汗人之间的，在近代是英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在现代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之间的。

作为英国结束对印度殖民统治的一项副产品，克什米尔问题虽然产生于1947年，但它深深地植根于克什米尔和印度此前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前现代的印度和克什米尔与它们当前的政治版图大不相同，现代的印度和克什米尔都是经过英国长期殖民统治塑造而形成的。克什米尔位于兴都库什山脉，那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在19世纪初，克什米尔处于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的控制之下；1819年，它被杜兰尼王朝的封臣锡克国王兰吉特·辛格兼并了。锡克国是骁勇善战的锡克人在北印度建立的国家，它实力雄厚，领土主要由印度河流域的旁遮普平原和克什米尔山区地带两部分构成。

克什米尔南面的查谟的多格拉贵族中有三兄弟都是才俊之士，为兰吉特·辛格攻城略地和摆脱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的控制立下汗马功劳，先后从锡克王室获得采邑，成为位高权重的文臣和武将。其中的长兄古拉伯·辛格在1822年受封为查谟王，随后开始扩张自己的势力，吞并了周边许多小公国。从1834年到1842年，他乘中国清朝政府内忧外患之机，多次侵略中国的属国和西藏地区，最后兼并了中国的属国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把自己的领土扩大了十多倍，大大地加强了自己的势力，为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世纪40年代初，英国人准备兼并锡克国。面对这个强大的对手，而且英国人当时在印度的行政中心在遥远的加尔各答，他们采取了一种渐进的、从内部消耗分解的手段来兼并锡克国。克什米尔不仅地势险峻，而且地处偏远，与英国管辖区之间还隔着旁遮普、查谟等许多地方，英国人当时没有能力去征服它，于是干脆把它当作交易品来处理。英国人与锡克国中权势熏天的封臣查谟王古拉伯·辛格勾结，以扶植他脱离锡克国建立主权国家和获得克什米尔谷作交易，换取他从内部策应以支持英国兼并锡克国的印度河平原区。这样，在瓦解锡克国的基础上，在英国人的卵翼下，信奉印度教的古拉伯·辛格，以查谟为基地，以克什米尔谷为中心，建立了具有主权地位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成为英印帝国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土邦，同时也是它的北部边疆。

把克什米尔谷转卖给古拉伯·辛格之后，英国与俄国在中亚的斗争日趋激烈。为了防止俄国势力伸入南亚，英国帮助查谟王室兼并了以吉尔吉特为中心的鞑靼斯坦；1936年，英国人又在一项司法裁决中把蓬奇采邑判给它。这样，经过一百多年的扩张兼并，通常意义而言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最终形成了，其辖区主要包括信奉印度教的查谟，信奉藏传佛教的拉达克，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尔蒂斯坦、克什米尔谷、蓬奇、吉尔吉特等地，由少数印度教徒统治多数穆斯林。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建立和形成，是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以及19世纪阿富汗、锡克国、查谟、尼泊尔、中国、英国和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作用下而产生的，是南亚北部地缘政治作用的结果。

地缘政治有微观、中观和宏观三种分析模式，相对应地分析局部(国内)的、区域(国家)的和全球(帝国)的地缘政治态势。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在某个时段内只有某种模式的地缘政治影响克什米尔局势的发展，实际上它可能同时处在两种甚至三种地缘政治力量的作用之下。比如说在19世纪末，克什米尔已经是英印帝国里的一个土邦，它们之间有许多矛盾，甚至于英国政府在1889年褫夺普拉塔普·辛格大君的权力，建立部长会议而亲自发号施令，这是一种微观的地缘政治。然而，这个时期克什米尔在英印帝国和阿富汗的关系中也处于重要地位，当时划定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阿富汗之间边界的李奇威线就是双方博弈的结果，它已经超出了单个国家而进入南亚地区范围，这是一种中观的地缘政治。但是，这个时期的克什米尔还是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在中亚斗争避免直接接触的缓冲区，受到英俄关系的影响。中亚是地缘政治学大师麦金德所称谓的争霸全球的“心脏地带”，英俄中亚斗争是标准的全球争霸行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宏观地缘政治。因此，19世纪末的克什米尔同时处在三种态势的地缘政治作用之下。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形成之后被称作印度的微缩体，其民族版图对后来克什米尔局势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20世纪上半期，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是逆向发展的。在印度是占多数的印度教徒领导其他少数派民族，争取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出现了少数派穆斯林要求建立巴基斯坦国的运动；在克什米尔是占多数的穆斯林领导其他少数派民族，争取推翻印度教徒的封建统治以获得解放，出现了印度教徒等少数派的分离主义运动。不同的是，克什米尔作为从属于英印帝国的一个土邦，它的政治发展受印度主流运动的影响很大：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两大政党穆斯林会议党和国民会议党，后者从前者中脱离出来；印度的两大政党国大党和穆盟，后者受前者的影响而成立。在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国民会议党与国大党分别成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印度的第一大政党，两者关系密切，都主张世俗主义和为共同体内所有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穆斯林会议党和穆盟分别成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印度的第二大政党，两者来往频繁，都强调保护共同体内穆斯林的利益。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却是穆斯林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与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合拍共进，却与印度的穆斯林建国运动背道而驰。这是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最重要的历史渊源。

英国在印度建立的殖民体系叫作英印帝国，由英属印度和印度土邦两部分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被迫结束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而实行印巴分治。在撤离印度的过程中，英国主要关心自己如何全身而退，因此把精力主要放在相对容易解决的英属印度分治上面，而基本忽视了复杂棘手的印度土邦归属问题。这期间制定的与土邦归属有关的文件主要有三份，分别是《内阁使团备忘录》、《蒙巴顿方案》和《印度独立法》，它们都没有明确印度土邦归属的具体解决办法。印度土邦的归属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导致相关各方都可以找出含混的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事依据，这为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提供了法律空间。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如果没有形成它在印巴分治前夕的那个样子，而是按照它在1822年的样子一直延续到1947年。那么，按照印巴分治的原则和印度土邦归属的普遍作法，各个部分将按其自然属性顺利地加入印度或者巴基斯坦，就像当时其他印度土邦所做的那样。如果英国在结束对印度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以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印度土邦如何选择归属，独立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将根据明文法律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行事，克什米尔问题也将不会产生。如果没有克什米尔民族主义派的支持，印度在1947年出兵克什米尔是难以想象的；同时，如果巴基斯坦不与克什米尔接壤，也没有获得克什米尔什叶派穆斯林的支持，那它即便想干预克什米尔的局势也将无从插手，就像它对于印度占领朱纳加德和海德拉巴两个土邦而束手无策那样。由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形成是地缘政治作用的结果，因此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历史原因应该追溯到地缘政治上去。

英印帝国确定分裂之后，印度把自己定位为英印统治国际地位的唯一继承国，这使它不仅想尽最大范围地继承英印帝国的领土，而且继承了它的北部边疆防卫政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印度潜意识地把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纳入本国领土范围。但是，从地理、历史、民族和文化的角度来看，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更与巴基斯坦连为一体，对它更有战略防卫意义。此外，由于巴基斯坦立国的意识形态基础是“两个民族理论”，它内在地把穆斯林占人口优势的毗邻西巴基斯坦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包含在自己的领土当中。反过来，印度却想把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确立为本国世俗主义的象征。这些冲突导致独立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都要求获得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领土控制权，使出浑身解数去争夺它，从而导致克什米尔问题产生。印巴分治前后旁遮普的分割、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穆斯林部落民的反叛等事件，既是时局演变的结果，但印巴也参与其中进行较量，加剧了两国对克什米尔的争夺。

在国大党/印度与穆盟/巴基斯坦争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过程中，国民会议党支持国大党和印度，它的主席谢赫·阿卜杜拉甚至主导了克什米尔大君哈里·辛格与印度政府签署《加入证书》，要求印度出兵克什米尔镇压穆斯林部落民；穆斯林会议党支持穆盟，要求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巴基斯坦。由于国民会议党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享有全面的优势，再加上土邦内的印度教徒统治阶层普遍支持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以及印度相对巴基斯坦的全面优势，使得印度在与巴基斯坦争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斗争中取得了相对优势；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西部和北部地区的居民普遍支持巴基斯坦，那些区域地势险峻，那里的什叶派穆斯林部落民反抗多格拉统治和印度，印军的优势难以在那里得到发挥，因此巴基斯坦在那些地区具有局部优势。

在印巴分治前后，克什米尔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有着相同性质的海德拉巴和朱纳加德两个土邦的归属也成为问题。与克什米尔的政治结构相反，海德拉巴和朱纳加德的居民主要是印度教徒，它们的土邦主是穆斯林，都宣布加入巴基斯坦。这两个土邦因为位于印度腹地，印度通过武力强行把它们并入本国领土，巴基斯坦除了提出口头抗议之外，对此无能为力。就像巴希尔·艾哈默德所说：“巴基斯坦能够接受印度攫取海德拉巴，因为它位于印度的心脏地带，巴基斯坦要去进行管理是不切实际的。”巴基斯坦无力遂行海德拉巴加入本国，所以它对印度攫取海德拉巴不能作有形的抵抗。但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巴基斯坦山水相连，巴基斯坦可以直接对那里发挥影响，而且土邦内的什叶派穆斯林支持它，这使得它至少可以部分地在那里遂行自己的意志，而不至于像在海德拉巴和朱纳加德那样，鞭长莫及而束手无策。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接壤，这使得两个国家都可以直接干预该土邦的事务。尽管国大党/印度和穆盟/巴基斯坦出于各种理由而在独立之前就打算把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纳入本国领土版图，从目前公开的资料来看，地缘战略的考虑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于印度而言更是最重要的因素——印度在哈里·辛格大君签署《保持原状协议》之前就已经开始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作军事准备，出兵时强调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地缘战略地位，但没有谈及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海德拉巴和朱纳加德两个土邦的归属后来没有成为实际中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它们距离巴基斯坦遥远，两个土邦的居民没有对巴基斯坦形成规模上的支持，而且巴基斯坦与印度相比力量弱小，即便在它们的土邦主宣布加入本国之后，也不能遂行自己的意志。因此，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印巴两国实力对比的制约，也就是说地缘政治是最主要的原因。

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问题产生后，巴基斯坦由于势力弱小，自知无法与印度抗衡，立刻寻求英、美两国进行调解。但英、美两国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起初并不愿卷入其中，建议印巴将该问题提交国际组织调解。由于军事手段不能解决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归属问题，为了避免印巴两国陷入持久的全面战争，印度政府在1947年12月31日将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调解。英美操纵的联合国在起初阶段基本以中立的态度来对待克什米尔问题，劝说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实现停火，按现状控制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1949年1月1日，印巴两国实现停火；同年7月在克什米尔划定停火线，使它分裂为印控克什米尔和巴控克什米尔两部分。这样，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归属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只是暂时被抑制了。在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中，印度实现了自己的主要目标，这体现在它夺取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核心地区克什米尔谷，并巩固了自己在那里的统治。

印度把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既是其民主理念的一个表现，更是其实力不济的一个表现。它如果能够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完整地遂行自己的意志，也就不必求助于联合国。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之后，出乎印度意料的是，它并没有按其预期的方式获得解决。印度期待联合国谴责巴基斯坦侵略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要求它从那里撤军，这种想法过于简单幼稚和一厢情愿了。英美等国不可能单纯地根据印度的建议来制定自己的克什米尔政策，它们必定会把巴基斯坦因素考虑在内，也肯定以自己而非印度的利益为行为出发点。巴基斯坦不仅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有合理的诉求，而且是维持南亚均势的平衡力量，更是全球博弈的战略据点。如果英美完全偏向印度，则它们不但有失主持公道的形象，而且破坏了南亚的均势，更危险的是极可能把巴基斯坦推向苏联一边。这些都是英美两国竭力要避免出现的情况。

由于印巴都不愿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作实质性的让步，联合国的调解也就不可能使它及时得到彻底解决，从而为它的持久化埋下了种子。英美苏等世界大国起初都避免介入克什米尔问题，但随着亚洲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三个国家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使它成为全球冷战的一部分。

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地爆炸原子弹；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亚洲的地缘政治形势由此发生逆转，资本主义阵营在亚洲的实力大为削弱，东西方集团在亚洲斗争的中部战线随之从中亚下滑到南亚和东南亚。南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陡然变得重要起来，美国加强了对克什米尔问题的调解，希望和平地解决该问题，以便把印巴两国整合进西方阵营来遏制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政策由于印巴双方都拒不作实质性的让步而遭失败。

1953年3月，联合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调解正式宣告失败，美国于是公开支持谢赫·阿卜杜拉建立独立的克什米尔国。这一阴谋随即被挫败，谢赫·阿卜杜拉也在 8月9日遭逮捕入狱，“独立克什米尔国”因此成为空中楼阁。恰好在这个时候，西方在朝鲜战争上也彻底失败，刚刚在7月27日被迫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这样，美国在南亚地区构筑遏制共产主义“铁幕”的渴望更加强烈，于是改而实行与巴基斯坦缔结军事同盟的办法，把它编入西方围堵社会主义国家的体系之中。巴基斯坦因为感觉到印度的威胁，也希望与美国结盟。巴美军事结盟迫使印度加强发展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使得东西方冷战格局延伸到南亚。巴基斯坦与美国缔结军事同盟的地缘政治战略目标迥异：巴基斯坦主要是为了对付印度和重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做准备；美国则主要是为了对抗以及遏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这就使得巴基斯坦和美国军事结盟缺乏坚实的地缘政治利益基础，埋下了同盟瓦解的种子。

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开始冷淡和疏远，这使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极度地恶化。在印度和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两国传统上模糊的边疆必须划定清晰的边界。印度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将印度国内的理性建议弃之不顾，企图利用中国在这个时期内外交困的机会，以有利于印度的方式强行地解决中印边界争端，最终导致1962年的中印战争。印度在战争中溃不成军，使它游离“不结盟”的外交国策，快速地向西方国家靠拢求援。由于印度在南亚所处的地位，美英等国家总是渴望把它纳入西方阵营遏制中国，于是不顾盟国巴基斯坦的反对，向它提供包括先进军事装备在内的大量援助。这种情况造成印苏关系和美巴关系疏远，巴基斯坦加强了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西方国家还利用这一机会，加强调解克什米尔问题，无奈印巴仍然不愿作实质的让步而以失败告终。

巴基斯坦对西方国家再次武装印度感到害怕，担心自己对印度暂时的既有军事优势很快就会丧失；与苏联亲近之后，自认为国际形势对本国有利；通过1965年4月卡奇冲突测试了各大国态度和印度新政府的软弱之后，在1965年8月贸然发动了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来彻底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巴基斯坦的军事企图遭到印度的猛烈反击，很快就失败了。在这次战争中，作为巴基斯坦盟国的美国并没有对它提供实质性帮助。

在中印战争和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中，西方和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取向不同，出现了无法调解的分歧。在地缘政治离心力的作用下，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变得有名无实，很快就自动瓦解了；相反，在地缘政治向心力的作用下，意识形态迥异的巴基斯坦与中国迅速地紧密靠拢，建立了亲密而友好的关系。

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之后，巴基斯坦国内外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转变。就国内而言，由于巴基斯坦在这次战争中的莽撞和失败，这加强了东巴基斯坦固有的分离主义倾向。因为这次战争是巴基斯坦主动挑起的，而且事后缔结的《塔什干宣言》没能彻底解决两国的矛盾，印度国内存在着复仇的欲望。1970年巴基斯坦因为大选发生了严重的国内危机，使东巴基斯坦的分离主义付诸实际行动。印度打算利用东巴基斯坦危机报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之仇，但也不敢轻举妄动。恰好在这个当口，通过巴基斯坦的鼎力相助，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在1971年7月9－11日成功地访问中国。中美战略接近造成了巨大的国际冲击，引起苏联和印度极度恐慌。作为反制行动，苏联迅速改变此前尊重巴基斯坦领土完整的立场，支持印度用军事手段干预东巴危机。这样，印度在苏联的支持下在东巴基斯坦发动战争，把东巴从巴基斯坦肢解出来建立独立的孟加拉国。但是，当印度妄图把东巴危机扩大到西巴基斯坦，并企图占领巴控克什米尔的时候，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预先地阻止了它的冒险行为。

孟加拉战争被看作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的延续，它再次改变了南亚的地缘政治形势，进而对克什米尔问题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战争之前，巴基斯坦的东西两翼对印度形成了夹攻态势；战争之后，由于东巴基斯坦的丢失，剩余的巴基斯坦反遭印度的侧翼包围。这次战争对克什米尔问题造成的影响是，1972年7月2日，巴基斯坦与印度签订《西姆拉协议》，规定克什米尔问题此后将由两国通过和平方式予以解决，排斥地区外大国的干预；1974年11月13日，谢赫·阿卜杜拉与英·甘地签订了《克什米尔协定》，谢赫·阿卜杜拉接受印控克什米尔成为印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彻底放弃此前坚持不懈的克什米尔独立计划。

孟加拉战争是印巴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较量，以巴基斯坦的惨败而收场。孟加拉战争的结果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直接影响是《西姆拉协议》和《克什米尔协定》的签订，也就是说这两个法律文件是孟加拉战争结果的法律表现。因此，三者一道成为克什米尔问题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标志着它在此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克什米尔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症结固然在于印巴两国都不愿向对方作出实质性的让步，但毫无疑问的是，自从它被提交联合国一直到孟加拉战争期间，它的发展就强烈地受到更大规模的亚洲或全球政治斗争形势变化的影响，而不再仅仅是印巴两国之间的地区性问题。在克什米尔问题产生之初，具体地说是从1947－1949年，由于世界大国不愿介入其中，它主要是印巴两国之间的角力，这是一个中观的地缘政治问题。随着亚洲地缘政治形势的剧变，美苏两个世界大国都先后卷入其中，使它的发展受制于宏观的亚洲和全球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但这并不是说，1949年之后作用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微观和中观的地缘政治已经不存在，而是说随着美苏的介入，前者那个小的地缘政治场就受制于后者这个大的地缘政治场，正如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所阐明的那样。反过来，世界大国介入克什米尔问题，它们是出于更大的目标才卷入其中，是从亚洲甚至全球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待南亚的地缘战略地位，再以这个视角去处理克什米尔问题。美国曾经竭力想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建立军事基地以威胁中国和苏联，那也是服从于其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全球冷战大目标的。

综上所述，通过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历史(即1947年之前)、克什米尔冲突的产生(1947年)和克什米尔冲突的过程(1947－1974年)进行考查可以发现，地缘政治(包括地理、民族、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因素)对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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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Ⅰ：克什米尔大事年表

1587年，莫卧儿帝国的阿克巴大帝征服克什米尔。

1752年，阿富汗的杜兰尼帝国征服克什米尔。

1819年6月15日—7月19日，锡克国王兰吉特·辛格征服克什米尔。

1822年，兰季特·辛格封古拉伯·辛格为查谟王。

1834－1840年，古拉伯·辛格征服拉达克。

1838－1842年，第一次英阿战争。

1840年，古拉伯·辛格征服巴尔蒂斯坦。

1840年6月28日－1842年8月，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1－1842年，古拉伯·辛格侵犯西藏阿里地区，史称“森巴战争”。

1842年9月17日，查谟王室与西藏地方当局签订和约。

1845－1846年，第一次英锡战争。

1846年3月9日，英国与锡克国签订《拉合尔条约》，英国人获得克什米尔。

1846年3月16日，英国人与古拉伯·辛格签订《阿姆利则条约》，把克什米尔转卖给他。

1846年11月9日，古拉伯·辛格才在英国和拉合尔王室的军队帮助下，正式控制克什米尔。

1848－1849年，第二次英锡战争。

1852年，英国政府重新划分莫蒂·辛格和贾瓦希尔·辛格的采邑。

1853－1856年，英法俄等国发生克里米亚战争。

1857－1859年，印度爆发民族大起义。

1860年，兰比尔·辛格征服吉尔吉特和附近一些地区。

1865年，俄国占领塔什干；兰比尔·辛格第一次派使团赴俄，要求联合抗英。

1865年4月－1877年5月，中国新疆南部发生阿古柏叛乱。

1868年，俄国占领布哈拉。

1869年，兰比尔·辛格第二次派使团赴俄，要求联合抗英。

1873年，俄国征服希瓦。

1874年2月2日，英国与阿古柏伪政权签订《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

1876年，英国通过《英王称号法》；俄国征服浩罕。

1877年，英国在吉尔吉特设立政治代理处。

1881年，俄国兼并土库曼，完成了征服整个中亚大草原。

1884年，俄国吞并麦尔夫。

1885年，兰比尔·辛格大君去世，其子普拉塔普·辛格继位；英俄签订条约，划定俄国与阿富汗在东部的边界。

1889年，英国褫夺普拉塔普·辛格大君的权力，在克什米尔建立部长会议。

1890年，沙俄军队进军帕米尔。

1895年3月，英俄签订瓜分帕米尔的补充协定。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

1917年12月3日，苏联发布《告俄国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

1921年2月8日，英国国王下诏成立印度王公议院。

1931年7月13日，克什米尔爆发穆斯林反对哈里·辛格大君的骚动，这天后来被定为克什米尔的“烈士节”。

1932年10月17日，全查谟和克什米尔穆斯林会议党成立。

1933年11月，中国新疆喀什的沙比提大毛拉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1934年，中国新疆军阀把英国的政治代理驱逐出境。

1935年4月3日，英国向哈里·辛格大君强迫租借吉尔吉特及其属国，租期为60年；1947年8月1日，末代副王蒙巴顿终止这项租约。8月2日，英国国王批准《1935年印度政府法》。

1936年3月，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兼并蓬奇。

1939年6月11日，谢赫·阿卜杜拉率领一部分人脱离穆斯林会议党，建立全查谟和克什米尔国民会议党(简称国民会议党)。





1940年3月23日，穆盟正式通过《巴基斯坦决议》，决定建立巴基斯坦国。

1943年7月12日，哈里·辛格大君成立王室调查团。

1944年9月29日，国民会议党通过《新克什米尔计划》。

1945年1月，穆斯林会议党提出《自由克什米尔计划》。

1946年2月18日，皇家印度海军入伍士兵公开哗变。

1946年5月，国民会议党发起驱逐哈里·辛格大君的“滚出克什米尔”运动。

1946年5月12日，《内阁使团备忘录》公布。

1946年5月16日，《内阁使团计划》公布。

1947年2月20日，艾德礼首相宣布，在1948年6月以前把政权还给印度人。

1947年3月22日，蒙巴顿正式就任印度末代副王。

1947年6月3日，《蒙巴顿方案》公布。

1947年7月8日，划界委员会主席西里尔·拉德克里夫抵达新德里。

1947年7月18日，英王批准《印度独立法》。

1947年8月12日，拉德克里夫裁决书提交到蒙巴顿。

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独立。

1947年8月15日，印度独立；巴基斯坦与查谟和克什米尔签订《保持原状协定》。

1947年8月17日，拉德克里夫裁决书公布。

1947年9月13日，印度开始向克什米尔政府提供武器援助。

1947年9月29日，谢赫·阿卜杜拉获释。

1947年10月4日，穆斯林反叛者在拉瓦尔品第宣布建立克什米尔共和国。

1947年10月15日，梅赫尔·昌德·马哈简接任克什米尔首相。

1947年10月18日，梅赫尔·昌德·马哈简又写信给巴基斯坦总督真纳，指责巴基斯坦违背了《保持原状协定》。

1947年10月22日，印军占领马纳瓦达尔。

1947年10月24日，自由克什米尔的革命政府在布龙树成立，萨达尔·伊卜拉辛·汗任主席。

1947年10月26日，哈里·辛格大君签署《加入证书》。

1947年10月27日，印度自治领总督蒙巴顿接受查谟和克什米尔加盟，印军开进克什米尔。

1947年11月1日，蒙巴顿与真纳举行会谈，真纳提出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三项建议；印军占领曼格罗尔土邦。

1947年11月2日，尼赫鲁发表广播讲话，希望联合国调解克什米尔问题。

1947年11月8日，印军攻下克什米尔的门户巴拉穆拉；印军占领朱纳加德土邦。

1947年11月30日，谢赫·阿卜杜拉出任克什米尔首相并组建临时政府。

1947年12月2日，美国制定《关于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的意见书》。

1947年12月31日，美国给印巴两国发去紧急照会，敦促它们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印度政府把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

1948年1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印巴两国避免采取任何有可能恶化局势的措施，以及在克什米尔成立一个中立行政机构。

1948年1月28日，谢赫·阿卜杜拉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瓦伦·奥斯丁进行了会谈，暗示克什米尔可以选择独立。

1948年4月21日，印军攻占拉佐里，筹划分两路进攻对穆扎法拉巴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克什米尔问题决议案。

1948年5月，巴基斯坦派遣正规军赴克什米尔作战。

1948年8月1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印巴委员会提出的克什米尔停火决议。

1948年12月11日，联合国印巴委员会建议任命公民投票行政官。

1948年12月12日，国民会议党工作委员会通过决议，宣布克什米尔加入印度。

1949年1月1日，印巴两国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

1949年3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美国前海军作战部部长五星上将切斯特·威廉·尼米兹为克什米尔公民投票行政官。

1949年4月28日，联合国印巴委员会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提出停火方案。

1949年6月9日，哈里·辛格大君被迫逊位，由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尤维拉吉·卡兰·辛格任摄政王，但实权掌握在谢赫·阿卜杜拉手中。

1949年7月27日，印巴两国签署《卡拉奇协议》，划定克什米尔停火线。





1949年10月17日，印度制宪议会通过宪法第370条，赋予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特殊地位。

1950年2月3日，克什米尔问题调解人麦克诺顿将军提交了解决报告。

1950年4月1日，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1950年4月12日，安理会任命欧文·迪克松为第二个克什米尔问题调停人。

1950年5月，巴基斯坦总理阿里·汗访问美国。

1950年7月13日，谢赫·阿卜杜拉宣布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进行无补偿土改。

1950年9月15日，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代表欧文·迪克松爵向安理会提交克什米尔去军事化方案。

1951年1月16日，英联邦总理会议期间，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亚四国总理非正式讨论克什米尔问题。

1951年2月21日，英美在安理会联合提出议案，要求派外国军队进驻克什米尔。

1951年3月30日，安理会通过克什米尔问题决议案。

1951年4月30日，联合国任命弗兰克·葛拉罕为第三位克什米尔问题调停者。

1951年11月5日，谢赫·阿卜杜拉在克什米尔制宪议会里公开宣称，应该把克什米尔建成“东方瑞士”。

1952年1月－2月，谢赫·阿卜杜拉出访西欧国家，寻求它们支持建立独立克什米尔国。

1952年，印度教派势力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以及印度北部掀起大规模骚乱。

1952年7月24日，尼赫鲁与谢赫·阿卜杜拉签订《德里协议》。

1953年3月，葛拉罕宣布他对克什米尔问题的调解失败；5月初，美国公开支持克什米尔独立的计划。

1953年6月23日，教派主义领袖夏雅马·普拉萨德·穆克吉瘐死狱中。

1953年8月9日，谢赫·阿卜杜拉被撤职入狱，克什米尔副总理巴克希·吴拉姆·穆罕默德接任总理。

1953年7月，尼赫鲁访问巴基斯坦。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

1953年8月17－20日，穆罕默德·阿里·博格拉回访印度，双方签署《卡拉奇协议》。

1953年11月12日，美国和巴基斯坦正式缔结军事同盟。

1954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宣称，美国准备实施“大规模报复战略”。

1954年2月，克什米尔制宪会议通过关于克什米尔加入印度的决议，同年5月印度总统宣布印度宪法适用于查谟和克什米尔邦。

1954年2月2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的协定。

1954年4月13日，印度取消与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关税壁垒。

1954年4月29日，中印正式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1954年5月19日，美国和巴基斯坦签订《共同防御援助协定》。

1954年6月24－2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受邀请第一次访问印度。

1954年9月6－8日，美、英、法、澳、泰、菲、新西兰和巴基斯坦八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外长会议，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组建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东南亚条约组织”。

1954年10月19日，尼赫鲁以印度总理身份开始第一次访华。

1955年1月，国大党宣布在印度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

1955年4月18－24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

1955年6月7－23日，尼赫鲁以印度总理身份对苏联进行首次正式访问。

1955年7月1日，巴基斯坦政府宣布加入《伊拉克和土耳其互助合作公约》(又称《巴格达条约》)；9月23日，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

1955年8月9日，公民投票阵线成立，阿弗泽尔·贝格任主席。

1955年11月－12月，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访印。

1956年10月3日，印控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制宪议会通过新宪法，并于1957年1月26日生效，宣布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加入印度。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发生反政府运动，11月4日，苏军开进布达佩斯。

1956年10月29日，英、法、以对埃及发动军事攻击，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

1957年1月24日，安理会通过一项谴责印度的决议，宣称克什米尔制宪议会无权决定该邦的未来。

1957年10月9日，“克什米尔阴谋案”发生。

1958年1月8日，谢赫·阿卜杜拉被释放出狱，他拒不改变立场，4月30日再次入狱。

1959年3月，中国西藏地区发生了农奴主叛乱。

1959年4月1日，印度废除进出克什米尔的管理制度。

1959年5月－1960年1月，阿尤布·汗多次向尼赫鲁提出印巴“共同防御”的建议，遭到拒绝。

1961年12月18－19日，印度用军事手段解决果阿问题。

1962年10月20日，印度军队对中国边防军发动全面进攻。

1962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单方面停火，并宣告本国部队将后撤至1959年11月7日以前中印实际控制线自己一方。

1963年3月2日，中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

1963年10月3日，印控克什米尔总理巴克希·吴拉姆·穆罕默德称，今后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邦元首改称邦长，政府首脑称作是首席部长，而不再叫总理。

1963年12月26日，哈兹拉特贝尔清真寺发生圣发被盗案，引发查谟和克什米尔发生大规模动荡和游行。

1964年1月4日，圣发找回后重新供奉在哈兹拉特贝尔清真寺。

1964年2月28日，克什米尔社会主义党领袖G.M.萨迪克接任印控查谟和克什米尔总理。

1964年4月8日，谢赫·阿卜杜拉被释放出狱，尼赫鲁和他讨论了南亚邦联计划；5月26－27日，尼赫鲁派他去巴基斯坦参加谈判。

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逝世，夏斯特里继任印度总理。

1964年8月29日，巴基斯坦和中国签订航空条约。

1964年12月4日，夏斯特里政府宣布对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实行联邦宪法第356和357条，即总统将有权接管该邦政府实行直接统治。

1965年1月8日，国民会议党被解散，国大党把自己的基层组织扩大到克什米尔，兼并了国民会议。

1965年3月2－9日，阿尤布·汗访问中国，中巴两国边界议定书。

1965年3月30日，谢赫·阿卜杜拉在阿尔及尔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

1965年4月3日，阿尤布·汗开始对苏联进行访问。

1965年4月6日，印巴发生卡奇军事冲突；4月27日，双方非正式停火。

1965年5月8日，谢赫·阿卜杜拉回国即遭逮捕，在克什米尔引发大规模动乱。

1965年6月29日，阿尤布·汗和夏斯特里签署《卡奇协议》；7月1日，停火正式生效。

1965年8月9日，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爆发。

1965年9月17日，中国向印度发布最后通牒。

1965年9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印巴立即停火；印巴正式停火。

1965年底，巴基斯坦加快修建连接中国新疆的喀喇昆仑公路。

1966年1月10日，阿尤布· 汗和夏斯特里签订《塔什干宣言》。

1967年12月8日，谢赫·阿卜杜拉获释出狱。

1967年12月20日，印度议会通过《防止非法行动法》。

1968年，巴基斯坦发生“阿加尔塔拉阴谋案”。

1970年11月12日，东巴基斯坦遭遇强烈的飓风袭击，巴基斯坦政府处理不力。

1970年12月7日，巴基斯坦将举行全国大选，谢赫·穆吉布·拉赫曼领导的人民联盟党在东巴大获全胜，在全国席位也占优。但叶海亚·汗总统拒绝承认穆吉布的胜利，刺激了东巴的分离主义运动。

1971年4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致信叶海亚·汗，指责巴基斯坦政府在对东巴危机处理得不妥。

1971年7月9－11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成功地访问了中国。

1971年8月9日，印度和苏联签订《印苏和平、友好与合作条约》。

1971年11月21日，印军向杰索尔的巴军发动袭击，第三次印巴战争正式开始。

1971年12月16日，第三次印巴战争停火。

1972年6月，谢赫·阿卜杜拉，阿弗泽尔·贝格等国民会议党领导人被允许返回克什米尔。

1972年7月2日，佐勒菲卡尔· 阿里·布托和英迪拉·甘地签订《西姆拉协议》。

1974年9月7日，印度吞并锡金，把它变成印度的一个联系邦。

1974年5月，印度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

1974年11月13日，谢赫·阿卜杜拉与英· 甘地签订《克什米尔协定》。

1975年2月26日，谢赫·阿卜杜拉正式就任印控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首席部长。





附录Ⅱ：印度宪法第370条

《印度宪法》，郭登皞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1年， 第136－137页。

第一款无论本宪法之规定如何

(甲)第二三八条之规定，对于加米与克什米尔两邦“加米与克什米尔两邦”应为“the Jammu and Kashmir State”之误译，现通译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下文的“嘉木与克什米尔之两大王公”疑为“Maharaja of Jammu and Kashmir”之误译，现一般译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主”，我主张译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大君”，这样才符合印度特色，也符合中国的传统译法。，不得适用。

(乙)国会为该邦制定法律之权力，应限于：

(A)凡在“联邦职权表”与“共同职权表”中之事项，经总统与该邦政府商议宣告同于该邦加入印度自治领之约章所列举自治领立法机关得为该邦制定法律之事项者；

(B)上诉职权表中其他事项，经邦政府同意，由总统以命令列举者。

［注释］ 为本条之目的，［邦政府］指总统目前所承认为嘉木与克什米尔之两大王公，按照该邦行政会议之建议下行使职权之人，该行政会议即据一九四八年三月五日该邦大王公之宣告暂时成立者。

(丙)第一条与本条之规定，应适用于该邦。

(丁)本宪法之其他条款何者应适用于该邦，适用时应有何种例外与更改，总统得以命令列举之。

但有关(乙)项(A)目所称该邦之加入自治领之约章所列举之事项之此类命令，除非经与邦政府商议，不得发布。

但对于前节单独所举事项以外其他事项之命令，除非经邦政府同意，不得发布。

第二款倘(乙)项(B)目或第一款(丁)项第二项单独所指之邦政府同意，如在为制定该邦宪法之制宪会议召集以前，应送制宪会议采取决定。

第三款无论本条以上各款作任何之规定，总统得以公告宣布本条应停止施行，或应按照其所规定之例外修改，自其规定之日起施行；但在总统发布此项告示时，必须根据第二款所指之邦制宪会议之建议。





附录Ⅲ：塔什干宣言

引自《参考消息》，1966年1月11日。

印度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统在塔什干举行会谈并讨论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当前关系，兹在此宣布他们坚决要恢复两国之间的正常、和平关系并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谅解和友好关系。他们认为实现这些目标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六亿人民的幸福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印度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统一致同意，双方将遵照联合国宪章，做出一切努力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建立睦邻关系。他们重申，根据宪章他们有义务不使用武力而是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他们的争端。他们认为，两国之间继续保持紧张关系不符合他们的地区尤其是印巴次大陆的和平和利益，的确，也不符合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人民的利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讨论了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双方表明了各自的立场。

二、印度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统一致同意，两国一切武装人员最迟不晚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五日都撤至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之前所占据的阵地，双方将在停火线上遵守停火规定。

三、印度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统一致同意，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将建立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

四、印度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统一致同意，双方将劝阻任何反对另一国的宣传，而将鼓励促进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的宣传。

五、印度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统一致同意，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和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将返回他们的岗位，并将恢复两国外交使团的正常工作。两国政府将遵守一九六一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

六、印度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统一致同意，考虑恢复印巴两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交通运输以及文化交流，并采取措施来执行印巴之间现有的协定。

七、印度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统一致同意，他们指示各自的有关部门执行遣返战俘规定。

八、印度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统一致同意，双方将继续讨论有关驱逐难民和非法移民的问题。他们还一致同意，双方将创造条件，防止人口外流。他们进而同意讨论双方归还在冲突中接管的财产和资产的问题。

九、印度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统一致同意，双方将继续举行最高级和其他级别会谈讨论同两国直接有关的问题。双方认识到有必要成立印巴联合机构。这些机构将向它们的政府提出报告，以便决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进一步措施。

印度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统表示对苏联各领导人、苏联政府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个人深为感谢和感激，因为他们采取了建设性的友好而高贵的行动促成了这次会谈，这次会谈取得了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他们还向乌兹别克政府和友好的人民表示真诚的感谢，因为他们予以十分热情的接待和殷勤的款待。

他们邀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作为本宣言的见证人。





附录Ⅳ：西姆拉协议

《参考消息》，1972年7月5日。

一、印度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决定：两国结束迄今为止损害它们的关系的冲突和对抗，为促进友好与和谐的关系以及建立次大陆的持久和平而努力，从而使两国今后可以把它们的资源和力量用于增进它们人民的福利这一紧迫任务。

为实现这一目的，印度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商定如下：

(１)两国关系应以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为指导。

(２)两国决心通过双边谈判以和平手段或以它们共同商定的其他任何和平手段解决它们的分歧。在两国之间的任何一个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改变局势，双方都应防止组织、帮助或鼓励任何有害于维持和平与和谐的关系之行为。

(３)它们之间实现和解、睦邻和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是两国保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和平共处，尊重彼此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

(４)在过去二十五年间困扰两国关系的那些基本问题和冲突的根源应通过和平手段加以解决。

(５)它们应始终尊重彼此的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主权平等。

(６)根据联合国宪章，它们将不对彼此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以武力相威胁或者使用武力。

二、两国政府将采取它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步骤来防止针对对方的敌对宣传。两国将鼓励传播有助于发展两国间友好关系的消息。

三、为了逐渐恢复两国关系，双方商定：

(１)应采取步骤以恢复联络——邮递、电报、海上联系，包括过境站在内的陆上联系，以及包括过境飞行在内的空中联系。

(２)应采取适当步骤来促进对方国家国民的旅行便利条件。

(３)将尽可能地恢复贸易以及在经济和其他商业领域间的合作。

(４)将促进科学和文化领域的交流。

在这方面，两国代表团将不时地举行会晤，以制订必要细节。

四、为了开始建立持久和平的关系，两国政府商定：

(１)印度部队和巴基斯坦部队应当撤回国际边界的各自一侧。

(２)在查谟和克什米尔，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停火造成的控制线应在不损害任何一方得到承认的立场的情况下得到双方尊重。任何一方不应不顾双方的分歧和法律上的解释而单方面谋求改变这条控制线。双方进一步保证不以武力相威胁或者使用武力以侵犯这条线。

(３)撤军应自本协定生效时开始，在尔后三十天以内进行完毕。

五、本协定有待两国按照各自宪法规定的程序予以批准，将自交换批准文件之日起生效。

六、两国政府商定，它们的首脑将在今后双方都方便的时候再次举行会晤，在再次举行会晤以前，双方代表将进一步讨论建立持久和平和使关系正常化的方式和安排，包括遣返战俘和被拘留的文职人员、最终解决包括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以及恢复外交关系等在内的问题。





附录Ⅴ：克什米尔协定

Usha Sharma Edi.，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Jammu， Kashmir And Ladakh， New Delhi: Radha Publications， 2001， pp. 299-301.

一、米尔邦是印度联邦的组成单元，它和联邦的关系应继续由印度宪法第370条指导。

二、剩余立法权剩余立法权，即《加入证书》的职权表所列项目之外诸事项的立法权。应继续保留给邦里；但联邦议会仍然有权制定法律以防下列行为发生：否认、质疑或分裂印度主权和领土完整；或者招致印度联邦部分领土被分割的行为，或分割印度联邦部分领土的行为；侮辱印度的国旗、国歌和宪法的行为。

三、已经修改过的运用于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任何印度宪法条款，根据总统依宪法第370条的法令，可以再次更改或撤销，任何这方面的单独建议应根据其自身条件进行考虑；但没有修改过的运用于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印度宪法条款不能修改。

四、考虑到要确保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以适合该邦特殊情况的方式，在下列问题上拥有自己立法的自由：福利标准、文化问题、社会安定、属人法和程序法，双方同意邦政府可以审查1953年之后联邦议会制定或者扩展到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与合作条目相关的任何问题的法律，他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决定这些法律是否需要修改或撤销。因此，应该根据印度宪法第254条采取适当步骤以做准备。总统所批准的这么一项法律应予以相应理解地考虑。在将来，联邦议会根据印度宪法第254条第2款的附款制定法律时，应采取相同的方法。所有运用于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这类法律都应该咨询邦政府的意见，并且邦政府的观点应予最充分考虑。

五、作为一项根据印度宪法第368条规定的相应安排，为适用于查谟和克什米尔邦而对那项条款所做的适当修改应该根据总统法令进行，以达到如下效果：任何法律都不是由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立法会议制定的，以求在与下述问题相关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宪法的任何条文的影响内所做修改效果应该发挥作用，除非法律正供总统考虑，得到他的赞成，这些问题是：

(1)邦长的任命、权力、职责、任务、特权和罢免。

(2)与选举问题相关的下列问题：印度选举委员会对选举的监督、指导和控制；无歧视选举名单的合法性，成人选举和立法会的构成；这些问题具体列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宪法的第50、138、139、140节。

6.由于在邦长和首席部长的专门称谓问题上没能达成一致，因此该问题移交给Principals处理。





附录Ⅵ：重要名词英汉对照表

地名及其相关名称：

Afghanistan：阿富汗

Aksai Chin：阿克赛钦

Algiers：阿尔及尔

Aliwal：阿利沃尔

Arnas：阿纳斯

Astore：阿斯托里

Azad Kashmir：自由克什米尔

Baltistan：巴尔蒂斯坦

Beas River：毕斯河

Bharat：婆罗多(印度古名)

Bhimber：滨伯尔

Balouchistan：俾路支

Baramulla：巴拉穆拉

Bashaher：巴沙赫

Bokhara：布哈拉

Bombay：孟买

boundary：边界

British Empire：大英帝国

British India：英属印度

British Indian Empire：英印帝国

frontier：边疆

Calcutta：加尔各答

Chamba：昌巴

Chilas：奇拉斯

Chitral：奇特拉尔

Chittagong：吉大港

Czarist Russia：沙皇俄国

Dacca：达卡

Daman：达曼

Dardistan：鞑靼斯坦

Darel：达勒尔

Delhi：德里

district：县

Diu：第乌

Durand Line：杜兰线

Durani Empire：杜兰尼帝国

Gandhara：岗德赫拉

Gangtok：甘托克

Gilgit：吉尔吉特

Gilgit Agency：吉尔吉特专区

Goa：果阿

Eastern Turkistan：东突厥斯坦

Gurdaspur：哥达斯普尔

Hazara：哈扎拉

Hazratbal：哈兹拉特贝尔





Himachal Pradesh：喜马偕尔邦

Himalayan Mountains：喜马拉雅山脉

Hindu Kush Mountains：兴都库什山脉

Hunza：坎巨提、洪查、罕萨

Hyderabad：海德拉巴

India States：印度土邦

Indian-occupied Kashmir：印控克什米尔

Indian Ocean：印度洋

Indus River：印度河

Ishkoman：伊希柯曼

Jalalabad：贾拉拉巴德

Jammu：查谟

Jasrota：迦什罗塔

Jhelum River：杰卢姆河

Junagadh：朱纳加德

Kangra：康格拉

Karachi：卡拉奇

Karakorum Mountains：喀喇昆仑山脉

Karakoram Pass：喀喇昆仑隘口

Kargil：卡尔吉尔

Kashi：喀什

Kashmir：克什米尔

Kathiawar Peninsula：卡提阿瓦半岛

Kathua：卡苏亚

Ketagarh：科特噶尔

Khiva：希瓦

Kishtwar：基希德瓦尔

Koh-Ghizar：柯赫－吉札尔

Kotli：柯特里

Kokhand：浩罕

Kulu：库鲁

Ladakh：拉达克

Lahul：拉胡尔

Leh：列城

LOC: Line of Control：控制线

LOAC: Line of Actual Control：实际控制线

Mandi：曼德

Mangrol：曼格罗尔

McMahon Line：麦克马洪线

Mirpur：迈普尔

Moghul Empire：莫卧儿帝国

Multan：木尔坦

Nagaland：那加兰

Nagar：那噶尔





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西北边境省

Nubra River：努伯拉河

Pamirs：帕米尔、葱岭

Pathankot：帕坦科特

Peshawar：白沙瓦

Poonch：蓬奇

Pullundri：布龙树

Punial：普尼亚尔

Punjab Pradesh：旁遮普邦

Punjab Province：旁遮普省

Purig：普日

Radcliff Line：拉德克里夫线

Rajouri：拉佐里

Ramnagar：拉玛纳嘎

Rann of Kuch：卡奇沼泽地

Ravi River：拉维河

Rawalpindi：拉瓦尔品第

Reasi：利亚兹

Ridgway Line：李奇威线

Rimland：陆沿、边缘地带

Samath：萨马斯

Siachen glacier：锡亚琴冰川

Sikkim：锡金

Sind Province：信德省

Srinagar：斯利那加

Suru：苏鲁

Sutle River：苏特拉吉河

Sylhet：锡尔赫特

Tadzhikistan：塔吉克斯坦

Tangir：坦吉尔

tehsil：区

the Rann of Kutch：卡奇沼泽地

Tibet-i-Khord：小西藏、小图伯特

Kashmir Valley/Vale of Kashmir：克什米尔谷/流域

Uri：乌里

Velayat-e Badakhshan：巴达赫尚省

Wakhan Strip：瓦汗走廊

Yasin：雅辛

Yatta Shahar：七城之国、哲德沙尔国

Zoji-la Pass：索吉隘口





人名及其相关：

Afzal Beg：阿弗泽尔·贝格

A.G. L. McNaughton：麦克诺顿

Ahmed Shah Durani：艾哈迈德·沙阿·杜兰尼

Alastair Lamb：阿拉斯太尔·兰姆

Aleksey Nikolayevich Kosygin：阿里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

Amar Singh：艾马·辛格

Andrey Andreyevich Gromyko：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

Badaulet Kahn： 洪福汗、毕条勒特汗

Baidev Singh：拜德维·辛格

Bakshi Ghulam Mohammed：巴克希·吴拉姆·穆罕默德

Benedetto Croce：贝奈戴托·克罗齐

Bung Sukarno：苏加诺

Buzurg Khan：布素鲁克·汗

Chaudhri Ghulam Abbas：乔杜里·吴拉姆·阿巴斯

Chaudhri Hamidullah Khan：乔杜里·哈米杜拉·汗

Chester Powers：切斯特·鲍尔斯

Christopher Beaumont：克里斯托弗·彪蒙特

Claude Auchinleck：克劳德·奥金莱克

Cyril Radcliffe：西里尔·拉德克里夫

Czar Alexander 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Dalai Lama：达赖喇嘛

Depon Pishi：笔喜戴蚌

Dhyan Singh：迪雅恩·辛格

Dwight David Eisenhower：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Evan Jenkins：埃文·詹金斯

Farooq Abdullah：法鲁克·阿卜杜拉

Frank P. Graham：弗兰克·普·葛拉罕

Francis Edward Younghusband：荣赫鹏

Francis Mudie：弗朗西斯·穆迪

Gautam Navlakha：高塔姆·纳武拉哈

General Gracey：格莱西将军

George Abell：乔治·艾贝尔

George Marshall：乔治·马歇尔

Ghulam Mohammad Sadiq：吴拉姆·穆罕默德·萨迪克

Gobind Ballabh Pant：柯班德·波拉巴·潘特

Gulab Singh：古拉伯·辛格

Halford Mackinder：哈尔福德·麦金德

Hari Chand：哈里·昌德

Hari Singh：哈里·辛格

Harold Wilson：哈德罗·威尔逊

Harry S. Truman：哈里·S·杜鲁门

Henry Alfred Kissinger：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

Henry Lawrence：亨利·劳伦斯

Hira Singh：希拉·辛格

Indira Gandhi：英迪拉·甘地





Iosif Vissarionovich Stalin：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

Jagatdev Singh：贾噶特德维·辛格

Janak Singh Katoch：贾纳克·辛格·卡图希

Jawahir Singh：贾瓦希尔·辛格

John F. Dulles：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John Kennedy：约翰·肯尼迪

Kailash Haksar：凯拉斯·哈克萨

Kalon Surkhan：索康嘎伦

Kashmir Singh Katoch：凯什米·辛格·卡图希

Kharak Singh：卡拉克·辛格

Kautilya：乔底利耶

Lal Bahadur Shastri：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

Leonid Ilich Brezhnev：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Liaqat Ali Kahn：利雅格特·阿里·汗

Louis Mountbatten：路易斯·蒙巴顿

Louis Henderson：路易斯·韩德逊

Lyndon Baines Johnson：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Mahandas Karamchand Gandhi：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Mahatma Gandhi：圣雄甘地

Mehr Chand Mahajan：梅赫尔·昌德·马哈简

Mihan Singh：米罕·辛格

Mirwaiz Mohammad Yusuf Shah：米尔瓦札·穆罕默德·尤素福·沙阿

Mirza Afzal Beg：米尔扎·阿弗泽尔·贝格

Mohammed Ali Bogra：穆罕默德·阿里·博格拉

Mohammad Ali Jinnah：穆罕默德·阿里·真纳

Mohammad Ali Khan：穆罕默德·阿里·汗

Mohammad Ayub Khan：穆罕默德·阿尤布·汗

Mohammed Anwar：穆罕默德·安瓦尔

Mohammad Shar：穆罕默德·沙阿

Mohammad Yakoob Beg：阿古柏、穆罕默德·雅霍甫伯克

Noel-Baker：诺尔－贝克

Moti Singh：莫蒂·辛格

Nikolai Alexandrovic Bulganin：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

N. Gopalaswami Ayyangar∶N.戈帕拉斯瓦米·阿扬加尔

Ngorub Stanzin：欧珠丹增

Nicholas John Spykman：古拉斯·约翰·斯皮克曼

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Owen Dixon：欧文·迪克松

Pandit Jawaharlal Nehru：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Pandit Ram Chandra Kak：潘迪特·拉姆·钱德拉·卡克

Pervez Musharraf：佩尔韦兹·穆沙拉夫

Peter I the Great：彼得一世大帝

Pethick Lawrence：帕希克·劳伦斯





Pratap Singh：普拉塔普·辛格

Rajiv Gandhi：拉吉夫·甘地

Ranbir Singh：兰比尔·辛格

Ranjit Singh：兰吉特·辛格

Ratandev Singh：拉坦德维·辛格

Richard Milhous Nixon：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

Sardar Abdul Qayum Khan：萨达尔·阿布杜勒·奎尤姆·汗

Sardar Baldev Singh：萨达尔·波德维·辛格

Sardar Ibrahim Khan：萨达尔·易卜拉辛·汗

Sardar Pater：萨达尔·帕特尔

Shah Nawaz Bhutto：沙阿·纳瓦兹·布托

Shaikh Imam-ud-Din：谢赫·伊马目乌德丁

Sheikh Mohammad Abdullah：谢赫·穆罕默德·阿卜杜拉

Sheikh Mujibur Rahman：谢赫·穆吉布·拉赫曼

Shyama Prasad Murkherjee：夏雅马·普拉萨德·穆克吉

Stafford Cripps：斯塔福·克里普斯

Subhash Chandra Bose：苏巴斯·钱德拉·鲍斯

Suchet Singh：苏其特·辛格

Sukhdev Singh：苏克德维·辛格

Swaran Singh：斯瓦兰·辛格

Nikolay Viktorovich Podgorny：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

Vijay Laxmi Pandit：潘迪特夫人

V. K. Krishna Menon：克里希纳·梅农

Vladimir Iliich Lenin：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V.P. Menon∶V.P.梅农

Winston Churchill：温斯顿·丘吉尔

Yahya Khan：叶海亚·汗

Zorawar Singh：索热瓦尔·辛格

Zulfikar Ali Bhutto：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





组织及其相关：

Akali Party：阿卡利党

AIML : All India Muslim League：穆蒙(全印穆斯林连联盟)

AISPC: All India States Peoples Conference：全印土邦人民会议

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阿里加穆斯林大学

Awami Action Committee：人民行动委员会

Awami League：人民联盟党

Baghdad Pact Organization：巴格达条约组织

Bharatiya Lok Dal：印度人民党

Bharatiya Jana Sangh：印度人民同盟

Border Security Force：边境保安部队

British Commonwealth：英联邦

British Crown：英国国王

British Raj：英印统治

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中央条约组织

Chamber of Princes：王公议院

Chief Minister：首席部长

Conference Minister：部长会议

Commonwealth Premiers Conference：英联邦总理会议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印度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派

Constituent Assembly：制宪议会

CRPF: Central Reserve Police Force：中央后备警察部队

Democratic National Conference：民主国民会议

Dewan：丞相、迪万

Dogras：多格拉族

East India Company：东印度公司

Governor General：总督

Grand Chamberlain：王室总管

Harijan：哈里真

High Commissioner：高级专员

Hindu Mahasabha：印度教大斋会

Home Minister：内政部长

INC: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国大党(印度国民会议党)

Jammu and Kashmir Liberation Front：查谟和克什米尔解放阵线

Jammu Parishad / Jammu Praja Parishad：查谟人民协会

Jan Sangh：人民党、人民同盟

Kashmir Socialist Party：克什米尔社会主义党

Lahore Court：拉合尔朝廷

Lahore Durbar：拉合尔王室





Lok Sabha：人民院

Maharaja：大君、摩诃罗阇、土邦主

Mehtar：梅塔尔、土邦主

Mian：米恩

Misls：锡克战士社团

Mir：米尔、土邦主

Mujahidin：圣战者

Mukti Bahini：反叛者

Muslim United Front：穆斯林联合阵线

(All J&K)Muslim Conference：(全查谟和克什米尔)穆斯林会议党

(All J&K)National Conference：(全查谟和克什米尔)国民会议党

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wab：纳瓦布、土邦主

Part B States：乙部邦

Pashtuns：普什图人

Pathan：帕坦人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人民民主党

Plebiscite Front：公民投票阵线

Political Agency：政治代理处

Political Department：政治部

Presidium of the Supreme Soviet：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Radcliff Boundary Commission：拉德克里夫边界委员会

Raja：王、国王、罗阇

Rajput：拉吉普特

Rajya Sabha：联邦院

Rashtriya Swayamasevek Sangh：国民志愿服务团、国民公仆会

Republic of Kashmir：克什米尔共和国

Royal Commission：王室调查团

Sadar-i-Riyasat：元首

SEATO: 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东南亚条约组织

Sikh Durbar：锡克王室

States Department：土邦部

States Relations Department：印度土邦关系部

TASS: Information Telegraphic Agency of Russia：塔斯社

tribemen：部落民

Viceroyalty：副王

Vishva Hindu Parishad：世界印度教徒大会

Wazir：将军、瓦齐尔、倭色尔









其他：

Agartala Conspiracy：阿加尔塔拉阴谋

Amritsar Treaty：《阿姆利则条约》

Anglo-Afghan War：英阿战争

Anglo-Sikh War：英锡战争

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亚洲关系会议

Baghdad Treaty：《巴格达条约》

Bandun Conference：万隆会议

Battle of Sobraon：素伯龙战争

Big Landed Estates Abolition Act：《废除大土地所有制法》

Brezhnev Doctrine：勃列日涅夫主义

Cabinet Mission Plan：《内阁使团计划》

Cabinet Mission Memorandum：《内阁使团备忘录》

CFL: Cease-fire Line：停火线

Civil Non-Cooperation Movement：文明不服从运动

Communalism：教派主义

Crimean War：克里米亚战争

Delhi Agreement：《德里协议》

Ek Pradhan， Ek Nishan， Ek Vidhan：一个总统、一面国旗、一部宪法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欧洲复兴计划

Geopolitics：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学

Gilgit Lease：《吉尔吉特租约》

Government of India Act of 1935：《1935年印度政府法》

Heartland：心域、心脏地区

Hindu Nationalism：印度教民族主义

Indian Independence Act：《印度独立法》

Indian National Army：印度国民军

Instrument of Accession / Accession instrument：《加入证书》

Jagir：采邑、贾吉尔

Jagirdar：贾吉达尔

Karakoram Highway：喀喇昆仑公路

Kashmir Accord：《克什米尔协定》

Kashmir Agreement：《克什米尔协议》

Korean War：朝鲜战争

Lahore Declaration：《拉合尔宣言》

Lahore Treaty：《拉合尔条约》

Land to the tiller：耕者有其田

LOC: Line of Control：控制线

Manila Treaty：《马尼拉条约》

Martyrs Day：烈士节

Moi-Mubarak：圣发

Mountbatten Plan：《蒙巴顿方案》

Naya Kashmir：新克什米尔

Non-alignment：不结盟

Official Nationalism：官方民族主义

Operation Gibraltar：直布罗陀军事行动

Operation Hindu Kush：兴都库什行动计划

Pacific Pact：《太平洋公约》

Pakistan Resolution：《巴基斯坦决议》

Pashtunistan Dispute：普什图斯坦争端

paramountcy：最高权力

Quit Kashmir：滚出克什米尔

Qonhaq Sahib/Konchuk Sahib：三宝

Radcliffe Award：拉德克里夫裁决书

Resettlement Bill：《重返家园法》

Residuary Powers：剩余权力

Sada-e-Kashmir：克什米尔之音

Simla Agreement：《西姆拉协议》

Siva：湿婆

Southeast Asia Collective Defense Treaty：《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

Suez Canal Crisis：苏伊士运河危机

Standstill Agreement：《保持原状协议》

supremacy：至上权威

Tashkent Declaration：《塔什干宣言》

Territorial Nationalism：区域民族主义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联合国宪章

Unlawful Activities Prevention Act：《防止非法行动法》






后记

2000年3月一个偶然的冲动使我与克什米尔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之后又跟随王红生教授对克什米尔问题做了7年的研究，眼下结稿出版的这本著作就算是我献给王老师的礼物。

王红生教授是位宽厚仁慈的长者，默默地耕耘与付出。王老师有较独特的指导学生的方法，强调用理论来分析、研究和概括问题。我觉得自己这些年来在这方面有所长进，完全归功于王老师的教导。

林承节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印度研究专家，他对学术的严格要求和缜密思维使我受益良多。林老师对学生竭尽提携之情，数年来替我从国外购买珍贵的资料，使本书对克什米尔问题的阐释得以更为全面。北大历史系亚非拉教研室的另一位教授董正华老师总是那样的随和乐助，7年里对我在论文和学习上的求助总是不吝赐教，在其他方面也予以关心。

负笈燕园的7年当中，北大东方学系的唐孟生教授，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的孙士海老师、刘建老师，北大历史系亚非拉教研室的何芳川老师、包茂宏老师、牛可老师、吴小安老师、董经胜老师，以及北大东方学系的姜永红老师、姜景奎老师等许多人向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在我进行各种程序的论文答辩时，同门的周红江师弟、汤大江师弟、徐硕师妹和冯立冰师妹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迫于生计压力，我选择了以定向的方式来攻读博士学位，此举使我2004年9月步入北大之后生活窘迫，居无定所，沦为“丧家之犬”。在我颠沛流离之际，刘子忠师兄、王立新师兄与卢建勇、施展、董仲瑜、肖守贸、李鑫、李永春和徐志民等同学对我施以援手，提供各种便利，使我能够安心学习。

攻读博士学位是一件艰辛的事，在这一过程中我有幸得到许多老师、诸多同学的帮助，使我能够如期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我随即回到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工作，期间受到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帮助，其中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陈立立教授和科研处处长郑苏淮教授尤为关心并催促出版我的博士论文。另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巴蜀书社编辑周文炯先生专业、严谨且仔细地校稿，不仅订正了我原来书稿中的许多错误，其润色亦为本书增辉不少，在此特致敬意和表示感谢。求学至出书的过程虽辛苦，然亦欣慰甚而欣喜。故此，我真诚地向大家致以衷心的感谢!祝大家万事如意!

习罡华 2012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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